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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

世界宗教在我们所经历的世纪之交、千纪之交空前活跃，并在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迅猛发展。如何去认识、研究和理解世界宗教，是我们在全球化时代所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在中国当代社会政治、思想文化氛围中，人们已体会到宗教的普遍存在，并开始关注宗教问题，关心宗教研究，将宗教的作用及影响与现实社会的生存及发展密切关联。不过，在对宗教的认知和理解上，人们的见解和观点显然仍存有分歧，这给我们争取达到宗教审视之共识带来了种种困难，却也提醒并促使我们多层面、多角度地认识世界宗教的存在，观察其演变发展。

在对各种世界宗教的复杂体认中，大致有如下两种视角。

一是把宗教作为人类精神及社会生活的“常态”来看待，从世界宗教中体悟出人的社会性、人本性、文明性和超越性。对此，宗教研究者有诸多表述，反映出其对宗教所关涉的主体或客体、集体或个体、内心或外在的不同侧重。例如，奥托认为宗教是“与神圣的交往”，在此突出人对“神圣”或“神圣者”的信仰。缪勒也指出宗教是人“领悟无限的主观才能”，即人的内心的本能、气质、人寻求超越的渴望。斯特伦把宗教理解为“使个人和社会经历一种终极的和动态的转变过程”，其所言“终极转变”即从深陷于一般存在的困扰而彻底转变为体验到一种“最可信的和最深刻的终极实体”，由此在这种“构成生命的终极源泉”中确立自己的存在，使自己的精神变得充实和圆满。斯塔克则认为宗教是人之本性寻求补偿的体现，因而要追求一种具有超越性的信仰生活。宗德迈耶尔对此曾强调“宗教是人类对于超越经验的共同回答”。蒂利希则突出宗教是“人的终极关怀”，希望从这种关怀中体现出人的精神活动及其本真意义。总结这些宗教理解，伊利亚德以宗教是一种“人类学常数”来说明宗教与人的密不可分，认为“人”就是具有宗教情结的人格存在，人的本质特性与宗教的本质特性有着内在关联，人性乃宗教存在的本体性前提，有人就有宗教。宗教作为这种人性的“普遍性”还被柏格森所坚持，他宣称在从古到今的人类社会中，或许在某一时段、某一地域有可能找不到科学、艺术或哲学，但绝不会找不到宗教。

在上述对宗教的“常态”认知中，一般会把宗教的表现形式理解为作为“内在形式”的“宗教性”和作为“外化形式”的“宗教建构”，在宗教的功能形式上则将其理解为“超越性”形式和“安慰性”形式。比较存在形态的“宗教性”与“宗教建构”，我们会发现其“宗教性”以信仰内在的形式而给人“虚玄”之感，相关内容多涉及人的思想、精神、意念、情感；其外化形态的“宗教建构”则以其“实在”性和“具体”性而反映出人类社会关系的构建，并以各宗教的社会、民族外观来代表与之相应的客体文化形态；在此，蒂利希认为宗教是文化的实质，文化是宗教的表现形式，其相互呼应则可展示文化的表层繁复与宗教的深层蕴涵之有机共构。但在宗教与文化的关系理解上亦可换位，即把宗教看作人类的精神、文化形式，是其“象征化”或“符号化”。论及这种宗教与文明的关系，道森认为“伟大的宗教是伟大的文明赖以建立的基础”，“宗教是界定文明的一个主要特征”。这样，宗教不离人类的文化构建及文明发展，并成为许多文化体系中的核心价值观和许多民族社团的精神家园。而在对宗教功能形式的认知上，一方面可看到宗教“超越性”形态的“终极性”旨归和对人类“自我升华”的憧憬，另一方面则可从其“安慰性”形态上体悟到宗教补偿功能所表现出的一种理想化的对“现实的幻想”，以及由此折射出的“社会的倒影”。它旨在使“此岸的缺陷”为“彼岸的充盈”所弥补，以宗教的慰藉来应对今生今世所遇到的一切，从而达到人们精神上的解脱。对此，恩格斯曾总结说，“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恩格斯从这种对宗教的“常态”理解中，进而指明宗教性乃“包含有人类本质的永恒规定性”。

二是从“问题意识”的视角来看待宗教，即认为宗教的出现乃是人的存在或意识“出了问题”，宗教作为社会反映即为社会的“问题”反映。如果基于这种对“问题”的评价，那么宗教的存在就不一定是社会的“常态”，甚至可能会被理解为一种“不正常”的状况。其实，在此所论及的“社会常态”乃一种被“理想化”、被人为拔高了的“常态”，或者在现实中根本就不存在，充其量也只是个别的、短暂的存在。从问题意识来理解宗教，则会关注人们反映这种问题的社会表层和心理内层，以及二者的复杂交织。在对个人心理内在的分析上，弗洛伊德创立了其深蕴心理学，并将其探究与宗教认知相关联。在他看来，宗教乃说明人的意识、人的心理状况出了问题，宗教实际上是表现出人的“有限性”、“依赖感”、精神压力和负担；而且，原初的宗教之诞生，就已反映出人与其“父母情结”相关联的“负罪感”，故此亦折射出人的心理问题。宗教所揭示的社会问题，则在马克思的经典表述中清晰可见。马克思曾深刻指出，宗教即“颠倒了的世界观”，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还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之所以被马克思视为“人民的鸦片”，就在于宗教表现出“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无情世界的感情”、“没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因此，马克思的问题意识实质上是其对宗教的同情和对产生出宗教的“问题”社会之揭露和批判。

当然，今天如果仍然从“找问题”的角度来看待并理解宗教，那么认识者本身至少会在潜意识上对“宗教”的存在及发展是持有怀疑或批评的看法的，即认为宗教反映出了一种“有问题”的社会存在，而且它并非社会主流所肯定、承认或希望的现象。显然，上述两种视角会带来对宗教“价值”、“意义”的不同观点，而且各自在对宗教的社会定位之审视和判断上也势必会有不同。尽管在今天看来单纯从“问题意识”上评说宗教已经暴露出了其不足和缺陷，但是，这两种视角的宗教认知应该说都是有其意义和必要性的。这些不同的视角能促使人们更加全面、客观并综合性地看待宗教。当然，以平常心来看待作为人类社会“常态”的宗教是在一般性、普遍性意义上所言的，而发现、审视宗教所反映的社会问题则应基于其特殊性，以及其时空关联性。

其实，宗教在“使人类的生活和行为神圣化”的过程中，会在人的精神上实施其最强有力的社会指导及控制。其积极方面会引导人们朝向崇高、达到升华、超越自我，而其消极方面也可能让人陷入偏执、狂热或痴迷。为此，贝格尔认为“宗教在历史上既表现为维系世界的力量，又表现为动摇世界的力量”，因而有必要从其利、弊，正、负等双向功能上来看待宗教的社会作用。但我们对之仍需有主流性、总体性的把握。在精神文化意义上，对宗教核心价值观的认识和挖掘，既可对宗教得以存在的社会获得更为深刻的体认，又能积极引导宗教适应并促进与之相关的社会发展。正如道森所言，“宗教是历史的钥匙，不理解宗教，我们就无法了解一个社会的内在形态”；而在宗教与社会的关系中，“若把某种文化看作一个整体，我们就会发现，抑或有悖于人类社会的价值与规范的宗教，如果引导得体，也会对文化产生能动作用，并为社会变革运动提供动力”。由此而论，宗教对于人类社会存在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和非常复杂的功能。我们认识和研究宗教，应该持有“客观认识”、“积极引导”的态度。

为了对世界宗教有客观、真实、全面、深入的理解和研究，我们组织了《世界宗教研究丛书》，以基于上述考量来在宗教探讨上求真求实。在此，我们在面对世界宗教时，既会对之持有体认人类社会文化现象的“常态”，也会有我们自己在研究上的“问题意识”。编辑、出版这套丛书，我们并不着眼于在研究世界宗教之范围上的系统、整全，而是重在个案研究，具体分析，触及相关的人或事，以便能从点滴积累开始来面向世界宗教的浩瀚大海，纳百川之细流而汇入其汪洋博大。因此，我们希望从大处着眼、从小处入手，积少成多、渐成规模，以一种实在性、持久性来探究源远流长、丰富多彩、错综复杂的世界各种宗教现象。“不积跬步，无以致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我们将锲而不舍，始终保持这种研究的开放性和开拓性。

卓新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2009年7月1日


前言

Elisa Giunipero（竺易安）

当代社会正面临着诸多来自宗教领域的全新挑战，故此，人们需要不断深入地认识、学习和理解各个宗教的复杂性。本论文集以此为出发点，采用历史学研究方法，尤为恰切地显示出历史是如何见证时代的变迁、探讨宗教现象与世界各个文化和宗教关联随时间更替所发生的变化。事实上，宗教本身并非静态的实存，而是随时间发生着变化，不同人类群体的宗教认同也同样在不断地发生演化和更替。

本论文集首先对20世纪的宗教历史进行反思，以便理解当下的宗教。事实上，我们注意到世界各地普遍存在着宗教复兴，对此显然不能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所有的宗教，经由其教诲，都能为和平本身做出重要的贡献。

2013年，中国启动了以经济合作概念为主的“一带一路”倡议。在当下恢复、重启古代历史上“丝绸之路”沿线所发展起来的关系，不仅重新关注经贸交流，而且关注各民族人民在昔日宗教交往和文化交流方面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最近几年，随着横跨欧亚大陆的运输与商业网络价值的不断挖掘，并出于对沿线人民安全与福祉的保障需求，重新考察不同文化与宗教交流所产生的丰富成果变得十分重要。按照“Cultura，borrowing”（文化借用/借鉴）观念，某一文明的文化成果，经由同其他文明内部个体间的相互接触和交流而优先获得。换句话说，一个文明的进步在于其与别的文明进行交流的程度。这种注重相互交流与动态性的观念，明确否定了世界各大文明完全自主地发展出各自的文化与宗教成果，始终保持着自身的同一性，不因时代而发生变化的说法。

本论文集收纳的论文主要是关于基督宗教方面的，系2008年于北京召开的“当代世界中的宗教”会议上提交的论文，此次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CASS）承办，意大利马切拉塔大学（Universitàdegli Studi di MaCerata）协办。与会的意大利与中国学者致力于描绘出20世纪基督宗教在全世界以及在中国发展的轮廓。基督宗教是当今不可忽视的全球性现实，它拥有超过20亿信徒，占全世界人口的33%，是世界第一大宗教。然而，基督徒的地理分布从20世纪开始出现了深刻的转变。从一个主要在欧洲被信仰的宗教，过渡到今天南美洲成为最主要的基督宗教信仰地区，与此同时，据推测，在未来的数十年间，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基督徒数量也将显著增长。历史上的基督宗教传教活动被看成是全球化形态的过去时，天主教尤其想成为一种普世性的宗教，其自身的名称在许多语言中都具有“universale”（普世大公）蕴涵（在中文中则称为“公教”）。

本论文集第一部分主要论述20世纪西方与中国的宗教和文化交流。乔万里教授（Giovagnoli）回顾了出现于19世纪晚期的、所谓的“宗教回归”的历史：事实上，宗教被普遍认为会从现代世界中消失的国际舆论被其反面意见所替代，与这一论点背道而驰，宗教是当今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未来的世界也很可能亦复如是。乔万里教授的文章还探讨了由后现代社会世俗化危机所引发的诸多问题，因此，当务之急似乎在于信仰者与无信仰者围绕当今人类所遇到的重大问题展开对话。

卓新平研究员的论文则针对20世纪中期，西方哲学思想的接触与对话。作者集中论述了两个重要的历史时期：其一“新文化运动”，是中国哲学思想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其二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中国学术界对基督教哲学所展开的研究工作。

论文集随后针对20世纪基督宗教主要宗派的某些特征进行了概括。在天主教方面，首先值得一提的是，英帕辽佐教授（ImpagliazzO）描述了20世纪天主教会的超自然维度与普世性特征。沙雷泽拉教授（Saresella）、布雷桑教授（Bressan）、卡纳伟罗教授（Canavero）等几位意大利专家，则进一步介绍了中国人可能还不太熟悉的有关“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的历史。梁作禄（Lazzarotto）及玛尔塔诺（Martano）阐述了在20世纪全球天主教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天主教修会团体与平信徒运动的历史。本论文集随后的部分则是对中国天主教的深度阐述：其中，周萍萍博士详细考察了1879～1962年间大陆天主教中文报纸的发展概况；刘国鹏博士则为我们论述了1922～1933年首位宗座驻华代表刚恒毅的事迹；竺易安博士的论文则针对1949年后中国天主教的发展状况。任延黎研究员和魏扬波博士分别介绍了目前中国天主教的现实情形，后者集中论述了教宗本笃十六世牧职时期圣座与中国的关系问题。

本论文集有关东正教的部分，梅尔罗教授（Merlo）概括了东正教的某些普遍特征，以及东正教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复杂关系，和美苏两极世界格局下某些互有差异的东正教会的历史。石衡潭博士则勾勒出一幅中国东正教的独特画面。

新教方面则收录了两篇论文，陈剑光教授考察了当下以及21世纪全球范围内基督新教的未来发展形态；王美秀研究员则集中论述了中国的基督新教。

本论文集非常荣幸地收录了李天纲教授根据最新发掘的资料对具有天主教信仰身份的明末大学士、朝廷重臣徐光启进行的原创性研究成果，它是对当今中国宗教在历史研究方面所呈现的崭新气象的有力证明。

特别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在其众多的科研活动中，为中国和意大利学者提供这一宝贵的相聚与切磋机遇，并使本论文集得以出版。

刘国鹏译

2016年3月


INTRODUZIONE

Nuove sfide vengono poste alle società contemporanee dalla presenza delle religioni e per questo abbiamo sempre più bisogno di conoscere，studiare e comprendere in profondità la complessità di ogni mondo religioso.A questo scopo l'approccio storico，adottato in questo volume，è particolarmente adattoperchè la storia evidenzia le dinamiche del tempo epermette di cogliere l'evoluzione nel tempo dei fenomeni religiosi e delle relazioni tra mondi culturali e religiosi diversi. Le religioni infatti non sono realtà statiche ma cambiano nel tempo e le identità religiose dei gruppi umani ugualmente mutano e si trasformano.

Questo volume invita innanzitutto a riflettere sulla storia religiosa del secolo passato per comprendere il presente. Assistiamo infatti ad una rinascita delle religioni ovunque nel mondo ed è sempre più chiaro che si tratta di un elemento di fronte al quale non basta uno sguardo distratto o discontinuo.E' noto a tutti come spesso un uso distorto delle religioni abbia giustificato e giustifichi ancora oggi guerre o conflitti ma è anche vero che tutte le religioni，con i loro insegnamenti，possono dare un importante contributo alla pace.

Nel 2013 la Cina ha lanciato un progetto di integrazione economica denominato “One Belt，One Road”（一带一路）.Riprendere e rilanciare nel presente l'antica storia dei rapporti che si sono sviluppati lungo la Via della Seta richiede un'attenzione non solo agli scambi economici e commerciali ma anche agli scambi culturali e religiosi che i fecondi contatti tra popoli diversi ha prodotto nel passato. Negli ultimi anni，mentre si va riscoprendo il valoredella rete di trasporti e commerci attraverso l'Eurasia，anche per garantire stabilità e benessere ai popoli coinvolti，l'auspicio è che tutto questo sia accompagnato anche da una riscoperta della fecondità delle interazioni tra culture e religioni diverse.Secondo l'idea del “cultural borrowing”（lasciare in inglese
 ） le acquisizioni culturali di una civiltà sono avvenute in prevalenza attraverso il contatto e l'incontro con individui di altre civiltà. In altri termini，una civiltà progredisce nella misura in cui sviluppa rapporti di scambio con altre civiltà. Questa prospettiva pone l'accento sulla relazione e sulla dinamicità，superando definitivamente l'idea che tutte le grandi civiltà abbiano sviluppato le proprie elaborazioni culturali e religiose in completa autonomia e che costituiscano costruzioni culturali sempre identiche，senza cambiare nel tempo.

Il presente volume raccoglie i contributi dedicati in particolare al cristianesimo，presentati durante il convegno（当代世界中的宗教），svoltosi a Pechino nel 2008，ospitato dalla CASS（中国社会科学院）e patrocinato dall'Università degli Studi di Macerata. Studiosi italiani e studiosi cinesi hanno contribuito a tracciare un quadro del ruolo che il cristianesimo ha avuto sia a livello globale sia in Cina nella storia del Novecento. Il cristianesimo è oggi una realtà globale. Con oltre due miliardi di aderenti，riguarda circa il 33% dell'umanità e rimane la religione più diffusa nel mondo. Ma è la distribuzione geografica dei cristiani a essere mutata profondamente nell'ultimo secolo. Da religione prevalentemente seguita in Europa si è passati ad una distribuzione che vede oggi l'America Latina come principale continente cristiano，mentre le proiezioni dicono che nei prossimi decenni la presenza dei cristiani nell'Africa Subsahariana crescerà in modo imponente. La storia delle missioni cristiane è stata considerata come una forma di globalizzazione nel passato. In particolare il cattolicesimo ha voluto essere universale e il suo nome stesso in molte lingue significa appunto “universale”（in cinese 公教）.

Il volume si apre con una prima parte dedicata alle religioni e agli scambi culturali tra la Cina e il mondo Occidentale nel Novecento. Viene illustrata la storia del cosiddetto “ritorno della religione” le cui origini sono radicate nel tardo Ottocento（Giovagnoli）：alla convinzione che la religione stesse per sparire dal mondo moderno，infatti，presso larga parte dell'opinione pubblica internazionale si è sostituita l'opinione opposta secondo cui，invece，la religione è una componente importante nel mondo di oggi e，probabilmente，anche in quello di domani.Vengono discusse le domande suscitate dalla crisi della secolarizzazione nelle società postmoderne，mentreappare sempre più urgente un dialogo tra i non credenti e i credenti intorno alle grandi questioni che incombono sull'umanità contemporanea.

L'importante contributo di ZhuoXinpingriguarda invece l'incontro e il dialogo avvenuto in Cina tra il pensiero filosofico occidentale e quello cinese nel Novecento. L'autore si concentra su due momenti principali：il Movimento di Nuova Cultura come svolta cruciale nella storia del pensiero filosofico in Cina e poi gli anni ‘80，in concomitanza con l'avvio del periodo di Riforma e apertura，con particolare riferimento allo studio della filosofia cristiana in Cina.

Il volume tratteggia poi alcune caratteristiche del cristianesimo del Novecento，nelle sue principali denominazioni. Sul cattolicesimo si sofferma innanzitutto il contributo di Impagliazzo che descrive le peculiarità della dimensione soprannazionale e universale della chiesa cattolica nel ⅩⅩ secolo.Approfondimenti sul cattolicesimo contemporaneo，con particolare riferimento alla storia del Concilio Vaticano Ⅱ，forse ancora non sufficientemente conosciuta in Cina，sono presentati da alcuni esperti italiani（Saresella，Bressan，Canavero）.La storia degli ordini religiosi cattolici e dei movimenti laicali che hanno avuto un ruolo rilevante per lo sviluppo del cattolicesimo nel mondo nel Novecento è trattata da Lazzarotto e Martano. Una parte di approfondimento è dedicata poial cattolicesimo in Cina：dopo una disaminadei periodici cattolici pubblicati in Cina nel periodo 1879-1962（Zhou Pingping），ci si sofferma in modo particolare sull'operato di Celso Costantini，primo delegato apostolico in Cina dal 1922 al 1933（LiuGuopeng），e sul periodo post-1949（Giunipero）. La situazione del cattolicesimo in Cina nel periodo più recente è trattata da RenYanli e da un contributo di Jean-Paul Wiest sui rapporti tra Santa Sede e Cina durante il pontificato di Benedetto ⅩⅥ.

Per quanto riguarda il cristianesimo ortodosso，il paper di Merlo ne tratteggia alcune caratteristiche generali insistendo sul complesso rapporto tra ortodossia e nazionalismo e sulla storia delle diverse chiese ortodosse nel mondo bipolare. ShiHengtan offre invece un quadro più specifico del cristianesimo ortodosso in Cina.

Anche al mondo protestante vengono dedicati due saggi rispettivamente quello di Kim-kwong Chan che proporne alcune considerazioni sul presente e il futuro del protestantesimo nel ⅩⅪ secolo a livello globale e quello di WangMeixiu che si concentra invece sul contesto cinese.

Si è voluto includere in questo volume anche l'originale contributo di Li Tiangang sulla recente riscoperta in Cina dell'identità cattolica del grande letterato e alto funzionario imperiale XuGuangqi，che testimonia di un rinnovato clima per gli studi sulla storia religiosa nella RPC.

Un ringraziamento particolare va all'Istituto delle Religioni Mondiali della CASS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per aver promosso，tra le tante sue iniziative di ricerca，anche questa preziosa occasione di incontro e confronto tra studiosi cinesi e italiani e per aver permesso la pubblicazione di questo volume.

Beijing，21 marzo 2016

Elisa Giunipero（竺易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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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世界中的基督宗教”序

卓新平

当代世界已进入“全球化”的发展阶段，其特点是人们的距离在缩小、关系在贴近、信息在共享、命运在同担。这就要求人们在多元中求一体共在，在多向中达共同目标，争取众见有共识、殊途而同归，即努力去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便能使地球免于毁灭，让人类继续发展，而且是一种繁荣发展、可持续发展。应该说，此乃步入21世纪的人们所迫切需求的。在这种共在的当代世界，其和平与稳定的取得和保持也与宗教有着密切关联，而基督宗教作为世界第一大宗教对于自然有其责任和使命。为此，我们很有必要对当代世界中的基督宗教展开分析和研究。

研究当代世界的视域主要集中在20世纪和21世纪，这百余年来世界的发展跌宕起伏、风云变幻、复杂多样，基督宗教也经历了其当代转型，进入了更为多元的地域化、民族化发展，而且深深地卷入世界的纷争与矛盾之中，并在其中为消解冲突、实现和平发挥着极为关键的作用。因此，我们研究当代基督宗教必须对之加以动态的审视，关注其与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复杂关系。当代基督宗教的发展既反映出相关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变迁，也展示了各民族民众的精神思想及灵性追求的生动变化。其多层次、全方位的呈现，给人们带来了反省和思索，也引来当代人对其精神需求的走向、特色之注目和评说。这就涉及对基督宗教历史的回溯与反思，对其当代作用和未来影响的展望与估量。

当代基督宗教三大教派在其发展中既有共同趋势，亦各自侧重，在当代世界史和宗教史中均有其重彩浓墨，给人印象深刻。其中天主教作为基督宗教中的最大教派在20世纪以来世界宗教的发展中地位突出、作用明显、影响巨大。天主教在20世纪初开始其思想变革的萌动，新经院哲学虽经种种努力试图保住其“永恒哲学”的地位，却仍被各种新的神学、哲学思潮所动摇，甚至被扬弃、取代。此间，天主教的精神领袖开始走出“梵蒂冈之囚”而回归世界，在国际事务中渐露头角、发挥作用。至20世纪60年代，“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的召开使天主教的发展真正进入一个“新纪元”。当代天主教的社会特色和国际影响在社会关怀、和平运动、文化适应、宗教对话、平信徒作用彰显、政教关系等方面都极为突出，教宗在世界各地的行踪也引人注目。东正教的国际活动在当代明显复苏，在地域、民族冲突及其和解的努力中也经常看到其身影，特别是俄罗斯正教在“罗斯受洗”千年纪念活动后极为活跃，苏东剧变后其在东欧的社会地位提升、政治作用加大、群众影响显著。而基督宗教中的新教各派则仍然保持了其多元分化的态势，形成地域、民族的复杂结合。尽管20世纪上半叶新教各派之间形成了松散的联盟，组成了“世界基督教联合会”并使其合作延续至今，但福音派、灵恩派等新兴思潮的弥散又让这种联合时有嬗变、很难预测，其走势、形态千变万化，让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对于新教的生存与发展，奥秘只能在“处境化”“本土化”中捕捉，而且也只能结合变化的世界来体悟。

在研究当代基督宗教之际，中国基督宗教的问题亦得以凸显。我们谈论基督宗教必须要有“中国意识”，必须看到20世纪以来基督宗教在中国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巨变。这种变化当然与中国社会的政治变迁直接关联，同时也涉及基督宗教进入中国后“在地化”的适应和中国基督宗教之“中国化”意识的形成。基督宗教在华有着社会政治及文化思想的两大卷入，对其历史功过必须要有客观冷静的分析评议。中国天主教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其“中国化”的尝试，基督新教的“本色运动”在此前后如火如荼，其本色神学建设亦开展得有声有色，这种中国“本土”“本色”的彰显使基督宗教得以走出“洋教”的窘境，终于能以“华夏”形象面世。当然，在华基督宗教这种“中国”自我意识的真正形成乃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发展，以“三自爱国”运动为标志的“中国化”以政治的转型为开端，并以文化的转型来延续，迄今仍在途中，依然任重道远。不少中国基督徒有识之士在此有着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之功，但中国教会于此仍需努力，要有前仆后继之气魄。可以说，中国基督宗教的发展变迁已经构成了整个当代基督宗教富有活力发展的华丽篇章、美好旋律。

为了系统审视、评估当代世界中的基督宗教，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曾于2008年10月与意大利米兰圣心天主教大学在北京召开了同一命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大家各抒己见、坦诚交流，取得了令人满意的对话、沟通效果。会议结束后，经过意大利学者的辛勤努力，意大利文版的会议论文集得以在欧洲出版发行，获得很好的反响。但因种种原因，该论文集的中文版一直拖至现在才得以面世，其中自有其艰辛、复杂，故此我们更能以喜悦、欣慰的心境来迎接其出版。虽然本论文集出版较晚，但当代社会的发展并没有时过境迁、面目全非，其问题犹在、讨论依旧。当代世界与基督宗教的复杂关系，政教之间、文教之间的纠结缠绵仍是人们难以忽略或轻视的问题。所以，我们研讨会所论及的议题，所提供的思索，不仅没有过时，而且更有启迪意义。处理好基督宗教与当代世界的关系问题，尤其是理顺基督宗教与当代中国的关系，需要真知灼见、前瞻远眺。而我们的研讨，在一定程度上则为这种审视及思考提供了睿智、遐想、反省和展望。因此，我们以该论文集的出版来对与会者的积极参与和建言献策表示诚挚的谢意！也衷心希望中国社会能有更多的人来关注这一重大问题，以促进宗教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和谐发展！

是为序。

2015年11月25日于北京


第一部分 20世纪的宗教与中西文化交往

20世纪的宗教

〔意〕乔万里（Agostino Giovagnoli）
 
[1]



“宗教的回归”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
 
[2]

 ，大部分宗教社会学家认为，宗教信仰、体制及其崇拜活动正在迅速失去一切社会功能
 
[3]

 ，因此，它们的衰退不仅是必然的，而且宗教本身也已接近没落
 
[4]

 和最终的消亡
 
[5]

 。与此相反，法国著名精神分析学家雅克·拉康，也在同一时期语出惊人地断言：宗教“不仅会在精神分析学领域，而且也会在许多其他领域旗开得胜”
 
[6]

 。事实上，他相信宗教将会幸存，并不是因为社会中存在的旧传统和各种落后现象，而是因为现代性的深入和由此造成的焦虑。此后不久，在宗教领域就出现了一些深刻的变化，人们开始谈论所谓的“神圣的回归”或“宗教复兴”
 
[7]

 ，这两个表述在最近几十年当中也变得异常突出。
 
[8]



事实上，许多此类现象和趋势并非横空出世，而是其来有自。比如，近几十年来最为引人注目的宗教现象之一：所谓的“新基督教”，即“五旬节派”或与此相类似的“福音派”基督新教就起源于19世纪。
 
[9]

 还有基要派——当代最为著名和最受争议的宗教现象之一，实际上，直到19世纪末才首次出现在这一“新兴基督教”内部，今天这一术语主要用于说明伊斯兰世界的现有趋势。这一术语出现于1979年伊朗的霍梅尼革命，并在2001年9月11日纽约世贸中心遇袭后成为一个广泛话题。然而，尽管“宗教的回归”源于19世纪晚期，但其各方面的发展则贯穿了整个20世纪。
 
[10]

 毫无疑问，在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宗教领域出现了一些异常显著的变化。
 
[11]



当然，一些字词的含义很难得到精确界定，例如“神圣的”回归或“宗教”的复兴，它们通常用来指一些不同性质的现象，而在世界不同地区则有所变化，有所发展，对此则有可能呈现出各种大相径庭、相互矛盾的，有时甚至是截然对立的解释。与“反世俗化”（antisecolarizzazione）或“去世俗化”（desecolarizzazione）有关的争议今天依然在继续，以此证明世俗化理论已完全被事实所推翻，而那些持相反观点，仍然认为其有效的人士，则需要对其进行重大修改。
 
[12]



无论如何，就历史层面而言，“回归”一词使人想起此前从未存在过的宗教的“黄金时代”，而历史并不承认昔日现实或状况的回归。此外，也并不能肯定地说，“宗教的回归”就是趋势突然而彻底的扭转。在此趋势下，经过一个阶段的削弱之后，宗教将会重新有力地激发世界各地包括个人和集体、私人和公共生活在内的一切生活形式。
 
[13]

 许多学者仍然认为，即便最近几十年去基督教化过程有增无减，传统宗教信仰和活动也在持续衰落，但至少在欧洲的许多地区还存在着“宗教的回归”趋势。
 
[14]

 不过，虽然需要保持十分谨慎的态度，以免得出过于笼统的结论，但至少可以肯定的是，宗教领域的很多现象都已发生了变化，尤其是包括信徒和非信徒在内的许多人士对宗教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15]

 事实上，国际舆论普遍认为，宗教本身即将从现代世界消失的观念业已被相反的观点所取代，宗教仍然是当今世界的组成部分，未来很可能亦复如是。因此，现在普遍认为，即便人们因理解不同而对宗教现象的评价千差万别甚至截然相反，但宗教作为当代社会的一个组成要素这一事实应当得到承认，并需要对其加以评估。

超越、限定和对世俗化的反思

这一国际舆论的改变有多方面的复杂原因。不少学者都强调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所发生的一系列划时代事件或现象，例如1978年卡罗尔·沃伊蒂瓦（Karol Wojtya）当选天主教会最高领导、1979年阿亚图拉·霍梅尼以胜利者的姿态重返伊朗、1977年以色列工党在选举中失败
 
[16]

 、宗教介入拉美政坛、美国“道德多数”所取得的成功
 
[17]

 ，以及东方宗教或信仰和占星术在西方社会的蔓延等
 
[18]

 。更普遍的原因在于，当代社会的整体转变似乎在试图超越现代性的种种需要和对宗教的控制之间的狭隘关联，这一对宗教的控制意在将宗教限定于一个十分明确的、有限的社会生活空间之内，这一空间特为宗教设立并且不允许其越雷池一步。

正如过去数世纪的历史所表明的那样，这一点关系到世俗化的核心要素，即生活领域的功能分离。也就是说，将宗教像政治和经济一样，从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分离出来，这是一个以昔日几位伟大学者，如马克思、韦伯、涂尔干、塔尔科特·帕森斯等人（虽然从不同的角度）的学说为参照的过程。事实上，由于他们的分析，宗教和社会之间的关系的重要方面无疑被揭示出来，在现当代欧洲，在现代性、科学技术革命和工业化的推动下，基于“压缩”宗教领域的这一关系得到了发展。然而，今天，在欧洲社会内部，宗教被局限于某一个特定而有限的空间——主要侧重于信仰领域，尤其是与个体、私人和内心相关的领域——的压力得以弱化。

在此意义上，欧洲国家在经济—社会方面深层次的变革无疑产生了影响，近几十年来，欧洲国家已逐渐放弃了工业社会的模式，而向定义有别的后工业、后福特主义（post-fordiste）、后现代或“信息”和“通信”社会转变。众所周知，在欧洲和其他地方，随着工厂和传统的社会阶层如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爆发危机，生产模式已发生了深刻的转变，与此同时，一个强调个人和集体的消费观念的新型世界却得以出现并不断发展。

这引起了人们面对宗教现象时的普遍心态的深刻变化
 
[19]

 ：起先，这些过程以一个庞大的工业化进程为前提，后者调动了全世界从农村到城市数以亿计的人口，并波及广大的城市工人阶层，他们从传统上以一种由更为直接的神圣意义所渗透的方式抛弃了宗教
 
[20]

 ；但是后来，一个以消费中心主义取代了企业主或工人的中心地位的社会开始出现，而其在宗教层面引起的新的后果，要么是“神圣的回归”，要么是“宗教的灭绝”趋势。看来，拉康的预测已部分得到验证，即宗教的“回归”并不是对现代性的反对，而恰恰是肇因于现代性，更确切地说，正是由于后现代性或者至少在后现代社会当中，似乎不必小心翼翼地将宗教压缩于纯粹个体或私人领域。
 
[21]

 相反，根据另一种解读，宗教继续把重点放在每个人的个人生活方面，与此同时，在一个市场社会中，个体的重要性、主观世界的扩张以及“身份问题”的中心地位受到了持续的关注，这一社会围绕着消费者及其愿望和定位而转动
 
[22]

 ，如此一来，就造成了“私人领域的不断公共化”，而宗教也随之引起了人们的兴趣。
 
[23]

 无论如何，这两种解释仅从表面上看存在着根本的对立或难以调和，但是，二者均表明，“宗教”在公共空间里的存在和重要性已变得日益显著。

此外，自欧洲输出的世俗化进程也部分和断续地影响到欧洲以外的地区，但是，就在几十年前，这一进程却并没有随着现代化的发展而显得不可避免。在亚洲、非洲或拉丁美洲的许多地方，即使经历过密集的发展，也并没有像欧洲或深受欧洲影响的地方那样，对宗教施行严格而普遍的“管理”或控制。

无独有偶，今天的学者倾向于在宗教现象领域谈论所谓的“欧洲例外”，其所提供的参照恰恰是上面提到的世俗化问题
 
[24]

 。事实上，在欧洲以外的地区，宗教现象遵循着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尽管其与现代性的结合方式多种多样，有时甚至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现代性产生于欧洲，并日渐成为世界上大多数地区的共同财富。正如席穆尔·埃森斯塔特（Shmuel Eisenstad）观察到的那样，“现代化或现代性是一种源于欧洲，并在世界范围内得以蔓延的特定类型的文明，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其所到之处几乎所向披靡”，但是，欧洲以外的地区并没有机械地照搬欧洲模式。必须认识到，来自欧洲的现代化与欧洲以外的地区的环境和文明建立联系的方式是相当丰富的。

在上述地区当中，印度
 
[25]

 和日本
 
[26]

 的案例具有相当的说服力。从科学、技术或工业层面来看，其社会不可谓不现代，但是，与西方社会相比，其呈现的方式却截然不同。因此，要想了解今天和明天的世界，就不仅需要考虑现代性的欧洲模式，而且还要看到，在不同的环境内部，以及在置身于不同文化和宗教背景的人类活动当中，现代化进程赖以发展的其他模式。
 
[27]

 事实上，在今天，欧洲以外的社会反过来对欧洲产生的影响，以作为受其影响的回馈，可以这么说，现代化文化在许多情况下来自欧洲，但却以不同的方式得以重新加工，即通过对某些因素的全面接收和改造，以及对其他一些因素的拒绝。

总之，最近一些事态的发展迫使人们在某些关键点上重新思考世俗化。以前人们很少考虑历史的因素，而更多地视其为一个“客观的”“不可避免的”“自发的”过程，也就是说，是在一个特定的空间内探讨宗教的“式微”，后者被认为是一个命定的、不可避免的过程，或者是一个文明和发展的自然结果。
 
[28]

 事实上，了解历史渊源有助于弄清世俗化并不是此前宗教在所有集体和个人行动领域内“非自然”的普遍性所引发的某种意义上的生理衰退，那是一种典型的前现代社会，因此将注定不可避免地随人类的进步而消失；相反，这一宗教衰退是西方现代性，尤其是欧洲现代性的产物，并因之成为其鲜明的特征之一。由世俗化所引起的典型的宗教式微，作为一种特定现象，并不是一个对于其他时代和其他文化而言全然陌生的情况。例如，这一宗教式微在基督宗教诞生之前的欧洲宗教世界实属不可思议，而在以往和当下的诸多非欧洲社会则不存在。
 
[29]



根据沿“超越世俗化”方向发展的当代社会的最新发展来澄清世俗化的历史根源，以及通过提醒人们这一世俗化主要是“欧洲的例外”来限制其发展，从而促使人们重新认真思考世俗化的核心所在。事实上，将宗教现象从其他社会活动区别分离开来，并不一定意味着要彻底消除宗教，无独有偶，尽管有世俗化的存在，基督宗教信仰仍在欧洲继续发展。在这个意义上，世俗化看上去更像是一种妥协：一方面，现代性制约着宗教体验，另一方面，在一些非宗教（世俗）领域则提出更深的要求。

值得一提的是，欧洲社会已塑造了其文化或政治体制、社会和经济组织的一些重要方面，作为一种模式，从基督宗教传统当中吸取精华，或自教会机构吸纳有益的成果。例如，现代的欧洲国家所发展的许多功能，如法律体系的制定、人口统计、学校教育、卫生保障等，至少部分来自基督宗教，正如马克斯·韦伯的著名研究所表明的那样，资本主义经济始自新教伦理在经济领域的转化。如今，越来越清楚的是，世界的觉醒应当被解释为不是同宗教的彻底决裂，而是宗教的改革。
 
[30]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世俗化以自身的方式代表了基督宗教文化遗产突破保留给宗教的特定环境，并继续在欧洲现代社会当中产生作用的众多形式中的一种。

不过，许多事情已然发生了变化，当现代性工程已开始步入一个被许多学者命名为晚期现代社会（tardo-moderna）或后现代社会的新阶段，而另一些人则谈论起所谓的——特别是在宗教方面——后世俗性（post-secolarità）。这是一个仍然难以在各个方面加以清晰界定的阶段，但却似乎打上了宗教和社会之间崭新关系的烙印。在此背景下，出现了一种完全不同的状况。在这一状况当中，与宗教现象的最新发展相伴随的是超级世俗化（ipersecolarizzazione）或激进世俗化所表现出的种种形式，后者与源自基督宗教的文化、政治或经济的距离日益拉大，这一基督宗教的源头长期以来被含蓄地保留着，从而作为一种其文化含义大于宗教含义的遗产，作为教会传统在社会层面的转换等。
 
[31]

 总而言之，与世俗化并行不悖的是一些新趋势的出现，这些新趋势要么朝着非世俗化的趋势（解放趋势或至少是取消对宗教的管制）发展，要么朝着超级世俗化的趋势（即以砍断同基督宗教的任何剩余联系为己任的激进的“去基督宗教化”）发展。换句话说，根据对不同情况的综合考虑，可以说同时出现了一种“更多的宗教”（di più di religione）和一种“更少的宗教”（di meno di religione）。

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世俗化的危机为人们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迫使学者们以一种更强有力的历史视野来思考这一现象，从而最大限度地确认欧洲的有限性，更深刻地理解其核心所在，当然，还需要对世俗化的局限性进行审视，也就是说，在一个日渐超越世俗化的社会，对主要的宗教现象怎样审视。从许多方面来看，在宗教现象领域，就欧洲在过去几个世纪所代表的和在今天所代表的事物保持清醒的认识显得意义重大。同时，要把这一认识置于一个更广阔的全球化背景当中，尤其需要注视欧洲之外所发生的事情，以便了解当今世界包括宗教领域在内的主要发展趋势。

后世俗社会（società post-secolare）中的宗教

有关世俗化的公开辩论，不可避免地促使我们重新思考迄今为止所理解的宗教。事实上，某种意义上说，与世俗化的危机相伴随的是宗教社会学已然失去了自身的研究对象，因为世俗化理论，尤其是帕森斯的功能主义学说，不仅肯定了宗教的行将灭亡，而且以对宗教的特殊解释系统地阐述了这一预见。按照帕森斯的学说，宗教被理解为一种社会现象，并且从单一的内在化视野出发，将其解释为人类存在的种种关系的表达。
 
[32]

 这一理论引起了巨大的争议，并且不可避免地遭到日益强烈的批评，甚至包括其有关宗教现象的观念，后者仅从所履行的社会功能角度来看待宗教。
 
[33]

 这种批评强调，功能主义学说并不寻求从宗教自身出发了解“什么是宗教”，而是通过追问宗教在不同类型的社会，如古代或现代、贵族或资产阶级社会等“起什么作用”来解释宗教。
 
[34]

 总之，根据功能主义学说，宗教并非其信徒所认信、宣讲和实践之物，而是“某种别的东西”
 
[35]

 ：一种组织社会生活、对权力进行合法化、诱导大众过逆来顺受或消极无为的生活，或鼓动他人反抗自己所不欢迎的国家或政府的方式。

然而，随着近几十年来事态的发展，宗教现象和社会现象之间、宗教和社会之间的身份认同问题，已引起日益严重的问题。此前的社会功能学家部分修正了他们的理论
 
[36]

 ，而其他一些学者则走得更远，他们跳开了宗教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文化背景下所起到的社会作用，要么以激烈的方式对如下观点，即“宗教与其所宣称的自我定位毫不相关”提出批评；要么强调有必要了解宗教过去以及当下的实际状况。
 
[37]

 就历史角度而言，宗教的社会功能无疑构成了理解宗教意义的重要方面，但显然，排他性的功能主义路径有可能被视为一种具有局限性的认识论，尤其是当宗教的许多传统社会功能在今天出现了危机。因此，从信徒的言论和实践出发，从他们以超验的他者（Altro）——无论人们将其设想为什么，这一超验的他者被信徒们置于人类社会之外——为人生参照出发，来了解一个向着超越世俗化的方向发展的世界上的宗教现象，则显得尤为重要。同时还应承认，信徒们的宗教经验常常是共同体的而非个体的，这一点与一种作为整体的社会组织形式不相符合。
 
[38]

 无论如何，不管学者的信念如何（有可能是信徒也可能是非信徒），其分析必须考虑到相信一个超验的他者的行为举止。
 
[39]

 以基督徒为例，为了表达与超验的他者的关系，他们长期经历的事件与一种不断精致化的集体语言相一致，而他们与周围社会的关系则根据不同的地点和状况，在历史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正如人们目光所及，今天，许多学者尽管角度各异，但都认识到，需要以更完整、恰当和令人信服的方式来重新确定宗教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并适当考虑二者之间的区分、不同特点和各自的变化。19～20世纪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在宗教现象与社会动态之间建立起一种紧密联系，这一认识源无疑证实了这一联系的事实的量化观察，但有时却以不恰当的方式夸大了这一联系，从而造成了宗教现象和社会动态二者之间的重叠或者将它们几乎视为同一。恰恰相反，相对于复杂的社会环境、集体行为和政治进程等因素，当前大家所熟知的宗教现象在自身特性和相对自治方面，要求恢复一种更为明确的意识。就此而言，不应当为原教旨主义所蒙蔽。事实上，与表面现象相左，原教旨主义并不意味着宗教对社会的全面影响，恰恰相反，是认为自己失去了一种过去的影响力，从而试图加以恢复。不过，原教旨主义使用的不是宗教的内在“力量”（就其本质而言，这一力量始终是一种软弱的和手无寸铁的力量），而是与其本质相异的手段，即采取政治、现代通信甚至恐怖主义的手段。
 
[40]

 今天，来自基督宗教或宗教团体方面的、决心在公共空间发挥作用的广泛意图，应该被加以适当解释，不应忘记，这一意图的背景是一个根本上“脱离宗教”的消费社会，在其中，似乎没有任何文化、宗教或意识形态的主体能够占据一个永久的霸权地位。
 
[41]



从许多宗教固有的集体本质出发，显然，区分宗教和社会并不意味着否认二者之间的联系和相互影响。举例来说，在天主教会中，在构成其关键特征的普世性和整个“人类大家庭”融合的观念（这一观念由从良十三世到本笃十六世的当代历任教宗所推动，并强调全体人类的团结）之间存在着显而易见的联系。但是，认识到宗教现象在社会层面依然存在着反响是重要的，这一反响不仅存在于科学知识层面，也存在于实践层面。比如，可以据此向政治和常常将宗教视为危险的竞争对手的国家建议，按照冷漠、拉大距离或者偶尔适当合作等调节手段来阐明同宗教的关系。在此意义上，就出现了一种指示性意见，这一意见为于尔根·哈贝马斯在最近几年所反复阐述，即在后世俗社会，当宗教与政治或者天主教会和国家之间的传统纷争大多已失去了原初的动机，加之宗教在政治意识形态方面诸多越俎代庖的现象已日薄西山，那么，非信徒与信徒之间围绕威胁当代人类的重大问题展开对话就显得日益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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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西哲学思想

卓新平
 
[1]



引言

中西方哲学思想交流可以追溯至明末清初以利玛窦为首的耶稣会传教活动。“中国正式接触到所谓‘西学’，应以明末因基督教传入而夹带的学术为其端倪。”“这次基督教的传入，从十六世纪末开始，直到十八世纪末止，为一段落。前后约延续了两个世纪。”这对于中西思想文化交流而言乃是“适应历史发展的崭新的开端”。
 
[2]

 当时的交流是以利玛窦为首的耶稣会士所推动，为此，历史学家方豪指出：“利玛窦实为明季沟通中西文化之第一人。自利氏入华，迄于乾嘉厉行禁教之时为止，中西文化之交流蔚为巨观。西洋近代天文、历法、数学、物理、医学、哲学、地理、水利诸学，建筑、音乐、绘画等艺术，无不在此时期传入；而欧洲人之开始移译中国经籍，研究中国儒学及一般文化之体系与演进，以及政治、生活、文学、教会各方面受中国之影响，亦无不出现于此时。”
 
[3]

 就此而言，可以说，利玛窦引领了中西文化思想交流的发展。所以，方豪对利玛窦评价颇高，认为“利玛窦虽非明代最早来华之教士，然学问最博，在未入中国内地前，研读中国载籍最多，在既入中国内地之后，所交有学之士最广，而又为首先进入北京觐见神宗之西人；为明末教士中最慕中国文化，最深切认识中国文化者”
 
[4]

 ；“利玛窦之入中国，实开中西交通史之新纪元”
 
[5]

 。

以利玛窦开始的西学东传揭开了近代以来中西思想文化交流的序幕，并带来了东学西渐的回应。尽管其后中西方因为政治冲突而曾有着交往的中断，但这种思想文化交流却得以延续至当代。在我看来，中西思想交流与对话，尤其是中国文化和基督宗教的交流与对话自此出现过三次高潮，在这一过程中，基督宗教亦长期被视为西方文化的代表或象征。

第一次高潮出现于16～18世纪期间，即耶稣会传教士们与中国文人之间的相遇。在中国学者的合作与帮助下，耶稣会传教士将诸多西方神学、哲学著作翻译成汉语，并采纳中国哲学的相关术语予以诠释。比如，他们把“哲学”译作“理学”（即理性之学，亦称“理科”）或者“性学”（即自然之学）；把“神学”译作“天学”（即上天之学）或者“超性学”（即超自然之学）。艾儒略在他对于哲学作为理学的解释中指出，西方哲学负有探寻事物根源、本质，即万物的理性的任务。这种理性应是如“金藏于沙，玉隐于石”一般隐藏在具体事物当中，而对于这种理性的构建与探究的过程则是所谓的哲学研习。
 
[6]

 作为“自然之学”的哲学与中国传统所说的“天人合一”观念关联甚大，因为儒家思想的理解是，认识上天必先认识心性（nature）。不难看出，将“哲学”翻译成“性学”显然建基于孟子的学说之上：“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
 
[7]

 这样一种主张乃将心性与上天自然关联，由此与中国思想的“天人感应”“天人合一”观念相呼应。与哲学不同，神学应是对于“上帝”（“上天”）的研究，并因此被翻译为“上天之学”“超性之学”。这也是何以利类思（Luigi Buglio）要把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大全》的节选翻译为《超性学要》（超性学大纲）之缘由。按照这一理解，正如利玛窦的汉语著作所清晰诠释的那样，神学的使命便是探寻“天主实义”（天主的真意）。如此看来，神学便是有关上天、超性、超越性的一门学问。据中国天主教学者徐宗泽所言：“神学是超性学，是论天主之学：缘所论者是天主故；识明其有，暨明其为万有之有，与夫灵性之始终。”“神学是天主之学，故其对象是天主，及与天主有关者。天主自己，为神学之本论；与天主有关者为神学之次论。”“神学是最尊贵之学，以其论天主故。神学令人知天主，爱天主，事天主。所以为人不可不知之学。”而次论即哲学，“哲学西文曰Philosophia，慕智之谓也。知，谓学问至于成全之境；学问为事物原因之智识，故哲学可一言以蔽之曰：研究事物最终理由之学。”“除神学外，哲学为最超越，其他科学皆当朝宗于哲学。然哲学之本身，为神学之婢女，以其当侍奉神学故，即谓研究神学，非先明哲学不为功。”
 
[8]

 自耶稣会在中国传教时期起，中国学术圈便形成了将自身的研究与西方哲学、基督教神学紧密结合的传统。

第二次高潮是在19世纪鸦片战争之后。在这一时期，中国在政治上备受来自西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折磨。但是通过西方学问的引进，尤其是借助天主教和新教传教士，中国人得以睁开双眼看到外部世界的发展，并提升了自身对于现代化的意识。被称作20世纪初启蒙运动的“新文化运动”，便是中西文化思想交流的产物，西方思潮既被引进中国，也与中国文化发生冲突。该运动还带来了基督宗教与中国文化的激烈对话。

第三次高潮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新中国改革开放期间，并一直持续至今。这是一次中西方前所未有的全方位交流与对话，对西方哲学、神学的研究也比以往更加完整、更加深刻。当然，这类中西方哲学思想对话交流仍然存在着种种障碍与困难，但深入发展的机会远比以往来得容易。因此，我们可以在保持希望的同时，继续不断发掘这类对话交流的潜在机会，一方面是对利玛窦时期以来的中西对话的传承，另一方面也是对当今世界构建和谐社会的推动。

20世纪中西哲学思想的会面与交流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即这一世纪的前半段与其后半段，这两个时段同时都出现了 “西学东传”与“东学西渐”的互动现象。本文仅集中讨论国内20世纪中西哲学思想的交流与会面。我将主要以“新文化运动”为例来探讨20世纪前半期的相关交流，至于后半期，我则简要介绍自80年代以来此类交流的发展情况。

一 “新文化运动”中的中西方哲学交流

在西方哲学进入中国之前，汉语词汇当中并没有“哲学”这一作为理性之系统探索学科的术语。汉语中“哲”与“学”的结合而成为“哲学”一词，最早是由日本学者开始使用的，其目的是为了表现古希腊与古罗马的哲学理念。“哲学”这一术语被中国学者黄遵宪
 
[9]

 引入，之后才逐渐被中国学术界认可并采纳。

西方哲学体系被引入中国之后，就引发了一场关于按照西方标准来评价的中国是否存在“哲学”的争论。黑格尔在他的《哲学史讲演录》中表示，不只中国没有哲学，甚至整个东方世界都不具有这种思辨理性的知识系统。“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殊的东西”，很难在那里找到任何哲学性的知识。“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
 
[10]

 西方哲学强调人与自然、自然与超自然的关系。在基督教神学中，则通过对上帝“位格”的观念来理解超自然。事实上，中国文化传统中存在着丰富的哲学思想。中西之间存在着理性理解上的隔膜和盲点。但与西方哲学家不同的是，中国哲学家们更加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整个人类社会就是他们哲学思辨的范围，而自然只是他们思想之外的背景。这里所说的“理”（理性）即是存在于自然中的普遍规律或超自然原则，与“人格化的上帝”无任何关系。在此社会情境下，中国文化形成了一种诸如利玛窦、黑格尔以及其他的西方思想家们所无法识别的道德本体论和人格主体论，有更多的社会考量而不过多强调抽象的思辨。尽管我们可以从这种中西方哲学思想的差异中学习到许多知识，但是事实上，“中国哲学”作为一种思想体系的自我意识，其觉醒或崛起则是受到西方哲学的刺激与推动。

严复，可以说是近代史上将西方哲学引进中国的第一人。在其8本闻名遐迩的翻译著作中，有一些是关于哲学，尤其是逻辑学的作品。比如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名学》（A System of Logic
 ）和《名学浅说》（Primer of Logic
 ）。通过这些翻译著作，他将西方现代逻辑思维方法、进化论、社会政治思想等引入中国，将西方的“进化”观与中国的“变化”思想加以结合，激励了科学方法与社会变革的发展，这一倡导对1919年“五四运动”的两大标志——“德先生”（民主）、“赛先生”（科学）产生了深刻影响。

1840～1919年，许多基督教传教士将西方哲学和神学作品翻译成汉语。在此期间，有许多中国学者也参与了翻译工作，并对西方思想进行了认真研习。总的说来，这些引进与翻译工作涉及各个层面，如在古希腊与古罗马哲学方面：赫拉克利特、苏格拉底、德谟克利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伊壁鸠鲁等人的名字与哲学思想已为人所熟知；在中世纪宗教哲学即士林哲学（或曰经院哲学）方面：奥略里·奥古斯丁、托马斯·阿奎那的被引介；而在现当代西方哲学方面：弗兰西斯·培根、勒内·笛卡儿、让-雅克·卢梭、赫伯特·斯宾塞、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伊曼努尔·康德、G.W.F.黑格尔、卡尔·马克思、恩斯特·马赫、阿图尔·叔本华、弗雷德里希·尼采、威廉·詹姆士、约翰·杜威等人的思想体系都涌入中国学术界。这些西方哲学家及其思想体系对于中国学术界的知识启蒙和国内政治的改良与革命关系重大。上述哲学家代表作品的中国翻译家和引介者诸如王韬、严复、梁启超、王国维和蔡元培等人也都活跃在当时的中国学术圈与政治领域，成为近代中国思想开拓、文化推进的出类拔萃之辈。

在“新文化运动”中，中国知识界一方面经历了西方哲学思想的引进，另一方面也经历了对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批判。在此之前，儒家思想一直是传统中国文化体系的代表，处于其核心价值的地位。事实上，这场运动不仅触发了对旧思想体系的冲击并最终导致其解体，而且也带来了向外部世界开放的一种新文化的重构。但总体来看，其破而有余、立而不足，为中国此后政治、思想、文化之跌宕起伏的发展埋下了伏笔。经过“新文化运动”的高潮，“五四运动”之后，中国社会出现了以马克思主义、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为代表的三种主要西方思想潮流。

马克思主义的引进决定性地改变了现代中国的命运，实现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科学主义随着实证主义、马赫主义（经验批判主义）、逻辑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引入和讨论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约翰·杜威和勃兰特·罗素在20世纪初来到中国时，受到了众多中国学者的欢迎。经与中国实践的结合，“科学精神”得到了首当其冲的强调，其中包括“实验精神”、“分析精神”及“详述精神”，由此形成重实践、崇实用的风尚。时至今日，我们仍能在提倡“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口号中听到这一精神的回响。而人文主义与人类中心论（anthropocentrism）的译介在国内却并非一帆风顺，因为，尼采和柏格森等人的思想倾向，譬如唯意志论和生命哲学（Lebensphilosophie）被放在了优先位置，其结果有对“人格”“人性”理解的误导。在他们对传统道德文化的批判中，“超人”而非“凡人”、“权利意志”而非“自律”等思想被纳入其文化价值考量的范围之内。由于“新文化运动”所带来的思想遗产，我们仍然不得不一再探讨人文主义的真实含义及其社会功能。在对上述思想潮流的引进与诠释方面，众多的中国知识分子都曾卷入其中。比如，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等人主张较为纯正的马克思主义，而毛泽东、李达、艾思奇等人则主张要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括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在内的科学主义则得到了胡适、陶行知、张申府、张东荪、王星拱和丁文江等人的强力支持。李石岑、张君劢、鲁迅、郭沫若和沈雁冰等人曾介绍并翻译了以尼采哲学为代表的人文主义作品，这种理解使中国的人文主义发展就此走上了复杂、弯曲之路。

20世纪前半期，中西方哲学的交会引发了中国知识分子对于历史人生观、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文化的定位等的严重分歧。在当时中国社会的大环境下，这些学者们对于以下问题的优先性有各自不同的观点：“救亡图存”还是“民族启蒙”，“问题意识（实用主义）”还是“主义传播（理想主义）”，以及“全盘西化”还是“保持中国文化的主体地位”即所谓“中体西用”，等等。其中大多数人首当其冲地把重点放在了“救亡图存”的问题上，从而形成了“救亡压倒启蒙”的发展潮流。其结果是当今中国仅完成了“救国”这一政治任务，而“启蒙”这一思想解放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当时仅次于救国思想的则是胡适所提倡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一些主义”的观点，但该观点却遭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们尖锐的批判。排在第三位的是所谓的“东方文化主义”，它也遭到了以胡适为首的科学主义者和以陈独秀为首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坚决反对。然而在这一“西化”的过程中，也出现了文化本土化，或曰“中国化”（sinicization）的趋势，这在当时一方面体现在胡适、张东荪和金岳霖等人对于科学主义的推动，另一方面则体现在中国社会主义者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阐释。不过，“东方文化主义”与此同时也得到了强有力的支持，并发展成一种以梁漱溟、张君劢、熊十力、冯友兰和贺麟等学者为代表的“当代新儒家思想”。他们既代表了当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主流，也象征着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化努力的一种主要类型。

“新文化运动”期间，基督教传教事业在中国遇到了重重困难。20世纪20年代出现了令人瞩目的“非基督教运动”和普遍意义上的“非宗教运动”。基督宗教作为一种传统，遭到了否定与批判，其命运和儒家文化在中国的遭遇如出一辙。但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氛围使得针对宗教问题的探讨和争论得以进行，在华基督宗教的命运也因为这些争论而受到关注。在文化本土化的过程中，基督教哲学是西方思想中国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多一个基督教徒，少一个中国人”这一论断的质疑，使基督教思想和中国文化的对话往两个方向发展。其一是基督宗教和儒家思想的重新结合或共存，被称为“孔子+耶稣”。这一努力事实上是要促使传统文化的复兴以及对其潜在价值的探寻。其二则为强调基督宗教与西方现代化历史过程的关联，推崇基督教对于现代化的贡献与功能以及在社会实践中的运用。

总的来说，中西方哲学思想的交流或对话，由于当时中国社会的复杂性及其在20世纪前半叶受世界形势所影响的政治状况，变成了一项未完成的任务。1949年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则是20世纪前半期与后半期的根本转折点，中国和西方之间的政治与意识形态的紧张化也在此期间上升到它的顶点。在此之后将近30年，中西方哲学思想交流因此而基本处于沉寂阶段。

二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基督教哲学研究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此次访问打破了中美关系长达20多年的僵局，也带来了中西关系的全新发展，此后许多西方国家开始恢复并逐渐正常化其与中国的外交关系。对外局势紧张化的缓解，使得中西方哲学思想的交流与对话也得益于政治关系的改善而重新展开。1976年，一场实为文化浩劫的“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标志着中国内部文化发展紧张局势的消失。国内外局面的根本改善，使得20世纪70年代末的中国业已站在了急速的社会变革和文化复兴的门槛上。这个进程一直持续至今，并且在相对短暂的时间内取得了伟大成就。

与20世纪前半期在中国展开的，对于西方哲学思想无规律、零散的研究不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对西方哲学思想展开了真正全面而系统的研究。中国学者们研究、探讨了西方学术史当中几乎每一个哲学流派和哲学家。除了个人研究与专题研究之外，中国学术界还出版了一系列有关西方哲学的多卷本通史性著作。其所取得的进展在此无法一一详细阐述，为此，我仅讨论与当代中国有关的基督教哲学与神学研究。

许多人都认为中国的哲学与宗教正在经历一个繁荣发展的阶段。为此，不少中国学者都喜欢用卡尔·雅斯贝尔斯所说的“轴心时代”这一术语来描述现在的状况。所谓“轴心时代”系指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2世纪人类精神世界的繁荣景象。这些中国学者认为，眼下人类的发展已经进入了“第二轴心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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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众多哲学、宗教思想和精神运动的涌现则是这个时代的标志。当然，观察、理解这类发展，我们需要进行全方位的展望和评估。卡尔·雅斯贝尔斯指出，作为中国哲学中的核心类型的道家思想，其特点为“无所不包”（das umgreifendes）。实际上，从当代中国学者为理解基督教所做的努力中可以看出，他们面对西方哲学的研究也恰恰持有一种“无所不包”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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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对基督教哲学的研究涵盖基督教思想通史、教父学、中世纪史及现当代发展、哲学和神学的关系、西方哲学和基督教思想的关系、基督教思想和中国思想的关系、“汉语神学”（Chinese theology）的构建，以及其他许多有关基督教哲学家、神学家们和形形色色相关问题的专题研究。

“基督教哲学”这一概念存在争议。这一概念是否能够被认可？一些中国学者试图通过解释基督教哲学的内涵来回答这一问题。赵敦华先生认为：“基督教哲学不是一个理论体系，甚至不囿于一种学说；毋庸说，它是一种历史传统，即用基督教的观点来处置哲学问题的传统。这一传统即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从希腊哲学开端的、在中世纪发扬光大的‘永恒哲学’（Philosophia perennis）的传统；二是在信仰之中建构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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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说明了基督教哲学属于西方哲学传统，但建立在基督教信仰之上，这两种联系使得基督教哲学具有多种类别，例如理性辩护、二元分离性、非理性以及辩证法。在分析这些类别时，中国学者则期望能对基督教哲学的全貌有所了解。

这种研究的目的是让国人也能够从中国人的视角来通读、理解基督教哲学，并为之所用。跨文化研究学习，首先要注意的是要弄清楚不同文化、思想及语言体系当中是否存在着互通性、可比性及相容性。尽管基督教思想与中国文化在信仰、民族情感，以及意识形态方面存在一些障碍，但是，当代中国学者相信，他们能够找到促进沟通的前提条件，并且推动中外之间及其信仰之间对话交流的发展。这一做法，同样对中国文化的复兴与发展非常有益且意义重大。对于中国人来说，这项比较研究则可“借他山之石以攻玉”。在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时期，学者对基督教思想研究的兴趣千差万别，譬如有对世界文明历史认识的需求，对西方思想的特性及其与宗教精神联系的好奇，希望有可能将其作为重建中国文化的一大资源，其中亦存在着国人对真理的追求和满足精神需求的必要性，当然也有批判性审视。作为这项研究的结果，中国人可以丰富和提升自己的思辨能力，科学把握理性和辩证的思维方法，获得更加开阔的视野，有着更为活跃的思考。而对基督教哲学的系统认知，也能使国人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西方文化，持续推进中西方哲学思想、文化的建设性对话。为了一个更加美好、和谐的世界，这种形式的对话与互相学习是应当受到鼓励，并且应该坚持下去的。

（朱沁哲 译 刘国鹏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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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基督宗教和当代世界

20世纪的天主教

马克·英帕廖佐（Marco Impagliazz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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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衰落的天主教会

基督宗教在当今世界有着怎样的发展空间？19～20世纪的大部分社会学思想早已准确地预见基督宗教的衰落，教会将成为少数人的宗教，直至被时间淘汰。法国革命及其世俗观念将天主教放逐到公共空间的边缘地带，而世俗化则将其从人们的精神世界扫地出门。那么，是否法国模式代表着欧洲和世界的未来，而现代性的进步势必带来宗教发展的式微？无论如何，这一趋势似乎席卷了包括伊斯兰教在内的一切宗教，并从中诞生了19世纪末的社会主义、民族主义和世俗精英阶层。

20世纪看上去是一个基督宗教遭受不断蚕食的世纪。对很多基督徒而言，那是一个痛苦的时代，一个近乎殉教的世纪。在西方，世俗化流风所及，改变了许多远离天主教会的信徒们的生活习惯。先是20世纪上半期工人阶级的变节，然后是圣召危机和宗教实践活动的式微。这一切似乎都在肯定大量社会学家此前的预测，即基督宗教无可阻挡的衰落，尽管教会领袖为阻止这一衰落付出了不懈的努力。1977年，一位伟大的法国教会史学家让·德吕摩（Jean Delumeau）曾经在一本小册子中提出了如下问题：基督宗教即将灭亡吗？（Il Christianesimo sta per morir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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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意味深长的问题恰恰也是其著作的标题。

不过，上述进程的结果可谓大相径庭，各大宗教和基督宗教并没有消亡。在20世纪90年代，一位伊斯兰世界的敏锐观察家、法国人吉尔·克拜（Gilles Kepel）开始谈论所谓“上帝的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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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上帝的报仇雪耻和宗教的复兴。宗教复苏现象的确持续了十多年之久。我无意在此复述基要主义的故事：在穆斯林、印度教徒（正如人们最近看到的那样，数以百万计的印度教徒席卷其中）或佛教徒当中出现的基要主义趋势。许多因素，如意识形态的危机等，促成了宗教复兴。但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应是强加在所有身份认同、民族、种族和宗教之上的全球化，在突然间变得广阔的世界舞台上开始对一切进行重新定义。正如在俄罗斯或东欧发生的情形，明确各种地方认同的必要性使基督宗教向自身的回归。总之，全球化伴随着对宗教价值的重新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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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由此引发了一些更深刻的问题。人们普遍认为，宗教经验属于过去的世界，与注定要像法国那样施行政教分离和世俗化的现代人类格格不入，这一流行观念无疑妨碍了人们认识某些宗教情感和重要宗教活动的永恒性，从而将其视为某种进步观念中的残余，说白了，这便是其不可避免的命运。而事实上，世俗化并非一个与某种机械发展模式联系在一起的、具有普世价值的进程。

在欧洲国家，世俗化的推进并没有将基督徒的宗教经验连根拔起。具有东、西欧双重背景的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就是在这一象征意义上成为全球化时代的第一位教宗。

天主教和现代性

自19世纪以来，基督宗教一直在同一个“脱离上帝”（usciva da Dio）的世界进行较量，这一世界将信仰连同天主教会一起推入私人领域。是否可以心安理得地适应这样一种感觉？在过去两个世纪里，面对这一巨大的质疑，天主教会采取了不妥协的态度。对现代世界的不妥协，是19～20世纪天主教会在面对自由主义、世俗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独裁统治时的一种路线选择。这一面对精神思潮和世俗强权的不妥协路线，并不仅仅是一种类似抗击外敌入侵式的消极形式，更是促成了天主教会的深层重组，即重新强调以罗马、教宗和宣称教会为“基督的国”（regno di Cristo）这一特征为中心。它是对按照民族主义分子的准则理解世界的否定，和对天主教会作为普世、大公、遵循教宗制和超国家这一实体的重新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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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主教会以此为出发点反对战争，尤其是世界性战争，后者试图将国际社会变成一个难以共处的战场。20世纪所有教宗的和平训导正是以此为根据。

不妥协是对天主教自身平民特点的坚持。以先知性的教导，培养对一个似乎远离上帝的、不义的社会和时代的不适感。但这并不意味着不接纳灵活性、追随时代进步和鼓励合作。但是，教会无意在某些具有自我认同特征的根本层面做出让步。这些层面并非被看作是历史的结果，而是被看作传统、教宗和天主教会的成果。是时候需要一次大公会议了，1962～1965年召开的“梵二”会议就是为了转换和塑造一种基于传教士的自我认同。

基督宗教与世俗权力互相渗透的君士坦丁时代——距今已有时日——早已结束。按照埃米尔·普拉（Emile Poulat）的说法，我们置身于后基督宗教时代（nell'era postcristi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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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在最近两个世纪，基督宗教尽管伴随着危机，却第一次在历史上成为世界性宗教，其扩张态势唯有当年发现美洲大陆可与匹敌，在非洲和亚洲的传教使其成为南部发展中国家的重要宗教。

最大的基督宗教团契（comunità cristiana）

现如今，全世界的基督徒共计21亿人，占全球人口比例的33%，而天主教徒的人数超过全体基督徒的半数，其中，4.76亿人在拉美、2.8亿人在欧洲、1.43亿人在非洲、7900万人在北美、1.07亿人在亚洲、820万人在大洋洲。拉丁美洲是天主教徒最为集中的地区，而欧洲仍然保留着国际天主教中心的位置（在全球40万司铎当中，来自欧洲的司铎约有20万）。尽管与自身相比，其影响力相比其信徒人数和机构力量均有所减弱，但天主教会在美国有着强大的影响力，信徒人数共计6200万，为美国第一大宗教教派。在非洲，天主教是一支极为重要的力量，自1960年以来，教会已在各个方面实现非洲化（其增长速度极为迅猛，信徒人数从1900年的不足200万增加到今天的1430万）。在亚洲，天主教徒相对于其40亿人口而言，仅占2.9%的比例，但是，其在菲律宾却有大约6300万信徒。天主教传教事业在中国、日本和印度等有着数千年文化传承的国家还尚欠发达，在伊斯兰国家则遭到坚决的抵制。但是，在这幅世界图景当中，韩国显然是个例外，其天主教徒已占其国内人口的6.6%，与之相较，新教徒的人数比例则上升至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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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在当代基督宗教的图景中因其特殊性而拥有特定内涵，即一个有着强烈凝聚力的团契和按照古罗马帝国的模式进行管理的稳固的传统。天主教在今天拒绝建立类似东正教地区以自制教会形式（Il sistema delle autocefalie）存在的国家教会，而是以与教宗和罗马的共融合一为中心。在19～20世纪的欧洲，天主教曾经发起合理的挑战，拒绝成为各个国家的教会。可以肯定的是，罗马天主教会由于在世界各个国家均有其利益所在，因此总是代表着信仰的全球化。在这一国际性视野当中，和平以及对民族、种族本位主义的重新定位，始终属于罗马天主教会最为关注的内容。

在那个城市（罗马），在“梵二”会议之后国际化的教廷中，意大利人所占的比例已大大减少，一个不排除任何国家的政治地理视野日趋完整。作为诸宗教之中唯一的例外，天主教会也有其发号施令的国家主体——梵蒂冈城国（对此，天主教会从来不曾放弃），并已与全球180多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其与意大利的外交联系则最为广泛。作为联合国成员，罗马圣座（La Santa Sede）参与了形形色色的国际性会议，其领袖按照特殊章程置身于各国元首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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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对于媒体或国际舆论来说，教宗或许代表着全球宗教领袖当中的首要人物。即使在神学上持有保留意见，众多基督教领袖也承认教宗担当着基督宗教界的显要角色，与此同时，还是同世界上其他宗教的主要对话者。有意思的是，教宗或者天主教领袖的对话模式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其他传统宗教效法的对象。

天主教会的超国家维度

天主教会作为国际性宗教出现在世人的面前，它的高度统一和具有强烈归属感的特点异常鲜明，虽说其并非铁板一块，而且内部的分歧也犹如日头的轮转永不停息。事实上，在天主教会内部存在着多种多样的争论和矛盾立场，尽管如此，其具有根本性的自我认同却不容置疑。恰恰是这一强烈的自我认同，与中央集权的组织形式一道，在教会当中容许不同部门和组织的多元共存。这一多元形态由地方或国家教会、修会团体、教会团契、平信徒组织，总之，由各种各样的有机体组成，它们负责对各个国家的教会或文化团体，以及历史上围绕着某个强力信念（un'idea-forza）或某个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而产生的平信徒或神职运动做出回应。天主教有着很强的自治性，但差异性并非被边缘化。在21世纪初，历经2000年的历史之后，天主教会仍复如是，犹如一个由多元存在聚合而成的巨大实体，围绕着一个共同的、强烈的自我认同，并体现出浓厚的普世大公主义精神。

数年前，一位伟大的天主教神学家，日后荣升枢机主教的伊夫·龚加尔（Yves Congar）曾经写道：

天主教建立在教阶制之上，自下而上地进行自我更新；它保留着多元主义的地盘，否弃神秘主义——天主教是充实完满的，正如人们在最后一次大公会议上总结的那样：没有教团就没有教宗（红衣主教团和主教团），没有教宗也同样没有教团；没有圣统就没有《圣经》，同样，没有《圣经》也就没有圣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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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宗教现象学家埃米尔·普拉曾经为他的一本著作取名为《天主教会是一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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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部著作当中，作者提出了这样一种观点：在天主教会内部存在着一个横向世界，也就是说，存在着一个由各地方教会和具有差异性文化背景的教会所构成的横向世界，它被定义为“教会球面”（ecclesiosfera）。这是一个与复杂的天主教会有关的多重画面，既多元又庞大，并且在其内部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立场和形态各异的故事。“天主教可以有纷繁各异的类型”，安德烈亚·里卡尔迪（Andrea Riccardi）如此写道：“但是，天主教会却只有一个。天主教会并不同某一特定国家的命运捆绑在一起，正如其他新教会可能表现得那样。只要想一想那些带有强烈民族特点的东正教会，或者英国圣公会就可以了。天主教是超国家的，因此，它不同任何个别国家结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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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构建一个超国家实体并非没有问题。在20世纪，天主教会因为两次世界大战承受了巨大灾难。在战争当中，天主教会恰恰因为作为一个国际性宗教而在某些意义上被撕裂了。事实上，天主教徒置身于相互敌对的前线，同各交战国的民族命运捆绑在一起。许许多多的天主教徒以一种视国家为“宗教”的情感，为自己的祖国抛头颅、洒热血。两次世界大战当中，在天主教身份和战争中隶属于某一国家的民族身份之间，表现出深层次的分裂，甚至属于不同国家的主教也处于相互敌对状态，为各自国家的胜利而祈祷，激励各自的信徒同敌对国的天主教徒你争我斗。地方教会在战争期间经受着民族主义化的诱惑，在某些情况下，事情的发生也的确如此。

在上述背景下，教宗主导着教会的国际化。罗马宗座为和平而付出的一大努力，源于其普世性的宗座训导和视野。在20世纪，这一努力成为教宗推动下的对普世表达的更新。与此相反，各国主教的努力目标却常常在于各自民族国家的胜利。和平代表天主教会的生理需要，却被战争深深地扰乱了。胜利是不同国家和许多天主教徒的目的，但是，却非罗马天主教会和教宗的目的。正如人们在对大的国际纠纷的公开介入中看到的那样，对战争的拒斥，在20世纪的历任教宗那里从来都是有增无已的。

天主教会向世界推广“诸民族的团契”这一乌托邦式的构想，符合其作为天主教徒的国际性实体这一天然本质。以此为出发点，教会对其内部包含不同层面的有着鲜明特点的文化身份和自治这一多元态势持开放态度。这一点让人想起诸多修会团体的历史，自中世纪起，它们就发展出迥然有别的教义和灵修方法。而东仪天主教会也是如此，保留着自身的礼拜仪式和东方牧首制的教会结构，这一结构具有独立于罗马的鲜明特点。每一个世纪，天主教会都有其在宗教形式上的多元主义。但是，这一点从未对教会的自我认同构成质疑，即教会的领导权掌握在教宗和主教团的手里。主教团和教宗象征性地起着联结民族国家维度和普世维度、地方教会和普世教会的桥梁作用：此乃天主教的特异之处。

恰恰在19～20世纪，随着意大利统一的完成和罗马被纳入新的意大利王国的版图之中，教宗虽然失去其世俗权力，但在教会内部，教宗的权力却得到了强化。从外在表现来看，教宗和信徒的直接联系得到了加强。罗马主教受民众关注程度在整个20世纪得到了持续扩大，教宗的声音可以直接传递到信徒当中，这在基督宗教历史中可谓史无前例。教宗之享有罗马主教的首席地位常常成为20世纪天主教会最强有力和最具认同感的核心立场，比如对战争的反对，以及对教义和教会的捍卫等，这些都是天主教会不会向世俗强权寻求妥协的主题。即使天主教会没有自己的领土，并且意识到不得不居住在他人的土地上、和他人共处、与所有的国家共存，它也不会采取妥协态度。对教会来说，人们不会忘记耶稣所教导的有关上帝的国与恺撒的国之间的区别。从这一意义上讲，天主教会尽管在其教义和福传方面持有严格立场和强调自我认同，但是它也明白，在人世间，必须调整自己以便和他人共处，何况普天之下只有一个国。

但是，在另一个领域，即在非殖民化方面，天主教会的中央政府和其地方机构在20世纪并非总是协调一致。事实上，在殖民化的高潮时期，由于各种各样的复杂性，殖民者的利益和天主教会的利益并非总是一致的。的确，在某些领域和某些时候，双方利益是一致的，这是因为，一般情况下传教士来自各殖民国家，而后者则试图控制他们的行动，并利用其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天主教传教事业和殖民利益之间则在事实上存在着纷争。只要想一想1622年罗马传信部（主管全球天主教传教事务）的成立就足够了，它的成立正是为了重申传教事业的普世立场，并以此对抗西班牙、葡萄牙或者法国王室的特殊立场。这是一段长期的历史，时间从17世纪到殖民化时代，直至整个20世纪。

20世纪下半期，自“二战”以来，天主教针对殖民主义的立场进行了修正。这一修正始于“一战”结束之后，发展成形于传教区。事实上，早在非殖民主义现象风起云涌之前，天主教会就已通过对传教战略的调整，加速拉开了同殖民国家及其殖民利益的距离。如20世纪二三十年代，传教士当中流行的民族主义受到了谴责，传教士被要求成为体现新兴国家历史和文化的化身，并要像服务于“新的祖国”一样来服务于这些新兴国家。人们有意发展各本地教会，并积极准备以使教会最终脱离各殖民国家的政治及其种种利益。简言之，从本笃十五世到庇护十一世，两位教宗逐渐接受了这样一种期待，即将天主教会深深地融入传教区所在民族的文化、历史和主要的风俗习惯之中。这一情况以全新的方式发生在中国，正如乔万里（Agostino Giovagnoli）在一篇有关庇护十二世和非殖民化运动的学术论文中阐明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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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同中国数千年文化的接触和对话中，雷鸣远神父和刚恒毅蒙席等人发展出了一套向中国文化开放的传教策略。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迎来了一个非殖民化的浪潮，先是在亚洲，而后是在非洲。这一长达20年的过程引导着几乎所有的殖民地人民迈向独立。受此影响，天主教会也迎来了一系列的新问题，诸如政治独立权利、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和平问题、欧洲对于殖民地国家的责任问题、政治和经济上的帝国主义、西方文化和其他文化的关系问题等。从此以后，某些地方教会开始打上了激进民族主义的危险烙印，不应忘记，天主教会从不排斥同任何文化的接触，但也并不因此给予某些文化以特权。此外，教会还一再强调殖民主义忽视“本地意愿”的过错。

教宗庇护十二世当选之后，开始谴责“殖民主义的过错”（mancanze del colonialismo），积极评价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意愿，并肯定原宗主国对被殖民国家政治独立的承认。尽管如此，天主教会对此仍然持谨慎态度。随着阿尔及利亚战争的爆发（1954～1955年），教会的态度开始发生转变：教宗庇护十二世阐明了殖民地国家的权益，但却没有明确谴责殖民主义。不过，共产主义有可能在自由解放斗争中找到有利阵营，通过独立运动而迅速传播的恐慌开始显现出来，罗马教廷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枢机主教团团长提瑟朗（card. Eugène Tisserant）枢机正是抱着这样的想法。尽管如此，这一危险未能成为反对非殖民化进程的充足理由，相反，独立运动赢得了广泛的支持。

在1945年针对枢机主教团的圣诞演讲中，教宗庇护十二世描绘了一幅普世天主教会的蓝图，即教会不以排他性方式同任何民族、地区捆绑在一起。此外，他还声明：“天主教会乃所有民族和人民之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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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人们注意到，在这一信息中，同老欧洲的优先关系被否弃了，取而代之的是对所有民族平等和尊严的肯定，这也是天主教会对世界人民的真正态度。这一肯定最终表现在教宗庇护十二世1951年发布的《致中国教会》（Evangelii Praecones
 ）通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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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中。教宗庇护十二世将其同前教宗庇护十一世的《教会事务》（Rerum Ecclesiae
 ）通谕重新联系在一起，指出教会牢固地扎根于地方现实，以及在强化本地教会力量的基础上组织教会自身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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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命本土主教变得越来越频繁，而新近独立国家中的教区数目也在不断增加。1926年10月，首批中国本籍主教在罗马祝圣。

1957年，教宗庇护十二世发表了第二封通谕——《信德之恩》（Fidei donum
 ），内中表达了对非洲的极为关切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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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通谕是对本地教会在虚假的民族主义、过于迅速的独立进程、共产主义的威胁，以及伊斯兰扩张面前所表现出的脆弱性的焦虑。此外，天主教会对民族独立运动的同情，越来越和一种国际影响的新形态，即美国的国际影响交织在一起，后者致力于反对苏联对第三世界所表现出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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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继承与更新

在20世纪的天主教会历史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事件当属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以下简称“梵二”）：整整三年，全世界的主教齐聚罗马，为了更新和调整（此乃“梵二”会议的关键术语）天主教会与现代世界、不同文明及各个宗教之间的关系。教宗保禄六世和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任职期间成为对“梵二”会议接受和消化的阶段，他们呼吁平信徒对教会事务的参与，鼓励成立天主教徒运动，强有力地促进各种和平进程。

“梵二”会议于1965年12月闭幕，“向天主教会和世界”提交了卷帙浩繁的报告、文件、思考、激励意见和成果。对于天主教来说，大会提出了20多项史无前例的改革。但问题是，如何具体引导这一新的时代？这些文献汇编（corpus），至少部分地要求转化成具体决策。除了大公会议文件的复杂性之外，需要指出的是，教会生活的内部立即出现了一种新的气氛。在教会层面，天主教会开始将自己视作“天主子民”（popolo di dio），以突如其来的方式超越了此前的定位，将对信徒、领洗者，即平信徒的承认作为教会的基础，作为信仰经验的主要角色。平信徒第一次承担起天主教教会生活中的主要责任。

“梵二”会议开启了一段新的里程，释放出教会的能量，激发了信徒的能动性。其最明显的标志或许当属礼仪改革，它改变了数以百万计信徒的祈祷方式和参与教会的方式。这一改革旨在逐步取消拉丁礼仪，并代之以地方语言举行的礼仪，通过打破圣事活动中僵化的固定程式，从而使普通信徒积极参与圣事成为可能。这一变化涉及面广，意义重大。事实上，在用地方语言举行的礼仪当中，信徒得以和《圣经》保持直接接触，从而使得堂区教堂成为一处同《圣经》息息相关的、带有家庭氛围的场所，而不仅仅用于聆听布道。此外，《圣经》也不再是一件神圣的陈设品，而是一个越来越广泛的信徒阅读和祈祷的工具。

“梵二”会议的遗产也体现在教会术语中。天主教发现自己在同许许多多的新词汇打交道，如教会论（ecclesiologia）、共融（comunione）、参与、《圣经》、普世祭司（sacerdozio universale）、团契（comunità）、集体领导（collegialità）、地方教会、多元主义等。人们要求对教会词典做出更新。此后，在漫长的大公会议期间，天主教徒了解到有关会议进程的种种消息，并感受到大会的复杂性，对发展路线的艰难探索，以及与参会神职的不同派别相对应的种种立场。“梵二”会议可谓是受到媒体高度关注的一次事件。在会议闭幕之后，即会议的接受阶段也同样受到了各个媒体的强烈影响。通过媒体这一中介，大公会议得以进入亿万天主教徒的宗教生活和感受之中，媒体或许构建起了一张最为有效的网络，将大公会议的决议传达到意大利天主教徒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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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在意义重大的“梵二”会议闭幕的随后数年，教会机构方面遇到了具体的困难，即如何将大公会议的决议要求传达下去。天主教徒尽管对发生的事态有所了解，但是，在许多国家，对“梵二”会议决议的接纳过程却相当缓慢。惰性不仅来自教会圣统制，也来自天主教界，尤其是神学层面对其接纳的滞后。不过，在某些欧洲国家，比如对于法国或德国天主教会而言，“梵二”会议却似乎是对一个漫长而广泛的期待做出的快速回应。变化的紧迫性同样发生在年轻一代和社会的关系上，某些有识之士对此极力呼吁，以便推动和贯彻大公会议的决议。在天主教会当中，人们也试图促成一种体现出社会现代性的快速变化。在大公会议结束不久的 1966～1967年，大会决议的贯彻得到了持续而快速的跃进。不能将“梵二”会议倡议的改革，即要求在信仰和文化层面做出改变，理解为可以在短期内实现。由几部大公会议文献，如《天主的启示教义宪章》（Dei Verbum
 ）、《教会教义宪章》（Lumen gentium
 ）、《教会对非基督宗教态度宣言》（Nostra Aetate
 ）所描绘的前景，为教会的发展提出了长期规划。不过，许多主教和神职人员对此表现出极端保守和过分谨慎的态度，他们反对——正如前面提到的那样——迅速贯彻由少数天主教徒所推动的“梵二”会议的决议。无论如何，对双方来说，这段时期显然既不轻松，也非风平浪静。与众多的期待相比，赖以实现的工具和途径却少得可怜，由此便产生了相互矛盾的观点、片面的解读、意识形态式的解释和类似“梵二”会议那样的某一教会内部事件的激进政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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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接纳”（ricezione）主题似乎在意大利主教当中只能发现少数必不可少的高明的解释者，以便应对“梵二”会议发起的变革、习惯和风俗正在以令人目眩神迷的速度发生变化的社会所带来的变迁。主教们认识到，必须引导这一对“梵二”会议的接纳过程，并视这一过程为他们的首要任务，然而，这也常常让他们精疲力竭，大伤脑筋。此后便是长达数年的种种尝试，此时的天主教会就像一座大工地。为了落实“梵二”会议所倡导的革新，人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创意，这些创意往往信赖于个体的想象力和聪明才干而非某个明确的计划。对于神职人员和主教们而言，有必要为天主的子民留下空间，以最大限度地体现团契精神和超越过于中央集权化的教会面貌。这是一种人们可以自由呼吸的气氛，形形色色的建议、转变、观念和抱负层出不穷。针对这一复杂现象，致力于成为一名思想开明的导演和改革家的前教宗保禄六世（Paolo Ⅵ），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顺利地完成了教会对于“梵二”会议的接纳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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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望·保禄二世：全球化时代的教宗

在“后梵二会议”（post Concilio）时代，人们可以从众多发展前景来评价天主教会。我愿意在此谈论其中一个前景，以作为本文的结语，这一前景在我看来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即天主教会同全球化的关系问题。

毫无疑问，若望·保禄二世担任教宗期间代表着天主教会向全球化的转变。这位波兰教宗颠覆了单纯的民族视野，尽管他有自己的民族化的神学主张（人们可以在他的身上辨认出波兰神学和意大利神学的影子），他认为：天主教是地方实体，但是，不意识到它的世界性一面，就难以真正地理解它。从沃伊蒂瓦（Wojtyla）开始，全球化和追随教宗这两种身份开始在天主教那里合二为一。

为了理解这些定位，需要领悟沃伊蒂瓦担任教宗职务的意义。天主教会浸淫其中的文化气氛打上了危机和不可避免的衰落的印记。这一文化气氛在东欧共产主义国家、中国、亚洲以及由共产党领导的其他国家，包括世俗化的西方世界都表现得分外明显。若望·保禄二世并不认为世界的未来建立在世俗化之上，也不认为他所领导的天主教会的命运注定走向衰落。他的信仰、其染色体中所携带的波兰弥赛亚主义、他的宗教观念在促使他相信可以使这一趋势发生逆转。他也不认为这一趋势肇因于欧洲社会文化所孕育的个人主义：无论是在世界其他地方，还是在自己生活的波兰，他一直能感受到宗教活动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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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的阿西西，当时世界还处于两极化的格局，他号召全世界的宗教领袖——宗教史上前所未有的事件——肩并肩共同为和平祈祷。他意识到，宗教既可以是和平的工具，也可以促使战争和冲突合法化。他深信，世俗化不会取消宗教的角色。历史和他的决心均证明了这一点。

他任职期间致力于传播福音。他相信，福音化并不与其他宗教的对话相冲突，相反，二者共同构建起天主教会的普世关怀和全球化维度，因此，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地区是与天主教会无关的。但是，并非人人都赞同他的立场，无论是在天主教会内部，还是在新教徒当中。不过，对他来说，在天下一家的现实格局中，天主教会的普世性传播孕育出一种如何与不同民族相处的共存观念，这一观念几乎成了一种跨民族神学。因此，基于其数世纪的经验，天主教鼓吹与不同文化和文明的共存。就其自身而言，一方面，天主教在历史中吸收了不同文化的成果（从墨西哥到非洲或亚洲），另一方面，天主教提出了同其他文化和宗教的和平共处。尽管如此，天主教并没有放弃向非基督宗教世界传播自己的信仰，与此同时，它还呼吁普遍的宗教自由和视对话为双方的接触地带。

基于对宗教自由和自由观念的一贯信奉，天主教相信每一个国家都有其各自的历史，包括宗教史。它并非要给公共生活或政治生活染上宗教色彩。全球化时代是各基督教民主党派在欧洲出现危机或者走向世俗化的时代，不过，这一趋势既没有发生在后佛朗哥时代的西班牙，也没有发生在波兰（虽然有波兰“团结工会”的出现），对此，沃伊蒂瓦的愿望是非常明确的，即在自觉自愿的基础上成立天主教政党。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讲，若望 ·保禄二世也刻意同自由主义神学以及试图调和马克思主义与基督宗教的做法保持距离，这么做并不仅仅是出于反对某种意识形态的缘故，而是认为将基督宗教信仰同某种政治或意识形态结合在一起是一种错误。他不是在苦思冥想一个纯粹精神化的基督宗教，而是将其视为从底层和宗教生活出发激励和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一股力量。就这样，1989年之后，若望·保禄二世发表了天主教的社会教义，该教义被认为是对大获全胜的全球资本主义的一种带有批评意味的敦促。

天主教当中的全球化就是其作为一个有组织的和被广泛信奉的宗教。若望·保禄二世所带来的信息与欧洲文化的自由相对主义拉开了距离，从而构建出一个被广泛接纳的基督宗教认同。但是，这并非意味着同欧洲文化当中的自由相对主义的对抗。事实上，文明和宗教的冲突学说在20世纪90年代甚嚣尘上，对此，若望·保禄二世并不赞同。在这方面，他和两届布什政府的国际视野显然无法调和，即便他支持后者在处理生命攸关问题上的某些立场。教宗秉承多元化国际社会的理念，但是，在其全球性天主教会的视野中，基督宗教并不具有西方文化的身份认同。

沃伊蒂瓦相信，在天主教历史上，欧洲扮演着一个关键性的角色：他年轻时便在其著作中表达了这一观点并在晚年时再度加以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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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宗教性的欧洲，同时也是一个世俗化的欧洲。然而，他意识到，在同其他文明的接触中，基督宗教不能以欧洲文化的面孔示人：基督宗教不是代表西方，而是代表世界的宗教。尽管如此，一个全球化的世界，虽然拥有不可胜数的人类学和文化模式，却也有着合一的趋势。那么今天，本地化意味着什么呢？

尽管程度不同，天主教却是一个始终代表着全球化的宗教：在罗马帝国时期、在与殖民主义时期的传教事业相伴随的16世纪的拉丁美洲，这是一种由教会论和植根于罗马帝国的行政惯例所支配的一种全球化。然而，早在沃伊蒂瓦担任教宗之前，天主教会所要面对的已不再是这样或那样的帝国，而是市场、形形色色的强有力的生活方式和资讯的全球化。沃伊蒂瓦时代不仅是对教会衰落的命运的回应，而且也是在一个向着全球化开放的世界中建构某种身份认同。

（刘国鹏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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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的东正教

西蒙娜·梅尔洛（Simona Merlo）

一 20世纪初叶：摇摆于帝国与民族国家之间

不同的历史、传统和宗教礼仪让众多的东正教会看起来像是一幅斑驳陆离的马赛克，它们根本称不上是一块完整的石料，也没有如同天主教会那般形成权力集中的管理模式。东正教更像一个由地方教会组成的网络，这些地方教会对抚育它们建立、发展的人民怀有深厚的感情。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这一互相依存的关系不断巩固，进而推动这些教会走上了不同的道路，迎来了不同的命运。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生的诸多重大事件中，中东欧人民成为主角，这些事件让东正教多元化的特点更趋明显。在这历史转折阶段，东正教在奥匈、俄罗斯、奥斯曼等多个帝国体系内赖以生存的均势遭遇了严重危机，随之而来的更是帝国体系本身的崩溃。基督徒的生存环境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特别是奥斯曼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消亡，标志着不同信仰共存的社会体系彻底解体。而在此之前，尽管不乏危机与摩擦，但这一体系曾是基督徒在奥斯曼帝国中生活的一大特色。奥斯曼帝国所实行的奇特的米利特（millet）制度，让信仰“圣经宗教”的信徒，如基督徒和犹太教徒，过上了稳定而有保障的生活，虽然生活条件与占大多数的穆斯林教徒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每一个米利特（东正教的、亚美尼亚的、犹太教的）都是一个特定的宗教团体，相当于一个没有领土边界的“国中之国”。米利特虽然受制于苏丹，但也享有一定的自主权。总之，当时宗教信仰是确定奥斯曼帝国臣民身份的首要标准，种族因素反而不太重要。奥斯曼帝国中的东正教徒领袖，被称为millet-i-rum，由君士坦丁堡牧首担任。牧首的驻地位于伊斯坦布尔的法纳尔区（Fanar），他除了执掌宗教权力之外，还享有民事与司法特权。在其下辖的宗教团体中，混杂着希腊人、罗马尼亚人、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阿尔巴尼亚人、阿拉伯人、瓦拉几亚人、黑山人和极少数土耳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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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1～1830年希腊独立战争开始，随着民族主义兴起，米利特制度开始陷入危机，帝国存在的基础甚至也受到了威胁，帝国内部的宗教平衡遭到致命的打击。整个19世纪，伴随着民族国家的建立，不确定的边界导致领土争端频发，这些国家的东正教会也开始摆脱君士坦丁堡牧首的控制，成为根据以种族决定宗教归属概念建立的独立自主教会。1833年，希腊教会成为第一个宣布独立自主、不再听命于君士坦丁堡牧首的教会。此后，罗马尼亚教会（1865年）、保加利亚教会（1870年）、塞尔维亚教会（1878年，但自1831年即处于教会自主状态）、阿尔巴尼亚教会（1922年）相继宣告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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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独立过程受到普世牧首的坚决反对。在1872年举行的君士坦丁堡地区主教会议上，普世牧首将地方教会的民族主义倾向宣判为“种族异端”（eresia filetista），即宗教民族主义。会议的相关文件对此有如下表述：“种族主义（filetismo）是以种族起源或语言为区分标准，坚持同一国家或同一血缘的人和族群在权利方面的绝对诉求，这在上百年的国家里或许有一定基础，但却与我们的教会格格不入。”文件还补充说：“基督教会是一个精神共融的教派，其领袖和创立者将所有的民族置于唯一基督的博爱之中，而种族主义则毫不相干且不可理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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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普世牧首与地方教会的冲突中，出现了两种关于身份认同的对立观念：一种是坚持君士坦丁堡牧首在“普世性”和统御全帝国方面的开放性，另一种则坚持“希腊式”民族东正教会的观点，并得到了其他民族教会的认同。正如安德烈·里卡尔迪（Andrea Riccardi）所说：“君士坦丁堡牧首与希腊民族主义者（包括希腊东正教徒）对身份认同的理解完全不同。普世牧首（归根结底就是整个米利特领导层）是在奥斯曼帝国体系中的拜占庭帝国残余。拜占庭人还没有产生种族身份认同的概念，土耳其人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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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世牧首的“帝国”特质及其对以种族决定宗教归属概念的坚决反对，足以解释为何牧首经过很长时间才承认地方教会的自主自治地位：1850年承认希腊教会，1878年承认塞尔维亚教会，1885年承认罗马尼亚教会，1937年承认阿尔巴尼亚教会，1945年承认保加利亚教会。自国家教会建立之后，留给普世牧首施展权力的地方便只剩下了信徒骤减的土耳其和阿陀斯圣山的修道院了，而且在整个20世纪，阿陀斯修道院中占绝对多数的希腊僧侣曾多次尝试摆脱君士坦丁堡的控制。

从土耳其到中东，奥斯曼帝国的崩溃意味着身为少数教派的东正教会将经历一段磨难。在20世纪中期，这种磨难很多时候都演变为真正的生存之战，一个最典型、最重要的例子就是君士坦丁堡普世牧首遭遇的危机。“青年土耳其人”革命瓦解了奥斯曼帝国的统治机构，牧首亦受此波及，被剥夺了所有特权，甚至连牧首制的存在都面临威胁：1918～1921年间牧首出缺，由临时代理神长（locum tenens）代行牧首管理。1923年签署的《洛桑条约》规定了希腊与土耳其大规模的人口交换，世代定居于安纳托利亚（Anatolia）的100多万信奉东正教的希腊人被强制遣返希腊（相应的，也有38万居住在希腊的土耳其人返回土耳其），导致君士坦丁堡宗主教区本已寥寥无几的信徒数量进一步减少。土耳其国父凯末尔·阿塔图尔克（Atatürk）首创的世俗政策、对基督教徒施加的限制措施以及信徒不断受到的侵蚀，都进一步削弱了君士坦丁堡牧首的地位，使其不仅要面对信徒不断减少的困难，还陷入了威信不断降低的窘境。

另外需要指出一点，从某种程度上说，普世牧首是奥斯曼帝国旧制在教会层面上的延续。各斯拉夫东正教会试图摆脱奥斯曼政权赢得独立的愿望获得了俄罗斯东正教会的支持，20世纪的历史中始终贯穿着莫斯科与君士坦丁堡的对抗。

二 莫斯科轴心

莫斯科是东正教除君士坦丁堡之外的另一大支柱。进入20世纪的俄罗斯教会继承了同沙皇俄国的特殊关系，即自拜占庭帝国传承而来的“权力调和”。“权力调和”理念深刻揭示了教会同帝国之间的关系特色，甚至在帝国灭亡后仍在某种程度上延续下去。根据“调和”理论，宗教权力与世俗权力虽然各行其是，但其来源却都是独一无二的天赋神授；国家与教会应协同行动、守望相助，确保二者的权力在共同的体系中得以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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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得一世在位期间，“调和”理论曾遭受严重打击，因为彼得一世认为他生来就是为了让古老的俄罗斯走向现代化，而教会只是昔日俄罗斯的一部分。按照这一目标，1721年彼得一世取缔了牧首制，将教会交由主教会议管理，一位由皇帝任命的官员出任主教会议主席，被称为首要代理人（ober-prokuror），担负着仲裁帝国教会事务的责任。然而，正如神学家赛尔吉·布加哥夫（Sergej Bulgakov）所说，主教会议时代的俄国教会并非处于君权凌驾于教权的体系中，因为“国家认为应由教会法令作为内在的引导，而教会自认为应服从于国家”。当然，彼得大帝时期引入的某些君权凌驾于教权因素，如将教会转变为一个行政部门——东正教派部，确实是权力的滥用，“尽管如此，信奉东正教的皇帝对他自己和他在教会中地位的愿景始终局限在俄国内部。作为沙皇，他同拜占庭的教权至上者和君权至上者均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对沙皇来说，教会始终尽其所能对政权施加最大的影响，但是从内部而不是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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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归根结底，权力间的“调和”关系虽然有所变动，但本质没有变化，彼得的改革并未改变教会作为俄罗斯帝国一大支柱的地位。

1905年革命之后，俄国主教开始讨论是否有必要恢复牧首制。但直到沙皇倒台，俄国教会方才得以召开公会议，恢复牧首制并选举大牧首。继最后一任大牧首阿德里安（Adrian）去世两个多世纪后，1917年11月5日，季洪[Tichon（Belavin）]都主教被选为莫斯科和全俄罗斯大牧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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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悖论的是，就在教会按照教规走上正轨之时，教会在俄国内部的地位却因布尔什维克革命而陡然下降。1918年1月20日，苏维埃政府通过一项法令，规定教会须与国家分离，学校须与教会分离，此举从根本上改变了一直沿袭下来的世俗权力与教会权力的关系。

直到25年之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俄罗斯政府与教会的关系才得以正常化。突如其来的战争令苏联几乎陷入绝境，斯大林不得不求助于教会高层。在1943年9月4日举行的秘密会议上，斯大林以教会支持“伟大的卫国战争”这一全国总动员为条件，同意教会活动正常化的要求，包括召开公会议、选举牧首（自季洪牧首去世后，一直未能选举其继任者）、取消宗教迫害等。

三 两极世界中的东正教会

1943年转折产生的内在原因一直是近期西方和俄罗斯史学研究中争议最大的问题之一。瓦莱里·阿列克谢耶夫（Valerij Alekseev）、迪米特里·波斯坡罗夫斯基（Dmitrij Pospelovskij）和米哈伊尔·斯卡洛夫斯基（Michail Škarovskij）等史学家都认为，斯大林转变其宗教政策的原因，是为了在欧洲地缘政治平衡出现新变化之际，将俄罗斯教会纳入扩张莫斯科在东欧影响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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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80年代末，史学家瓦莱里·阿列克谢耶夫（Valerij Alekseev）和米哈伊尔·奥丁科夫（Michail Odinc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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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布了9月4日斯大林与教会高层秘密会谈的纪要，很明显，斯大林对宗教问题的国际因素有着特殊兴趣，他甚至详细了解了俄国教会、君士坦丁堡牧首、耶路撒冷牧首同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教会的关系。在斯大林的规划中，俄罗斯教会将扮演巴尔干地区东正教会保护者的角色，并从宗教层面统一苏联境内斯拉夫人居住的地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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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的计划在俄国教会恢复与其他东正教会关系上产生了直接效果。莫斯科轴心的吸引力在1945年俄国教会公会议上得到了展示，此次会议选举阿列克谢[Aleksij（Simanskij）]为大牧首，出席会议的还有亚历山大（Alessandria）、安提阿（Antiochia）、耶路撒冷和格鲁吉亚四大教区的牧首，以及除希腊教会外所有姊妹教会的代表团。1948年，俄罗斯教会隆重纪念自立500周年，出席庆祝仪式的各教会牧首人数更多。不过在君士坦丁堡牧首的反对下，莫斯科将此次活动转变为俄罗斯保护下的泛东正教公会议的计划落空了。正是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下，莫斯科与君士坦丁堡争夺东正教世界霸权的对抗逐渐浮出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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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48年起，俄国教会在国际上积极投身于苏维埃政府推动的和平运动。在这一时期，不同阵营之间的紧张局势日趋尖锐，冷战阴云下的世界日趋两极化。对俄国教会来说，1948年发生了一系列重要事件：由于铁托同莫斯科交恶，这一年俄国教会中断了同塞尔维亚教会的关系；这一年世界基督教联合会成立，到了1961年新德里举行的第三次全会时，世界基督教联合会已囊括了苏联阵营的所有东正教会，同年，雅典那哥拉斯[Athenagoras（Spirou）]当选为君士坦丁堡牧首。

四 三个“罗马”：普世对话与国际关系

选举雅典那哥拉斯为牧首预示着东正教教会之间的关系将发生新的变化。雅典那哥拉斯生于1886年，他的出生地伊庇鲁斯省（Epiro）当时尚属于奥斯曼帝国，因此新牧首是来自米利特的基督徒。但他却树立起伟大精神领袖的形象，成为20世纪最重要的东正教人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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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那哥拉斯曾在美国担任了近20年的总主教，作为一位受到美国政府肯定的人士，雅典那哥拉斯似乎“并不适合与莫斯科建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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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他却发出了与“第三罗马”缓解紧张关系的信号。他将君士坦丁堡牧首职位视为“跨东正教的主席”，但“并不奢求成为一位普世主教”。
 
[14]

 1951年，他提出了召开泛东正教公会议的计划，后经其不懈努力，终于在1959年召开了一次预备会议。就在这一年，他离开了牧首驻地法纳尔，前往大马士革、耶路撒冷、亚历山大等中东地区的牧首所在地游历。此次游历代表着同过去的决裂。正如瓦莱里亚·玛尔塔诺（Valeria Martano）在她所著的《雅典那哥拉斯传记》中提到的，如果说人们对各地方东正教会领袖前往法纳尔习以为常的话，普世牧首前往其他牧首驻地则极其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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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典那哥拉斯积极消除同莫斯科之间的误解，在他的努力下，1960年12月阿里克谢（Aleksij）大牧首访问了君士坦丁堡，为莫斯科牧首加入世界基督教联合会开辟了道路。

处理同其他东正教教会的关系不仅是君士坦丁堡牧首普世对话工作的一个重要部分，还成为牧首职务的基本内容，甚至升华为某种神学。牧首很喜欢重复一句话：“姊妹教会与兄弟民族应该是我们的榜样和灵感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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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典那哥拉斯牧首同日内瓦（世界基督教联合会所在地）与罗马的接触标志着基督宗教跨教派对话的一个转折，他对安杰罗·朱塞佩·隆卡利（Angelo Giuseppe Roncalli）当选罗马主教（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喜出望外，称其为：“他是上帝派来的，名叫若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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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与君士坦丁堡关系的拉近，特别是“梵二”会议召开以后二者的密切接触，不能不引起莫斯科的警惕，担心“第一罗马”和“第二罗马”的联盟会损害“第三罗马”的利益，莫斯科的领导人特别担心君士坦丁堡牧首会成为所有东正教会在天主教世界的代表。这种焦虑逐渐蔓延到整个俄国教会，甚至影响到了莫斯科牧首新任对外关系部主席、年轻而充满活力的尼科季姆[Nikodim（Rotov）]主教制定战略的基础。直到1978年这位尼科季姆主教去世为止，他一直是莫斯科牧首对外政策的设计者。正是由于对新一轮国际孤立的恐惧，在尼科季姆的建议下，莫斯科牧首于1961年加入世界基督教联合会，1962年向“梵二”会议派遣观察员。这两件事开启了世界基督宗教普世对话的新纪元。

正如里卡尔迪描述的那样，冷战时期的普世大公主义也具有了政治功能。负责同梵蒂冈联系的东正教代表，比如派驻“梵二”会议的观察员，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莫斯科的“大使”，成为教宗约翰二十三世同铁幕之外的国家建立关系的渠道。同时，在东正教各教会之间，“第二罗马”和“第三罗马”之间的争执平息了，更确切地说是暂时中止了。自罗德岛会议起，东正教世界内部开始对话，这些会议本应推动召开泛东正教主教会议，但却没有成功。从60年代直到80年代，泛基督教主义一直是莫斯科牧首外交政策的主线。
 
[18]



五 东正教与民族主义

随着两极格局的瓦解、多民族国家的分崩离析和铁幕的落下，东正教会步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下，东正教会曾尝试通过教会结构重组、开放堂区教堂与修道院、增加受洗与举行宗教婚礼的人数，以及重建专注于教理问答的教会社团与兄弟会等一系列措施，借助教育、培训活动和慈善、救济工作，实现精神与物质层面的重生。然而，就在教会组织重建工作刚刚取得一些进展的时候，历史的车轮却驶入了一条布满荆棘的道路。世俗化的抬头、宗教异端的扩散、七个新基督教教派的改宗影响非同小可。全球化的发展并未像很多人预测的那样弥合差异、统一文化与传统，反而唤醒了人们对身份认同的意识，包括宗教和信仰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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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摆在东正教会面前的是全新的问题，迫使传统宗教全力应对当今世界的挑战。

另外，苏联和南斯拉夫等多种族国家的解体，让很多历史问题再次浮出水面，比如民族主义的复苏，有时这一复苏也会被披上宗教的外衣。在政治层面的分裂之后，人们担心教会体制也会遭遇相同的命运。乌克兰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今天乌克兰有三个不同的东正教会，裂教的起因在于莫斯科牧首特派乌克兰教会的前任使节——菲拉雷特[Filaret（Denisenko）]都主教的个人利益。面对刚刚独立的国家，乌克兰的政治领袖们将裂教作为一种民族主义的手段，希望建立一个有助于增强乌克兰人民民族感的教会。早在1990年1月，菲拉雷特都主教已声明退出俄国教会，莫斯科牧首为了抵制民族主义倾向，决定给予乌克兰东正教会更大的自主权，包括独自召开主教会议的权力。显而易见，尽管直到今天大多数乌克兰堂区教堂仍属俄国教区，但莫斯科非常害怕失去对自己历史管辖地区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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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克兰问题因基辅而显得尤为特殊，作为乌克兰独立后的首都，基辅还是俄国东正教的发源地和俄国教会的基石。传说基辅是古罗斯国的中心，也是罗斯接受洗礼之地，因此被认为是“俄罗斯诸城之母”和东斯拉夫人第一个国家的摇篮。这也解释了莫斯科牧首为何如此害怕“失去基辅”，因为按照阿列克谢·科穆雅科夫（Aleksej Chomjakov）对基辅的界定，这不仅是地理与管辖权上的分裂，而且是失去自身的根基，是同“俄罗斯受洗之源”的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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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情况特殊的乌克兰之外，在苏联范围内，与莫斯科牧首离心的倾向比比皆是。比如莫斯科与布加勒斯特关于前摩尔达维亚苏维埃共和国的纠纷：1992年在摩尔达维亚的比萨拉比亚地区建立了一个隶属于罗马尼亚牧首的总主教区。再比如莫斯科与君士坦丁堡关于爱沙尼亚东正教管辖权的争执，爱沙尼亚东正教与俄罗斯在该地区的存在密切相关。爱沙尼亚成为独立的民族国家后，爱沙尼亚教会中断了同俄罗斯教会的关系，根据1923年爱沙尼亚同君士坦丁堡达成的自治协议，君士坦丁堡控制了部分爱沙尼亚教会的管辖权。两大牧首的争执愈演愈烈，到了1996年3月，莫斯科牧首与君士坦丁堡牧首甚至暂时中断了教会共融。爱沙尼亚问题只是莫斯科与君士坦丁堡争夺东正教世界内部最高荣耀的冰山一角。君士坦丁堡牧首辖区虽然历史悠久但极度缺乏信徒，如果说君士坦丁堡牧首希望凭借所有东正教会自历届大公会议以来所公认的传统（指定君士坦丁堡为教会牧首制中继罗马之后第二重要牧首），恢复其在东正教会中的最高地位，莫斯科牧首则期盼按照当今的教徒人数和国际地位成为君士坦丁堡的继任者。另外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是对移居其他国家的东正教徒的管辖权，自19世纪末生活在奥斯曼帝国的大量东正教徒向美洲移民起，普世牧首一直宣称拥有这一权力。对君士坦丁堡来说，这一点具有关键意义：随着生活在土耳其和希腊群岛上的东正教徒不断减少，对移居欧洲和美洲的众多希腊裔东正教徒的管辖权就成为普世牧首汲取生命活力的源泉。莫斯科则公开与君士坦丁堡作对，单方面承认了俄罗斯族群在美洲建立的东正教会的自主权。讨论移居其他国家的东正教徒的管辖权问题，已被纳入下一次泛东正教公会议的议事日程，但各方至今仍未对举办该会议达成协议。
 
[22]



在巴尔干地区，多民族国家南斯拉夫亦随着民族主义的复兴而解体，这也对教会造成了直接影响。在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Slobodan Miloševi）的大塞尔维亚计划里，东正教被当作应对克罗地亚与斯洛文尼亚的天主教和波斯尼亚的伊斯兰教的一张牌。20世纪90年代的一系列战争将前南斯拉夫地区撕扯得支离破碎，尽管战争的诱因并不是宗教，但在前南斯拉夫联邦各加盟共和国的民族与政治对抗中，宗教认同的政治工具化却成为前南斯拉夫各民族国家政府的共同手段。

在科索沃与贝尔格莱德政府的对抗中，塞尔维亚弥赛亚主义被多次利用。2008年科索沃的独立引发了国际社会对其正当性的争论，今天，在阿尔巴尼亚族占人口多数的科索沃，独立并未直面和解决12万仍居住于此的塞尔维亚族人的地位问题。东正教一直是塞尔维亚人身份认同的建设性要素，科索沃则是这一身份认同的摇篮。1389年6月28日在科索沃爆发了土耳其人与塞尔维亚人的史诗战争，后来被封圣的拉扎尔（Lazar） 国王就在此地命丧土耳其人之手，在塞尔维亚人的民族感情中，此事不啻民族历史上最壮烈的牺牲。现黑山都主教阿姆菲罗齐耶·拉多维奇（Amfilochije Radovic）曾经写道：

起初被称为塞尔维亚人民的“耶稣受难”的科索沃之战，曾经并继续在塞尔维亚人形成民族意识和宗教良知上发挥着重要作用……据民间史诗传说，拉扎尔大公在大战爆发之前曾在天空中看到“耶路撒冷圣城”，而且还被要求做出选择，是留在人世间的王国，还是进入天国。拉扎尔选择了升入天国，其代价便是失去了尘世的王国，然而他知道“尘世的王国短暂易逝，而天国则永恒不易”……随着时间的流逝，拉扎尔放弃尘世进入天国的选择不仅成为全部塞尔维亚民族的渴望，而且转变为这个民族的历史遗产和坚定抉择……如果不了解这一段实际上见证了民族和集体意识基督教化的所谓科索沃“神话”，就难以明了塞尔维亚历史上和现今发生的很多事情。
 
[23]



阿姆菲罗齐耶的这段话写于南斯拉夫解体数年之前，详细说明了民族殉难“神话”的产生和民族情感与宗教良知合二为一的观念。因此，1989年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起义发端于科索沃波尔耶（Polje）绝非偶然（当时科索沃尚是塞尔维亚的一个自治省）。为了激发塞尔维亚拒绝给予这一地区独立的地位，政治秩序的原因也混杂在对“塞尔维亚圣地”神性的召唤中。

无论怎样，南斯拉夫的冲突并非宗教战争，但正像东正教神学家奥利维尔·克莱门特（Olivier Clément）所说，“宗教因素，以及宗教感情，统统被民族因素吸收了”
 
[24]

 。另外，塞尔维亚东正教会从未将自身立场摆在民族主义一方，塞尔维亚牧首帕维莱[Pavle（Stojevi）]多次明确表示“如果代价是罪恶，我既不希望看到一个大塞尔维亚，也不希望看到一个小塞尔维亚”，拒绝将政治算计掺杂进宗教信仰。
 
[25]



六 东正教与欧洲

近年来，东正教成为欧洲舞台愈发重要的角色。从1981年希腊加入欧盟，到2004至2007年间，塞浦路斯、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等东正教文化国家相继加入欧盟，标志着东正教作为欧洲一体化的一个因素，将在新的国际舞台上，乃至国际政治层面，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26]

 。对塞浦路斯共和国来说，加入欧盟是最终推倒欧洲内唯一尚存的樊篱，实现正常化过程的重要一步。

东正教提出对欧洲的思考还是近期的事情。东正教教会对欧洲这一议题向来不感兴趣，他们更愿意把目光集中在其他领域，比如地方教会、个别信徒团体的领地划分、与民族的联系等。东正教的灵修也主要放在普世层面，即“普世大公”（cattolica）的开放，按照“普世大公”一词希腊语的词源，其本意与地方民族主义的狭隘完全相悖。当下关于欧洲的思考恰恰集中在全球性和民族地区性的两极对立上，自从一些重要的传统东正教国家加入欧盟之后，关于欧洲的思考就一直是东正教难以回避的问题。
 
[27]

 现任普世大牧首巴尔托洛梅斯（Bartholomeos）多次谈到东正教在构建欧洲进程中所发挥的历史作用。在1994年4月访问位于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时，他就强调君士坦丁堡牧首与罗马教廷是欧洲统一的支点。
 
[28]

 此次访问期间，巴尔托洛梅斯还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声称，东正教是“欧洲的基石”，“并非外来的、增加的因素”；“认为基督宗教对构建欧洲的贡献仅来源于‘一个肺’（即西方传统）的说法是片面的”。
 
[29]

 这一说法的典故来自俄罗斯作家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夫（Vjaeslav Ivanov）对欧洲的著名描述，他在革命后流亡罗马并皈依天主教，但并未背弃东正教。在伊万诺夫的笔下，基督宗教西方传承和东方传承是欧洲呼吸的两个肺；前教宗若望·保禄二世曾多次引述并发展了这一比喻。巴尔托洛梅斯认为，一个失去了东方器官的欧洲，将是缺乏生气的、不完整的和未完成的：

东正教的精神财富属于所有人。我们希望这些话对西方有所帮助，能够鉴证我们的灵修，它来自于早起教父，来自于隐居于不毛之地的僧侣，来自于我们的礼拜仪式，来自于我们美丽的圣歌、圣曲和圣像，也来自于我们独特的、看待人生的精神特质。
 
[30]



东正教会对欧洲一体化进程基本持积极态度。然而，东正教高层代表在不同场合表示出一定程度的担心，害怕统一的欧洲将演变为对外封闭的堡垒，只专注于自身的特权和福利。例如世界基督教联合会副秘书长乔治·勒莫伯罗斯（Georges Lemopoulos），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他就代表普世牧首多次就此表示担忧，希望欧洲打消“建设一个同外界‘隔离’的城堡以维护自身的力量、快乐和对‘外界’的优势”
 
[31]

 的念头。这一观点揭示了东正教某些阶层的内心彷徨，他们担心欧洲沦落到缺乏精神启示、没有价值和理想、局限于经济统一的目标、被消费社会和市场法则桎梏的境地。很多欧洲东正教会的领袖都感到，必须将欧洲在灵魂方面所面临的挑战置于不容回避的优先地位，这也是欧洲各基督教会展开合作的良机。
 
[32]



俄罗斯东正教会也多次对欧洲一体化表示出保留态度，莫斯科牧首对外关系部主席、斯摩棱斯克和加里宁格勒都主教基里尔[Kirill（Gundjaev）]便曾呼吁在评价欧洲一体化进程时保持一定程度的谨慎，从而充分暴露出俄罗斯教会对加入欧盟会成为传统信奉东正教的国家西方化温床的担心。基里尔都主教曾问道：“欧洲一体化是仅仅将西方法律和制度的力量扩展到这些国家，还是从本质上将西方一体化转化成为真正的泛欧洲一体化？”
 
[33]

 面对此种威胁，俄罗斯教会希望欧盟“承认在整个欧洲存在着真正的多元化的理念与信仰，承认不同族群保持自身文化与宗教根基的权利，而这一根基的核心往往是由宗教构成的”
 
[34]

 。如上所述，东正教认为尊重多元化与捍卫身份认同应当是新欧洲建立的支柱。东正教向欧洲提出了一个挑战，即不把“世俗的、自由人文的模式”强加为构建统一欧洲的唯一途径，而是以承认传统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为出发点。对此，罗伯托·莫洛佐·德拉洛卡（Roberto Morozzo della Rocca）曾经写道：

东正教为欧洲统一指明的道路，通向一个多元的欧洲，而非简单的单一个体的扩张……他们认为，东正教在统一的欧洲中的存在，将是对欧洲西方化倾向的实质性纠正，这一西方化倾向试图将其自身的文化校验体系作为世界的唯一标准……信奉东正教的东欧……拥有可以提供给西欧的价值：多元化、差异感、文化相对主义、深层次的灵修、无须条分缕析的自由、对强求单一逻辑和随波逐流的质疑。
 
[35]



早在东正教国家加入欧盟之前，东正教已经是欧洲文化，包括西欧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中形成的很多散居的东正教族群，特别是俄罗斯族，也包括塞尔维亚族、罗马尼亚族和格鲁吉亚族，成为东正教与西方文化交流的摇篮，其最重要的成果便是东正教神学在西方的接受与流传。可以想见，移居国外的俄罗斯宗教作家与思想家在整个20世纪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在此仅列举其中少数几位突出人物：从赛尔吉·布尔加科夫（Sergej Bulgakov）到乔治·弗洛罗夫斯基（Georgij Florovskij），从尼古拉·布尔嘉耶夫（Nikolaj Berdjaev）到亚历山大·舒梅曼（Aleksandr Schmemann）和约翰·梅耶多夫（John Meyendorff），他们当中有的出版了重要的神学作品，有的则推动了普世对话的开展。在这些宗教作家与思想家的个人经历与灵修体验中，东正教的身份认同与深刻的东方传统根基遭遇了来自西欧文明的挑战，双方的比较产生了众多富有创造性的成果。移居巴黎的东正教族群，正如移居维也纳、柏林和纽约的族群，不仅成为沟通东西方的桥梁，也成为西方文化与东方思想交流的桥梁。沟通和交流带来了独特的文化融合，最明显的标志便是西方传统仪轨中增加了使用本属东正教的圣像、积极发掘早期教父著作、对拜占庭宗教仪式和“美的神学”的崇拜，以及对帕维尔·厄多齐莫夫（Pavel Evdokimov）表述的引用。

法国曾经是拥有东正教徒数量最多的西欧国家，不过现在已失去了这一地位。近年来，来自东欧（罗马尼亚、摩尔多瓦、乌克兰）的大量移民，在英国、德国、比利时和意大利等地形成了大量东正教族群，比如在意大利，大约1/3的外来移民都信奉东正教。正是由于大量罗马尼亚、乌克兰和俄罗斯移民进入意大利，加之长久以来定居意大利的希腊族群，东正教正在成为意大利第二大宗教。

七 迈向新千年的东正教

随着新千年的到来，东正教传统在西方世界中形成的新文化，可以帮助各基督教会面对世界范围内政治、社会和经济变动引发的挑战。在当今世俗化和饱受全球化冲击的社会中，东正教会面临的主要挑战是重新定位自己的身份认同。罗马尼亚现任大牧首达涅莱[Daniel（Ciobotea）]曾写道：“应认真对待世俗化问题，因为这是复兴的机遇。今天，我们东正教徒不应屈服于宿命论……真正的精神复兴是我们应对今日所经历的精神危机时所能提供的唯一可信赖的回答。唯有神性可以抵御或应对世俗化。”
 
[36]



达涅莱的观点得到了神学家奥利维尔·克莱门特（Olivier Clément）的认同。克莱门特认为世俗化是东正教会的挑战，但也可能是复兴的机遇。在他看来，世俗化是“基督教的一大机遇，最终将帮助我们纠正基督宗教自身东西方传统的偏离，而这些偏离或是沉沦于敌视世界的灵修，或是在天堂之外的人文主义中瓦解”。
 
[37]

 世俗化社会是对基督徒的挑战，看他们是否能放弃在世界上的统治地位，回归其纯正的信仰根基。“世俗化消灭了基督教统治性的存在，消灭了其在强制意识形态保护下的威权式统一。但还有另一种方式的存在，这种方式取决于基督教与世俗化社会的关系，毫无疑问，这必将是预言中的伙伴关系。”基督徒应“在一个把所有东西都用来买卖、计算的社会中，宣扬那些无偿的、无法被同化的东西，那些需要沉思而非利用的现实……并将之置于最终的合法性层面予以权衡……尽管有巨大的动力创立一个没有危险的文明，所有的裂痕似乎都已被多重保证弥合，但人们仍承受着痛苦和死亡，大屠杀接踵而至，早晚人们会发现存在的基础将不可避免地被撕裂。这种衰亡的前景将把我们引向一无所有还是复兴？……世俗化可以成为基督教的机遇，只要基督教能在世俗化发展的同时，超越精神分裂的灵修，摒弃成为当代人文主义的情感式倾向，重新找到通向内心和仁慈的道路。”
 
[38]



从上述东正教的言论中可以看出，新千年伊始，东正教面临的挑战首先是精神层面的，其次才是社会秩序、教理教义和意识形态层面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精神挑战亦是东正教精神复兴的一个机遇，在寻找应对当今世界的挑战的同时，汲取传统资源。

现代世界与东正教传统的关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难题，当前场合难于仔细分析。
 
[39]

 东正教的传统与教会早期教父的遗产紧密交织在一起，然而，当代东正教权威人士却展示了这并非对过去毫无意义的重复，而是与教会在其中得以生存和活动的世界这一活生生的现实进行比较。约翰·梅耶多夫（John Meyendorff）是当代最重要的新教父（neo-patristica）之一，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曾写道：“死亡的传统主义将不再是传统。教父神学的基本特点就是利用时代挑战的能力，同时还能延续早期使徒信仰……真正的传统永远是活着的传统”。
 
[40]

 举一个离我们更近的例子，当代东正教的重要人士，安提阿（Antiochia）牧首依纳爵四世（Ignatios Ⅳ，Hazim）曾明确表示，传统“不是对过去念念不忘的重复，而是创造性的忠贞”，而“现代文明，从好的一面看，虽焦躁不安，却善能自省、对话和假设”。
 
[41]



正在欧洲和全球范围内发生的变化，比如在东欧地区不断扩展的世俗化进程、全球化、民族主义的重新抬头、大量东正教徒离开东正教传统势力范围移居国外，将传统与世界的关系问题摆在了东正教面前。这些变化要求东正教充分利用这一决定性挑战，积极应对面临的问题：与世界新发展方向的适应能力、自省和对话、延续并坚守自身的传统等。东正教的未来很大程度上便取决于对上述问题的回应。

（王苏娜 译 刘国鹏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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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基督新教探微

陈剑光
 
[1]



菲利普·詹金斯（Philip Jenkins）的著作《下一个基督王国——基督宗教全球化的来临》开创了研究全球化时代基督宗教的新视角，他有力地论证了全球基督宗教的中心正从北半球（欧美中心）向南半球（非洲、拉美和亚洲等发展中国家）转移。詹金斯以中世纪的基督教王国作类比，那时的基督宗教形成了一个超越地域及王国统治的统一社会之政治实体，他设想中的“南方”基督宗教将如其书名所示，形成一个新的、强有力的基督教王国。
 
[2]

 当面对大量实证依据时，学者们不得不承认，像欧洲这样曾经的传统基督教国家，其基督宗教正面临衰落。同时，他们也注意到，在非西方社会——如尼日利亚和韩国——基督宗教正在迅速扩张，但是，他们对基督宗教在人口统计方面的变化和引起的重新定位及其所造成的后果与詹金斯的见解有所不同。例如，保罗·萨林斯（Paul Sullins）提出，在基督宗教人口重新调整之中，新教和天主教会有不同的后果。罗马天主教会可能发展成为一个跨国宗教集团，而新教则可分化为以地方利益为诉求的不同地域团体。
 
[3]

 当我们按照詹金斯的角度把全球性的基督宗教视为一个单一的宗教实体，对不同基督信仰团体之中的共通性进行审视的时候，也需要看到，基督宗教内部的巨大差异也正表示普世基督宗教本身甚为复杂，甚至有互相矛盾的情况。

本文将集中讨论除罗马天主教和东正教之外的基督宗教团体。罗马天主教会和东正教这两个历史上的基督宗教团体有其独特的教会结构、神学、传统，以及社会影响，因此需要单独对其进行研究。基于上述原因，本文讨论的基督宗教团体在文中会有时（如表2、表3）被称为“其他”。除特别注明之处，文中使用的数据均来自“世界基督徒数据库”（World Christian Database），
 
[4]

 该数据库是目前最具权威性的统计资料之一，由托德·约翰斯顿（Todd Johnston）及其同事开发。本文称为“其他”的基督宗教团体——传统上被称作“新教”，曾是宗教改革所产生的一个结果，使基督宗教信徒分为天主教徒、新教徒和东正教徒。此种区分已有些过时，因为它没有反映出20世纪的种种变化，自然也没有考虑到全球基督宗教人口统计学的新动态。

“世界基督徒数据库”（WCD）针对“其他”这一基督宗教团体分为四个类别：新教宗派（Protestant）、独立教会（Independent）、圣公会（Anglican）和边缘教派（Marginal）。而文中提及未来的数字是基于过去和当下的人口增长和宗教发展动向所做的理论预测。在WCD中，新教宗派是指因宗教改革运动而建立并通常拥有国际网络的宗派，例如信义宗（Lutheran）、救世军（Salvation Army）或浸信宗（Baptist）等。直至20世纪后期，他们主要以欧美为基础，并且一直是非天主教和非正教的基督信徒中的大多数。本文将上述基督宗教团体简称为“宗派”。截至2000年，世界上共有8973个此类新教宗派。圣公会被视为一个单独的类别，因为它不是欧陆宗教改革的直接部分，而是像罗马天主教会和东正教一样，依然保持着使徒传统的主教制。独立教会是与那些受到宗教改革影响而产生的宗派几乎没有直接关联，及因其他因素而产生的基督徒群体。他们大多源于灵恩运动，如全世界最大的基督新教教会，位于韩国首尔的汝矣岛全备福音教会（Yoido Full Gospel Church）
 
[5]

 ，或因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和种族运动而产生的独立教会，如非洲独立教会，以及独立的超级巨型教会及其网络系统。自2000年以来，这一类独立教会群体的教徒数目已经超过传统宗派教徒的总和。可以确认的大型独立教会在2000年的总数为22148个。
 
[6]

 最后一类是边缘教会，他们是那些具有基督宗教背景的类教会或处于正统基督信仰边缘地带的教会，如耶和华见证人（Jehovah Witness）和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the Church of Jesus Christ of the Latter Day Saints），传统上称其为摩门教（the Mormons）。
 
[7]

 这些教会通常是新兴宗教运动的一部分，并且是近年来发展最快的宗教团体之一，拥有约1500个团体。下文图表中的“其他”，即由以上所有四个类别组合而成，也将是本文讨论的重点所在。

到20世纪末期，基督徒人口中心已出现重大转移，即从北半球转向南半球，而新出现的基督宗教议题更大程度上是基于全球而非北方基督徒的经验。这些转变或许意味着全球化进程和全球地缘宗教秩序的重组会引致新的基督宗教全球发展动态与导向。本文尝试探究以下四个课题：第一，全球性基督宗教信徒人口分布的变迁；第二，教会新形态的出现及其对传统教会机构和权威的挑战；第三，基督宗教的新议题和教会特征；第四，“其他”类别的基督徒在21世纪的发展趋势。这是一个理论性的探索，旨在展望与全球宗教发展趋势相对应下基督宗教之发展态势。

一 全球性基督徒人口分布的变迁

下列表格说明在全球人口背景下基督宗教教徒的比例概况以及在基督宗教教徒总人口下各类基督宗教群体的人口统计概况。这些表格以时间为线索，给出了从20世纪初，包括现今，直到2025年的预计数据，意在提供20世纪基督宗教人口统计学的全貌和迈进21世纪以后可推测的发展趋势。

表1 基督徒人口数量及占全球总人口比率

[image: ]


表1显示出所有派别的基督徒人口总数与世界人口总数的对照。我们注意到，虽然基督徒的绝对数量呈明显的增长趋势，但基督徒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率却始终保持在1/3左右。数据表明，基督徒人口与世界人口的增长大致平行。表1中还包含了穆斯林的人口比率，并以此作为对比。穆斯林人口所占全球人口百分比的提高似乎与穆斯林人口占优势地区（如印度尼西亚或埃及）的高出生率有关，而在基督徒人口占优势的地区（如欧洲），出生率有明显下降趋势。假如不是因为出生率较高的地区（如非洲和拉丁美洲）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基督徒人口数量的迅速增长，为维持和增加基督徒人口总数做出了显著的贡献，那么极可能会出现基督徒占世界人口比率下降的情况，与此同时，穆斯林人口比率的提高也使得二者的距离更为接近。20世纪基督宗教团体积极、大量及努力的传教活动（宣教或福音传道规划）似乎并未对基督徒人口数量的增长产生太大改变，出生率似乎才是影响人数增长的主要因素。当然，如果没有这些大量的传教活动，基督徒的数字在20世纪极有可能出现负增长。

表2 主要基督宗教团体的人口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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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主要基督宗教团体占基督宗教信徒总数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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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和表3显示出罗马天主教会至今仍是最大的基督宗教团体，占基督徒总人口的半数以上。从20世纪初直至20世纪70年代，天主教徒和“其他”基督徒的数量逐步增长，此种增长表明，天主教徒和“其他”基督徒的增长率均高于东正教徒的增长率。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上述三个主要的基督宗教团体当中，“其他”基督徒增长数量最多，速度最快。东正教在基督教总人口中的比率有所下降，也许是因为它与罗马天主教和其他宗派比较起来出生率较低的缘故。数据显示，从20世纪初期到21世纪初期的100年间，天主教徒占基督徒人口总数的百分比几乎没有发生变化，即从51%到50%。基督宗教人口方面的主要变化是东正教徒和“其他”基督徒所占比例的变化：东正教徒占基督徒总数的比例从22%跌至11%，而“其他”基督徒所占比例则从27%提高至38%。

表4 “其他”基督徒人口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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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其他”基督徒人口所占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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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表4、表5显示出这一类基督教徒在20世纪期间发生的显著变化。在过去的一个世纪当中，同圣公会一道，传统新教各宗派的信徒人数一直呈下降趋势。无怪乎不少报道提到基督教20世纪在欧美等地的没落，并成为媒体对基督教的普遍印象。因新教各宗派的信徒主要集中在欧美等地区，又因报道者倾向于重视那些由组织性更强的新教宗派所提供或容易获得的信息，由此导致了报道基督宗教方面的片面性。同期独立教会的信徒数量自1900年以来却增长了50多倍！由于这些独立教会本质上相当独立，因此往往未能引起媒体的注意，尤其是媒体大多只关注比较熟悉的传统新教宗派；研究基督宗教的学者一般对独立教会比较陌生，故也经常忽视这类教会。然而，事实恰恰相反，因为属于独立教会的基督徒数量处于绝对的增长趋势之中，而这种增长为“其他”类别的基督徒人口总数做出了巨大贡献。现在独立教会团体处于基督宗教持续增长的最前线。

二 教会新形态的出现及其对传统教会机构和权威的挑战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当中，独立教会人数所占非天主教及非正教的所有“其他”基督教徒比例由6%升至43%，而新教各宗派人数由72%跌至43%，圣公会由21%降至10%。数据清楚地表明，独立教会的增长是20世纪基督宗教最为显著的发展之一。统计数据也同样说明，至少在非天主教和非东正教的基督宗教团体当中，独立教会更可能成为21世纪居于主导地位的基督宗教团体。

在新教宗派和圣公会中，会众或教区是由某种组织结构联结在一起的，既有像圣公会那样自上而下的教省教区制教会，也有像浸信宗那样的平等团契联盟。无论其形式如何，这些机构大多是国际性的，领导层相对民主，并以有组织的方式进行运作。其领袖通常依法选举。机构内部存在权力制衡，各机构之间通过诸如普世基督教协进会（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等各种普世性教会平台保持友好往来及合作关系。它们就像通过多种论坛式会议交流意见的跨国公司，为了共同的利益与信念而结盟，并通过合作成员提供服务，例如神学培训、宣教活动、社会服务、发展研究、教育办学、新闻出版、慈善工作和媒体宣传等。

一般而言，独立教会似乎采用的是形式多样的教会组织形式。它们倾向组成独立的堂会，与新教宗派组织没有关联，并往往体现为社区教会或地方教会的模式。这些以社区为基础的独立教会出现于20世纪中叶，其中不少逐步发展为超级巨型教会（Mega Church），并从新教宗派教会中吸引信徒和非基督教人士中发展信徒。目前，美国最大（人数最多）的12家教会中的其中10家是没有新教宗派关系的独立教会，另外两家虽属于传统新教宗派，但也是机构性最松散的浸信宗。同时在美国发展速度最快的15家教会当中，只有一家属于新教宗派，其余的均为独立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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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至少在美国，独立教会正在取代历史上地位显赫的新教宗派教会。

上述有关“其他”类别的基督教会现象同样在世界其他地区中不断出现。根据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Guinness Book of World Record），以座位容量来计算，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教会为位于非洲尼日利亚奥贡州（Ogun State）奥塔市（Ota）的环球生命信心会堂（Faith Tabernacle of the Living Faith Worldwide），又称得胜者教堂（Winners’ Chapel），该教会是一个能容纳50000人的独立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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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丁美洲最大的教会是危地马拉基督徒弟兄会（Fraternidad Cristiana de Guatemala），它也是独立教会；1979年初创时仅有20名信徒，如今已拥有15000名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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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加坡最大的教会是城市丰收教会（City Harvest Church），在2008年的每个周日均有24000人前来做礼拜。这个独立教会现在依然不断增长，而它在1989年创立时只有不到2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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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欧最大的教堂会众是英国的金斯威国际教会（Kingsway International Church），其1992年的成员数量是300名，2008年，每周日参加礼拜的人数已超过12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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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趣的是，这家英国最大的教会显然不属于圣公会，也非英国白人所建，而是由非洲黑人创立的独立教会。东欧最大的教会是位于乌克兰基辅市的信心之道教会（The Word of Faith Church），它创立于1995年，目前仅在基辅一地就拥有超过30000名成员，其属下600多分堂分布于45个国家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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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今世界上拥有最多信众的教会是位于韩国首尔的汝矣岛全备福音教会，它创立于1958年，当时的信徒寥寥无几，2008年已拥有至少880000名会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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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独立教会拥有几个共同的特征：他们绝大部分都在20世纪中期后建立，而其中大部分更确切地说是建于过去的20年中，并且其中大多都是由非北部地区发展起来的，也有非北部地区的建立者在北部建立的，例如英国的金斯威国际教会和由非洲人创办的基辅信心之道教会。几乎所有的独立教会都建基于五旬节派—灵恩派的神学立场，强调灵恩体验、教导日常生活的实用性、成员之间的密切关系、共同的身份认同以及激情的表达方式。这些特征似乎与由北方基督徒主导的新教宗派教会的宗教信仰特点——理性、抽象、道德、个人主义——形成强烈对比。

创立并领导这些独立教会的领袖的通常拥有超凡魅力及才干，例如汝矣岛全备福音教会的赵镛基牧师（Rev. Yonggi-Cho）、金斯威国际教会的马太·阿希莫洛沃牧师（Rev. Matthew Ashimolowo）和信心之道教会的桑戴·阿得拉加牧师（Rev. Sunday Adelaja）。这些教会领袖在建立教会的过程中几乎没有遇到太多制度方面的阻力，因为他们创办的教会相对年轻，没有像更老牌的新教宗派教会那样充满制度程序和章程，他们能够按照自己的见解和抱负来领导这些教会。在全球化处境下，他们的企业家精神使这些独立教会的发展得以超越国家、社会和种族的边界，其创新性的教会服务在全球各地产生影响力。他们的教会模式倾向于等级制、家长式及权威性，并具有高度的中央集权和能迅捷反应的特征。后者使其教会能够迅速采取相应的有效措施，以适应快速变化的社会，较之一般新教宗派教会更能快速赢得信众。相对来说，那些新教宗派教会需要冗长的磋商会议和大量的咨询过程，才可能达成某些管理上的共识，从而做出重大的变化。

这些独立的超级巨型教会渐渐成为拥有共同自我身份认同感的新型基督宗教社群。一般而言，它们的规模都相当庞大，拥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从而在同一教会内部提供某些辅助性服务。位于德克萨斯州、成员达47000人之多的美国最大的湖林教会（Lakewood Church）为其成员提供各式各样的服务：餐馆、商店、日间托儿中心、为不同年龄段和各类群体提供的形式多样的服务项目、书店、咨询中心，以及对其内部成员开放的学校。汝矣岛全备福音教会除了通过神学院、宣教部和印刷厂等提供日常性的教会服务之外，还有自己开办的大学、研究所，电视台、报纸和酒店。这种类型的教会就像一个巨大的宗教购物中心，其成员能够一同享受到一站式服务；他们居住在一个重新组建的自给自足的社区中，具有基督宗教的核心价值观念。他们彼此的关系则由宗教情谊相联结，从而建立起一个跨区域的社群，其独特的身份认同往往超越了地缘、种族和经济上的边界。

这些独立教会为那些一直以来主要接受来自新教宗派教会的传统宗教服务的基督徒提供了另一种选择，而新教宗派教会可能会轻易墨守传统教会之陈规，对于人们的需求往往缺乏适当而灵敏的反应。独立教会的这种社区体制为越来越多因城市化进程而被边缘化、弱势化的社会底层人士或远离家园的人们提供了新的生存支持系统，它们大部分创立于南半球的发展中国家，在新城市人口学会适应城市化生活的过程中，它们构成了一个安全可靠的社会群体。这些教会还为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越来越多散居各地的移民或侨民社群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社会支持，比如在罗马尼亚的中国基督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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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拥有共同信仰的社群往往是其侨居外地的同胞之间的重要支柱，从而导致高度的信教率。难怪这些独立的巨型教会很容易在城市化背景下处于社会边缘的人口当中发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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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立教会似乎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信徒，并逐渐取代宗派教会的传统主流地位，成为非天主教和非东正教的基督宗教的主导形态。

三 基督宗教的新议题和教会特征

20世纪初，几个神学主题支配着全球基督教会，特别是非天主教及非东正教的基督教群体：普世宣教、社会福音和教会合一运动。北半球基督宗教教会存在着两个主要的神学阵营：自由主义和基要主义。来自两个阵营的传教士在全球划分了宣教属地，并深入影响了南半球教会的未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成立的普世基督教协进会为基督教团体带来了乐观主义，热切盼望新教宗派教会之间的机构联合，甚至合一。几乎与此同时，南半球教会正在探寻其在后殖民时代的民族身份认同，由此导致了本地化（indigenization）、本色化（inculturation）、处境化（contextualization）和解放神学以及诸如此类的神学主题。北方的神学自由主义则提倡诸如女性主义神学、各种信仰之间的对话、生态学等主题，并探究自由主义下的性道德规范，如同性恋者授任神职和同性婚姻等神学议题。基要主义阵营引发了福音主义，强调个人转变的宗教体验，高度重视《圣经》权威，并热心于普世宣教工作，因而产生宣教学及教会增长学等新学科。

截至20世纪末，关于自由主义神学的讨论似乎多集中在学术领域，并限于基督宗教影响渐弱的北半球。而处于南半球背景和位于北半球的独立教会，其三个相互关联的教会议题似乎吸引了全球多数基督徒的注意：五旬节主义（Pentecostalism）、保守主义（Conservatism）和福音主义（Evangelism）。

毫无疑问，作为一种教会内部复兴运动，五旬节运动的出现（一些人称之为“灵恩运动”），不仅影响了众多新教宗派教会，而且促进了南半球强有力的独立教会集团之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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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旬节主义强调个人宗教体验、简单化的教义、高标准的道德观、牢固的社群联系以及对宗教权威的服从。以经验方法为基础，基督宗教信仰也能够导致物质的转变，如身体医治、物质生活的富裕、驱赶邪灵等。这些现象对于南半球许多地区面对普遍存在的民间宗教的实践体验来说并不陌生。此种基督宗教的实践不单与当地民间宗教强调的内容互相竞争，还向北方教会和传教士所宣扬的理性信仰立场提出了挑战。五旬节主义往往还构造出类似于早期基督教教会所形容的理想宗教团体，并再次强调已被忽略了很久的基督教神秘主义。简言之，五旬节主义为基督宗教注入了新的活力，把这一古老信仰中的超自然主义以某种具体形态展现给后现代世界。

保守主义是基督宗教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另一个特征。在北半球，基督教右翼势力不仅占教会主导地位，而且影响社会政治趋向。在全球多数基督徒人口所在的南半球，保守主义与北方的自由主义形成明显的反差。近年来，圣公会内部围绕同性恋问题而出现的紧张态势便集中说明了基督教保守主义力量的上升。从传统上说，圣公会是较为倾向于自由主义的基督教团体之一。美国圣公会于2003年祝圣了一位同性恋主教，这被视为迈向基督教自由主义的重要一步，与尤其是北半球的社会变化相符合。然而，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多数圣公会主教反对这一举动，并将其视为对基督教信仰传统的背离。他们势力强大，以至于几乎威胁要分裂世界圣公会，因为这些主教绝大多数持保守主义的神学立场，他们强大的势力给传统的自由圣公会带来了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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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许表6能够说明，何以在一个自由主义的基督教团体内部会出现保守主义势力。

表6 各地区圣公会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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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很容易看到，现如今，多数圣公会信徒居住在非洲，他们持强硬的保守主义立场，不仅与其宣扬高尚道德生活方式的穆斯林邻居相竞争，而且依照《圣经》对基督教信仰做出简单、字面意义上的诠释，并因此带了神学上的保守主义倾向。

特别是在南半球，多元宗教的处境往往促使基督教团体通过赢得新信众来扩大其影响范围。福音主义、宣教运动和创建新教会是教会的关键词，对那些南方教会来说尤其如此。浏览一下独立派教会的宣传材料就不难发现，宣教和传播福音往往是排在崇拜仪式之后的教会核心规划项目。总的来说，很大一部分基督教资源被投入宣教和福音传播活动当中，此外，教会也大量培训传教士。所有这些宣教和传播福音的努力都能帮助基督教团体拓展其成员数量，它们既吸引非基督徒，也转变那些成长于基督教背景中但并不积极参加教会活动的冷淡信徒，直到他们“再度皈依”或“重拾信仰”为止，后一种情形引导许多先前是新教宗派教会的成员转入独立教会阵营。目前，几乎所有神学院的规划中都有关于福音布道和宣教的课程安排，这种现象30年前只出现在保守派的学院中，而如今即使在自由派的神学院中也有此类课程。

五旬节主义、保守主义和福音主义成为非天主教和非东正教目前、或许也是未来的基督教教会特征，这一特点将为基督教的持续增长做出贡献，如果增长速度比全球出生率快，那么基督徒的总体数量就会有所增长。此外，此种基督教团体提倡一种高道德标准的生活方式，会与其他宗教在道德方面互相竞争。它还强调基督教信仰的实用效果，如“成功福音”（Prosperity Gospel）对于许多信徒来说已成为主要的吸引力之所在。至于基督教信仰的这一表现形式是否意味着一种信仰的倒退——如自由主义神学家所说这是向中世纪的倒退——拟或通过将基督宗教从自由主义信条中解放出来而实现的一种信仰的复兴？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论，但无论如何，这一争论并未对上述趋势产生影响。

结论

通过本文的探讨可以勾画出几个较明显的发展趋势：基督教人口和影响力的中心正从北半球转向南半球；独立教会团体正在取代新教宗派教会团体成为占主导地位的非天主教、非东正教教会团体；独立教会团体之间没有权力集中的权威式领袖；它在领导、权威机构和教会议题方面是相当分散的；贯穿这些正在形成的独立教会团体的共同线索是五旬节主义、保守主义和福音主义。这三个教会特征是今后基督宗教的明确标志，它们定将引起其他宗教团体的注意并有可能引发宗教之间的紧张局势，因为各宗教之间对信徒的竞争将会持续下去。另外，权威的高度地方化会削弱全球基督徒就有关议题达成共识所做的任何努力，关于同性恋圣职或婚姻的议题就是一个例证。简言之，有可能出现一个全球性的基督教立场，或者任何议题也许将会出现多元甚或对立的基督教立场，因为全球基督教团体正发展成为一个极端多元、动态而又复杂，甚至连学者也感到甚为迷惘甚至难以理解的实体！

（孙艳燕 沈朝立 译 刘国鹏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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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基督教的同一性与多样性

王美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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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基督教在中国大陆传播发展的历史而言，2007年是英国基督教传教组织伦敦会（London Mission Society）传教士罗伯特·马礼逊（Robert Morrison）登上中国大陆200周年的纪念年份，但中国大陆却几乎没有举行过什么像样的纪念活动。不过，对全国人民和中国政府而言，2008年才是非同寻常的一年，这不仅是因为中国南方早春2月发生了重大冰雪灾害、3月14日西藏发生暴乱、5月12日汶川发生强烈地震，而且还因为举世瞩目的奥运会和残奥会在北京举行，因为2008年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30周年。过去的30多年是中国喜剧与悲剧，成就与伤痛，进步与退步，美梦与噩梦混合的一段历史。30多年过去后，人们发现中国社会依旧处在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和都市社会、由单一的计划经济向多元市场经济、由单一意识形态主导向多元精神价值追求、由封闭文化形态向多元文化并存的开放形态全面转型时期。在这一重要的历史阶段，中国引人瞩目的现象，不仅有经济的高速增长、摩天大楼的迅速耸立和西方时尚的接踵而至，而且也有环境严重恶化、社会不公显性增长、社会的宽容和对新生事物的兴趣迅速增加，有海内外许多研究人员和基督徒所熟知的“基督教热”和基督徒人口的迅速增长现象，等等。

目前，就中国当代基督教这一主题的研究和报道，海内外发表的文章不计其数，出版的专著也日渐增多。其中较有影响的英文著作有英国人鲍伯·怀特撰写的《中国和基督宗教未完成的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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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人魏克利撰写的《求同存异——中国的基督教、三自运动和统一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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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剑光和英国人阿兰·亨特合著的《当代中国的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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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人林保德撰写的《中国的基督徒亿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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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轰动一时且备受争议的美国《时代》杂志前任驻北京记者大卫·艾克曼撰写的《耶稣在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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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克利的《中国基督宗教的重构——丁光训和中国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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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曹南来的新作《建设中国的耶路撒冷——当代温州的基督徒、权力和地方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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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著作有香港建道神学院梁家麟和邢福增撰写的《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农村教会》和《五十年代三自运动的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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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著述成为海外读者了解中国基督教的重要资源之一。

众所周知，中国宪法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但同时在中国只有佛教、道教、伊斯兰教、罗马天主教和基督教五大宗教团体是被正式认可的宗教组织。这一规定对它们而言是幸运的，因为这毕竟为这些宗教团体在中国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提供了法律法规保障和相对比较宽松的环境。我们知道，中国的GDP数字每年公布，物价指数每季度、每月公布，新生婴儿的男女比例也会每隔几年公布一次，但遗憾的是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中国基督徒人口究竟有多少至今仍然是个不解之谜，坊间和海外流传的数据五花八门，令人眼花缭乱，依旧辨不清真伪，2300万人、5000万人、8000万人，有人甚至宣称有1亿人之多。我们无法断定哪个数字可能是相对正确的，但可以由此推断基督徒人数的迅速增多是不争的事实。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中国大陆有人口4亿，基督徒计70万～100万人。如果以上述最小估计数字2300万来比较，我们可以说中国的基督徒人口至少增长了23倍，而同期中国人口总数才增长了3倍多。由此看来，海内外的基督徒对中国基督徒人数的增长既欢呼雀跃又雄心勃勃，也符合其自身传福音的逻辑。

显而易见，中国基督徒群体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群体，同时如人们常常在媒体阅读到的那样，它又是一个具有张力和矛盾的群体，一个缺乏有形凝聚力的群体。一与多本来是讨论基督教神学三位一体论（trinity）时常用的理论框架。现代普世教会合一运动（ecumenical movement）在讨论基督徒和教会在基督里的合一及教会目前的分裂现状时，常常用它来比喻基督建立的唯一教会（the church）与众多地方教会（churches）或与各宗派教会（denominations，sects and denominational churches）之间的关系，即所谓多样性里的合一（unity in diversity）或合一里的多样性（diversity in unity）。今天，本文愿意借用这一框架对基督教在中国大陆的复杂状况作一简要分析，希望有助于对读者当代中国基督教的认识和了解。本文将用一与多这一框架从基督徒身份、教会组织和圣经解释三个方面探讨中国基督教目前的一些特点。

一 一种基督徒身份与多种基督徒面孔

什么样的人可以称为基督徒呢？最基本、最简单的要求就是一个人要接受耶稣基督为自己的救主。用中国基督徒最为简朴的话说，基督徒就是信主的人，他们是愿意悔改接受基督为救主的人。中国基督徒男女通常彼此以兄弟姊妹相称，如张兄弟、李姊妹，表示他们是主内灵命相同的兄弟姊妹，这是他们的共同身份。

中国基督徒的这个同一身份包含了丰富的层面，超越了民族、地域、年龄、性别和阶层的界限。中国是个有着56个民族的国家，除汉族以外，基督教也在许多少数民族中间传播，如朝鲜族、苗族、彝族、怒族、傈僳族、白族、佤族、壮族、拉祜族、藏族等。在云南25个少数民族当中，苗、傈僳、怒等7个民族是全民族信仰基督教的。
 
[10]

 近年来，海内外极少数基督徒不顾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如维吾尔族、回族、撒拉族等全民信仰伊斯兰教的传统，在他们中间竭力开展所谓“植堂”和布道运动，甚至以金钱资助为诱惑鼓动贫困大学生改教，成功地吸引个别人改信基督教。然而，这些地区改信基督教的新基督徒迫于民族、宗教传统和家庭的压力只能进行非公开聚会，或者去汉族基督徒教堂进行礼拜。基督教在少数民族中间的传播尤其是在西南地区边远贫困民族中间的传播，有利于提高他们的读书识字能力，增强民族自豪感。

20世纪80年代，关于基督徒群体人员的构成，大陆教会里流行的说法是，中国基督徒有四多：老人多、文盲多、妇女多、农村人多。也就是说，那时的基督徒主要是农村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老年人和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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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随着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市场的开放，教育的普及、开放和发展，基督教在城市传播范围的扩大尤其是在城市高校和外企、民营企业、演艺界的传播，中青年、男性和受过高等教育的基督徒人数持续增长，从而带来基督徒人口结构的改变。这种改变给中国基督徒群体带来新的动力和活力、知识与力量，使基督教在中国人内心的地位发生改变，被许多人认为是应该受到尊重的宗教，是对人的内心和精神生活有益的宗教，是能为社会发展做贡献的宗教。这种认识与20世纪50～70年代把基督教视作“洋教”和西方侵略者的“帮凶”“工具”的看法确有天壤之别。这既是时代变迁的结果，也是中国基督徒努力的成果。

目前，基督徒遍布全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据英国研究人员不完全统计，截至21世纪初，中国基督教注册登记的教会和聚会点约有成员2000万人。其中基督徒人数达到百万的省份有河南省（500万）、安徽省（300万）、浙江省（150万）和江苏省（100万）；基督徒人数在50万～80万的省份有山东省（80万）、云南省（80万）、福建省（70万）和黑龙江省（60万）；人数在10万至50万的省份有湖北省（40万）、辽宁省（40万）、江西省（40万）、贵州省（36万）、吉林省（35万）、陕西省（35万）、湖南省（30万）、河北省（30万）、重庆市（27万）、广东省（20万）、山西省（20万）、内蒙古自治区（17万）、上海市（15万）、甘肃省（10万）。
 
[12]

 从政府管理部门和决策当局的角度看，基督徒人数的迅速增长给他们提出了为什么会快速增长和如何管理的两大问题。从基督教界角度看，基督徒人数的快速增长带来了因神职人员不足教徒无人牧养和教堂不够使用信徒不得不就近在临时聚会点聚会两大问题。比如四川省成都市，1949年全市计有基督教16个宗派，56座礼拜堂，外国传教士127名，中国教职人员64名，教徒2000余人。历经“文化大革命”的严重破坏，1994年统计全成都市计有教堂5座，教职人员20人，教徒约20000人。截至2006年年底，全市教牧人员共计38人，全市有教堂5座，聚会点12处，联络点53处，有信教群众7万余人，其中正式领洗的有4万余人，慕道友约3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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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一个教会与多重组织结构

从信仰角度说，中国基督徒均根据圣经接受“一主”（one Lord）、“一信”（one faith）和“一个洗礼”（one baptism），他们都属于由基督建立的同一教会。然而，基督教是在传教运动的“大世纪”由欧美国家基督教的不同派别的传教士传入中国的，宗派之间的分歧与矛盾，甚至竞争，一直是各教会不得不面对的问题。20世纪初，一方面受西方发起的教会之间合作传教、社会事工（social work）运动和普世教会合一运动（ecumenical movement）的影响，另一方面受基督教宗派主义（denominationalism and sectarianism）和中国国内民族主义的困扰，在中国的许多教会尤其是欧洲宗教改革时期诞生的那些大的宗派教会于1922年共同成立了由地方教会为会员的“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National Council of Churches），并且加入了当时的国际宣教组织“国际宣教协会”（International Missionary Council）。直至1949年，“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仍然是有影响的基督教全国性团体。20世纪50年代，中国部分基督徒和神职人员发起三自爱国运动，即割断与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教会的关系，走中国基督教自养、自立、自传的道路。与此同时，许多教堂逐渐被关闭或挪作他用，神学院和圣经学校被合并。于是，原属不同宗派的基督徒和神职人员或者需要到其他宗派的教堂举行礼拜，或者接受一起礼拜的现实，所谓基督教联合礼拜的现象由此出现。这就为20世纪80年代基督教两会领袖宣布中国基督教会进入“宗派后”（post-denomination）阶段打下基础。

“文化大革命”以后沉寂的“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of Three-Self Patriotic Movement of the Protestant Churches in China）重新复活，很快它便与1980年成立的“中国基督教协会”（China Christian Council）担当起领导全国基督教工作的职责。这两个简称为“基督教全国两会”的组织，类似于中国天主教里的中国天主教爱国运动委员会和中国天主教主教团，即知名的中国天主教“一会一团”。从名称来看，这两个团体都不是教会，中国基督教协会充其量不过是类似于世界教会协会（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的组织或机构，不具备教会的特质和地位。基督教“两会”在中国也是个类似于全国人大和政协的自上而下的机构，有遍布全国的分支机构。全国两会总部设在上海，各省市自治区及所属各市县基本上都有所谓的“基督教两会”机构。一般而言，“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担当政府和教会之间的“桥梁”作用，“基督教协会”则肩负“教务”职责。中国基督教两会的最高机构是中国基督教全国代表大会。中国基督教协会的委员、会长由中国基督教全国会议产生。该协会不实行会员制，但它在教务方面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务组织负有联系、服务、指导与督促的责任。其主要工作是为全国各地教会及教徒在教会工作上提供服务，如出版《圣经》、赞美诗、宗教书刊；对中国基督教将来采用的制度、礼仪等进行探讨；教育全国教徒在基督教信仰上互相尊重、加强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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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第七届常务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第五届常务委员会第六次（联席）会议于 2008年1月8日通过的《中国基督教教会规章》对中国教会持守的信仰、教会、圣礼、信徒、圣职、教堂和聚会点的组织和管理作了详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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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各地基督教两会是经政府认可的基督教合法组织，凡注册登记的基督教堂和聚会点至少要在形式上接受基督教两会管理。这些教会和聚会点是目前中国基督教重要力量。据说，挂靠基督教“两会”的教会和聚会点基督徒人数的年增长率为4%～5%。

中国基督教的第二支力量是海内外广为流传的家庭教会。从宗教和社会角度看，他们的存在和扩展理由充分。用家庭教会基督徒自己的话说，他们是在完成基督交给的大使命（great mission），要尽快让中国实现基督教化，把福音带给全世界所有未聆听过福音的人，因此传音布道，让更多的人接受基督信仰成为他们努力的中心。同时，他们坚信中国基督徒的迅速增加是圣灵工作的成效，显示了神对中华的大爱。
 
[16]



实际上，人们通常所说的家庭教会只是一个标签，基督教家庭教会的状况也十分复杂，分布在城市社区、写字楼、校园和广袤的农村乡间、农户家里、郊区工厂和车间里。它们规模大小不一，信仰和组织上缺乏合一，对世俗社会、文化和政府的看法分歧很大，神职人员参差不齐，但他们相信靠耶稣可以摆脱痛苦和罪恶，让人悔改得救这一道理。然而，家庭教会内部也有人批评家庭教会之间存在彼此攻击拆毁的问题，指出一些人出于利益的考虑把家庭教会这个泡沫吹大了，认为《耶稣在北京》一书不过是老外摸象而已，不值得重视。

陈剑光博士和阿兰·亨特先生在《当代中国的基督教》一书里对家庭教会的由来、成因和发展作了客观的分析和描述。他们主张用“基督教自治运动”（christian autonomous movement）描述家庭教会更为准确。
 
[17]

 美国的中国基督教历史学家厭士丹（Daniel Bays）也持同样观点。
 
[18]

 事实上，“基督教自治运动”的提法一语道出了上述中国基督教两支力量的一个重要分歧，即基督徒和教会究竟应该如何对待世俗国家的问题，更简单一点就是如何处理政府和教会的关系（church-state relation ）问题。从《中国基督教教会规章》和《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章程》来看，中国基督教两会采取的是与政府合作的立场，强调“遵守国家宪法、法律、法规和政策”，不让外国人插手中国教会事务，“接受国家宗教事务局的依法管理和国家民政部的社团管理监督”，而家庭教会自以为其信仰较基督教两会所属教会要“纯洁”。根据1998年11月26日部分家庭教会代表发表的《中国家庭教会信仰告白》和1999年发表的《中国家庭教会对政府、宗教政策及三自的态度》两个文件，家庭教会错误地认为挂靠基督教两会的教会不以基督教为元首，不以圣经教导为依据治理教会；家庭教会不能接受神职人员必须由宗教事务局批准后才能设立的做法；不能接受基督教两会里个别领袖的“自由派”神学思想；家庭教会主张政教分离，自由传道，有人以为向有关部门注册登记就是放弃政教分离原则，故而不愿登记。
 
[19]

 鉴于上述理由，不少家庭教会不愿与基督教两会发生关系。然而，从2005年国务院颁布的《宗教事务条例》生效以来，一些家庭教会设法通过行政程序直接向政府注册登记，但尚未有成功案例。
 
[20]

 在对待教徒参与政治事务的问题上，家庭教会内部也有分歧。许多人认为基督教是让个人得救的福音，与社会事务和政治无关，但也有人主张基督教能促进国家实现民主，希望从基督教里找到协助中国实现“民主化”的真谛。
 
[21]



近年来出现了居于基督教两会力量和家庭教会力量之间的所谓“第三势力”教会。
 
[22]

 从熟悉“第三势力”教会的基督徒的论述来看，“第三势力”教会一般是指那些非传统家庭教会基督徒或传道人建立的家庭教会，主要是80年代末开始，由一些宣教士和留学归国人员建立的教会，或者是从传统的家庭教会分立出去的教会。他们有相对固定的成员、礼拜场所和教牧人员，在2005年《宗教事务条例》生效前后，他们逐步开始至少在形式上与所在地的基督教两会建立联系，从而获得合法开展宗教活动的权利。“第三势力”教会以受过良好教育的教牧人员带领的教会居多。这些教牧人员和会众可能入教时间不长，对社会、文化和国家政治的看法都较为开明，没有与当地基督教两会历史上的不快经历，因此愿意以合法的生存状态过宗教生活。与基督教两会所属和家庭教会教牧人员相比，“第三势力”教会教牧人员常被称作学者型教牧，在国内有经营的非常成功的网站，在文字宣教上，积极主动，专业人士较多，与家庭教会形成鲜明对比。
 
[23]

 与“第三势力”相比，传统家庭教会自知有许多不足，但一些人断定“第三势力”在与基督教两会力量“妥协”，这是他们不能容忍的。他们主张教会应与政府绝对分离，坚决反对向政府或政府认可的基督教两会进行登记。
 
[24]

 但一些新兴的家庭教会成员则认为，目前的中国共产党是“没有共产主义的共产党”，是“非意识形态的执政党”，是可以宽容基督教的存在的，因此家庭教会应该设法争取登记，取得合法地位，以便有利于开展宗教活动。
 
[25]



也许上述分类有些简单化，或者说对农村教会的考虑不够。香港的梁家麟博士和美国的斯诺博士（Don Snow）把中国基督徒群体分为5类：第一类，挂靠基督教两会的教会；第二类，挂靠地方基督教两会的聚会点；第三类，半宗派教会（semi-denominational churches）；第四类，未注册登记的教会（时间较久的家庭教会）；第五类，乡村基督教会。他们是发展最快的一类，距离有组织的城市、近郊基督徒生活较远，入教时间较短，由平信徒负责召集，聚会点可能公开但可能未登记，可能与两会无关但并不意味着不愿意与之挂靠。
 
[26]

 以上只是对中国基督教的一个简略而不完全的分析。

三 一部圣言与多重解说

基督教使用的第一版中文《圣经》早在1822年就已翻译出版，100年之后的1919年，基督教各派均认可的《圣经》中文版“和合本”（union version）正式出版。中国基督徒目前使用和认可的仍然是这一版本。与天主教来华传教士之间有过关于“Deus”中文译名的争执一样，基督教传教士在“God”译名上在“神”与“上帝”之间僵持不下，英国传教士主张把“God”译作“神”，美国人主张译作“上帝”，因此流行的中文《圣经》有“神”本和“上帝”本两种版本。1986年，中国基督教两会所属主要承担《圣经》印刷的“爱德印刷厂”在南京建成，至2008年已印刷中文版《圣经》5000万本以上，供基督徒和有兴趣的读者使用。

毫无疑问，中国基督徒无论哪种分支，都坚信《圣经》是“信仰的最高权威”，《中国基督教会规章》和《中国家庭教会信仰告白》均证明了这一点。前者宣称，“中国教会以整本《圣经》和《使徒信经》、《尼西亚信经》所归纳的内容为信仰依据。《圣经》是上帝（神）默示的，是圣灵感动人写成的。《圣经》在信仰上具有最高的权威，也是信徒生活的准则。”后者宣布，“相信《圣经》六十六卷都是神所默示的，是神藉着圣灵感动众先知和使徒所写的。《圣经》是全备无误的真理，具有至高的权威，……《圣经》是我们信仰生活与事奉的最高准则。我们反对任何否认《圣经》的论调；反对《圣经》过时论；反对《圣经》有误论，或只选择相信部分书卷的做法。我们强调解释《圣经》应按其历史背景和整体《圣经》的教训；解读《圣经》应求圣灵的引导，遵循以经解经的原则，上下连贯，不能断章取义。解读《圣经》应参考历代教会留下的纯正信仰的传统；我们反对按私意解经和主观的灵意解经。”上述文字明确无误地显示出中国基督徒的基要派（fundamentalist）和福音派（evangelical）特征，这一特征与基督教在华传教史密不可分。

中国过去是西方的传教区，传教士主要来自英美两国，而且他们信仰上较多倾向于基要派和福音派，以至于今天中国基督教会里福音派和基要派的影响依旧很大，中国教会神学创新、神学思想研究不可避免地受到限制。举例来说，美国富勒神学院（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的牟教授（professor Richard Mouw），在南京金陵协和神学院的演讲谈到上帝六天的创造之工时，被翻译提醒要小心谨慎一些，以免学生接受不了；美国安窦沃—牛顿神学院（Andover-Newton Theological Seminary）的温斯卡教授（professor Sze-Kar Wan），还发现在金陵神学院是不可以讨论《新约·以弗所书》（Ephesians）的作者是不是保罗这一问题。另一个例子是丁光训主教被许多基督徒指责为“不信派”，部分是因为他提出那些为他人牺牲的非基督徒，比如雷锋，也可以算是基督徒的观点（这种说法有点像“匿名的基督徒”），也是值得基督徒去爱的；提出中国基督徒仅重视“因信称义”（justification by faith）是不够的，要多提倡爱，以便处理好基督徒与非基督徒的关系。
 
[27]



中国基督徒的这种传统神学观念对他们的生活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虽然基督徒也说《圣经》是一本敞开的书，要不断从中发现“新的亮光”，“每天要拾取新鲜的吗哪”，但在具体问题上却困难重重，比如婚姻破裂是基督徒中间目前遇到的问题之一。在处理夫妻关系方面，“丈夫是妻子的头”、妻子要“顺服丈夫”这种观点在教会里占主导地位；当夫妻关系已经破裂，有的牧师竟然认为是妻子对丈夫不够尊重造成的。当丈夫移情别恋或妻子遭遇家庭暴力寻求教牧人员帮助时，得到的回答也只是要忍耐。

与神学创新受限形成对照的是基层教会有些受培训很少的传道人（evangelist）随意解释《圣经》经文的混乱现象。比如有些人用所谓灵意（spirit）解经法按自己的意思随意讲解《圣经》，一位传道人解释撒种的比喻说，“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这里的“荆棘”就是“经济”，因为中文的这两个字是谐音的，大家都在发展经济，所以神的道不能生长。还有人用汉字拆字法解释《圣经》中的“罪”，因为中文的“罪”字是由“四”与“非”组成的，所以四非就是“罪”，就是吃、喝、嫖、赌。
 
[28]

 其实《圣经》中的罪，最主要的是指人与神的关系出现了问题，而不是这些不良行为。这些错误的解经给教会造成相当大的麻烦，这些错误的解经法自然与基督徒和传道人培训不足有关。

总的来说，中国基督教会是一个成长中的教会，70%的成员生活在农村，他们的神学认知具有浓重的基要派和福音派特征，传教热情高，关注信仰的纯洁性，排斥中国传统文化和其他宗教，众多家庭教会对基督教两会所属教会成见深，难以合而为一。由于种种原因，目前，基督教在中国仅对基督徒个人道德生活的改善有提升作用，在社会公共领域几乎看不到教会作为团体的作用和力量。

中国基督教的现状直接受到基督教神学、基督教传教历史和中国宗教政策三个因素的影响。它是基督教自身特点，基督教在中国发展和全球化影响的折射，既表现出基督教自身的活力，又反映出其固有的张力。中国基督教的丰富性是中国多元社会里基督教的本来面貌。必须指出的是，基督教家庭教会自治运动在中国社会的存在不能再被忽视，家庭教会和管理部门两者如何处理好家庭教会的生存空间问题，宗教团体如何处理好与政府和政治的关系，这两方面都将有漫长的路要走。无论如何，从多个角度看，中国基督教今后面临的挑战是多方面的，其活力与张力并存的局面将长期持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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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的中国东正教

石衡潭
 
[1]



初入中华

东正教与中国很早即有接触，据《旧唐书·拂菻传》记载：“开元七年正月，其主遣吐火罗大首领献狮子、羚羊各二。不数月，又遣大德僧来朝贡。”拂菻是大秦的别名，大秦即拜占庭帝国；大德僧指的应该是传教士。至于他们此行的具体情况及其结果，没有更多文字记载。

东正教入华时间始于17世纪，1665年，一个叫切尔尼柯夫斯基的哥萨克人杀死了伊利姆斯克的军政长官，为逃避惩罚，他纠集了80多人，同时胁迫基廉斯克修道院长叶尔莫根逃亡至当时属中国的雅克萨城，俄国人亦称之为“阿尔巴津”。1671年，他在该地磨刀石山建立仁慈救世主修道院。

清军收复雅克萨后，一部分俄国战俘获准来到北京，编在满洲镶黄旗第四参领第十七佐领，驻地在北京城东北角胡家圈胡同。为照顾战俘的信仰，康熙帝准许随军修士大司祭马克西姆·列昂捷耶夫为战俘们举行宗教仪式，并封他为七品官；清政府又将该胡同内一关帝庙改建为东正教堂，取名“索菲亚教堂”。因堂内挂有他们所崇奉的圣·尼古拉圣像，故该堂又称为“尼古拉教堂”。1695年，该堂会得到俄罗斯东正教会的承认。1700年6月，沙皇彼得一世发出派遣俄罗斯东正教会驻北京传教士手谕。1715年得到康熙帝同意，俄国东正教会正式派遣传教团驻北京。次年，修士大司祭伊拉利昂·列扎伊斯基带领传教团抵达北京，进驻尼古拉教堂。《恰克图条约》（1727年）签订后，俄国获得了合法向中国派驻传教团的权利，传教士的官员地位、薪水问题都以法律形式得到了保障。

1715年到1897年期间，共有十七届俄罗斯传教团进驻北京。其中1864年前的13届传教团均由沙俄政府直接委派与管理（最初几届归俄国西伯利亚事务衙门管理，1815年转归俄国外交部亚洲司领导）。1864年以后，根据《中俄北京条约》（1860年），驻北京传教团改由俄罗斯东正教圣主教公会派遣与管理，其外交职能改由俄国派驻的外交公使办理。

在1864年以前，传教团的主要功能在于为生活在北京的“阿尔巴津人”提供宗教生活服务，为国内收集一些关于中国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知识与情况，至于传教活动，似乎没在认真考虑范围。直到1864年，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变。圣主教公会根据1864年9月9～16日的20230号决议日，确定了传教团的三大任务：“第一，在北京的东正教堂中组织礼拜和主持圣礼。第二，确立并维持由阿尔巴津人、俄罗斯逃人后代以及接受东正教的中国人构成的东正教群体的正教信仰。第三，根据需要在异教徒中传播东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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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此，中国人皈依东正教的人数逐年增加，根据第十四届传教团修士司祭伊萨亚的记载，1858年，北京的东正教徒有近135人，1860年他开始主持北馆事务时，达到了160人。不过，这种增长仍然是缓慢的，1897年，中国东正教徒总数只有500人左右。

在华传播

东正教向中国人传教事业的真正发展是从第十八届俄罗斯东正教传教团开始的。第十八届传教团团长修士大司祭英诺肯提乙·费古洛夫斯基1897年春天来到北京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加强在华传教工作。他很快提请晋升了两名中国修士辅祭保罗·王和英诺肯提·范，规定传教团教堂里的神事活动必须每天用汉语进行，布道语言必须用白话，而非大部分人听不懂的文言。他还准备把传教事业推行到中国农村地区，把传教团学校建在乡下，吸收农村男童入学，他也看好了金山嘴这块地方。正当他踌躇满志地实现其计划时，一场史无前例的反对外国人的运动——义和团运动爆发了。在义和团运动中，俄国人苦心经营了200年的北馆被化为灰烬，在张家口的教堂和北戴河的祈祷所也被捣毁，北京地区有222名教徒被杀，其中包括1名司祭，1名诵经士和几位教会执事。此时，圣主教公会建议英诺肯提乙撤回中俄边境，但他却没有马上执行上级的命令，反而认为“义和团的暴动必将推动基督教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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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现出了非凡的胆识。此时，他除了维持北京和天津地区的正常教务外，还远赴上海购房置地，修建教堂，开办学校，很快在中国东南部建立了一个东正教传播中心。1901年，英诺肯提乙开始重新修建金山嘴祈祷所和北馆。

1902年4月6日，俄国沙皇下令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团团长将由主教神阶担任，使用“佩列亚斯拉夫尔主教”称号。英诺肯提乙被任命为主教，除领导驻北京传教团外，还负责在满洲地区的教务，兼管中东铁路沿线的大小教堂。1902年7月，英诺肯提乙完成了传教团的组建，8月13日到达北京。义和团运动后，北京东正教徒剩下75人。到1913年年底，发展到1340人。这些人大多为俄国传教团在北京开办的各类作坊或工厂的工人，他们出于生存的需要接受洗礼，皈依东正教。通州的东正教教徒到1913年达到了167人，北京西山的教徒也超过了100人，涿州受洗的人数也有70人左右。

天津地区，1904年，在海河北小关建立祈祷所，并开办学校，招收贫困子弟，传授教义，发展信徒。1909年，在位于今天津河东区的俄租界俄国花园建立救世主教堂。到1913年，大约有100名信徒。1925年，圣母帡幪大堂建成，1929年，维克托尔被祝圣为修士大司祭。

永平府（今河北省秦皇岛市卢龙县），1901年，传教团重建了金山嘴教堂，次年祝圣为主显圣容教堂，同时为30名中国人施洗。从1905起，此堂教务由中国人米哈伊尔·唐主持，1907年，他被祝圣为司祭，开始独立传教。到1913年，整个永平府东正教教徒达到了600人，分布在40个居民点。

河南省的东正教传播主要集中在卫辉府、道口、开封府、杞县和宁陵县等几个地区。到1913年，整个河南省的东正教信徒约有500人，其中卫辉府154人，开封府144人，杞县77人，彰德府58人。

湖北省的东正教发展情况也良好，主要集中在汉口、袁家口、峰口以及仙桃镇等地区。1876年5月2日，“波特金氏贸易公司”在汉口建立了一座临时性东正教教堂。1885年，建立石质的教堂，命名为亚历山大·涅夫斯基教堂。1896年，沙士金司祭来主持工作。1902年以后，东正教会开始向沔阳、天门、岳口等地区传教，这些地区前后共有2000余名中国籍居民接受了洗礼。

1903年，上海修建了第一座东正教堂主显堂。1905年，该堂被祝圣，西蒙被任命为首任住持。到1914年，上海地区的东正教徒数量达到千人。

哈尔滨以及东北地区东正教的兴起是从中东铁路的修建开始的。根据1896年李鸿章与维特分别代表中、俄政府签订的《中俄密约》，俄国人获得了在中国东北地区修建中东铁路的特权。1897年，铁路建设开工，大批俄国人涌入了东北三省，他们也把东正教信仰带了进来。1898年，在哈尔滨的香坊军政街建立了第一座东正教堂，称为圣尼古拉教堂，神父为亚历山大·茹拉夫斯基。从1901年到1908年，俄国人在中东铁路沿线建立了14所东正教堂。1907年，俄国圣主教公会将中东铁路沿线东正教事务交由海参崴主教区管辖。日俄战争爆发后，大批病人和伤员被运送到哈尔滨，北京传教团紧急前往支援，成立了“中国东正教公会”，建立了一间医院，战后，又开办了一所学校。1904年3月25日，“中国东正教公会”创办了机关刊物《中国东正教公会公报》，在哈尔滨出版，1907年，更名为《中国福音报》，并改在北京出版。该刊每月出版两期。

东正教进入内蒙古额尔古纳地区，是从19世纪中后期俄罗斯人越界盗采金矿开始的。据史料记载，1860年起，俄国流民开始越界盗采黄金。到1884年，人数达1.5万人，1885年被逐出。义和团运动期间，边关废弛，卡伦被毁，俄罗斯人再次大批流入。到1907年，俄罗斯人达1000户以上，人口约5000人。1911～1912年，即十月革命后，又有大批俄国资本家和白俄一些军官以及一些东正教神职人员涌入此地，这些人被称为归化人。据1922年《呼伦贝尔志略》人口统计资料记载：当时在该地区的俄罗斯人达1855户，9883人。额尔古纳地区曾经拥有19座东正教教堂，在上护林、下护林、三河等地均有规模较大的木质教堂存在。

新疆的东正教情况与之相似，最早在新疆传教的是尼古拉司祭，1906年在乌鲁木齐建立了第一座东正教堂。十月革命后，大批俄国流亡者进入新疆，其中包括大司祭约纳·波克罗夫斯基等神职人员，他们在塔城、伊宁、乌鲁木齐等地生活与传教。

据统计，在1917年前，属俄罗斯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团的机构有教堂37座，神学院1所，男、女学校20所，气象台1座，图书馆、工厂等企事业机构46家，拥有教产150万卢布。

俄侨教会与正教复兴

俄国十月革命后，1918年1月21日，苏维埃人民委员会颁布了《教会与国家分离，教会与学校分离》的法令，以吉洪为首的俄罗斯东正教会断然号召东正教信徒：（一）不与苏维埃政府合作；（二）抵制这个法令的推行。1922年，在救济灾民的问题上，吉洪等人再次对苏维埃政府表示了抗议，因而导致他本人被审判与监禁。同年，逃亡到国外的斯·卡尔诺夫在塞尔维亚卡尔洛瓦茨成立了俄罗斯东正教国外临时圣主教公会，由安东尼主教担任牧首。1922年，在中国的东正教会断绝同苏俄控制下的莫斯科牧首区的隶属关系，归属流亡在塞尔维亚卡尔洛瓦茨的俄罗斯东正教国外临时圣主教公会管辖。1924年，苏联驻华大使卡拉汉要求将在中国的属于俄罗斯正教教堂的财产“按照中国内地置产现行法律及章程移交给苏联政府”。英诺肯提乙主教向中国政府提出：“这是中国的东正教会，与苏联政府毫无关系，苏联政府提出的要求是无理要求。”他的要求得到了中国各界人士的支持，俄罗斯驻北京传教团正式改称为中国东正教会，在北京设立总会，下辖北京、哈尔滨、上海、天津、新疆等主教区，英诺肯提乙担任“中国东正教会”的大主教。1930年，他被俄罗斯东正教国外临时圣主教公会晋升为都主教。

这一时期，大批俄罗斯人涌入中东铁路沿线，特别是哈尔滨。根据《哈尔滨案内》统计，1918年，哈尔滨有俄国侨民60200人，1920年增至131073人，1922年达到了155402人，占全市人口1/4强。1918年到1924年，哈尔滨市内建立了9座俄罗斯东正教堂，在哈尔滨之外的东北地区建立了东正教堂11座，这些教堂大部分建于1923～1924年。到1940年，哈尔滨共有东正教堂22座；到1937年，中东铁路沿线共修建东正教堂40多座，分布在博克图、兴安、横道河子、海拉尔、宽城子、扎兰屯、绥芬河、牙克石等20余座车站。1922年9月，哈尔滨东正教会成立，首任住持是麦弗基都主教。麦弗基去世后，哈尔滨教区由都主教区改为大主教区，由梅列基担任该教区大主教。在主教区下，辖有11个管区，还直辖6座教堂，以及男、女修道院。

俄国人还在中东铁路沿线创办多种报刊，1901～1926年间，共出版了243种报刊，其中包括102种报纸，141种杂志。20年代是俄国侨民出版业鼎盛时期，据不完全统计，此时有30多种刊物问世，其中一些是宗教刊物，如《基督教之路》《圣赐粮食》《信仰与生活》等。

从1924年起，俄国侨民逐渐南下或是去往一些欧美国家。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本人占领东北，俄侨离开的更多。1933年，哈尔滨尚有苏联侨民27617人、白俄侨民34497人，到1936年2月，只剩下苏联侨民7804人，白俄侨民30589人。从1931年到1941年的10年中，哈尔滨市内没有新建过一座俄罗斯东正教堂。根据哈尔滨主教区监理局1938年的统计，在东北各地有教堂、修道院和祈祷所共67座，信徒急剧下降至2.5万人，其中哈尔滨市有1万人，神职人员为155人，其中有神品的105人，另外50名为教职人员（诵经士）。

1943年，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发生重大改变，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由防卫转为进攻。在宗教问题上，苏联也取得了新的突破，1943年9月，俄罗斯正教会恢复了牧首制，由阿列克谢担任莫斯科牧首区的牧首。1943年，日本关东军军部和伪“满洲国”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哈尔滨大主教区的全体信徒和伪“满洲国国民”一样，向“日本天照大神”朝拜，遭到哈尔滨大主教区主持人梅列基的严词拒绝。1945年8月，苏联红军解放东北之后，梅列基大主教宣布哈尔滨主教区同设立在慕尼黑的俄罗斯东正教临时主教公会断绝关系，接受莫斯科牧首区的管辖。1946年年初，中国东正教会北京总会、新疆教区也都做了同样的宣告，但上海教区主教伊望和天津教区奥西波夫一仍其旧。

迈向自治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东正教的工作重点由照顾与牧养俄侨转到了发展中国信徒与帮助中国信徒自治上。

1945年12月，莫斯科牧首阿列克谢决定成立“东亚都主教区”，管辖中国和朝鲜境内的俄罗斯东正教会，由聂斯脱利大主教担任代理首脑；1946年6月，又将“东亚都主教区”改为“莫斯科牧首区东亚牧首代表处”，管辖中国东北三省和朝鲜境内的俄罗斯东正教会，而将中国东正教会（北京总会）划归莫斯科牧首区直接管辖。

阿列克谢牧首指示聂斯脱利都主教运用教会的全部力量来发展中国籍信徒。1946年7月15日，成立了以聂斯脱利都主教为首的传教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中中国籍神职人员有何海林、丁松坡、瑞增玉等人。1947年10月，哈尔滨中国东正教会正式成立，由何海林担任教会的首脑。传教委员会还举办了汉语学习班，以期让苏联籍神职人员掌握汉语。

1950年7月，在阿列克谢牧首颁布的第1170号敕令中，任命北京总主教维克多·斯维亚金为东亚都主教区牧首特派督察及第二十届俄罗斯传教团首脑，都主教区的驻所被指定在北京。齐齐哈尔主教尼堪德尔被任命为传教团副主席，他的驻所被指定在哈尔滨。隶属于这个都主教区的教区有：北京教区（包括在北京、汉口、香港的各教堂），哈尔滨教区，上海教区（包括上海及其周边地区的教堂），天津教区（包括在天津和青岛的教堂），新疆教区。在同一项敕令中，原东亚都主教区的驻所和办事中心、俄罗斯传教团和上海的传教委员会被合并于北京。北京总会称为“中国东正教会”，哈尔滨大主教区改称为“中国哈尔滨东正教分会”。阿列克谢牧首命令维克多都主教大力提拔和培养中国籍的东正教神父，使中国东正教会成为中国人的。在1950年1月24日训谕中指出：“传教团不应该继续被看作是一种盈利机构或者世袭封邑。在短时期内（比如说10年之内），藉着上帝的助佑，必须组建一个由华人主教，华人司祭及修士，华人传教士，以及——更重要的——大量华人会众组成的中华正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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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7月，俄罗斯东正教圣主教公会在莫斯科召开了一次关于中国教务的会议。会上决定任命大司祭杜润臣为天津教区主教。7月23日，他在圣谢尔盖圣三修道院宣发修道誓愿，更名为西默盎。7月30日，杜润臣修士大司祭被祝圣为主教，成为第一位中国籍的主教。杜润臣回国后，被派往上海教区全权处理教会事务。他建立了培养神职人员的东正教道学院，1952年年底，他任用新教的张牧师为私人秘书，兼管理道学院事务。张牧师又聘请张宝昌等三名新教人士来道学院讲授《旧约》《新约》课程。1954年，张牧师还主编了上海东正教会的一个内部刊物《正光》双周刊。一年以后，这个刊物发行范围扩大到新教和天主教信徒中，还每期都寄给莫斯科牧首区一份。这个刊物1958年停刊。这几年，杜润臣主教与新教人士来往密切，邀请新教牧师参与圣母大堂圣乐崇拜，自己也带领神父们去参加慕尔堂（今慕恩堂）的圣诞晚会。可以说，杜润臣主教回国后所开展的工作还是很有创见，大有成效。

1950年秋，维克多都主教在北京祝圣了姚宝顺、杜立昆、李奉慈、王玉林等十几位中国神职人员。维克多主教也很重视神学教育和普通教育在中国东正教自治方面的作用，他在北京开办了一所教理学校，由修士大司祭姚福安掌管。除了培训传教员之外，这所学校也培育了传教团所有的司祭和辅祭。同时在北京也开设了一所传授实用知识的女子学校，由一位华人女修道院院长斐瓦修女主持。除了北京传教团的学校之外，在哈尔滨还有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公学。同样，在汉口也为中国孩子开设了一所高中，因为在汉口周围的数个村庄内居住着大约为数2000人的中国东正教信徒。当时在汉口事奉的司祭是杜弼宁神父。在北京还组建了一个翻译协会，由六名传教士和两名在俗的书记员组成，专事将神学著作翻译成现代汉语的工作。维克多都主教也计划开展同中国天主教以及自主的中国新教的对话，以谋求在莫斯科及全俄罗斯牧首领导下的合一。

在如何使中国东正教会走向自治的问题上，杜润臣主教与维克多都主教产生了分歧。1955年8月，在上海国际饭店召开的讨论中国东正教会自主问题的会议上，杜润臣主教持反对态度，他提出：（一）在中国的东正教会无需取得自主地位，而继续由莫斯科牧首区管辖；（二）莫斯科牧首区继续向中国的东正教会按月提供经费；（三）由莫斯科牧首区派代表指导中国教会的工作。他的意见遭到了阿列克谢牧首特派代表伊拉里昂大主教的否决，后来也为阿列克谢牧首所批驳。维克多都主教主张让中国东正教会成为自主教会。早在1951年2月16日，他就在给牧首的报告中建议将修士大司祭姚福安祝圣为第二个中国籍主教。1954年6月，维克多都主教回到莫斯科短期访问，他建议牧首关闭驻中国传教团，取消东亚都主教区。1955年10月11日，维克多总主教向尼堪德尔主教和杜润臣主教发送了一封正式信函：“东亚都主教区的所有房地产，包括土地、建筑、机构，应当由教会代表转交给中国政府。”

1955年10月29日，都主教被邀请至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宗教局会谈，他被告知：外国组织不能继续掌管中国教会事务，这项职权将由宗教局掌任，所有教士的任命和调动都要经宗教局核准。作为一个外国宗教组织，都主教区必须终止其教育机构以及附属企事业单位的运作。遵牧首的命令，尼堪德尔于1956年2月离开哈尔滨。1956年4月，中华东正教会成立，修士大司祭姚福安担任大主教，维克多总主教被要求将北京教区的所有教务教产交给姚福安主教。在宗教局对中国正教事务做出相关承诺后，同年3月，教会房产被无偿地转手给中国政府，而动产则被交给中华正教会指定的华籍司祭，教会附属事业被苏联大使馆接收。中华东正教会下辖北京、天津、上海、哈尔滨和新疆等五个教区，到1966年前，这五个教区进行过一定规模的宗教活动。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中国所有的东正教会停止了一切活动。

艰难恢复

改革开放后，东正教才逐步恢复。现在，全中国仅有不到1万名东正教教徒，绝大部分为俄罗斯族，他们主要生活在黑龙江、内蒙古、新疆和北京等地。东正教没有被列入中国政府公开承认的五大宗教名单，但官方默许并在一定程度上认可中国东正教进行活动，目前包括哈尔滨、额尔古纳、乌鲁木齐和伊宁4个堂区。

在哈尔滨地区，现在尚存5座东正教堂，其中索菲亚大教堂被用作哈尔滨城市博物馆，供游人参观；阿列克谢耶夫斯卡亚教堂被改为天主教堂，由哈尔滨天主教会使用；乌斯别斯卡亚圣母安息教堂被辟为文化公园的一部分；伊维尔教堂残破不堪，正待修复；唯一供信徒使用的是位于哈尔滨南岗区东大直街270号的圣母帡幪堂。现在经常到圣母帡幪堂来礼拜的信徒只有30～40位，其中还包括一些来自俄罗斯的游客和在哈尔滨工作的俄罗斯人。据不完全统计，尚存的信徒约100人。在2000年以前，是由朱世朴神父主持教堂事务，自2000年朱世朴神父去世后，教堂事务再没有神父等神职人员来主持，只有一个教堂事务管理小组来维持礼拜等日常活动。礼拜时，信徒自己点蜡烛、默想、祷告。2010年4月复活节，在经过反复申请之后，宗教局批准了来自俄罗斯的一个神父来主持该堂的复活节礼拜。

在额尔古纳地区，原有19座东正教木质教堂在1965年被化为灰烬，1992年开始在拉布大林镇重建教堂。教堂建成后，长时间被搁置，从俄罗斯订购的圣像也被卡在海关，直到2008年，经过多方努力，此事才出现转机，圣像被安放进了教堂。2009年8月，经国家宗教事务局批准，该教堂由上海来的王泉生神父祝圣，开始正式使用。目前经常来教堂做圣事的有二三十人，主要为老年妇女。据额尔古纳市民政局的统计，当地有俄罗斯族人2000多，主要集中在恩和乡，他们中只有少部分人保持了东正教信仰，大概全内蒙古也只有1000名东正教信徒。在额尔古纳地区，有4位从俄罗斯神学院学成回国的信徒，其中有学神学的、有学圣咏的、有学画圣像的。目前的礼拜日圣礼靠放从俄罗斯带回来的录音进行，从莫斯科神学院毕业归来的孙明听从政府的指令，没有在俄罗斯接受神父祝圣就回到了中国，现在他以教堂管理小组成员身份看守教堂，在礼拜日管放圣礼录音。

目前在中国大陆尚存的神职人员只有在上海的王泉生神父、卢亚夫辅祭、富锡亮诵经士，他们都已经是80多高龄了，只能偶尔应宗教局邀请出来主持一下圣礼，不能开展日常宗教生活。目前，还有十个左右来自北京、河北、黑龙江、内蒙古、上海和天津等地的中国东正教信徒在俄罗斯的莫斯科神学院、斯列坚斯卡亚神学院、圣彼得堡神学院以及希腊的神学院学习。

在香港，建立东正教区的地方东正教会共有三个。一个是在各地方东正教会中居首位的普世宗主教会，即君士坦丁堡东正教会（牧首区总部设在希腊）。1996年11月，君士坦丁堡东正教会正式在香港注册并建立了自己的教区，名为香港及东南亚东正教区，简称“香港正教会”，是一个属于君士坦丁堡牧首区的都主教区。最初，香港正教会在本地只有10多名教友，如今已经发展到200个家庭。教徒成员主要是美国人、埃塞俄比亚人、法国人、希腊人、塞尔维亚人和本地华人。为了加强同社会和其他教会的联系，香港正教会来港后不久便加入了香港基督教协进会。该教会首任都主教是聂基道，他于2007年7月离任。在任期间，聂基道还在天主教的圣神修院神哲学院、圣公会和信义会的神学院教授有关东正教会神学和灵修知识，与香港天主教和新教人士来往很多。香港正教会现在的都主教是希腊人黎大略。除了香港本地，香港和东南亚东正教区还包括印度、印度尼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和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目前，该教区共有神父30名，教徒达2.5万人。第二个是俄罗斯东正教会。2004年，香港圣彼得圣保罗教区以“（莫斯科牧首区）圣彼得圣保罗教会”的名义在香港正式注册。该教会目前约有20名教徒，绝大多数为生活在香港的俄罗斯人。教会把翻译和出版东正教文献看作一项重要的日常工作。第三个是科普特东正教会团体，它隶属于埃及亚历山大里亚东正教会，只为生活在香港的中东地区东正教徒服务。

台湾东正教会隶属于香港和东南亚东正教会，是该都主教区管辖下的一个教区。教会于2003年在台湾正式注册，名为“台湾基督正教会”在台湾基督正教会，主持宗教圣事的是李亮神甫（希腊人）。

目前在中国供外籍人士使用的东正教教堂和祈祷所有北京俄罗斯驻华使馆内的英诺肯提乙教堂（红房子），2006年时任都主教的基里尔还在这里祈祷过。馆内还有圣母安息堂，堂区司祭是谢尔盖·沃罗宁神父。2003年深圳刚开设了一所东正教祈祷所，奉圣谢尔盖为主保，目前基本上每个月都举行一到两次彻夜祈祷和事奉圣礼（圣体血礼仪）。2006年，又在广州市海珠区赤岗塔地铁站附近设了一所东正教祈祷所，奉“众哀伤者之欢乐”圣母像为主保，目前基本上每个月都举行大约两次事奉圣礼（圣体血礼仪）。

路在何方？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俄关系不断改善，现在已经发展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但东正教问题成为中俄关系进一步发展的瓶颈。2001年中俄两国签订《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后，俄罗斯方面曾多次要求中方恢复东正教在华的相应法律地位，但因中方的原因，该问题至今悬而未决。2005年，俄罗斯驻华大使拉佐夫奉命约见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负责人，提出协商此事，被中方以各种理由拖延一年。直到2006年，当中国国家宗教局负责人到莫斯科参加世界宗教领导人会晤时，双方才见面。全俄及莫斯科大牧首阿列克谢二世对会见感到满意，表示：“俄罗斯东正教尊重中国宪法、尊重中国东正教及其他宗教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在此基础上，我们的友好关系会有进一步的发展”。
 
[5]

 但这一会谈后来并没有产生实质性结果。2010年9月27日，俄罗斯总统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在会晤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时向对方赠送了一本讲述中国东正教历史的书籍——《东正教在中国》，这也是一种暗示与提醒。总的来说，在这一问题上，俄方态度比较积极，而中方较多回避与拖延。

影响东正教在中国发展的因素除了没有相应法律地位、没有神职人员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其在典籍和圣事语言方面的中国化程度远远不够。虽然历届传教团都有人从事这方面工作，自1864年至1948年间，俄国东正教传教团在华翻译的东正教经书和各类祈祷文计20种，其中包括俄国东正教传教士、修士大司祭固里·卡尔波夫翻译的《新遗诏圣经》（即《新约圣约》，1864）和《诵读节目》（1865）、俄国第十六届东正教传教团翻译的《圣咏经》（即《诗篇》，1879）、《代亡人祈经》（1884）、《主日八调赞词》（1884）、《圣体血礼仪提要》（1884）、《瞻礼赞词》（1884）、俄国第十八届东正教传教团翻译的《事奉经》（1906）、《时课经》（1913年）、《主复活赞调》（1918年）以及上海教区主教伊望（马克西莫维奇，1896～1966）准印的《圣教会要课日译经文》（1948）等。近年来，在香港的圣彼得圣保罗堂做了不少努力，翻译出版了一套中华东正教文库，包括《真理与交流》《圣人列传》《唯独圣经吗？》《正教对诞神女的敬礼》《耶稣基督是谁？》《侍奉圣礼释义》《正教宣扬集》等几十种，涉及圣经教义、祈祷礼仪、历史人物、教父著作等多方面。但到目前为止，在中国还没有东正教《圣经》的全译本，俄罗斯东正教圣事的语言仍然是教会斯拉夫语。

中国东正教未来的前景不容乐观。较为乐观的前景是中国政府能够适当调整与放宽宗教政策，给予中国东正教以相应合法地位，任用已经在海外学成归来的神学毕业生，重新恢复真正意义上的东正教事奉圣礼，允许中国东正教会与海外教会有正常合法交往。这样，中国东正教可以逐渐恢复，中国对外形象也会增添光彩。而另一种情况则是中国政府继续执行现有政策，促使中国东正教走向地下，采取如新教一样的家庭聚会模式。这一做法可能产生的问题是不便管理，并有可能引发一些连带性社会问题，也会影响中国的投资环境以及中俄战略伙伴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总之，中国东正教的未来有赖于中国政府的胆识智慧和中国东正教徒自身的努力与对社会的自觉调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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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当代天主教

天主教会与“梵二”大公会议

贾尼·拉·贝拉（Gianni La Bella）
 
[1]



1959年1月25日，距离当选教宗不过三个多月的时间，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决意宣布召开新一届普世大公会议——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以下简称“梵二”）。从长远来看，正如若望·弥高礼（Giovanni Miccoli）所说，若望二十三世的改革是场刻不容缓的改革。“在庇护十二世执政的最后岁月里，人们并没有强调整个战争当中所显示出来的危机因素，以及宗座训导与诸多演讲中所暴露的不足。”
 
[2]

 在此背景下，掀开了新的历史篇章，即一场不可迟疑地塑造当代教会形象、革新世界各地教会生活的宗教事件。安杰罗·隆卡利（Angelo Giuseppe Roncalli）有着非同寻常的人生经历和信仰历程，他曾在东欧、保加利亚和土耳其旅居多年。而身为宗座代表的职责则使他有机会与保加利亚、希腊、亚美尼亚的东正教徒，和其他的信仰者——犹太教徒与穆斯林们打成一片。之后，就像众所周知的那样，他在法国度过了许多年头，与平信徒文化和世俗文化有过亲密接触。他是一位扎根于罗马天主教信仰之上的世界性基督徒，但也是位对不同人群、民族和文化有着开放态度和敬业精神的鉴赏家。可以说，他将其个人魅力、待人接物的热情、面对人类事件的深度和灵性意识一起带上了伯多禄的宝座。要对若望二十三世的形象进行全面描述绝非易事，另外，正如马可·隆卡利（Marco Roncalli）从始至终对这位20世纪的超凡人物所做的恰当的人性和灵性比喻那样，他改变了教会和世界的历史，“成为一位备受爱戴的历史人物，他愿意作所有人的兄弟，随时准备求助于怜悯的良药……他饱含责任意识地成功绘制出未来的蓝图，能读懂历史的含义并细察时代的崭新标记”。
 
[3]

 他从里到外都沉浸在基督信仰之中，赢得了全世界的好感与肯定，在面对人类及其方方面面的问题上，显示出天主教会慈父与良友的形象。

梵蒂冈第二届普世大公会议于1962年10月11日在罗马拉开序幕，1965年12月8日宣告闭幕，是20世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重大事件，是基督教历史上的分水岭，对除宗教之外的社会、文化和当今世界进程均产生了影响。作为20世纪最伟大的神学家之一和著名的大公会议专家，耶稣会士卡尔·拉内（Karl Rahner）认为，“梵二”大公会议可视为天主教会向世界性宗教转变中的第三个转折点。按其分析，第一个转折点是初期教会的活动，标志着从犹太世界到非犹太世界的转变；第二个转折点是希腊—罗马文化的同化和天主教会在西方世界的本地化。然而，只有“梵二”大公会议赋予了天主教会一个世界性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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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发生在天主教会生活中的宗教事件，被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定义为“二十世纪的恩宠性事件”。其继任者教宗本笃十六世也认为，作为“教会生活的指南针”，“梵二”大公会议是天主教会根本性革新的出发点，也是其在普世人类中的福传、在不同民族与国家中的临在、与其他基督传承和世界各大宗教处理关系和交流时其意愿和存在方式的出发点，最后，也是与——正如若望二十三世热衷于提到的——所有有着“良好意愿的人们”，那些决意缔造和平、渴望竭尽全力去寻求人类福祉的人士交流时的出发点。

作为大公会议的参与者，上任罗马主教卡罗尔·沃伊蒂瓦（Karol Wojtyla）在其灵性遗嘱中指出，对于没有经历过“梵二”大公会议或躬逢其盛的新一代基督徒来说，“梵二”大公会议依然是未来的前景、神学框架和灵性财富。

教会不管是内在信仰的宣信方式，还是面对新文化时，福音在本地化中的更新，都源于“梵二”大公会议所引起的转变和革新。

新的大公会议的召开是若望二十三世在灵魂深处沉淀出来的信仰果实，正如以前的大公会议所带来的教会革新，他坚信未来照样会硕果累累。“整个二十世纪上半期基督教宗教界所积累的酵素，以最为直接的方式为隆卡利指引‘梵二’大公会议召开的时机。”若瑟·阿尔贝尔格（Giuseppe Alberigo）如此写道：“从东正教会提出的方案，到庇护十一世、以至庇护十二世所给出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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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若望二十三世看来，大公会议不是珍贵古老的博物馆，而是需要悉心照料和爱护的活生生的花园。教宗不愿大公会议只是制造新教义大全和教条性地回应世界问题。召集全体主教，不是为了批准通过某些新的改革纪律、教理结集，或花样翻新的谴责声明，而是希望天主教会如教友浸入洗礼池中一般，投入基督教传统的古老宝藏之中，从而凤凰涅槃，重获新生。在有意识地了解教会所置身的历史状况的前提下，为了更有利于见证和传播福音，大公会议应当使基督徒的生命焕发出新的活力。在对教义和神学进行新的整合方面，若望二十三世的思考异于常人，事实上，他认为教会正处在决定性的、历史紧要关头的门槛上，就像他在出乎意料的宣布中所坚称的那样：“弄清和分别什么是神圣原则和永恒的福音，什么是时代的变迁……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可以称之为普世福传的时代，需要分辨‘时代的信号’，完成耶稣的嘱托……和发掘在阴暗面里的好兆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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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宗渴望大公会议能够以合议制的方式举行，教会从数百年之久的君士坦丁时代进入福传革新和基督信仰见证的新阶段，现在，就要轮到他将大公会议比拟为新的圣神降临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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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二”大公会议的主要特征，确切地说，最能予以说明和阐释其经验的，就是“与时俱进”（aggiornamento）一词。在那篇令全世界为之动容的著名开幕致辞——《慈母教会的喜悦》（Gaudet mater Ecclesia
 ）中，若望二十三世解释了“与时俱进”的词意和内涵：“现如今，基督的净配（教会）更愿做慈悲的良药，而不是严厉的惩戒，通过其教义的正确无误，教会为今世的渴望带来了希望与救恩，而不是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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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重新使福音和耶稣的人格与当代人的问题和宗教研究相碰撞，若望二十三世的愿望乃是使教会从固有模式的顽固和僵化中挣脱出来，这一模式将一成不变的天主教置于核心位置，一劳永逸地将教会界定为完美的社会（società perfetta）。“与时俱进”不是简简单单的化妆，而是相系于与外在语言和行为上的改善，或者与时代精神的契合。伟大的天主教会神学家、多明我会神父玛丽·多明我·歇努（Marie-Dominique Chenu）对若望二十三世赋予“与时俱进”的含义领会得异常清晰：在他的文告里，“与时俱进”就是重塑教会、宣言及其结构，这是一个寓于基督教内的永恒真理，且在他内得以保全的教会，为使此真理可被理解、可以对话，教会务得探寻方法和途经。从某种意义上说，“与时俱进”的前景乃是以“梵二”大公会议所有行将通过的全部文献为基础，引领“梵二”大公会议的精神和文化方针。

“梵二”是一次新的大公会议，其不同于以往教会所举办的大公会议的特点，乃是其牧灵的意向。牧灵的首要性乃是登基不久的若望二十三世的建设性举措，就像安德烈·里卡尔迪（Andrea Riccardi）所写的一样，用爱怜和兄弟般的态度植根于当代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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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首先，这是多元文化和普世性事件，也是基督教会历史上的首次。“梵二”大公会议在进行过程中抛弃了其欧洲中心论的主导内涵，南半球的主教们在大会工作和决议上发挥了日益增长的影响，上述处于世界边缘的文化和经验使得教会超越了其对西方教会司法优越性的定位。与此同时，在世界范围内，天主教重新发现了拉美、非洲和亚洲“新教会”的财富、传福力量和他们各自的潜能。在大公会议和各下属委员会当中，第三世界的主教们逐步获得了表达空间和发言权，对大会的各项工作和决议施加了日益增长的影响。“梵二”是一次去欧洲化的大公会议，超越了欧洲教会中心主义的时代。

在大公会议召开过程中，也邀请到了其他基督宗派的代表以观察员的身份列席会议，如东正教、路德宗和英国圣公会的代表等。大公会议是教宗尝试主动与其他基督宗派开启宗教对话和彼此合作的契机。这一新的普世主义颠覆了天主教会的古老态度：不再重蹈宣称天主教会乃唯一真教会的覆辙，而是探索一条迈向共属一栈、同归一牧的道路。

官方公报中明确指出了此次大公会议的目的，在1月25日的致辞当中，教宗宣称，在圣父的思想里，此次普世大公会议的举行不仅致力于对天主教教友们的教诲，同时也希望能邀请分离的基督教团体一起寻求合一，今天，世界各个角落的诸多灵魂都在渴望着合一。圣座日报——《罗马观察家报》，在第一次官方评论中写道，这不是“一次心怀忧惧的大公会议”，而是“一次合一的大公会议”。

1962年参加大公会议的主教和修会会长共计2904位，而1965年则达到3093位。全体参会者中，有1060位来自欧洲，408位来自亚洲，351位来自非洲，1036位来自美洲，74位来自大洋洲。总体而言，大公会议分为4期，举行了168次全体会议。大公会议通过了16项重要文献：四大宪章、九条法令和三个宣言。除16项文献构成“梵二”大公会议的主体（corpus）外，“梵二”大公会议的主角之一——贾科莫·莱尔卡劳枢机（Giacomo Lercaro）写道：“新的精神在会议厅上空徘徊，业已实现的真理构成了既人性又必要的对比：与之相呼应的是圣保禄所指明的确切的责任——不要消灭神恩（Spiritum nolite extinguere）！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乃是以慷慨的心接纳来自”。“梵二”大公会议文件和精神所带给我们的指示与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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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二”大公会议不单是专业人士，神父、主教、神学家和枢机主教的教会事件，也是一次宗教事件，从宣布的那天起，就在精神和人性上把天主教友和全体基督徒放在了首位（in primis）。教宗召集全体主教前来罗马的消息，在短时间内引起了世界各地的关注和兴趣。在基督教历史上，天主教教徒第一次成了某一事件的主角，这一事件深度更新了天主教会，并使其参与到从筹备到结束的整个过程。“梵二”大公会议无疑是“天主教会主教们和圣神的杰作”，是他们促成了这一“哥白尼式”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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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开始，若望二十三世就对那种对当今世界持末世论调或者至少是消极悲观的态度持有异议，也不赞成惯常在历史中所表达的“不幸先知们总是宣扬凶兆，世界末日行将来临的”负面看法。在若望二十三世眼里，现代世界具有历史的复合维度，而非末世的阴暗和悲观。其对现时代的包容态度别具长远乐观的眼光，让天主教会不免怀念起昔日教会与国家之间的良好关系。对安杰罗·隆卡利（Angelo Roncalli）来说，教会必须以母亲对待子女那样的亲切、耐心、慈爱和良善向全世界展示自我。

大公会议从一开始就使整个普世教会卷入其中，尽管教廷内部不无恐惧和彷徨。教宗取消了原本打算以问卷调查的方式向主教们征询意见的设想，转而邀请每位主教提出大会所要讨论的问题和主题。总之，“梵二”大公会议是一次出乎意料的事件，令大部分主教对行将面对的问题的幅度和需要着手的牧灵、教义革新感到措手不及。仅此一次，罗马没有发号施令，而是寻求建议。罗马通过对收集到的“投票”（vota）进行分析，孙能斯枢机（Suenens）注意到，“最希望的改革集中在教规和礼仪方面，由圣神降临节所刮起的更新之风不是刮一阵就能止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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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梵二”大公会议所颁布的文献构成了现今珍贵的遗产和教会的精神、神学及文化财富，那么，信理、神学方面的革新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对天主教会来说，“梵二”会议的诞生是作为教会的内部事件，沿着若望二十三世的训导所开辟的足迹，预示了恩宠的一面，是“至上之光的闪耀”，正如教宗在多个场合所肯定的那样，开启了教会对自身的重新认识之门。天主教会不是为自身的存在而存在，而是作为Lumen Gentium——人类之光而存在，作为与天主隐秘融合、与全人类合一的标记和工具而存在。

《教会宪章》作为“梵二”大公会议的大宪章（Magna Charta
 ），被许多人视为教会的基石，该宪章不再从单一的教会司法想象角度，而是从一种新的教会和共融的视野重新定义了教会。

就像“梵二”大公会议最重要的宪章之一，也是最短的宪章——《天主的启示教义宪章》（Dei verbum
 ）所描述的那样，对天主圣言中心性和主导性的重新发掘超越了作为抽象真理的基督宗教的概念，后者存在于由教义命题所构成的有机、复合的体系当中，而非使基督徒的生活跟随和仿效耶稣的人性及其话语。基督宗教不是信理百科全书，而是追随作为“道路、真理、生命”的活生生的基督宗教。《天主的启示教义宪章》被认为是“梵二”大公会议所制订的最为成功的文献之一，它将启示对于人类生活的意义、传承的概念、信理的发展、教会所扮演的训导角色，以及现代释经学的指导方针结合于一身。

“梵二”文献中最为引人瞩目的是其对待其他教会在态度上的转变，这一大公会议在教会内所提出的转变，乃是要将各基督教会之间的普世合一置于首要位置。“梵二”大公会议在指导如何与其他基督宗派的合一方面描绘出了不容逆转的道路，它超越了各种形式的指责，致力于不仅使人与人之间，而且也包括各教会和不同神学之间的共融，为追求真理而付出共同而永久的努力。如果说这一视野的转变还只有相对的意义，那么，对其他各大宗教的态度转变则是划时代的。我认为，这一态度是对天主教反犹主义根本性的和深度的超越，是对其他普世性伟大宗教中也存在着救恩的承认。在过去的许多世纪当中，天主教会视其他宗教为竞争对手，或者充其量不过是需要基督化的开放地带。福传过于经常地披着殖民主义的外衣登场。

“梵二”大公会议开启了与传教学的革新进行对话、承认和尊重其他宗教传统价值的时代。在大公会议法令《教会对非基督宗教态度宣言》（Nostra Aetate
 ）当中，人们可以看到：“天主教会绝不摒弃这些宗教里的真与圣的因素，并且怀着诚恳的敬意，考虑他们作事与生活方式，以及他们的规诫与教理，这一切虽然在许多方面与天主教会所坚持、所教导的有所不同，但往往反映着普照全人类的真理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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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尔乔·匹聂道礼（Sergio Pignedoli）枢机在教廷合一秘书处任秘书长多年，他热衷于总结这一与其他宗教对话的意义和基础，并使其服务于同非基督徒的友谊，这一友谊建立在永恒的精神价值之上。这一在文化和神学上的铺垫，多年以后，使得若望·保禄二世于1986年在阿西西与所有基督宗派和各大世界宗教领袖实现了历史性的会晤。

在当代社会和文化方面，对宗教自由价值的承认引起了分裂和混乱。这一声明在整个大公会议过程中都引起了极大的紧张，直到大会闭幕当天，才顶着少数代表的反对通过，这一现象在其他文献那里绝无仅有。大公会议还大胆重申了各基督教会独立于政治强权的自由，并且赋予了个人良心的法则和重要性，即便在面对教会权威本身时也是如此。在此宣言中，人们不但要探索一种与宗教自由有关的神学，还要寻求民法的有效性和人类在宗教活动方面的自由，后者可以在人格神圣性的原则上找到其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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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9月29日，继若望二十三世逝世之后，教宗保禄六世开启了大公会议的第二个阶段，决心继续并最终完成其前任未竟的事业。他还声明，在大公会议的众多目标当中，包括意识，或者如果高兴这么说的话，即教会的意识，教会的革新，全体基督徒在合一中的重组，及教会与当代世界的对话。这些都是蒙蒂尼执掌教宗职位期间的主要特点。

大公会议不仅是天主教会内部的一起宗教事件，并且在国际社会和世界团体当中产生了意味深长的影响和显著的结果，引发了媒体的格外关注。

大公会议的召开处于一个有利的时机，不仅对于天主教会和整个基督宗教的生活如此，对于处于冷战格局当中瘫痪和僵化的世界也会是如此。若望二十三世任职期间被打上了各式各样国际重大危机的标记：从1950年开始，冷战扩延到了东亚；1956年波兰和匈牙利的危机，在欧洲中心地带加剧了东西方的对抗气氛；核武器的梦魇；与柏林危机有关的一系列事件造成了国际性的动荡，尤为严重的是，古巴的状况玷污了国际关系。由冷战所产生的竞争领域远远超出了老欧洲的范围。各种危机多与非殖民主义有关，越南的状况，阿尔及利亚的冲突，朝鲜战争，他们更像两个集团之间的战争，这样的结果将是世界的自毁和人类大家庭的解体。

此次大公会议的首要贡献是放弃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新一轮谴责，并且迎来国际关系的新篇章，简言之，就是从彼此诅咒到互相对话。

大公会议给予社会、政治、文化层面的特别推动，对于超越当时的意识形态对抗，显然不是第二位的。相对于对柏林危机和之后的古巴危机，及教廷对南半球问题所采取的新态度而言，不可能丝毫不差地重新扮演若望二十三世和他在1961年的《慈母与导师》（Mater et magistra
 ）通谕及1963年的《和平于世》（Pacem in terris
 ）通谕中所承担的角色。60年代初，饥饿和发展不足的问题受到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若望二十三世坚持从尊重每一个民族、国家的独特性出发，立足各相互依存的经济体，在国际层面上寻求对于政治和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大公会议和若望二十三世的训导帮助天主教会摆脱了模棱两可的态度，承认新的国际秩序不再是支配民族与被支配民族的关系，而是坚信全体人类基于天赋尊严的平等。

对于战争的恐惧，需要明确一种不同的人类家庭可以共存的新形式，以及对和平的维护，是若望二十三世和大公会议留给天主教会和整个人类的财富中首要而独特的部分。

此外，“梵二”大公会议在教会社会思潮的演变中也扮演着决定性的转折，相对于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包含的绝对价值，只要想一想对财富的普遍用途的教导所进行的修正，或者对于私有财产观念的局限性所做的更正就足够了；或者，相对于与饥饿有关的丑闻、贫富的巨大差异、财富的分配，只要想一想“梵二”大公会议所发出的焦虑的呼喊以及保禄六世在印度的历史性之旅就足够了。在其加冕当天，教宗保禄六世把自己的三重冠送给了穷人，这是一个简单而庄严的姿态。大公会议所有的神长请求教宗，在梵蒂冈建立一个新的机构——“宗座正义与和平委员会”，此乃教会的标记和意愿，不仅是成为最贫穷的人，还要积极地投身于反对饥饿和贫困、促进文化事业的发展、促进人民的自由等事业当中。可以说，这是一项以教会法令这一官方形式加以规范的、面向当代世界的事业。文件一开始就奠定了庄严的基调：“我们这时代的人们，尤其贫困者和遭受折磨者，所有喜乐与期望、愁苦与焦虑，亦是基督信徒的喜乐与期望、愁苦与焦虑。凡属于人类的种种，在基督信徒的心灵内，莫不有所反映。”
 
[15]



“梵二”大公会议对天主教会来说，是天主的特恩，通过此次大公会议，教会全然地忠诚于它的导师，以新的眼光省察自己在世上的身份。就像若望·保禄二世在他的通谕里，邀请所有的教友们为2000年的千禧年作准备时所写到的：大公会议的召开，是对于当今世界演变的福音式回应，伴随着20世纪震撼人心的体验，两次世界大战的磨难、集中营的经历和骇人的大屠杀。这一系列所发生的都显示出世界比以往更需要净化和皈依。
 
[16]



闭幕40年之后，随着亲身经历了大公会议的一代人迈向生命的终点，“梵二”的经验，在历史学家、哲学家和神学家之间围绕着大公会议的诠释和评估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这一重大宗教事件的历史化，依然在许多方面引起争议和讨论，还有很多方面需要继续研究讨论。历史在继续，问题的症结仍然很多，不过，这里不是讨论这一如此广泛和复杂主题的地方。
 
[17]



“梵二”大公会议标志着基督徒的生活开始了新的春天，教会在人类大家庭里重新发现了它的使命。正如《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Gaudium et Spes
 ）所述：“从教会方面来说，其唯一的目标就是在圣神领导下，继续基督的工作；而基督降世，则是为真理作证；是拯救人类，而不是为审判人类；是为服务人类，而不是为受人服务。”

（宋刚 译 刘国鹏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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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梵二”之后天主教会的几点观察

达尼埃拉·萨莱塞拉（Daniela Saresella）
 
[1]



“梵二”之后天主教会的新变化

在诸多打上60年代后半期烙印的要素中
 
[2]

 ，我们意欲在此检讨天主教世界所呈现出的新变化，教会教义意义深远的革新（aggiornamento）成为那一时期教会的一大特征。
 
[3]

 自然，我们不能忽视教会世界的许多变化与意大利那些年的社会变革息息相关，甚至可以说，教会的改革过程“并非由天主教内部的因素，如大公会议的经验所推动”，相反，“梵二会议之所以诞生，主要是由于学生和工人运动的斗争激发了（教会）自身的觉醒”。
 
[4]

 这种概念化的简单解释未必能阐明如此复杂的现象，但却有助于揭示那个时代盘根错节的关联与互动。

“梵二”会议无疑是重要的转折点。教会以与过去截然相反的路径向世界敞开了它的大门，并意识到，对于当今时代的社会与经济矛盾，它自身也肩负着责任。这样看来，下面这段摘自教宗《论教会在现代世界》（Gaudium et spes
 ）牧职宪章的论述具有象征意味：

教会……由那些恰为地上之城成员的子民组成……它与人类一起稳固地前行，与世界一起经受同样的尘世命运，与人类社会的激情与灵魂一起，努力在基督之中自我更新，在上帝的家庭中自我改革。
 
[5]



从德日进（Teilhard De Chardin）的思考开始，60年代的天主教徒一直渴望填补人类活动领域与圣化领域之间的断裂，主张人类具有一种履行“历史使命”（missione storica）的可能与能力。这种新的“宗教人文主义”（unanesimo religioso）将信徒的注意力首先引向世界的贫困问题。如果说富裕国家也存在不同的生活水平，工人阶级是体系内“可怜的羔羊”，很大程度上要为经济摇摆的代价买单，这一点是明显的话，那么更明显的是，上述矛盾首先集中于全球的南北关系。人们意识到，这些问题乃是世界性的；因此，“完整人”（uomo integrale）的设想，人与世界及上帝的和谐，必须在全球层面来实现：“面对落后国家，教会要表明它是谁，要成为谁，为何它是所有人的教会，尤其是穷人的教会”。
 
[6]



这样，若望二十三世在1962年9月11日的无线广播中登上舞台。上述对穷人问题的关注则在保罗六世的通谕《人类发展》（populorum progressio
 ）中得以体现。该通谕是对北半球国家（即发达国家）剥削态势的一次重要解析，它指出，不管是在道德层面还是在经济层面，北半球国家都应该对南半球世界（贫穷国家）的落后状况负责。

许多信徒在当代经济体系的失衡中发现了传统的上帝与撒旦之争的某种表现，他们认为，世界的不平等体现了恶，消除财富的分配不均意味着善。为此，他们感觉有必要重新界定尘世生活的意义，需要“见证”真理，消除一切与他们信奉的和平、平等原则相悖的矛盾。这样，适应时代的“爱邻人”的形式就成为一个新的历史任务：

我们将在圣言和当下历史的具体现实中共同寻找真理；我们要倾听公平的、因而充满真理之圣灵的见证；我们渴求信、望、爱，它们不仅有益于宣告真理并最终服务于真理，而且在日常生活中个人具体的必需抉择中尤为有益。

在这些抉择中，他们特别看重政治抉择。对此，他们反对某种对福音话语的抽象信奉，而坚持其“具体化”：

资本主义是一个事实，一个政治事实，一个世界政治事实，一个可解析的事实。相反，福音书以及人蒙召组成整体人类的博爱启示却不是一个事实，尤其不是一个政治事实。毋宁说，它象征了一种慷慨的渴求，一种个体善良意志的集合。它虽不像一个集体，却竭力帮助大多数人。
 
[7]



他们尤为关注帝国主义和世界经济失衡的问题，特别是印度冲突危机，以及饱受饥饿与暴力困扰的拉丁美洲的处境问题。

在越南战争一例上，天主教徒的解释前提与判断却并不清晰。教宗虽为越南人民在战争中遭受的苦难屡屡哀叹
 
[8]

 ，却从未因为越南发生的炸弹袭击谴责过美国政府；那片亚洲区（越南）的一些天主教徒则直接站在西方世界那边。比如，由戴高乐派遣的法国将军，忠于法国“尊荣”（grandeur）的《天主教文明》捍卫者蒂埃里·达尚利尔（Thierry d'Argenlieu），在越南南部就拥有天主教会的主教和平信徒等盟友。1954年《日内瓦协议》签订之后，北方的宗教领袖，除了河内主教及少数其他人之外，无不表态支持西贡政府，呼吁他们的组织弃离共产区，随他们前往基督教化的南部。
 
[9]



不过，并非所有的信徒都认同斯佩尔曼（Spellmann）在《美国的文明布道》（missione civilizzatrice americana
 ）中的论断。而且有些人，比如枢机主教莱尔卡罗（Lercaro）
 
[10]

 ，对日益沦丧的人类生活尤其愤慨，对国外势力干涉上述地区的抉择亦大加鞭笞。还有一些人，他们将东南亚的冲突理解为世界历史典型的阶级斗争这一根深蒂固的境遇引发的附带现象：

眼下，事实是：对于基督徒，特别是对于基督徒，我想说，越南是一次巨大的考验。如果说，像我这样的基督徒，一如你们许多人那样，这些年也从越南且尤其是从越南学习到了什么，那便是：在生活、社会和历史中，没有什么能将我们置于局部之上；我们要抉择，哪怕有人迷惑我们、欺骗我们，让我们不去抉择，我们也要这样做：因为，如果不支持越南革命，你事实上就和美国反动派站在一起；就像如果你不支持工人斗争，事实上你就和资本家站在了一起。
 
[11]



意大利工人基督教协会国家总统研究办公室主任杰纳里（Gennari）的这番思考，表明了许多天主教徒都认可的新观点：信众不应像彼拉多那般行事，也不应采取“高于局部”（super partes）的雅致态度；世界已分割为两个阵营，不作为就意味着帮助当前的赢家。

如果东南亚战争被解释成为民族解放和自治而斗争的进步势力与美国所代表的“国际帝国主义”之间的对抗，那么显而易见，很多天主教徒就应该采取行动，帮助那些“被压迫的人”。有良心，意味着要成为整个经济与政治齿轮内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对诸多世界性的断离（disarticolazioni）负责。

扣动冲锋枪的扳机或爆炸按钮不过是一套复杂精致的装置链中最后的一环。在我们这个以高度工业化和社会分工为特色的文明里，这套装置的终端在军事体系中，但其根源却在我们所有人都竭力造就的经济、社会和政治体系中。
 
[12]



对这些天主教徒而言，必然的结果就是一个确切的“左翼”抉择。他们不止一次地表达“异见”，因为他们认定，罗马教廷对不公正的世界经济体系缺乏有力的批评。

这种处理历史的新解释方法屡屡引导这些信徒不加批评地支持他们拥护的新政治观点，以理想和更高理性的名义，他们实际上在善恶之间做出了概念化的区分，却不理解一个无比复杂的国际处境后面的机理。这种概念化是当时政治激进主义的结果，那个年代的特征与其说是一种全面理解的能力，不如说是改变一个被视为不公正的世界的渴望。

“68学运”20周年之际，布鲁诺-曼吉（Bruno Manghi）写了一篇文章，标题意味深长，“逃离宗教整体主义，陷入政治基要主义”（Rifuggire dall
 'integralismo religioso e incappare nel fondamentalismo politico
 ）。这位“68学运”风云人物的社会学家坦言：“我这一代是反整体主义的一代，是主张天主教徒多元选择的一代，是区分多重集体生活的一代”。不过，理想主义者（变得有点讨厌）的这个包袱妨碍了它的信徒“及时而整全地看到马克思主义左翼的理论和实践危机。”
 
[13]

 针对诸多信徒在马克思主义组织内的汇拢，马尔切罗-维里（Marcello Vigli）
 
[14]

 也提出过类似的批评。他特别指出，“68学运”时，许多天主教徒如何“带着一个不当的分析工具的包袱和过于意识形态化的任务”走向左翼，左翼又如何诱使他们“在自发主义和权威主义之间摇摆，在抽象化的死胡同里耗尽他们搬来的坚硬的乌托邦材料”
 
[15]

 。

而《时刻》（Momento
 ）、《社会关系》（Relazioni Sociali
 ）、《适应时代》（Aggiornamenti Sociali
 ）等杂志
 
[16]

 所表达的立场更为复杂多面。它们虽然认同北越斗争的合法性，批评美国人扶植的西贡政府，但也试图分析在那片地区起作用的所有因素。诚然，美国出于自身的傲慢，以施行正义的名号在世界任意地区干政，因而（战争的）大部分过错要归于美国的外交政策；但不可忽视的是，过错也应归于两种意识形态——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斗争，这才是当时问题的核心；恶之起源，在于各种超级权力瓜分世界的逻辑。

如果说，越南战争引发了许多信徒关注一个民族因为外来干涉阻碍其民族自治而发动长达10年的迫害，那么，在拉丁美洲，更为明显的矛盾在于数百万人被迫在贫穷和饥饿中生活。之前由殖民政治、现在由华尔街的跨国公司所滋生的社会失衡使得不少信徒越来越相信，资本主义经济对许多人都是有害的。此外，通谕《社会发展》也“坚持，教会不和任何体系，尤其不和金元国际帝国主义结盟”，并将“新无产者”
 
[17]

 这一庞大世界人口群的生活贫困处境归因于中心—边缘之间不合理的关系。而且，信徒们对南美洲大陆的问题尤其敏感，因为那些地区的天主教徒不像印度半岛那样只占少数，而是占人口的大多数。所以，在政治方针和抉择上，教会是决定性的社会主体，以至于常常充当政府或活动的协调员的角色。

全球许多地区都以一种“可怜的附属”为特征，而这种附属性所引发的矛盾也备受各第三世界教会的抨击，赫尔德（Helder Camâra）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那些年在参加讨论学生在极贫人群前的团结时，这位勒西腓（Recife）的大主教声称：

……在面对第三世界时，青年人战胜了家长制，获取了一种正确的眼光；根据这种眼光，欲协助发展中国家的解放，首先要解放这里欧洲的体系，因为，正是你们的体系在压迫我们（的体系）。只有当人们发现，落后的主要原因在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和军事体系时，拉丁美洲的解放才有可能。
 
[18]



天主教主教对社会层面的这种新关注，其进一步的标志是1968年在麦德林以《拉美现实变革中的教会》（La Chiesa nell
 ’attuale trasformazione dell
 ’America latina
 ）为题举行的拉丁美洲主教会议：教会是被迫生活在“非人类的贫困”中的人民教会，它不能在面对正义的召唤时无动于衷，而应对此种事态予以谴责
 
[19]

 。针对福音化（evangelizzazione）的事工，这次会议提出了三项“基本抉择”（opzioni fondamentali）：为了穷人，为了底层组织，为了整体的解放（更多的是社会—政治解放而非灵性解放）。在拉丁美洲，很多主教为了穷人公开声明自己的抉择，并祝祷一个“新人类”的到来。而这个“新人类”，只有当人们关注的不再是“富人手里积累的金元，而是农民、工人和市民”
 
[20]

 ，方可实现。这些声明是高度宗教化个体反思的结晶，为那些不那么政治化的天主教徒也提供了一个反思的契机。

米兰学生青年运动（GS）即是一例。它的初衷虽是反对左翼文化在当代社会的蔓延，对自己组织的关注要超过周遭现实的动态
 
[21]

 ，但在60年后半叶，还是由于诸多骨干产生新的社会意识而陷入危机。事实上，考虑到这场运动发起时的“实践”特征导致他们更为关注具体行动而非理论思考，他们肩负更大政治责任的动力就既源自那个年代意大利形势的刺激，亦源自组织内许多巴西成员的经历。众所周知，GS组织由于许多学运骨干的叛逃而解散，但不大为人所知的是，第三世界主义者的新认识对此动态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实际上，有些拥趸由于和美景市（Belo Horizonte）天主教组织的交流活动而接触到了南美洲的现实，改变了他们的非政治化立场（posizioni apolitiche ），从理论和实践层面都要求超越非暴力的抉择，推翻那个地区的独裁统治。

人们意识到，当代社会的经济体系导致了第三世界乃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大量贫困，它才是暴力的大头子。面对不公，可以有两种反应：要么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反对合法化的权力，要么利用自身的力量与企图维持那种社会模式的力量做斗争。

如果说，第一个设想具有某种“不食人间烟火”的魅力，那么对许多天主教徒而言，第二种方案似乎能确保当代经济的一次真正变革。矛头不仅指向了要为殖民时代负责的欧洲，也指向了美国：现在，是他们在强制推行不平等的贸易规则，并为了保障其剥削的延续，在政治和军事上对那些地区大加干涉。

许多西方天主教徒的反暴力声明被视为很“学究”：在这些信徒看来，仅仅从发达国家的现实经验出发来为所有人寻求普遍有效的设想是荒谬的。每种处境都要求精确的分析和评估，而且认为欧洲的方案也适用于其他地区，这将陷入一种把自己的文明观强加于世界的傲慢。他们一致认定，西方人无权评判那些为了自身的政治和经济独立而抗争的民族，因为世界贫穷的“过错”恰恰属于北方国家民主选举出来的政府，第三世界组织的解放斗争乃是为了和他们对抗。

这些基督徒的立场十分激进，以至将世界的南北关系解释为阶级斗争的修正样式，从而逐渐走向了与撒米尔-阿明（Samir Amin）及安德烈-古登-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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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近的解释形态。就是这样，卡米罗-托雷斯神父创造了一个终生用于实现正义理想的神话。他深知暴力行动的局限，决定与军队合作，在他心中，这是改变社会的唯一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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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适应》杂志里耶稣会士的经验十分宝贵，因为它内在于教会体制之中。这些耶稣会士看重那些拉丁美洲高级修士的声明，且认同他们的谴责要点。实际上，萨尔维尼（Salvini）在完成对巴西教会处境的分析后便抱怨，天主教的主教们在受到1964年的军事状态伤害之后，“就染上了对共产主义危险的恐惧”，从而低估了巴西戏剧性的社会处境。不过，“天主教战斗基地”（La base cattolica militante）弥补了教阶制的不足——此基地虽然遭受到政权的严厉打击，仍知道引导众多高级教士修正他们对待政府的态度。此外，萨尔维尼在他的文章中还引述了被“指控有颠覆行动”的神父们所遭受的种种欺压，以及主教们为了抵抗巴西警察当局而采取的强硬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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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米兰这些耶稣会士虽谴责资本主义体系造成了第三世界的经济失衡，并祝祷一个新的教会世俗计划的实现，但一旦信徒为了反抗这些国家的独裁统治而将暴力合法化时，他们就不那么认同了。在这个问题上，杂志的大部分编辑遵循着保禄六世的指示。但这本杂志也会公布诸如慈幼会士朱利奥-吉拉尔蒂神父（Prete Giulio Girardi）那样的观点，哪怕后者假定了和平手段无效时诉诸暴力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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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后，还是萨尔维尼，他对智利政变的肯定显得很有意思：在经过诸多政府，包括天主教民主自由党的无能统治之后，由于萨尔瓦多·阿连德领导的左翼联盟
 
[26]

 ，智利诞生了真正改革的条件。实际上，萨尔维尼并非唯一一个对智利新总统表达同情的人，鲁理神父也曾在《天主教文明》杂志上承认阿连德的功绩，说后者在众议院任职期间就提出了“一系列有关社会保障、卫生、教育和妇女权利的法案”。这样，鲁理当然也不会对如下情形有何异议：天主教民主党虽屡屡发誓，仍决定在议会中支持人民团结阵线（Unidad Popular）的候选人，而非右派和保守派支持的天主教徒亚里山德里（Alessand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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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总之，60年代的天主教世界显然产生了许多重要且有别于过去的新思考，懂得了不带偏见地和世俗世界以及左翼相处；为了获取与时代变革相应的政治行动的分析工具和方法，天主教超越了传统的反共主义。

与马克思主义世界碰面

回顾这些岁月，有一点很清楚：许多天主教徒出于不同的动机和观点，都支持在马克思主义和基督教之间寻求关联和整合的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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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天主教徒沿着19世纪末由库尔奇神父开创、被“二战”后的现代主义思想和天主教共产党的经历承袭的研究路线，意图超越两种思想（即基督教与共产主义）之间的传统分歧，并且主张，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揭示的诸多目标和意识也能为信徒们所共享。作为富裕国家矛盾的见证人，这些天主教徒的期望在拉丁美洲完成的事业中找到了共鸣。那些年的拉丁美洲，卡玛拉的思考、卡米罗-托雷斯的示范以及解放神学理论化的开始就是这两种思想之间重要接近的不同层次的事例。

在意大利，二者之间最有益、最有趣的碰面要追溯到70年代初马里奥-哥自尼（Mario Gozzini）《尝试中的对话》（Il dialogo alla prova
 ）一书的出版。在该书中，这位佛罗伦萨的天主教徒强调“普世主义的焦虑如何推动着他这名基督徒走出过去树立的层层壁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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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将与过去仇敌的会谈合法化。另外一边，哥自尼在马克思主义阵营的对话人卢其奥-伦巴尔多-拉第切（Lucio Lombardo Radice），站在贝尔加莫（Bergamo）的发言表达的基本立场上，坚持认为，两种思想模式是兼容的，而且，对于基督教强调的精神维度，他亦十分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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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以为，意大利天主教徒和马克思主义者之间耸立的、至今仍怒气冲冲看守的“栅栏”，全都是人为的产物。这块栅栏，不过是为了区分二者而故意搭建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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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不管是在意大利还是在拉美大陆，让共产党和天主教部分进行理论会谈的期望也来自教会的官方成员。1968年10月2日，《罗马观察家报》发表了由维也纳枢机大主教柯尼希（Franziskus Köenig）和秘书未亚诺（Vincenzo Miano）共同起草的《秘书处与非信徒的对话文件》。文件声明，对话是重要的，尤其当“观点曾针锋相对的人，试图消除彼此的成见，并尽可能地扩大彼此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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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件区分了三种对话：一种是简单人际关系层面上的会谈，一种是真理研究层面上的会谈，一种是在行动层面上的会谈，后者力图创造条件“为了某些明确的实践目的而进行合作，尽管双方在学说上偶有分歧”。可以期待的是，对话可以同时依据这三种形式来完成，尽管每种形式都“各有千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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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当“对话者之间存在部分的共识”，在某一思想之外可能发现一些真理和价值时，对话才有可能。而和拥有完全不同的真理概念的人对话时，问题就来了，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获取一个各方都接受的假定。如果这也行不通，也不必认定对话无用，适当的做法是，双方简单化地确立一些不可逾越的界限。

信徒和非信徒之间的对话……不仅可能，而且值得提倡。人类理性能理解的一切主题，如哲学的、宗教的、道德的、历史的、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艺术的，乃至一般的“文化”主题，对话都可以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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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文承认，“由于二者在理论和实践上树立的紧张关系”，（天主教徒）与马克思主义者的对话存在困难。随之而来，二者会谈的层次就不能再迥然各异，“以便学说上的同个对话能转化成实践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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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其奥-伦巴尔多-拉第切受邀，对这份文件发表了看法。他给阿莱迪诺“对话”小组写了一封信，说这份文件呈现了一个让人满意的要素：1963年仅仅为“一支巡逻队”共守的某些观念，如今“成为天主教教会机构颁布的文件的一部分”。不过，那种观点的局限和超越的必要性也不能不加以强调：

实际上，过去对话的成功必定意味着对话的终结。革命信徒和革命的无神论者之间，不仅在狭义的实践层面，而且在人文主义、价值观、社会类型和人的层面开始全面合作，才是人们需要且必须努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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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能说，教会机构整体上接受了这些“同流合污”的建议，只是试图强调，天主教世界内部很重要的一部分势力正在反思传统的立场，无论如何，支持“可能派分子”（Pssibiliste）设想的人并不必然会滑向所谓的“异见”。

此外，上述观念也推动了基督教世界社会观念的深刻变化。在过去，接受资本主义社会的进化是进步的，面对这些变化忧心忡忡、犹豫不决则被认为是守旧派；而现在，恰是那些批判西方文明催生的模式与生活的人被视作改革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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抛开简单的标签不论，意识形态维度复杂异常，以至于在所谓最进步的人那里，不同甚至相反的因素经常交织在一起。许多天主教徒对资本主义和工业化不做区分。马克思主义者，虽然对资本主义避而远之，但只要（工业化）有助于工作世界的利益，就接受“进步的逻辑”，而天主教徒反对任何损害古代礼仪模式的设想。如此一来，它与唯物主义思想的关系问题就浮出水面：天主教虽然利用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方案来理解当前的现实问题，却拒不承认那种哲学前提即历史辩证法的同等实质。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来说，“黄金时代”只有在未来资本主义文明毁灭后才可实现，而对许多基督徒来说，它存在于1789年资本主义革命之前那个神话般的过去。这时候，二者的世界观截然不同：一个是要超越以历史和科学的方法论解释的历史阶段，另一个则是复古主义和道德主义推动的对上述阶段的根本拒斥。显而易见，许多信徒虽然对唯物主义哲学有“工具论”的兴趣，并基本上都使用它的分析方法论，但是教会的目标根本上仍在于一个推行其价值观和模式的世界计划。

还有些人期望这两种思想之间能建立更紧密的关联。他们认为，借着一个实用主义和经济主义的哲学体系（唯物主义），基督教本可获取更大程度的历史具体性；而借着与基督教形而上学的关联，马克思唯物主义本可弥补精神维度的原始缺乏。吉拉尔蒂就持此种观点，他致力于在两种哲学模式之间逐个寻求理论的关联。虽然两种思想之间存在学说困难和根本的分歧，吉拉尔蒂仍然不排除“广泛而深入的现实认同，足以确立共同行动计划的可能性”。“整体主义和人文主义”的模式有必要做出区分：在人文主义的基础上，对话才是可能的；或者更确切地说，对话首先要“承认世俗价值面对肯定/否定的宗教抉择时的相对自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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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对两个世界来说，共同的期望是建立一个对正义和团结更敏感的新人类，共同的需求是对那些推崇自由和自我中心主义的人表达一种态度。

今天，我们必须以历史的视角重新反思那个年代教会世界的所作所为。因为，60年代无疑标志着一个新纪元的开始，它前所未有地颠覆了人们的行为、思想和模式。另外，明显的是：只有参照“梵二”会议的思考和争论，天主教最近动员大量地区的信徒追求和平，反对全球化不仅忽视存在的物质维度，而且还一般性地忽视极贫人口的利益，才是可理解的。

（吴功青 译 刘国鹏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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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的教宗与世界和平

——天主教有关“正义战争”的教义与人道主义干预

卡纳维罗（Alfredo Canavero）
 
[1]



研究当代天主教会历史最敏感的问题之一，在于要以小心谨慎的态度处理宗座训导和教廷在政治和外交选择之间的出入。
 
[2]

 正如莫罗（Renato Moro）敏锐观察到的那样，“谈论一般的理论陈述与分析政治和外交选择绝非一码事……检验教会训导与考察天主教运动在世俗社会中，拟或教廷在外交关系中所采取的具体选择也同样迥然有别”。
 
[3]



无论如何，如果对长时段内历任教宗的官方声明予以观察，那么上述分析就有助于说明问题，从而验证天主教会领袖因置身其中的世界所发生的变化而对自身采取的立场进行的根本性的调整。

对当代教廷在诸如和平与战争等重大主题方面所采取的态度的演变进行分析，就我个人而言，并非毫无意义。面对战争方式的改变，随着大批手无寸铁的民众一再卷入战争，随着足以全面毁灭人类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增加而导致人类生命财产的损失指数的上升，随着所谓的非对称战争和国际恐怖主义的出现，天主教会有关战争的传统教义不得不以显著的方式逐渐发生演变，并意识到世界公众舆论的敏感度和对于人权问题日益增长的关注。

众所周知，长期以来，源于圣奥古斯丁，中经圣托马斯·阿奎纳所完善的“正义战争”
 
[4]

 理论被作为天主教会的官方教义。战争本身并没有被以绝对的口吻加以谴责，但是，发动合法战争的特殊条件则被予以明确化（正当的名义、正当的原因和正确的意图）。西班牙多名我会士弗朗西斯科·维多利亚（Francisco de Vitoria）随后增加了正义战争的第四个条件，即发动战争的手段也应当是恰当的。
 
[5]

 随着时间的流逝，许多思想家试图明确正义战争的应用标准，这一标准是非常不确定的。有关正义战争，人们可以回顾耶稣会士塔帕雷利（Taparelli D'Azeglio，1793-1862）
 
[6]

 的主张，他说，在解决国与国之间的冲突时，只有教宗可以担任公平裁判的角色，如此方可结束战争，但是要满足上述条件，就得要求所有欧洲国家回归天主教会，那么，为了恢复正常的道德秩序，战争则在所难免。
 
[7]



如果说，教皇国的存在和其保留的必要性是构成教宗庇护九世对战争和和平问题进行干预的基础，那么，教宗列奥十三世则失去了这一世俗权力，并预感到该领域的某些变化。新教宗展开了密集的外交活动，试图重建圣庭在国际舞台上的传统角色。当日耳曼皇帝和西班牙国王1885年请求教宗列奥十三世就有关加罗林群岛而导致的纷争进行仲裁时，上述政治行动似乎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
 
[8]

 这一请求使得教廷可以大力强调罗马教宗在全世界重新担任国际纷争的终极仲裁这一角色的种种优点，而这一点也是教宗列奥十三世在其任职期间一再重申的理念，并在1889年发表的演讲——《汝等业已知错》（Nostis errorem
 ）
 
[9]

 中得以充分表达。在此意义上，就可以解读教宗何以试图在1899年海牙和平大会（conferenza dell'Aja）上担任主角，但是，这一尝试因意大利政府的反对而遭到了挫败，后者担心教宗会趁此机会在国际集会上提出罗马问题。
 
[10]



而在教宗庇护十世任职期间，这一想法再度被提出，尽管是以一种消极的方式，并含有更易引起争议的意图。几大西方列强对教会的世俗力量没有给予任何承认，天主教会若不祈求上帝，则无法逃避战争的祸害，“眼下我们无能为力”。
 
[11]

 同样的立场也表现在教宗庇护十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向全世界天主教徒发表的劝谕当中。
 
[12]



面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灾难性画面，尽管对战争冲突的深层原因采取了传统意义上解释：战争是对人类罪性的惩罚，这一罪性非个体之罪性，而是人类社会的罪性，教宗本笃十五世还是果断地采取了带有前教宗列奥十三世特点的外交路径对战争予以回应。自从“基督教智慧的规则和惯例”被从国家的世俗法律抛弃之后，教宗论证说，各世俗国家“必然开始动摇其自身的基础”，以至于能够预见“人类社会的衰败”。
 
[13]

 许多国家的主教视战争为对于人类罪恶的神圣惩罚，由于担心各自所在的国家将战争合法化，他们一般将上述战争观念归诸敌对国家，对对方的打击由此而变得合法，甚至必不可少。
 
[14]



面对这样一场天主教徒之间兄弟相残的战争，教宗只能保持不偏不倚地的中立态度。天主教会的理想在于维护和平，但是，当这一理想趋于黯淡的时候，教宗首要的担忧应当是规劝交战双方重归于好。正如教宗本笃十五世在其1914年11月1日颁布的第一个通谕——《致至福的宗徒原则》（Ad beatissimi Apostolorum Principis
 ）中肯定的那样，战争并非解决国际冲突的合理手段。“其他的手段”，教宗写道：“当然是有的，存在着其他的方式，于是，受到损害的权利也有其道理”。
 
[15]

 在1915年7月28日（意大利参战两个月之后，战争规模开始真正漫延至世界范围）发表的一封劝谕中，教宗也向参战各国表达了与上述通谕相似的观点，以便各交战国尽快展开和谈。
 
[16]

 众所周知，在1917年8月1日致交战各国元首的书信中，本笃十五世在其不断强化的谴责性声明中将战争定义为“徒劳的杀戮”（inutile strage）。
 
[17]

 除了对和平发出呼吁之外，信中还提出了一些实现局势持续稳定的手段：裁减军备、设立具有约束力的国际仲裁机构、通信自由，特别是通航自由、相互赦免战争损失和代价等。
 
[18]



协约国将教宗的干预解读为试图对同盟国一方的中央帝国施以援手，特别是信奉天主教的奥匈帝国，在战争形势对后者不利的时刻，协约国认为，在一场天主教徒相互交战的冲突中，教宗的干预是不合时宜的，是圣座绝对公正性的失职。另外，同盟国各中央帝国也对教宗的讲话不大领情。同盟国的随军司铎避免使外界获悉教宗的干预，法国神职班的一名重要成员，多明我会士赛尔蒂朗热神父（Sertillanges），1917年12月10日在巴黎抹大拉之玛利亚教堂的一次讲道中，甚至否定了教宗的讲话。
 
[19]

 事实上，本笃十五世的讲话内容和此后不久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的十四点和平原则并无多少出入。
 
[20]

 正如乔治·鲁米（Giorgio Rumi）观察的那样：“意识形态意味淡泊，而对普遍需求更为敏感的教宗本笃十五世，教条意识更加浓厚的美国总统，同时意识到支撑美国干预的非凡潜力，然而，两位主角就国际关系体系的更新，达成一个公正持久的和平，以及以法律和谈判代替强权的必要性取得了一致意见”。
 
[21]

 但是，对教宗干预进行适度赞赏的有利时机尚未到来。

建设一个国际新秩序的必要性，在本笃十五世对战争的反思中被反复提及。1920年5月23日，教宗针对战争的结束而颁布的通谕——《和平的漂亮礼物》（Pacem Dei munus pulcherrimum
 ）中，呼吁建设一个“单一的社会，或更好的各民族大家庭，无论是为了确保各自的独立性，还是为了保护公民社会秩序”。
 
[22]

 只有这样才能在不危及各民族的独立性和完整性的前提下削减军费。“国联”成立的基础，应当是“基督教一切有关正义和慈善的原则”
 
[23]

 ，从而使各族人民真正团结起来，抛弃“相互之间的敌视和损害”，建设一个真正、持久的和平。
 
[24]

 对于曾寄予厚望的现实中的“国联”，教宗从未提及，起初，它曾带给人巨大的希望，而随着事情的逐步发展，接踵而来的则是巨大的失望。由于意大利方面所表达的意愿，圣座被排挤出和平会议，和平条约实际上成了强加给战败国的“独裁”（diktat），这还不算，战败国还被排除出“国联”。总之，这是一个建立在仇恨和不满之上的、不确定的和平。无论如何，在同大部分对“国联”给予积极评价的天主教世界保持协调一致的情况下，本笃十五世并没有对圣座与总部设在日内瓦的国际组织之间的可能合作关上大门。
 
[25]

 对于一个纯粹的世俗机构，和涉嫌深受共济会影响所表现出的某种困惑，出现在罗马教廷内部某些圈子当中，如《天主教文明》所持有的某些立场。
 
[26]



对“国联”明确表现出不赞成态度的是教宗庇护十一世。在通谕《神秘之所》（Ubi arcano
 ）所描绘的执政纲领中，教宗坚持认为，没有任何人间机构可以“给予各民族国家一部国际法典”，正如基督宗教在中世纪作为“真正的国家联盟”所获得的地位。
 
[27]

 真正的和平，唯有基督内的平安。战争的悲剧由此被解释为对基督教原则的全然偏离，因此，也不可能达到真正的和平。教宗担心，建立在仇恨和最为严厉的法律之上的1919年的和平无法经受住时间的考验，故此继续强调战争所造成的悲惨后果，谴责“毫无节制的民族主义”
 
[28]

 和军备竞赛，后者“耗尽各族人民的钱财，浪掷青年人的豆蔻年华，毒害人的生理、智力、宗教和道德生活的美好来源，并使之变得浑浊不堪”。
 
[29]



庇护十一世执政期间所颁布的大多数文件，旨在对军备竞赛进行谴责
 
[30]

 。作为对古老的拉丁谚语“想要求得和平，必先准备战争”（si vis pacem para bellum）的倒用，教宗重申，要想真正实现和平，就必得为之做准备，呼吁和平，祝福和平，即“想要求得和平，必先准备和平”（si vis pacem para pacem）。从上述考虑出发，庇护十一世开始重新定义正义战争的概念，并对之作了限定。在一个武器效能已足以给战争双方，无论是战胜者，抑或战败者，均造成难以估量的、巨大损害的时代，那么，确保持久和平就显得前所未有的必要了。但是，要实现这一点，唯一的可能，乃是全体国家承认基督君王的至上性。

“那么，如果各国领导人愿意的话，他们就不要拒绝同其人民，同其权力的安全，同祖国的崛起和进步一道，给予对于基督王国的崇敬和服从的公共见证”。
 
[31]



和平必须依靠慈善和国际公义，设若经济受道德律和神圣律的支配，则所有的人都可以获得大地上必不可少的财产。

庇护十一世在1932年写道：如果基于上帝和良心的道德律无法率先在经济领域取得成功的话，那么，就没有任何公有制经济的领袖和组织力量，可以一劳永逸地引导社会条件达致和平解决的地步。
 
[32]



出于对重蹈第一次世界大战覆辙的担忧，当天主教徒们投身于一场自相残杀的战争时，庇护十一世就警告说：

在每一个国家为世界和平之故向同一个上帝祈祷的人们，不可能同在各民族之间制造不和谐的人士站在一起；向神圣上主祈祷的人们，不可能煽动民族主义的帝国主义，每一个有此倾向的民族，都在为自己造神。
 
[33]



30年代中期的军备竞赛促使教宗再次呼吁和平，谴责那些热衷于“不是和平，而非战争”的人士，并引述了《诗篇》第67首中的话：“天主已驱散好争战的列邦。”
 
[34]

 几个月之后，教宗于1935年4月1日举行的秘密御前会议上再次提及了上述引言。
 
[35]

 在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前夕，庇护十一世在向天主教护士发表讲话时，宣布征服的战争不可能是正义的战争。不过，在日后出版的文章中[该文章经塔尔迪尼蒙席（mons. Tardini）编校，据说，由教宗本人亲自过目后才准予向媒体公开]，对于战争的谴责远不如此前的明确，而且，入侵行动听起来似乎基本上是合法的。
 
[36]

 无论如何，在埃塞俄比亚战争接近尾声时，教宗接受了征服埃塞俄比亚这一既成事实，在梵蒂冈举行的世界新闻展览会的开幕致辞中，庇护十一世提及展览本身“同一个伟大而善良的民族对于和平那全然凯旋式的欢乐之间”令人愉快的协调一致，“这一和平试图成为，而且相信会是真正的欧洲和世界和平的协同要素和前奏”
 
[37]

 。“国联”一直无法确保和平与集体安全，圣座对于业已出现的新形势采取了现实主义的态度。但是，许多人抱怨说，在重提正义战争学说并使之适应时代需要方面，圣座已失去了一个良好的机遇。

作为前国务卿和庇护十一世的继任者，帕切利（Eugenio Pacelli）面对的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开始这一巨大的悲剧。起初，他采取外交途径，希望阻止冲突的爆发，而后则试图通过谈判解决战争问题。然后，形势在某些方面比当初教宗本笃十五世所面对的还要困难。这次战争已不是为扩张领土面积而发动的征服式战争（至少，扩张领土面积已不是主要动机），而是为维护各自的世界观，并将之强加于那些无意接受者而发动的战争。这场战争是与有关生命截然有别，甚至对立的观念之间的冲突，因此，在战争开始头几个月之后，至少从纳粹在德国掌权开始，人们意识到一个建立在妥协基础上的和平是不可能实现的。圣座也曾经试图在战争初期采取一些措施促进和平解决，尽管上述尝试有被误解的风险，甚至被解释为对德国的支持，因此，圣座不得不放弃了这条道路。正如庇护十二世在接见罗斯福总统的代表时提到的那样（内中明确提到纳粹主义，而有些话则是专门针对苏联共产主义的）：

指导我们对于世界和平的希望和为之努力的原则，有着深厚的渊源，我们绝不会同意，更不会鼓励一个任由那些威胁基督教根基和迫害宗教与天主教会者的自由发展的和平。
 
[38]



教宗庇护十二世（Pius Ⅻ）继续通过通谕、广播讲话和演讲谴责战争所造成的损失。教宗满怀忧虑地强调，人类所承受的战争的考验有助于“通过当下生活的赎罪来净化个体和民众”，它被上帝所允许并将人类重新引向上帝自身。
 
[39]

 人们常常抱怨庇护十二世对纳粹所发动的侵略行动，冲突期间所施行的残暴行径，特别是对于灭绝犹太人的暴行所持的“沉默”态度
 
[40]

 ，事实上，当人们阅读教宗文件时，可以看到对于暴行的痛斥和谴责，只是没有提及那些责任者的名字而已。担心引起纳粹更为强硬行动的恐惧，担心激起更血腥报复的恐惧，促使教宗通过外交渠道采取行动，而没有诉诸他认为适得其反的明确的公开抗议。比如，在德国入侵波兰次日所颁布的第一个通谕——《至高司祭》（Summi pontificatus
 ）中，教宗并非没有提及一个“心爱的民族，有对世界的富于人道主义的、兄弟般同情的权利”，对此，人们期待着“与正义和真正的和平原则相呼应的复活的时刻”
 
[41]

 ，但是，内中并没有明确地谴责德国侵略者。

在战争期间，各交战国均敦促圣座采取对自己有利的立场。尽管以应有的中立为掩护，各国政府和某些国家的主教还是采取模糊的言辞试图使各自国家的战争合法化，教廷也隐约透漏出对于西方民主国家较极权国家的更多的同情。在1941年和1942年的圣诞广播讲话中，庇护十二世除呼吁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秩序之外，还对战争时期法律规定难以贯彻实施充满惋惜之情
 
[42]

 ，而到了1944年，教宗则终于采取明确立场，赞成民主形式的政府。
 
[43]

 然而，庇护十二世的干预有过于笼统、谨慎之嫌，正如我们提到的，容易被冲突各方用来反对敌对国家并为自己辩护。因此，就产生了一个疑问，教宗的态度是否“更多先知意味，而更少外交色彩”，从而显得不合时宜？
 
[44]



由于无法针对重建和平开展具体的工作，庇护十二世开始致力于澄清和平的标准，以便一旦和平实现，务必努力维护它。对此，他特别利用圣诞之际的演讲和广播讲话来付诸行动。1939年，教宗指出了实现公正和平的五个关键性原则：确保生命及所有国家独立自主的权利；建立在相互认同基础上的裁军；重建国际机构，基于过去的经验，使之以确保国际条约得以忠实履行的方式得以运作；尊重各族人民的真实需求和正义要求，尊重少数民族的权利；统治者负责、节制和渴求正义的意识。
 
[45]

 但是，正如教宗在1941年的广播讲话中提到的那样，如果新的国际秩序尚未实现，那么，一切都将是徒劳的：

高擎悬崖上坚定不移、亘古不变的道德律，它由造物主设立，经由自然秩序而昭示，它是造物主刻在人心当中永不磨灭的字符。
 
[46]



似乎在整个战争过程中，教宗更热衷于建立一个能够确保未来的和平与繁荣的国际秩序，而非诉诸某种形势的和平，要求立即停止敌对行动。庇护十二世没有在诸如希特勒所发动明确的侵略战争之机，根据传统教义谴责战争的“非正义性”。然而，在1944年，侵略战争“作为一个合法的国际争议解决方案”不仅被宣布为是不可接受的，而且还肯定地指出：“战争作为解决国际冲突的适当而相称的手段的理论”已然过时。
 
[47]

 就这样，他含蓄地否定了传统理论对除抵抗侵略的防御战争之外其他所有类型的战争的谴责。武器在摧毁潜力方面令人的胆寒与日俱增，尤其是当人们意识到原子弹那毁灭性的巨大能力，使得人们不能不强化这一概念。
 
[48]



“二战”结束后，庇护十二世主要关注的是如何处理与共产主义的关系，而关注则往往影响行动。教宗多次谴责战后加入苏联阵营的国家内天主教会的悲惨状况。对于这一态度，庇护十二世被指控为将罗马天主教会作为服务美国和西方意识形态的工具。教宗并未因此而缓和对于国际共产主义的强硬态度，直至1949年将其逐出天主教会。但是，不能不指出的是，作为和平必要前提的“基督教秩序”，无论是共产主义世界，还是“热衷于夸张地自我宣称的‘自由世界’”均对之视若无睹。
 
[49]

 只有“基督教社会秩序”的概念能够带来真正的和平，而不是自由贸易的原则和经济中盲目的信任。国际关系中道德原则的缺席为战争创造了先决条件。庇护十二世苦涩地评论说：“世界远离了天主在基督里所希望的秩序，它保障了真正而持久的和平。”
 
[50]

 “以永久威胁和平的灾难和战争痛苦的噩梦”，上帝已基本上对人类远离基督做出了回应。
 
[51]



尽管意识到教会在当代社会中的衰落，庇护十二世并没有停止就战争与和平主题发表演讲。庇护十二世有关“正义战争”最为完整的陈述，始于1953年，并在第六届国际刑法大会上向与会者进行了表述。“远离绝对必要的自卫所要求的”现代战争已经被认定为“犯罪行为”，应当受到国际刑法的制裁。
 
[52]

 然而，存在着“毫无良知的犯罪分子”，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发动全面战争”，以实现他们的计划（教宗的指向很明显），从而使得通过战争方式采取的自卫在道德上成为合法的措施。然而，教宗并没有明确指出是否在上述防御手段中可以采用核武器。除了对“战争权”（jus ad bellum）立场予以阐明外，庇护十二世也关心“战争律”（jus in bello），他肯定地指出，尽管“存在公正和必要的战争”，但并非所有的手段都是合理的，并于稍后确定了一份应接受国际公约制裁的、精确的战争罪行清单。
 
[53]



几天之后，庇护十二世在面向军事医生的演讲中，再次提及上述主题，并进一步对自卫权进行了限定：

因此，出于反对任何形式的不公而采取战争这一暴力手段，并非必不可少的自卫方式。当战争所造成的损害与“对不公的忍耐”所造成的损害不相称时，则有义务“承受不公”。
 
[54]



教宗继续说道，上述原则尤其适用于核战争、生物战和化学战，后者应该坚决予以取缔。在其他场合，教宗还进一步谈到了具体情况。比如在1955年的圣诞节广播讲话中，阐述了核试验的负面影响，并支持停止核试验的必要性，呼吁禁止使用核武器和施行军备控制。
 
[55]

 而在次年的圣诞节广播讲话中，即匈牙利事件爆发后的几个月，庇护十二世尽管再次提到军备控制的时机问题，他还是指出，“为有效捍卫自身而诉诸战争手段，并寄希望于不公正的攻击取得有利于自身的成功”是非法的。在上述情况下，出于良心而拒服兵役受到排斥，使用原子武器的可能性也并没有受到明确谴责。
 
[56]



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在通谕《和平于世》（Pacem in terris
 ）重提裁军问题，富有意义的是，该通谕打破了百年传统，面向所有“有良好意愿的人们”，而不仅是天主教徒。通谕发表之时，恰逢国际气候在历经台海危机、柏林危机，尤其是古巴危机之后复归平静，但留给人们的印象却是世界在任何时刻都有可能陷入核灾难之中。若望二十三世为促成古巴危机的和平解决而进行的干预名闻遐迩，并获得了非天主教徒和共产主义阵营的广泛赞同。
 
[57]

 与被苏联评价为向美帝国主义领取薪酬的战争贩子的前任不同，若望二十三世被认为是一位和平人士，以不偏不倚的立场领导天主教会。从那时开始，由于卡萨罗利枢机自由灵活的立场，教廷的“东方政策”得以拉开序幕，即对如何同共产主义世界进行接触和联系展开研究。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通谕《和平于世》得以于1963年4月11日面世，该通谕经与潘汶（Pietro Pavan）蒙席合作而起草完成。
 
[58]

 在原子时代，战争之所以受到谴责，是因为“认为战争仍然可以作为修复被侵犯的权利的手段是不合理的”。
 
[59]

 相反，国际争端应在“真理、正义、团结、自由”
 
[60]

 中加以处理和解决。根据该通谕，不少神学家仍寻求是否可以从根本上维护“正义战争”的旧观念，而其他人则试图限制采取该立场的范围。
 
[61]

 若望二十三世在通谕中明确提及“联合国”（这个现象首次发生在教宗发表的通谕当中
 
[62]

 ），积极评价了其在维护和巩固人民之间的和平和友好关系中所发挥的作用。此外，通谕还承认了1948年12月10日所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的重要性，后者为“国际社会的法律和政治”
 
[63]

 组织提供了基础，即使在某些特别的问题上还没有得到很好的阐述。
 
[64]

 通谕显示出在观察视野上的显著转变：教会不仅试图阻止战争的爆发，还试图行动起来，努力培养和平人士。
 
[65]



然而，随着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的召开，天主教会针对战争与和平的教义得以更新，并找到了自身的有机体系。在有关当代世界中的教会宪章（《现代世界牧职宪章》）中，整个第五章其实是致力于探讨促进和平和人民团体的主题。
 
[66]

 和平的定义不仅是“没有战争”，而且是建立在公义基础之上的秩序。“和平”，宪章补充说：“从来不是某种一劳永逸之物，而是一栋处于持续建设中的建筑”。
 
[67]

 因此，有必要从“战争的古老束缚”中摆脱出来，从而达到对战争冲突的绝对禁止。
 
[68]

 只有建立起一个“受各方认可的普遍的公共权威”，上述愿景才有可能实现，“这一公共权威被授予有效的权力以维护全体人民的安全，捍卫正义和对人权的尊重”。
 
[69]

 与此同时，有必要保障公共安全，完善国际公约，限制军备，特别是禁止核武器，后者“可以产生巨大的、无从区分的摧毁性力量”。
 
[70]

 然后，有必要消除世界不同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的过度不平衡，其中一个成果是可以通过削减武器生产的费用得以轻松实现的，而武器生产是一个真正的“丑闻”，“人类最严重的瘟疫之一”，尤其“以一种无法忍受的方式给穷人”带来了损害。
 
[71]

 “战争的每一个行为，肆意破坏整个城市或广阔的地域及其范围内的居民，是一种对抗上帝和人类本身的犯罪行为，应毫不迟疑地予以坚决谴责”。
 
[72]

 谴责不仅仅针对核武器，也包括那些所谓的常规武器。然而，在“梵二”大公会议上，有些神父试图缩小常规武器被允许使用的范围。
 
[73]



于1963年接替若望二十三世的教宗保禄六世，重提并且形成了天主教教会针对战争与和平的新路子。在当选教宗（1963年6月22日）的次日所发布的第一份文件中，教宗开宗明义地提出，将致力于在各民族之间维护和平
 
[74]

 。在此后颁布的通谕如《他的教会》（Ecclesiam Suam
 ，1964）、《五月》（Mense Maio
 ，1965）、《慈母教会》（Christi matri
 ，1966），尤其是《民族发展》（Populorum progressio
 ，1967）通谕和一系列文告、书信、演讲和广播讲话中，教宗多次提及这一主题。《和平指南》（Enchiridion della Pace
 ）包含了114条教宗针对和平主题所发表的讲话。正如当时缅甸籍联合国秘书长吴丹所说，保禄六世似乎有一种对于“和平的痴迷”。教宗的行动并不仅限于理论陈述，他启动了教宗之旅，不是作为国家元首，而是作为一个“和平的朝圣者”，1964年前往中东和孟买，1965年10月在联合国，1967年在法蒂玛和土耳其，1968年在哥伦比亚，1969年在乌干达，1970年在菲律宾、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和锡兰（今斯里兰卡）。

教宗在联合国大会上的表现尤其令同时代的人印象深刻，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象征性举动。与庇护十二世不同的是，教宗保禄六世并没有表达某些确切性内容，也没有提出谴责性的言辞，甚至也没有诉诸自然法或神圣法。在联合国大会上，教宗并没有扮演“导师”的角色，而是作为“人类的专家”
 
[75]

 ，渴望行使分内之事，并带给“穷人、弱势群体、受苦受难者、渴求者对于正义、生命尊严、自由、繁荣和进步的声音”。
 
[76]

 他提及了约翰·肯尼迪，并郑重地断言：“永远，永远不要再有彼此的对抗。”
 
[77]

 他还提道：“必须由和平引导各族人民和全人类的命运！”
 
[78]



不过，要实现真正的和平，就有必要消除各民族之间不同生活水平之间的差距与甚嚣尘上的各民族之间不平等的“丑闻”。保禄六世强调说，为了构建共同利益，实现人类和各民族之间的和平，人们应首先学会“与贫困和不公作战”。
 
[79]

 “保禄六世在《民族发展》通谕中言简意赅地指出，发展是和平的新名称。”
 
[80]



在制度层面，保禄六世在1967年设立了一个专门的部门——“正义与和平”宗座委员会，1988年起则改为“宗座正义与和平理事会”（Pontificio Consiglio per la giustizia e la pace），旨在促进世界上最贫困民族的进步与发展，以及各个国家之间的分配正义。同年12月，保禄六世将每年的1月1日确定为“世界和平日”，旨在通过祈祷、反思、学习和行动来促进世界和平。保禄六世在他的年度咨文中，提出了“和平的教育学”，意在反对战争文化，一种所有国家均受邀对之予以否定的文化。
 
[81]

 保禄六世的知名举措还有很多，诸如1965年他写信给越南战争的各参战方首脑，邀请他们结束流血冲突，在此前的公开演讲中他也多次提及越战问题
 
[82]

 ，不过，接下来他也非常注重通过更加谨慎的外交途径来加以推进。
 
[83]



在教宗保禄六世任职期间，罗马教廷在外交方面进行了一项重大革新。教廷大使从61位增加到109位，教廷代理大使从13位增加到54位，并在全世界几乎所有国家都设置了宗座代表处。此外，还向联合国派驻常驻代表团，而后扩展到其他专门机构（继1948年向联合国粮农组织派驻代表团，1951年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派驻代表团之后），并且开启了教廷参加国际会议的先例，先是以简单的观察员身份列席，而后则越来越多地发表完整的议题。罗马教廷参加在赫尔辛基召开的安全与合作会议（1973～1975年）具有重要的意义，欧洲旧大陆的所有国家（阿尔巴尼亚除外）与美国和加拿大共同参加了此次会议。罗马教廷能够参加此次会议得到了教宗保禄六世的大力支持，对此，教宗甚至拒绝了他的一些亲信的反对意见。对于教宗来说，问题不只是捍卫宗教自由的原则，而且，尤其萦绕在其心头的，乃是共同努力开展和平的对话，从欧洲开始，直至整个世界
 
[84]

 。

和平主题占据着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任职期间的中心位置。在每年针对“世界和平日”发表的讲话中，教宗毫不犹豫地谴责了战争手段，并强调开展和平教育的必要性。在首次发表“世界和平日”讲话中，教宗传达了态度坚决的清晰立场：

让我们一起祈祷：救我们脱离战争，仇恨和对人类生命的毁灭！不要让我们杀戮！不要让那些为死亡和毁灭服务的手段得以发挥，死亡和毁灭的权柄、范围和精度已超越迄今为止人类认识的极限。永不要使用这些手段！
 
[85]



最常被教宗若望·保禄二世触及的是那些有关谴责军备竞赛的主题对话和寻求和平解决方案的主题，以及摆脱各民族之间经济差距的必要性的主题。在其任职的最后几年当中，教宗发起了取消贫困国家的国际债务的运动，以便为后者的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在若望·保禄二世那里，和平问题越来越多地被从人的尊严和人权的角度来加以考量。对人权的侵犯不仅威胁共产主义政权，后者尤其缺乏对宗教信仰自由的尊重，也威胁资本主义政权，对此，教宗谴责了个人主义和将经济优先性置于人权之上的做法。若望·保禄二世在促进世界和平祈祷日方面没有任何的犹豫，他不仅邀请各基督宗教的代表参加，而且也邀请世界各大宗教的代表参加，并且强调了各方的共同点和团结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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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伊蒂瓦教宗不必面对与两次世界大战不相上下的悲剧，但却面对了一系列其总数超过130场的局部冲突。在很多情况下，罗马教廷进行了谨慎的干预，提供斡旋，并很好地利用了最近几任教宗所赢得的拥戴和尊重。在某些情况下，教宗则受冲突双方之邀而进行斡旋，如在智利和阿根廷之间存在的比格尔海峡的岛屿之争（1984年）中担任仲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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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其他情况下，教宗则通过演讲、通谕和信件来表达自己的立场。

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停止提供“宗教所能给予战争的任何可能的担保”。
 
[88]

 在海湾战争当中，若望·保禄二世在强烈谴责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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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确表达了对战争的排斥。

今天，“人类的需求”要求我们坚决地取缔战争，并将培育和平作为至善之举，所有的计划和策略都必须服从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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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1月15日，教宗写信给美国和伊拉克两国的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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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出召开和平会议以便解决中东地区的和平共处问题。战争的爆发被若望·保禄二世视为其个人的失败，他迫不及待地试图说服各方尽快结束冲突。在接见近东和中东的枢机主教和主教期间，教宗强调，正在进行的战争不是一场宗教战争，也不可能成为一场“圣战”，崇拜、博爱与和平的价值来自于对上帝的信仰，它们召唤我们展开沟通和对话。
 
[92]



南斯拉夫和其后的科索沃的冲突展现出沟通工作远为复杂的一面。这里不存在一个侵略国家和一个被侵略国家，但是，为了施行所谓的“种族清洗”，多处民众和种族遭到了攻击，并被剥夺了他们的基本权利。面对此次考验，传统的国际法显得无能为力。除了多次发表和平呼吁之外，若望·保禄二世，号召开展人道主义干预，从而终止正在发生的悲剧。

教宗在1992年12月5日开幕的国际营养学会议上说：由国际人道主义法规所支持的人类的良知，要求在严重影响某些民族和整个族群生死存亡的情况下，进行人道主义干预是各个国家和国际社会义不容辞的责任。
 
[93]



就这样，一种新的教义开始形成：为防止侵犯民众的权利而采取人道主义干预是国际社会的义务。早在1948年，教宗庇护十二世就曾谴责所有类型的侵略战争，并指出：“一个受到威胁的民族，或者某一不义侵略的受害者”不能被丢在一个被动的冷漠境遇当中。由此，防御型战争得以被合法化，但他同时也补充说：“民族大家庭的团结禁止其他人以一种无动于衷的中立态度扮演简单的旁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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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涉及若望·保禄二世任职期间面世的新版《教理问答》所要肯定的一个概念，即对拿起武器抗击侵略从而捍卫自身权利的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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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庇护十二世能够假设出一国对另一国的侵略，若望·保禄二世则放宽了侵略的概念，使之扩展到对少数民族及其权利的威胁。在所有谈判的可能性被穷尽的情况下，当“全体民众处在屈服于不义侵略攻击的关口”，国际社会有责任进行干预，以解除侵略者的武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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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已不单单涉及被侵略者进行自我捍卫的合法性，而是整个国际社会进行人道主义干预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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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些人看来，教廷所倡导的人道主义干预，侵犯了国家的主权。但是，这一质疑业已得到了回应，因为，至少在口头上，各个国家宣布自己是人权的捍卫者，那么，谁践踏了人权，也就将置身于国际社会之外，从而达到对自身的自动排除，并授权国际社会进行干预以便重建合法性。换句话说，问题涉及各国的国内制度原则向国际社会的换位，干预只应在以保护国与国之间的合法性为首要责任的国际组织授权的基础上才可以采取行动。然后，干预的实施还应当确保基本权利和个体、种族或民族自身的生存，而非肯定强权原则或扩张自身领土。其结果是，不用说这些论据需要重新思考民族国家的观念和国家绝对主权的概念。世界应该被理解为一个大家庭，应立足于正义和团结之上，而非滥用职权者的竞争，以及最富有者或最有权势者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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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难理解，这涉及一个仍在发展中的教义，在某些时候，还需要重新构建一个更有效的国际秩序。此外，还有一些问题尚未得到解答，如人道主义干预和预防性战争之间的调和问题、特定情况下反对恐怖主义的问题等。由于“恐怖主义是基于对人类生命的蔑视”，因此是“一项真正的反人类罪行”，人们“有权针对恐怖主义进行自我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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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这是意味着允许预防性战争？2003年1月，即第二次海湾战争前夕，若望·保禄二世在接见各国驻罗马教廷外交使团时的讲话，似乎排除了这一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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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便有了对“正义战争”观念的进一步限定，虽然这一概念被予以严格意义上的限定，但还没有被完全超越。无论如何，“在贯穿了整个二十世纪的、战争取消了宗教合法化的备受折磨的过程中”
 
[101]

 ，“正义战争”理论仍然可以说是向前迈进了一步。

（刘国鹏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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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Giovanni Paolo Ⅱ，The World Day of Peace，messaggio per la XXXV giornata per la pace，8 dicembre 2001，in Enchiridion della Pace，Ⅱ，cit.，p. 4607.


 [100]
 Giovanni Paolo Ⅱ，Heureuse tradition，discorso al Corpo diplomatico，13 gennaio 2003，ivi，p. 4703：«Mai la guerra può essere considerata un mezzo come un altro，da utilizzare per regolare i contenziosi fra le nazioni. […] Non si può far ricorso alla guerra，anche se si tratta di assicurare il bene comune，se non come estrema possibilità e nel rispetto di ben rigorose condizio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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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Menozzi，Chiesa，pace e guerra nel Novecento，cit.，p. 319.


有关社会教义的教宗通谕：从《第四十年》到《在真理内持守爱德》

艾道阿尔多·布勒松（Edoardo Bressan）
 
[1]



从工业化席卷欧洲乃至全世界的广阔地域之日起，天主教会就不无忧虑地发布了数条与经济发展及其后果相关的道德准则，这些后果常常是造成劳动阶层悲惨处境的根源。与此同时，成千上万的天主教徒积极投身于各种各样的社会服务事业，从慈善活动、社会救济到现如今属于工会和政治领域的工作。自教宗列奥十三世（Leone ⅩⅢ）针对“劳工问题”于1891年5月15日发布《新事》（Rerum novarum
 ）通谕以来，罗马教宗便破天荒地提出“社会教义”，以宗座训导的方式对社会生活进行干预。

日后社会的发展使得此类宗座训导更为有机和完善，尤其教宗庇护十一世为纪念《新事》通谕发表40周年而于1931年5月15日发表的《第四十年》（Quadragesimo anno
 ）通谕。该通谕，正如歇努（Marie-Dominique Chenu）所说的那样，不仅是“针对单纯的劳工状况现象而出现的‘新情况的延伸’，而且是针对社会和经济秩序所进行的整体思考，其最高原则为社会正义”。
 
[2]

 与此同时，正如鲁米（Giorgio Rumi）观察到的那样，《第四十年》通谕还提出了一个“最刻不容缓的建议”
 
[3]

 ，从而毫不含糊地介入人类历史发生转折的一个特别关头，正如随后许多年所出现的那种悲惨状况，这一关头打上了世界性经济危机以及正义与和平关系日益紧密的烙印。
 
[4]



1931年通谕当中所体现的新特点，与德国天主教界在社会思想方面所进行的长期反思，尤其是与耶稣会士、古斯塔夫·贡德拉赫神父（Gustav Gundlach）的反思密不可分，而这一反思恰恰是通谕的编撰者奥斯瓦尔德·冯·布洛宁（Oswald von Nell-Breuning）所发起的。
 
[5]

 值得一提的是，在庇护十一世的宗座训导中，“公共福利”（bene comune）这一传统观念表现得和“团结”（solidarietà）这一传统观念，以及各种可能形式的社会保障体系紧密相关。
 
[6]

 就这一点而言，对与国际关系格局之间的关联并不那么明朗的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干预则并非偶然——在其中，世界的中心和边缘均系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至少，就罗马而言，二者的关系看上去日益紧密——在这一格局当中，罗马圣座试图扮演一个特殊角色，但毫无疑问有别于欧洲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所扮演的那种显而易见的角色。从此以后，社会关系和国际关系成为宗座训导中处理现实状况时不可分离的因素，这一视野一直延续到眼下的全球化时代。在20世纪的教宗训导中所体现的因素在“梵二”大公会议的文件，尤其是《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Gaudium et spes
 ）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
 
[7]



导致上述成果的转变值得回顾一番：首先，对教宗庇护十一世来说，在《新事》通谕之后的数十年当中，现实状况变得错综复杂，尤其是随着“整个世界范围内”所出现的工业资本主义的扩张，以至于“侵犯和渗透到在此范围之外的经济和社会条件当中”。
 
[8]

 按照教宗的分析，在此形势下，出现了“财富的极度集中”
 
[9]

 ，一方面形成了“当代经济的特有的标志”，另一方面，则构成了“不加约束的自由竞争所产生的自然结果，使得唯有最强有力者，也就是那些在斗争中最凶残和更罔顾良知者方能得以幸存”。
 
[10]



教宗庇护十一世的上述言论看上去并非针对某些特定情形，他进一步控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专制权力”，该权力控制在“那些把握并控制着金钱的人手里”，控制在为“整个经济机体之生命提供血液的”真正的输血者手里，他们“把生产事业的灵魂都掌握在自己手中，自然任何人都不敢稍稍违背他们的意思；一旦弄到这地步，他们的力量就自然成为不可抵抗的了”。
 
[11]

 正如人们观察到的那样，目前，生产资本和金融资本之间显著的不平衡，“形成了新兴力量”。
 
[12]

 “财富和权力的集中，造成三种性质的支配权之斗争，首先，是经济领域本身之内的独裁权的竞争；其次，是争取政府控制权的猛烈的战斗，因为任何方面都想要利用政治上的势力和权威来从事经济斗争；最后，还有各个国家本身之间的冲突，那最后一种斗争是由于两个原因产生出来的：第一是因为国家往往要遍用它的权力和政治势力来推进它的公民的经济利益，而完全不顾环境如何；第二是因为，反过来，经济的势力和经济的控制权，又常常可以解决各民族间的政治争端。”
 
[13]

 在教宗庇护十一世看来，显然，“同一个原因”，导致了“双重结果：一方面是经济的国家主义或经济的帝国主义，而另一方面则是同样有害而可恨的金融国际主义或金融国际帝国主义，这种国际主义认为一个人的财产在什么地方，那么这个地方就是他的国家”。
 
[14]



从1929年危机中日益加剧的时代问题出发，再回过头来考察日后将会发生的情况，就会发现，30年代日益被打上了带有普遍性的政治冲突和对争夺巨大经济空间的烙印。教宗庇护十一世是一位对国家崇拜持谴责态度的教宗，对国家崇拜的谴责早在当初谴责法国进行会（action français）时就已经开始了。法托里尼（Emma Fattorini）强调说，教宗的这一立场具有先知价值，主要是因为它最终和宗教的目的紧密相关
 
[15]

 ，但与此同时，教宗庇护十一世也谴责政治和决定着各国行动的经济之间的全面失衡的关系，这一失衡关系已演变为一种全球性冲突的手段。

这也是40多年后教宗保禄六世在《人类发展》（Populorum progressio
 ）通谕中重新对之进行深入批判的原因。在该通谕中，教宗提到了一种不受控制的和不尊重人权的金融所蕴含的危险，在这一金融架构中，今天或许会被定义为一种全球化的误解：一个“没有制动装置的自由主义”只能导致“教宗庇护十一世谴责为‘金元国际帝国主义’的发生器的正当的独裁”。
 
[16]



《第四十年》通谕总之得出了几条重要的结论，这些结论对于日后宗座训导的演变具有根本意义。问题首先涉及国家的新角色：即便是按照一个发展和为不同社会现实提供帮助（即辅助性原则）
 
[17]

 的观点，国家也不再仅仅是一个调节器，而是面对不可逆转地发生历史性转变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名副其实的主角。而社会机构（istituzioni）的介入之所以显得必要，乃是由于“社会生活以往的丰富形态已近乎灭绝，这一经由形形色色的协会和行会所构成的整体改变了一个时代，从而使得仅仅留下孤立的个体与国家直面相对”。
 
[18]

 经济在近期的发展妨碍了财富的公平分配，就基督宗教的立场而言，不能不对“无产阶级的崛起”
 
[19]

 进行深入反思，而相反的，通谕还特别指出“少数超级富豪与不可胜数的穷人之间巨大的失衡”。
 
[20]

 教宗庇护十一世非常坚定地支持为促成财富的公平分配而采取的对财产进行支配的可能性，如此方能使劳动者受益，从而支撑“家庭的重担”，并最终从“生活的不确定状态”
 
[21]

 中突围。实现这一点在于确立“社会经济”
 
[22]

 的目标：重要的是持守类似1937年3月7日《神圣救主》（Divini Redemptoris
 ）通谕（上述通谕还表达了对苏联共产主义令人信服的谴责）中提到的前提，即不仅呼吁建立一个适当的薪酬水平的迫切性，而且是呼吁建立一个公私保障体系，从而保护老人、病痛者和失业者
 
[23]

 ，与此同时，通谕还谴责那种给所有人带来损害的财富积累方式
 
[24]

 ，与此相关，在某种意义上，需要鼓励资本回流到那些生产资本的人身上，而这被认为是拯救“严重的世界危机”
 
[25]

 的唯一措施。

与此相关，一种毫无规则的竞争则无法被容许，它“出自错误的渊薮”，“正如所有个体主义经济学派的错误，都是从这个源流产生出来的”。由此，一种针对经济体系、建立在社会正义和慈善的精神之上的指导性原则就显得必不可少
 
[26]

 ，这一指导性原则着眼于“国际经济之间健全的合作”。
 
[27]

 教宗庇护十一世从内心深处关切着全世界所有民众的命运，不愿意看到他们沦为帝国主义逻辑的牺牲品，正如他经常对东方世界，尤其是中国所表现出的持续关注。

作为教宗庇护十一世的继任者，教宗庇护十二世没有发表针对社会教义的通谕，但却以其特有的方式重提那些在《第四十年》通谕中得以发挥的主题，即私有财产的社会功能、劳动的核心地位、对家庭的认同，这些主题在“二战”期间所发表的广播讲话得以宣扬并注定产生了广泛的回应。1941年，教宗为纪念《新事》通谕发表50周年而发表的 《五旬节广播讲话》（Radiomessaggio di Pentecoste
 ），其主题被解读为对国家发出的一份邀请，即邀请后者不单借助法律规定成为自由的捍卫者，而是采取一种更为广泛的社会政策和制定一部新的劳动法。
 
[28]



教宗庇护十二世在1942年的《圣诞广播讲话》（Radiomessaggio Natalizio
 ）中进一步指出，国家在保障社会公益方面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即协调各类必要条件，从而允许个人和团体实现各自的目标
 
[29]

 ，正如奎多（Guido Gonella）观察的那样，这一角色被认为是合理的，与此同时，奎多还强调了《第四十年》通谕和《圣诞广播讲话》之间的连续性：“对于私有财产的必要保障，最终并不是要以其超级权力侵犯个人自由”。
 
[30]

 在1944年的《圣诞广播讲话》中，教宗庇护十二世的讲话主题关乎满布阴云的战争和独裁年代如何捍卫个人的尊严，教宗指出，未来是属于民主的，但并不与建立在各个民族财富的公平分配基础之上的国际秩序相脱离。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教宗的讲话是对所有深陷战争和面对即将来临的重建工作的国家的一种警告。
 
[31]



教宗先知性的发言，虽然在因其后打上“冷战”严峻对立标记的时代背景下没有得到充分强调，但是，却在50年代后半期崭新的时代气候下被重新提起，这一新的时代气候对于国家内部和国际层面的正义充满着与日俱增的向往。这是一个去殖民化和国际政治首次趋于缓和的时期，对于天主教会来说，教宗若望 二十三世在1958年的即位成为给世界和平带来希望的参照点，而1962年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的召开，则使之成为将普世天主教会引向革新的主角。

教宗若望二十三世的第一个社会通谕是1961年5月5日为纪念《新事》通谕颁布70周年而颁布的《慈母与导师》（Mater et magistra
 ），新通谕根据时代状况和“可能而必要的善”
 
[32]

 试图对天主教会在社会学方面的教导提出调整。该通谕[日后被擢升为枢机主教的潘汶（Pietro Pavan）为该通谕的起草者之一，同时也担任另一通谕《和平于世》（Pacem in terris
 ）
 
[33]

 的起草者]对诸如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国家的干预、个人自由与社会化、私有财产和公共产权之间等不同社会需求之间的平衡进行了深入研究。对于国家的行为，上述需求强调必要的可持续性，以及受“辅助性的原则”（principio di sussidiarietà）启发的“导向、鼓励、协调、补救和整合特性”
 
[34]

 和“依照时势的变化，各尽厥职，全力为公共利益而工作”
 
[35]

 ，并尊重个人的主观能动性，保护弱势群体
 
[36]

 。

不应把“社会化”（socializzazione）和“集体化”（collettivizzazione）混为一谈，前者对应于“各类形式的生活、协会活动和法律机构化的日益密切的依存关系”
 
[37]

 ：也就是说，“社会化”代表着一种要素
 
[38]

 ，从国家角度而言，该要素伴随着对个体和社群自治的方针性承认。
 
[39]



在新涌现的现象中，经济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无疑具有代表性，在教宗看来，这一关系应有助于国家间形成一种新的“团结互助”局面，并在不断增长的“相互依存”中对各民族之间长期形成的不平等状况拒绝继续容忍。
 
[40]

 这一“团结互助”并不简单地被等同于提供必不可少的“紧急援助”
 
[41]

 ，而是一种与“新形式的殖民主义”分道扬镳的、真正的“科学、技术、金融层面的合作”
 
[42]

 ，这一“新形式的殖民主义”对于世界和平是极其危险的。
 
[43]



在上述基础之上，形成了教宗若望二十三世的第二个通谕——《和平于世》（Pacem in terris
 ），该通谕颁布于其临近去世的1963年4月11日。通谕基于对“时代信号”的密切关注，果断地将和平主题引入天主教会的社会训导当中，与1962年10月召开的“梵二”会议所引发的种种希望相伴随，和平主题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巨大反响。
 
[44]



反思的出发点体现在如下的原则当中：“每一个个体存在均是‘人’（persona），被赋予智识和自由意志的天性；因此是权利和义务的主体，而权利和义务既当下又共时性地源于这同一天性：权利和义务由此是普世的、不可侵犯的和不可转让的”。
 
[45]

 由此，人们也得以定义个体和团体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权利，对此权利的促进是与公共福祉的促进相一致的，因此，也是和“公权力自身的存在理由”相一致的
 
[46]

 。与此同时，这一原理也适用于“政治共同体”和“世界共同体”对于“普世共同福祉”
 
[47]

 的追求，同时也是“对巩固世界和平怀有良好意愿的全体人士的共同”
 
[48]

 目标。

教宗保禄六世重新继承了前任教宗的遗产，并于当选教宗的当年重新召开了“梵二”大公会议。在其颁布的教宗文件中，1965年12月7日颁布的《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教宗在起草该文件时格外慎重，邀请了多位人士共同参与起草
 
[49]

 ——强调了正义与和平主题之间日益紧密的联系，该宪章明确立足于全球层面。
 
[50]

 对于教宗来说，在其好友马利坦所说的“完整的人道主义”（l'umanesimo integrale）和两年后在《关于人类发展》（Populorum Progressio
 ）通谕中提出的“全体人道主义”（umanesimo plenario）之间（二者有着显而易见的联系
 
[51]

 ），他正置身于一项令人信服的事业面前。

《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不妨被视作天主教会对此前社会教义的一项综合，历经被伟大的福特主义工业模式和福利国家（Welfare State）打上烙印的长期历史阶段之后，《宪章》依然展现出一种相对于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的第三条道路（terza via）的可能视野。
 
[52]



然而，对“尘世现实”的解读最终超越其被认为拥有世俗的“自主地位”这样一种优先演绎的路径，从而展现出丰富多样的崭新角度。
 
[53]

 在此，对如下两方面的强调不是偶然的，一方面是对社会和经济均衡的条件和同样形式的私有财产权
 
[54]

 的历史真实性的强调，另一方面则是对“世界经济生活”
 
[55]

 相互依存这一现象的强调，这一观察角度注定会在1967年2月26日复活节发表的通谕——《关于人类发展》中找到一个准确地发挥。该通谕提及了“梵二”会议文献，并异常明确地指出，“今天，一个人人均需充分意识并加以关注的事实是，社会问题已漫延至全球范围”
 
[56]

 ，通谕还补充说，眼下，“发展乃是和平的新名称”
 
[57]

 。

从这个角度来看，和平与非暴力斗争转变为一个不可缺少的目标。早在1965年10月4日在联合国发表的演讲中，教宗保禄六世就以悲恸的口吻向全世界呼吁：“不要再有战争，不要再有战争！和平，应当由和平来指导各民族和全人类的命运！”
 
[58]

 1967年1月6日，教宗保禄六世成立了宗座“正义与和平”委员会
 
[59]

 ，并从1968年1月1日开始，将每年的新年第一天定为“世界和平日”。

教宗对于社会领域的进一步干预表现在1971年5月14日为纪念《新事》通谕颁布80周年而发表的《八十年来》（Octogesima adveniens
 ）牧函中，该牧函引入了一个意义重大的新要素。天主教会的“社会训导”（insegnamento sociale）作为社会教义的一个特定词语并不是偶然的，它为在世上劳作的、被召叫的教友提供了“反思的原则，判断的准则和行动的方针”
 
[60]

 。尽管拒绝“与一种真实的人文主义相反的原则”进行合作，然而，一种合法的、多样性的选择，一种可能的多元主义由此成为可能，因为，“同一个基督信仰可以引导不同的事务”。
 
[61]

 与此同时，建立在人的“社会存在”和权利与义务互惠基础之上的，对“政治生活”的参与表现为一种正当行为
 
[62]

 ，直至“活在基督教服务他人的热忱中”成为一种“苛刻的方式”
 
[63]

 ，即便不是独有的方式。

当许多前所未有的问题相伴而生的时候，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比如与“福利国家”有关的危机、新兴行业所发生的可能的偏离
 
[64]

 、性别问题
 
[65]

 、移民问题
 
[66]

 、环境问题
 
[67]

 等。各国人民之间的财产分配不公非但没有得到缓解，相反还加剧了，眼下已到了对“生产的国际分工，贸易结构，利润控制和货币体系”
 
[68]

 进行干预的时刻。现在的情况是，全球化不仅带来了希望，更带来了发展不均所造成的令人不安的阴影。
 
[69]



1978年，当卡罗尔·沃伊蒂瓦（Karol Wojtya）以若望·保禄二世之名当选为教宗的时候，与其前任教宗一样，他也制订了丰富而缜密的社会训导。在一个持续发生变化的时代背景下，其对社会教义的贡献（在此仅作为简单的参考）集中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工作，包含在1981年为纪念《新事》通谕发表90周年而颁布的《论人的工作》（Laborem exercens
 ）通谕当中；发展与国际团结，体现在1987年为纪念《关于人类发展》发表20周年而颁布的《社会事务关怀》（Sollicitudo rei socialis
 ）通谕当中；作为经济活动与社会关系主体的人，体现在1991年为纪念《新事》通谕发表90周年而颁布的《百年》（Centesimus annus
 ）通谕当中。

教宗若望·保禄二世整个的社会教义以各行各业、与家庭和社会保持着的不可分割的关系的人的价值为参照
 
[70]

 ，他将其定义为“人类工作的尊严”
 
[71]

 。在《论人的工作》通谕当中，他继续以一种较其前任的训导更为清晰的方式明确指出：“人类劳动的优先权，随着时间的推移，已习惯于被称之为‘首要的权利’”
 
[72]

 。人的尊严要求，即使在国际层面上亦应具有其价值，正如《社会事务关怀》通谕中重新肯定的那样。如果历史的成就没有同基督宗教产生认同，那么，出于“使人类的生活‘更具有人性’”这一目的而实现的“一切可以而且必须通过共同努力实现的成就”，就没有什么不是徒劳的
 
[73]

 。

《百年》通谕代表了一个无可争辩的终点和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开端。在一个被1989年开始的深刻转变和在苏联体制的危机达至顶点的时代背景中，该通谕试图在各不相同而又同等重要的需求之间确立一种平衡，首先就是国家干预
 
[74]

 与“社会自组织”
 
[75]

 之间的平衡，但是，与“尘世财富的普遍用途”
 
[76]

 相适应的个人私有财产之间的平衡也尤为关键；而如果自由市场表现为“利用资源的最有效工具并对人类的需求进行有效应对”，那么，其对经济性质的需求和资源而言也就具有了价值。正是由于“正义和真理的严格责任在于防止基本的人类需求得不到满足，或为饥渴所逼并因此而丧生”，由此，在“诸物品公平交易的逻辑和在这方面种种不同的合乎公道的作法”之先，则“有一项更为基本且先其存在的原则：人，由于其崇高的尊严，有些东西应归于他”
 
[77]

 。

正如2004年出版的《天主教会社会教义纲要》（Compendio della dottrina sociale della Chiesa
 ）
 
[78]

 中强调的那样，在瞬息万变的全球化舞台上，需要不断寻求建立在正义和人类尊严之上的国内和国际秩序。人是“福音的社会信息”的第一个对话者，这一信息“不应当被视为一种理论”，从而在其中探求“作品的最新证据和其内部逻辑和一致性”
 
[79]

 的“可信度”。

在教宗若望·保禄二世的训导文件中，其反思与一个时代的目标完美相伴，在宗徒劝谕《教会在美洲》（Ecclesia in America
 ）当中，教宗强调了教会社会训导在面对全球化时的重要性，他说，全球化应“根据社会正义原则来加以分析，尊重穷人的优先选择，使得其能够在全球化经济中捍卫自身利益，尊重国际公共利益需求”，无论是在美洲大陆抑或世界其他地区
 
[80]

 。该劝谕对不负责任的“新自由主义”提出了批评，教宗认为，“新自由主义”除了为不公正的经济结构和政治体制
 
[81]

 ，以及对于许多国家而言不堪重负的外债提供“意识形态辩护”之外，其将市场利润和规律作为一种绝对的参数，也有损于人的尊严和对个体及人民的尊重。
 
[82]

 尤其值得一提是，正如1931年一样，在新千年的开始，该劝谕是构成声称其在人类共存中拥有中心地位的“工作文化”的基础
 
[83]

 。

如今，由教宗本笃十六世建构的前景体现在未来的社会通谕——《在真理中持有爱德》（Caritas in veritate
 ）当中。但是，早在2005年12月25日所颁布的通谕《天主是爱》（Deus caritas est
 ）中，在对其前任教宗的社会训导进行重申后
 
[84]

 ，现教宗特别强调了“正义和慈善服务事业”之间的关系，因为，“即便在最公正的社会里，爱（caritas）也总是必要的”
 
[85]

 。

对于本笃十六世来说，“天主教社会教义的定位在于：它无意赋予天主教会类似国家的权力”，但却“从理性和自然法出发，也就是从每个人的存在本质是相似的出发”展开反思。也正因为如此，天主教会不能“在为正义而战中自我疏离，而应当通过理性的辩论投身于这一战斗，并当唤醒灵性的力量，失去灵性的力量，正义就将屡得屡失，且难以成功和繁荣昌盛。正义的社会不应当是教会的事业，而应当由政治来加以实现。无论如何，为正义而付出努力，为开放的心态和意志而工作以满足良善的需求是教会深以为兴趣之事”
 
[86]

 。在各国内部和国际关系层面，正义和社会团结的主题是当代世界建构起和平讯息的真正核心。

（刘国鹏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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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天主教修会

梁作禄（Angelo Lazarotto）
 
[1]



早期入华的天主教修会

本报告涉及天主教修会组织及其生活的特定方面，在此国际会议的背景下宣讲这一报告可谓具有特殊的意义。事实上，中国和基督教世界的关系在历史上有着无可辩驳的证据，使中国人最初皈依基督宗教的恰恰是一些特殊的教会组织，它们被称为“修会团体”。

在西安的碑林博物馆，一块极具历史价值的石碑显示，福音首次传入中国当在唐朝的开国皇帝——唐太宗即位的第九年（公元635年）。该碑文记载了被称之为“景教”的基督宗教教义等内容。据云，“景教”乃是由东叙利亚教会以“上德”（Grande Virtuoso）阿罗本为首的僧团传入中国的。阿罗本等人自亚述（Assiria）
 
[2]

 启程，经过丝绸之路向东方进发，并最终到达唐朝的国都——长安，他们远行的动力来自其宗教信仰和在其他民族中传播福音的渴望，因此不是出自军事占领或经济利益的驱使，乃是精神价值的和平分享。
 
[3]



不过，遗憾的是，历经两个多世纪与中国传统宗教及佛教的和平相处之后，由于受到845年唐武宗灭佛的牵连，第一次基督宗教的在华传播被迫覆亡。唐武宗的灭佛源于佛教过于庞大的经济力量已经威胁到中央王朝的经济收入。
 
[4]



此后，国土狭小但富有胆识的威尼斯共和国出于商业考量而向蒙古人建立的元朝（1279～1368）派出了自己的代表——马可·波罗。除此之外，出使元朝的还有一些基督教僧侣，即13世纪由圣方济各（1181～1226）建立的修会成员——方济各会士们，其中不乏特异之士，如罗伯鲁（Guglielmo van Rubroek）、柏朗嘉宾（Giovanni da Pian del Carpine）、和德理（Odorico da Pordenone）和蒙特高维诺（Giovanni da Montecorvino）等人。他们不畏险阻，梯山航海，或以传教士身份传播福音，或以罗马教宗（分别为英诺森四世、尼古拉三世和克莱孟五世）之外交使节身份，晋谒蒙元朝廷。但是，1308年蒙特高维诺（1246～1328）之被祝圣为元大都总主教并未使天主教扎根于中国的土地，部分原因在于蒙古人的在华统治很快便被明朝（1368年建立）取而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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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世纪之后，新的一批西方传教士在意大利神父利玛窦（1552～1610）的带领下来到中国。这批传教士隶属于1534年由罗耀拉（1491～1556）成立的耶稣会，其宗旨在于成为天主教会内部人数最为众多的修会团体（今天，耶稣会已遍布世界各地，其成员总计19000名左右）。

1577年，利玛窦受耶稣会长上之命前往东方传播福音，并在印度完成了神学学业。1582年，复由耶稣会远东巡阅使范礼安神父（Alessandro Valigna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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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召往澳门，并当面予以特别指示，即将传教重点放在如何使中华帝国皈依上面。经过一番艰苦卓绝的努力和精心准备之后，利玛窦始于1601年进入明朝首都北京，并在那里积极开展传教活动和一系列有益的科学与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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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由来自欧洲不同国家的同会修士的帮助下，利玛窦一方面开展科技活动以服务于传教事业，一方面与其他修士们一道分享福音指导下的生活理想。但是，在如何向中国社会宣扬福音的问题上，并非所有的传教士都赞同利玛窦神父所选择的道路。

数十年之后，前述方济各会传教士和多明我会（由圣多明我创立的古老修会，1216年获教宗正式批准）传教士也相继来到中国。他们所采用的福传路线和方法与利玛窦的有着相当大的差异，这一点也引起或助长了其同中国文化进行艰难对话时的分歧和对立。在华福传方法之争加剧了圣座干预的频率和次数，也最终促使康熙皇帝（1662～1722）于1706年颁布禁教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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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罗马教廷方面则支持创建一批致力于将全部精力付诸传教事业的新型修会团体，后者隶属于传信部（Congregazione de Propaganda Fide）直接管理。在上述修会团体当中，巴黎外方传教会率先成立，并于17世纪中叶起在东南亚和中国一带开展传教活动（身为会祖之一的陆方济主教，1684年葬于福建穆阳）。

在19～20世纪，尤其是继一系列由殖民列强们强加给清王朝的“不平等条约”之后，中华帝国被迫大开国门，来自各个天主教修会的传教士和修女们纷纷来到中国。众所周知，这段历史在中国近代史上一直存有争议，中国的知识分子和爱国志士们对于传教士（含天主教和基督新教）劝化中国人皈依基督信仰一事多有诟病。不过，本文无意在此讨论这一复杂问题。

无论如何，基督宗教在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的传播几乎毫无例外地归功于不同修会团体的努力。对此，有必要深入了解这些天主教会的重要组织，以便领会其活动的面貌、宗旨和方式。事实上，这些团体构成了数世纪以来福音具体化的根本性表达，他们的意义不在于圣统制（根据基督的设想而保留的一种以主教为领导核心的教会秩序）的权威层面，而在于满全基督的愿望，成为圣德的维护者和推动者，并致力于无私地为邻人效力。

修会团体的产生

在早期教会时期，天主教会内部已出现了某些团体生活的形式。最初，一种隐居的生活方式日渐成为流行趋势。人们隐居在旷野当中，尤其是埃及北部的撒哈拉沙漠，这些人士终日以虔诚的祈祷和向天主的忏悔来换取世界的拯救，他们在静默中将自己和社会的恬适隔离开来。

在某些隐士周围逐渐聚集起大批门徒，自4世纪起，在其当中产生了某些教规，用以指导各类试图全心全意按照福音价值生活的男、女隐修团体。在这些团体当中，人们提议在物质和精神财产上实现一种完全的共融，以便料理初期教会的事务。据《圣经》记载，在初教会时期，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宗徒大事录》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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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渴望试图效法耶稣首批门徒的生活方式，以及耶路撒冷教会团契的气氛均构成了一种理想张力，从而在天主教会内部鼓舞和激励着大批信徒去创办和推动各种各样度奉献生活的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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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形式各样的修会团体有一个共同点，即均发三大符合福音劝谕的誓愿：贫穷、贞洁和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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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方教会中，圣巴西略（330～379）制定的规则与制度有着特殊的重要性，而在西方，圣本笃（480～555）创立的会规为许多隐修院所普遍遵行。在其丰富多样的历史形式中，这些隐修院为中世纪文化的形成做出了显著的贡献，这些贡献表现在建筑、绘画、诗歌、音乐、文学等诸多方面。

2008年9月12日，教宗本笃十六世在巴黎发表讲话时指出，天主教神学和欧洲文化扎根于修道院传统之上。在伯尔纳公学（Collège des Bernardins），在面向法国知识分子的演讲中，教宗特别强调了天主教僧侣在近代欧洲形成中所做出的贡献。在参观一座由明谷的圣伯尔纳（1090～1153）的弟子们——熙笃会会士根据本笃会会规所创建的古老修道院时，教宗以肯定的口吻提及：“在由民族迁徙和新的国家秩序的形成所导致的巨大的文化动荡（即西罗马帝国覆亡之后）当中，修道院使古老文化的珍贵遗产得以幸免于难，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一种新的文化。”

教宗本笃十六世回忆说，修士们的首要任务是“追寻天主”（quaerere Deum），也就是说，致力于找到恒久和珍贵之物，即为获得生命本身的意义而追寻上帝。与此同时，修士们还热衷于世俗科学，注重对知识的培养、教育的推广和对理性的养成，经由人类知识的中介，修士们得以学会领悟圣言。

通过回忆那句概括修士生活的名言——“祈祷和工作”（ora et labora），教宗本笃十六世强调说，祈祷的和声成了以全体造物的名义献给天主的赞美，并由此“诞生了伟大的西方音乐”。此外，他还回忆起修院生活中的第二要素——“工作”（labora）——的重要性。事实上，在古代社会，体力劳动常常被认为是奴隶们的工作，而修士们却将之视为对天主创世活动的参与，使其成为赞颂天主的一种方式。一些大型修道院成了日后城堡的雏形，为一种处于转型当中的社会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修士们还拥有传教的巨大热情，事实上，他们对于北欧诸民族之皈依基督宗教的贡献良多。

13世纪初，托钵修会（Ordini Mendicanti），尤其是多明我会和圣方济会开始出现。“托钵修会”的称呼源于这样的事实，即他们除了沿袭千千万万的禁欲主义者所践行已久的个体身贫之外，还保持一种修会本身的贫穷，即放弃置办修会恒产。不过，托钵修会日后也采取了全新的奉献生活方式，即以总会长为最高修会领袖的集权式管理模式，并在总会长领导下设置多个会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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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钵修士们还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在修道生活中将圣职、传教和慈善融为一体，这也就是为何早在13世纪末叶方济各会的传教士们就已来到中国。

到了16世纪，在天主教会当中又出现了一种被称之为“修会圣职团”（Chierici Regolari）的新的修会形式，这一称呼源于这些修士一方面将全副精力投入在履行圣职上，另一方面则坚持过恪守规定的团体生活，但是，这些修会也因时代的变化而做出过相应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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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世纪末，一种被称之为“献身生活团”（Congregazioni Religiose）的新型修会团体开始在教会当中出现。一开始，“献身生活团”只限于神职人员，而后则扩及平信徒，他们在一起度团体生活，但无意成为真正的隐修团体，而仅专注于履行圣职和献身慈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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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献身生活团体同所谓的平信徒传教团体一道，构成了今日天主教会以福传工作为履行圣职内容的主体。上述团体当中，“平信徒献身生活团”（Congregazioni Religiose Laicali）则主要从事青少年的教育工作，或者照顾病人、犯人和失业人士。

事情要再度回溯到16世纪晚期，在天主教信徒当中也涌现出一种个人度献身生活的新形式。这些信徒个人致力于在实践中“效法基督”（sequela Christi），因此也发三圣愿，但却不离世间，继续留在各自的生活环境和职业当中来过奉献生活。这一特殊方式在教会当中变得日益普遍，并在1947年获得了教宗庇护十二世的正式批准，将其命名为“俗世会”（Istituti Secolari）。

自19世纪中叶起，大部分“平信徒献身生活团”则由女性组成。现代的一个例子就是由加尔各答的特蕾莎修女（1910～1997）于1950年创建的“仁爱传教修女会”（Missionarie della Carità）。该会由众多的分支机构构成，共有会员5000名，分布在世界95个国家。该会在三愿之外，还要发第四愿，即生活在最贫穷的底层人士当中。

人们常说，各类古老的隐修会和献身生活团的创建皆源自神恩（该词来自希腊语“kharis
 ”，即恩典，给予喜悦的馈赠）。很多修会的创始人被教宗封为圣徒，并受到天主教会的崇敬。事实上，他们都是些非同寻常的卓异之士，具有“差异性视野”，能够看到别人看不到的地方。这一敏锐的感知得益于一种不断被更新、以耶稣的人性为对象的虔诚的宗教感情。在当时，随着耶稣昔日的生活和受难场所被陆续发现，以及对圣地朝圣的狂热和十字军的东征，可以说，从第二个千年伊始直到像明谷的伯尔纳、阿西西的方济各和北欧的伟大神秘主义神学家的出现，这些修会团体得到了持续不断的发展。这一时代转变同时也表现在文学艺术方面，只要想一想从拜占庭风格的马赛克镶嵌画到乔托的壁画之间的转变就可以大体明了这一点。从那时起，天主教会当中相继产生了许多圣徒，他们懂得通过与穷人、困乏者和病人们结为一体的仁慈之举来认识耶稣。事实上，耶稣在《圣经》中就曾经提道：“凡你们对我这些最小的兄弟中的一个所做的，就是对我做的”（玛25：31-46）。

通过对第二个千年的教会生活的观察，可以发现，这一时期的教会似乎打上了服务精神的鲜明烙印。上述修会的创始人通过将其他人从无从选择的贫穷中拯救出来，从而将之视为某种隐藏着人性财富之物。他们就这样将毕生生命倾注到包括医院、养老院、孤儿院、学校在内的自我解放的机构当中，从而向前推动着“人性的边界”和文明。

“别把他们视为麻烦。”加尔各答的特蕾莎修女常常这样评价那些被遗弃者，她说，我们该“称他们为礼物”。与此相仿，没人可以无视圣文森（San Vincenzo de’ Paoli，1581-1660）对17世纪欧洲的社会文化所施加的非同凡响的影响力。在当时的法国，圣文森致力于全方位地帮助和关心数不胜数的社会弃儿。同样地，其他的修会创始人也是如此全力以赴地帮助别人，如圣加弥禄（san Camillo de Lellis）、圣若望（san Giovanni di Dio）、沙尔的方济各（san Francesco di Sales）、圣施洗若望（san Giovanni Battista de La Salle）、圣若望·鲍思高（san Giovanni Bosco），等等。

在这些修会当中，尤其是在那些由修会设立的专门从事人性解放的机构当中，我们还可以发现许许多多历史学家、文学家、地理学家、人类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和科学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过去的数百年当中，尽管有着这样或那样的矛盾，修会的创始人还是对提升人类的“文明温度”做出了贡献。事实上，随着时间的推移，公共机构和政府便将由修会设立的许多服务组织加以体制化，从而使之成为“普通”的社会组织。

修会在天主教会当中的法律地位

从法律层面看，在修会团体中宣愿遵守福音劝谕的修士们不隶属于天主教会的教阶制体系，众所周知，后者以同罗马主教共融的主教们为教会最高领导。我们在此提到的修会团体范围极其广泛，是教会生活必不可少的补充，在《教会法典》中，有大约200条规定（第573～746条）是专门针对“献身生活会及使徒生活团”（Istituti di vita consacrata e Società di vita apostol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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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在成立之初，上述修会团体通常首先要获得当地主教的批准，随着其不断地发展壮大，在宗座以正式法令批准其成立之后，则成为“教宗直属的献身生活会”。这些修会团体全都以梵蒂冈的某一专门圣部为主管当局，该部被称为“献身生活会及使徒生活团部”（Congregazione per gli Istituti di vita consacrata e le Società di vita apostol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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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座年鉴》中介绍了大约220个由教宗直接管辖的男修会团体（今日其成员已逾20万）和1424个由教宗直接管辖的女修会团体，共计包括约60万修女。

教会法典特别指出，上述修会团体根据其对服务于教会的奉献宗旨，应当以特别的方式致力于传教，每一个修会团体均可选择适合于自身的传教方式。历史业已证明，这些修会团体在传播信仰和组建新教会方面具有巨大的优点。正如我们在本文开始所提到的那样，这一点也由天主教在华传教历史所证明。

有统计资料显示，从1949年新中国诞生之日起，在天主教会所辖的139个教区和宗教监牧区当中，计有46个修会团体和4400名修会神职（其中不乏本籍神职），几乎所有的修会均为国际修会，因此直接隶属教宗管辖。所有的修会团体均为天主教会在华福传付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这其中当然也包括2200名教区神职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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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外籍传教士（几乎均隶属于教宗直接管辖的各个国际性修会）被迫离开中国。经过数十年的风云变幻，今天，天主教会已拥有2000名本地神职，并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与过去不同的是，今天的本地神职当中，仅有极少数隶属于某些修会团体，因为，现有的中国法律不允许国际性修会在中国发展成员。此外，即便年青修女的数量已近3000名，但根据官方规定，她们仅被允许加入教区修女会。拜邓小平改革开放之赐，中国各教区主教得以开始在各自的教区成立教区性修会。

毫无疑问，中国天主教会之排斥修会的国际特性构成了一种严重的贫乏。事实上，这一点阻碍了中国天主教会充分利用国际合作，尤其是利用那些有着数百年历史和经验的伟大修会团体特有的神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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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常指责某些昔日在华传教的大修会的传教士们甘心被殖民主义者所利用，从而为各西方国家谋求利益。在某种意义上，这一指责的确无可厚非，即便是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也曾毫不犹豫地对此加以承认。教宗在2001年利玛窦进京400周年之际时曾特别致辞，他说：“可惜，历史告诉我们，教会成员在中国的行为并非一无过失……因这些过去的错误和缺失，我深感惋惜……为了这一切，我向那些多少感觉到被天主教徒的这类行为所伤害的人们，请求宽恕和原谅。”

继一系列特别针对利玛窦在京去世400周年（1610年5月11日）的纪念活动之后，人们有理由相信，一种相互理解和合作的气氛将有助于解决这一棘手问题，正如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在上述致辞中提到的那样：“必须从容、公正、彻底地去寻求历史的真理。……我向各位保证，圣座常准备好在这项研究工作上与大家合作。”

对人类大家庭在当前现实中的需要做出回答应该成为人们优先考虑的内容。如果说在前现代社会，天主教修会的神恩特别致力于医治人类所受到的不可胜数的创伤的话，那么，在现代和后现代社会当中，修会所要面对的首要伤害则是人类无法抱着相互尊重的心态面对彼此，这么讲似乎一点也不夸大其词。今天，世界文化已迈入一个世俗化的进程，就连许多西方国家的基督教传统似乎也在日渐消失。但是，与此相对，一种新的福传现象正在西方社会中出现，新一波的平信徒运动现象就是该福传努力的首要表现。

（刘国鹏 译）




 [1]
 梁作禄（Angelo Lazarotto）宗座外方传教会会士，意大利著名汉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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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天主教教理》第927条指出，各个修会应当与各地方教会的建设和壮大保持和谐与合作。


平信徒运动

玛尔塔诺（Valeria Marta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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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平信徒运动风潮中的天主教会

“历史上的天主教会经历 了各种各样的运动，正如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变化一般……”，法国历史学家普拉
 
[2]

 如此写道：如果撇开天主教会所经历的种种精神思潮——后者常常以创造性的方式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下影响天主子民的生活方式——那么，要想了解天主教历史就是不可能的。

在此意义上，在20世纪天主教会当中出现的新情况，尤其是在平信徒层面出现的新变化，就成为一种既清晰又复杂的现象。这一现象很难被归结为某一单一的来源，恰恰相反，它代表了今日天主教会的一个重要方面，可以说，是理解当代天主教会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

在一个被定义为历史上最为世俗化的世纪——按照里卡尔迪
 
[3]

 的说法，它不仅是一个“远离天主”的时代，而且是一个“殉教的世纪”——当有人从诸多方面预言基督宗教的“衰落”
 
[4]

 时，人们却发现，与此相伴的则是神恩革新运动（un rinnovamento carismatico）的兴起，即平信徒集会这一新形式的出现和成功。这一新的形式尽管特征各异，但却表现出平信徒在参与教会活动方面非常寻常的能力。这一运动已开始在多个国家和地区迅速蔓延，甚至包括那些传统上远离天主教会和宗教的国家和地区。
 
[5]



对于天主教会来说，20世纪是一个分水岭，在其中，天主教会被迫重新思考与世界和社会的关系问题，重新衡量所面临的新现实和新挑战。当史无前例的法国大革命引起了巨大的社会转变从而推翻了将自身的确定性建基于政教合一的政权之上这一天主教模式，19世纪发生在欧洲的变化又加深了天主教会面临的时代变革，天主教会同“现代性”的对话进入了艰难时刻。不过，与此同时，基督宗教的目标，以及与那些不再将基督宗教视为自我认同的社会或国家毫不妥协的意识，却使之开创了一个方式和侧重点各异的、富有成果的时期。对此，天主教徒开始扪心自问，在一个世俗化的时代，教会的角色和存在方式该做何定位？

即便在一个仍然长期以教会圣统制为教会论核心的情况下，平信徒也开始逐渐扮演一种与过去极为不同的角色，这一教会论将平信徒定位为“教会的学生”，并承担着“动员平信徒”的特权和角色。在此意义上，人们不妨阅读一番教宗良十三世就天主教运动发起的一系列倡议，或者庇护十世在1905年向平信徒颁布的“准则”（Norme），后者发明了一种在平信徒当中组织“协会运动”（associazione-movimento）的新模式，并在庇护十一世担任教宗期间得到了持续推进。教宗庇护十一世为人所熟知的则是将平信徒联合主义通过“公教进行会”（Azione Cattolica）予以重新表达。这一组织出现在19世纪末，1923年10月2日，其章程获得了教宗的批准。在此情况下，教宗庇护十一世精心地调整了平信徒组织和教会圣统制之间的关系，并将其置于主教们的直接领导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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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构思在教宗庇护十二世时期却得到了完全的扭转，将天主教会自身视为一场运动这一观念开始赢得了空间，在这一运动当中，各种灵性和神恩派别拥有其自主权。早在1943年颁布的《基督奥体》（Mystici Corporis
 ）通谕中，教宗宣称倡导神恩在教会当中所扮演的核心角色，并肯定说：“在圣神那不可见的使命和司铎自基督那里获得的合法权柄之间不存在任何真正的冲突和令人反感之处。”在1951年的一次演讲中，教宗庇护十二世重申了其对“公教进行会”的信心：“在某些司铎和平信徒的引导下，天主教平信徒运动吸引了大批教友……”
 
[7]



这是一种非同寻常的开放，事实上，教宗庇护十二世掀开了教会论的新篇章，并在“梵二”会议宪章——《论教会教义宪章》（Lumen Gentium
 ）中臻至巅峰。该宪章明确了天主教会的真实身份不在于有形可见的各类教会机构，而在于“遍布整个世界的天主子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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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会论发生持续演变的大背景下，平信徒运动的经验便不再被局限于类似于传统上的天主教联合主义。事实上，在20世纪，教会平信徒运动的经验虽说在倾向、规模和表现方式上存在着差异性，但是却存在着一个共同点，即其并非一场有计划的革新运动，而是一场贯穿整个教会的神恩潮流。

人们日常所谓的平信徒运动，即是指上述事实。这是为20世纪的天主教会打上标志性烙印的独特现象，不仅为信徒的团体生活注入了新的形式，而且也为福音化提供了一种新的经验。

平信徒运动现状一瞥

对于平信徒运动、至少是那些20世纪在国际范围内获得成功的平信徒运动的实际情形进行一番快速而简单地审视，将有助于对其多样性的加强认识。不过，按照马克·英帕辽佐（Marco Impagliazzo）在相关文章中的说法，这一多样性也孕育了所谓的“同一性”。事实上，20世纪的平信徒运动，多半产生于“二战”结束和“梵二”会议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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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40年代，西班牙刚刚摆脱了内战的困扰，却又陷入了世界大战的纷争。与此同时，其国内出现了一些试图以天主教价值“重新占领”社会的团体，由施礼华（Escrivà de Balaguer）司铎建立的“主业会”（Opus Dei）即为其中一例。“主业会”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创建于西班牙，并于1928年和1930年分别成立面向上层社会和知识分子的男部和女部。然而，在当时，“主业会”却采取了一种与平信徒运动截然不同的方针，即致力于培养其成员成为高级神职人员。

1941年，在西班牙的马洛卡（Mallorca）举办了首期“基督活力运动培训班”（Cursillo de Cristiandad），在喊口号和唱歌等心理手段的辅助下，经过短短三天的课程，此次培训班实现了“重新福音化”的目标。“基督活力运动”的足迹甚至越出了欧洲，在以西班牙语为母语的多个国家，尤其是在拉丁美洲获得了迅速传播。就这样，从“小小的培训班”诞生了许多以堂区教堂为中心的具有一定稳定性的平信徒小组。

“二战”后的意大利，在耶稣会士隆巴迪神父（Riccardo Lombardi）的组织下，兴起了“缔造美好世界”（Per un mondo migliore）的平信徒运动。在20世纪50年代，当人们在到处议论天主教会的衰落时，隆巴迪神父却在对媒体力量的合理利用下，成功地奋兴和吸引了大批天主教徒，在那场手足相残的战争之后，呼吁重新和解，以及灵性上的共融。
 
[10]

 由隆巴迪神父发起的平信徒运动在一开始曾获得过振奋人心的效果，甚至还得到了教宗庇护十二世的支持和鼓励，但却在后续阶段遇到许多困难。不过，由隆巴迪神父倡导的神恩奋兴运动却影响了20世纪天主教会当中许多举足轻重的人物，这其中便有1980年被刺杀在祭坛上的萨尔瓦多主教罗梅罗蒙席（mons. Oscar Romero）。

“玛利亚的事业”（Opera di Maria）这一平信徒运动的诞生与“二战”的惨剧关系密切，该运动常以另一个名字——“普热博爱”（Movimento di Focolari）而闻名于世。1943年，意大利北部小城特兰托历经战火的摧残已满目疮痍，一位年青的女子卢嘉勒（Chiara Lubich）面对世界大战的蹂躏，看到了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惨剧，并被呼召以爱缝合恶所造成的巨大深渊，以合一来对抗引起众多破坏的分裂和仇恨。就这样，一个过团体生活的、以互帮互爱为联系纽带的女性小组应运而生了。继第一个小组之后，更多的“熔炉小组”开始纷纷成立。事实上，“熔炉运动”将其合一的理想融入了不同的时代背景，在向世界范围内传播时，向不同的生命状态和不同年龄的人群敞开了大门，并且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经验，即经济上共享，从而在世界不同国家建立其许许多多融生活场所和集体劳动于一体的“城堡”，后者代表了绝大多数平信徒运动的行为准则和集会场所，其中一项显著的工作即是在不同基督宗派之间以及在不同宗教之间开展对话。
 
[11]



与此相较，路易吉·丘萨尼（Luigi Giussani）所发动的平信徒运动则选择了一种截然有别的方式。丘萨尼为生活于米兰的一名神父，受青年人，尤其是学生当中重建基督教团体这一念头的驱使，1954年，丘萨尼神父放弃了维内葛诺（Venegono）修院神学系的教职，前往贝尔希特（Berchet）国立文科中学教授宗教课程。在他周围开始聚集起一些青年学生，他们最初起名为“学生青年团”（Gioventù Studentesca），并且作为“公教进行会”的一个分支机构开展活动。数年之后，“学生青年团”演变成一场声势浩大的平信徒运动，并因不同取向而产生分裂，其内部也变得问题重重。
 
[12]

 而“梵二”会议之后，按照对该运动素有研究的历史学家马西莫·卡密萨斯卡（Massimo Camisasca）的说法，“学生青年团”开始重新抬头，其标志性事件即1969年“共融与解放”（Comunione e Liberazione）的成立。“共融与解放”运动重新强调文化、经济甚至政治领域内的基督教“存在”，该运动在意大利、拉丁美洲和其他国家有着深远影响。不过，该运动逐渐呈现出一种复合形态，即在平信徒运动之外，于1980年形成了“共融与解放司铎博爱”（la Fraternità sacerdotale di Comunione e Liberazione）组织；1988年，在丘萨尼神父的倡议下，又相继成立了一个度奉献生活的俗世会——“缅怀救主”（Memores Domini）。

“梵二”会议精神

随着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的召开，教宗若望二十三世邀请天主教会从对“时代信号”（segni dei tempi）的感受出发，进行“自我更新”（aggiornamento）。
 
[13]

 这一在天主教会历史上留下深刻印记的开放态度和巨大变革所引起的非同寻常的效果是广为人知的，“梵二”会议将天主教平信徒卷入了激情的浪潮之中。短短数年间，为教会结社运动赋予新生的种种革新措施开始遍地开花：在“梵二”精神的影响下，出现了形形色色的平信徒运动和新的灵修团体，其数量远比各类文献中记载的要多，这是一段被视为“天主教会的春天”的空前繁荣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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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在西班牙马德里一个贫困的市区，一位刚刚皈依基督的年轻作家方济各·亚基罗（Francisco Kiko Arguello），同赫尔南戴（Carmen Hernandez）一道，发起了“新慕道之路”（Cammino Neocatecumenale）运动。但事实上，“新慕道之路”的发起人并不自视为一场运动，其影响很快越出了西班牙，经由意大利而波及整个世界。“新慕道之路”注重在堂区开展工作，并将之视为基督徒生活中的“天然场所”，而后从中组织起许多平信徒团体。这些平信徒团体尽管互有差异，但其发展却是有目共睹的。这一发展给人们提供了一个必要而明确的信息：重新发现福音宣告、洗礼的意义和弥撒圣祭的中心地位。“新慕道之路”下设的各个团体常常派遣夫妻或核心家庭成员前往全世界许多贫困地区进行传教，不过，与同时期成立的、以关心穷人为核心内容的其他平信徒运动或组织相比，“新慕道之路”只强调传教而不注重发展特定的社会慈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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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较，1968年，在左派学生运动依然高涨的时期，“圣艾智德”团体在一名青年平信徒——里卡尔迪的倡议下成立于罗马。“圣艾智德”团体注重在年轻人当中开展活动，其名称源于罗马一座小教堂的名字，这座小教堂是该团体进行每日集体祈祷的第一个场所。该团体随后开始在社会各个阶层进行传播，并将平信徒团体这一组织形式与每日集体祈祷，以及面向贫苦人群的无偿个人服务紧密结合起来，从而将之作为天主教会使命的一个表达，即教会是“所有人，尤其是穷人的教会”。
 
[16]

 对《圣经》和穷人的爱构成了“圣艾智德”团体的灵性和生命之根，以此为基础，该团体成员很快遍布包括欧洲在内的全球70个国家，其中不乏非洲人士。除此之外，该团体还致力于在遭受战争灾难的地区从事调解和重建和平（值得一提的是，由于该团体的努力，1992年10月4日莫桑比克内战双方签订了和平协议）
 
[17]

 ，并积极从事跨宗教和文化对话。
 
[18]



这种将与弱势人群荣辱与共置于信仰的优先地位的做法，同样可以在由法国人温立光（Jean Vanier）发起的一场平信徒运动——“方舟团体”（l'Arche）那里找到。该团体以在家中侍奉弱智人士的方式来过团体生活，这一方式通过对灵性生命的特殊治疗而建立起一种“相互尊重”的关系。如今，该团体已扩展至全球36个国家。
 
[19]



如果不提及可以被称为“银河系”的天主教神恩运动，那么对天主教平信徒运动的描述就称不上完整。这一神恩运动是与20世纪初基督新教的五旬节派密切相关的信仰现象，并在“梵二”会议召开期间在天主教界获得了迅猛传播。

该运动缺乏真正的创始人（运动的经验来自神恩，即圣神的直接感召），一般而言，该运动为一些自发组织的神恩小组，并因历史、生活尤其是神恩的差异而呈现出不同的特征，虽然如此，其在国际、国内层面往往组成许多联合或联盟形式。这些神恩组织本质上不过是些着重强调祈祷的疗救作用的祈祷团体。在意大利，最大的平信徒联合组织为“灵性复兴”（Rinnovamento nello Spirito），而在国际层面，各种神恩团体则选择加入“国际天主教神恩复兴服务处”（ICCRS，International Catholic Charismatic Renewal Services）。
 
[20]



若望·保禄二世——1998年的转折

1998年五旬节之际，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在圣伯铎禄大堂召开了首届世界天主教运动和新的教会团体大会。此次大会并非一次由不同地域、不同种族的民众围绕宗座而举行的节日盛会，而是一个就业已成为日常性的、明白无误的现象进行反思的时刻，正如前面提到的那样，这一现象还在不断发展，并在形式的多样性和自治性方面变得日趋丰富。
 
[21]



此次大会也并非一次将平信徒运动纳入教会圣统制或有意加以引导的尝试，这一现象对于许多人来说可谓前所未有的新生事物，正如有些人担心的那样，在某种意义上，此次集会成了平信徒运动“登台亮相”的契机。相反，天主教会对参加集会的全部50多个平信徒运动组织所呈现出的多元性和差异性持“感激和喜悦”（引用当时拉辛格枢机的表述）的欢迎态度。

在集会的开幕报告中，拉辛格枢机试图从类型学的角度为教会的平信徒运动描绘出一个大致的轮廓。拉辛格枢机宣布说，“既然圣神为每一个惊喜的时刻都做好了准备，那么，从制定某一严格定义的角度来对平信徒运动进行自我审视似乎是适宜的。”对此，枢机将平信徒运动确定为几个类别，并按照相当清晰的类型学概念予以划分：“一般而言，平信徒运动源自某一‘卡里斯玛’式人物的引导，并在具体的平信徒团体中得以落实，这些团体凭借原初的力量从整体上重新激活了福音，并且毫不犹豫地在天主教中认识到他们生命的道理，舍此道理，则彼等断无存在的根据”
 
[22]

 。此外，这位未来的教宗还补充说，教会运动的范围不局限于某一特定民族或国家，而是存在于“普世性的开放空间”。

拉辛格枢机特意指出，在教会历史当中，与教会机构（拉辛格枢机将其定位为教会的“支柱”）的历史相伴随并相互交叉的，是从未间断的一系列灵性运动，后者是与教会当局的管理或教会的领地毫不相关的灵性的自由表达（从隐修制度的建立到方济各运动和多明我运动等）。无论如何，这些灵性运动参与到“宗徒的未竟之业”（此为主教的特权）当中，也就是说，它们表现出基督徒在传教观念上的持续性，并被召唤去做“地上的盐和世上的光”。

事实上，平信徒运动是在顺应时代精神的情况下，以一种新的方式对基督教信仰在生活需求方面的回应。也可以说，平信徒运动是天主教会对全球化的主要应对措施之一，因此，这位德国神学家在报告的结尾祝愿说：“人为的组织愈少，圣神的工作愈勤，则幸莫大焉！”若望·保禄二世则在其闭幕词中提到平信徒运动在教会机构和神恩方面的“共同本质”（coessenzialità）
 
[23]

 ，这一措辞并非无足轻重。教宗果断地超越了神恩从属于更为稳固的、教会圣统制的原则这一理念，提出了一种被认为是本质上必不可少的教会论观念，即允许灵修群体的自由发展，而非纳入中央集权制式的规范或管理之中，这些灵修群体在不同环境下受圣神的感召，并担负着截然有别的任务。在某种意义上，1998年的五旬节可以被视为天主教教会论革新的完成，这一革新始自教宗庇护十二世的《基督奥体》（Mystici Corporis
 ）通谕，并成为“梵二”大公会议的核心任务之一。

教宗本笃十六世和平信徒运动的前景

1998年召开的天主教运动大会代表了天主教会和21世纪人类社会关系的拐点。正如里卡尔迪观察的那样，对于天主教运动而言，此次大会标志着其从青春期迈入成熟期的转变，或者说，从一个对自身团体的神恩的肯定和阐释阶段，进入一个不但不放弃自身教会团体的个性，而且还可以更好地理解其他教会团体的神恩和个性的、更加成熟的阶段。这是一个面向他者、面向兄弟团体、面向在差异性中追求相互合作和共存这一能力的、坦然与均衡开放的时代。
 
[24]



1998年的天主教运动大会为几个国际性平信徒运动组织带来了机遇，其中著名的如“熔炉运动”、圣艾智德团体、和“灵性复兴”等。自此之后，它们举办了一系列旨在增进不同平信徒运动和团体相互交流的国际性会议，进而尝试各种可能的合作方式。

上述国际会议的意图并非在于将不同的神恩和启示加以整合，也不是联合开展活动，而是致力于营造一种相互激励和尊重的氛围。因此，跨团体间的交流代表了一种试图同一个复杂得多阶层社会保持均衡关系的“成熟的基督徒”式的教育，在这一社会中，面向他人的开放态度构成了促进和谐共处文化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在这样一种视野下，就不能不提到2004年在德国施派尔（Speyer）举办的会议，以及2006年在斯图加特举办的另外一场更为大型的会议，后者的会议主题为“为了欧洲和衷共济”（Insieme per l'Europa），此次会议特别针对欧洲，但也不排除对全球层面的反思。数量众多的平信徒运动和团体参加了这次会议，尽管规模不一、启示各异，它们还是为了提供一种基于各自神恩的灵性奉献和兄弟之情而走到了一起，并在差异性中相互激励。对于这些集会而言，基督新教和东正教平信徒组织与协会的出席显得尤其富有意义，这一“天主子民的普世主义”的实现，并不奢求各宗派在组织机构上的完全合一，而是培养一种在不同基督宗派之间重建兄弟之谊的抱负。

执政伊始，本笃十六世就在2006年五旬节于罗马召开了一次新的平信徒运动世界大会，大会的主题是“身为基督徒的美妙和表白基督徒身份的喜悦”。
 
[25]

 共有超过100个平信徒组织和新兴团体参加了此次大会。大会期间，各团体代表阐述了不同环境下的天主教传教活动，并围绕天主教会所面临的挑战——“新的勇气、新的创新性和大胆的革新”——进行了讨论。
 
[26]

 2006年的五旬节大会代表了新教宗对21世纪天主教平信徒运动这一重要事实的肯定。

结论

通过对天主教平信徒运动在形态多样性上的仔细研究（尽管有些过于仓促），可以发现，每一个平信徒团体均与其创始人的神恩密不可分，笔者愿意就此描述一下各个团体中所表现出的共性，并以此作为本文的结论。

在此，我仅列举两点。这两点在我看来，既揭示了这一现象的“与众不同”之处，也在某种方式上体现出其历史的重要性。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平信徒运动出现于教会生活仍然按照传统模式加以组织的20世纪，并波及教会方方面面的“有生力量”（如平信徒、修士、司铎等）。此外，昔日在教会生活中被严格划分的范畴业已成为过去。

事实上，在几乎所有的平信徒运动和新兴教会团体内部，除平信徒之外，还包括度奉献生活的人士、修士、司铎、主教等，有时甚至还包括枢机主教。上述宗教人士常常根据某一运动的内部结构和灵性选择以有组织的方式加入。但是，不同身份的教会人士聚集在新兴的教会运动内部，以一种具体而有效的方式表现出教会的同构性和世俗性：事实上，并不是加入新兴运动者的教会身份，而是其与“卡里斯玛”式领导人物的关系决定了其在该运动内部的角色。

正如前文提到的那样，平信徒运动的另一个特点是普世性。平信徒运动被认为像是一个复杂的、由多个中心构成的整体，在一个国际性团体内部，需要根据不同的情况向不同的人士负责。不过，一个平信徒团体的合一，在于灵性启示，而非一个中央集权式的组织结构（即使在这方面，就各个团体内部的结构而言，其间的差异性也是很明显的）。平信徒运动置身于不同的社会环境当中，它们各自的特殊神恩，并非以某些单个民族在其中生活或工作的某一国家实体或政治视域为基准，而是以一种全球化的眼光在特定环境下提升与人类自身有关的灵性。

综上所述，本文截至目前的一个困难是，如何将一个类似天主教平信徒运动的现象化约为一个标准化的类型，从而得以完整地阐述其发生、发展和自我意识，以及其与教会机构的关系定位。

然而，平信徒运动在同当今世界交往上表现出的多样性，以及快速的发展和广泛传播，无论如何已成为一个重要的宗教现象，并注定在天主教会处理与一个日益全球化和交互作用的世界的关系问题上产生重要影响。

（刘国鹏 译）




 [1]
 玛尔塔诺（Valeria Martano），意大利圣艾智德团体理事，历史学家。


 [2]
 普拉（E. Poulat）：《19～20世纪法国平信徒运动的伟大历险》（La grande avventura del movimento cattolico in Francia，（XIX e XX secolo），载《天主教平信徒运动》（I movimenti nella Chiesa
 ），“Concilium” 2003/3，第75～86页。


 [3]
 里卡尔迪：《百年殉教：20世纪的基督徒》（Il secolo del martirio
 . I cristiani nel Novecento
 ），米兰，2000年。


 [4]
 参见法国历史学家德吕摩的著作——《基督宗教濒临消亡？》（Le christianisme
 ，va
 -t
 ，il mourir
 ？），巴黎，1977。


 [5]
 目前为止尚没有一本专门论述平信徒运动的历史著作，最近刚刚出版的法乔里（M. Faggioli）的论述——《教会运动简史》（罗马，2008）可视为一次简明扼要的尝试。此外，亦可参考〔英〕帕辽佐《天主教平信徒运动与新兴教会团体》（Movimenti e nuove Comunità），载《天主教国家——1958年至今的天主教会与意大利社会》（La nazione cattolica
 . Chiesa e societ
 àin Italia dal
 1958 ad oggi
 ），米兰，2004；埃基（ C. Hegge）：《“梵二”会议与教会运动：对神恩的接纳》（ Il Vaticano Ⅱ e i movimenti ecclesiali，Una recezione carismatica），罗马，2001年；法瓦莱（A. Favale）：《天主教会的新兴团体：宗教研究》（Comunità nuove nella Chiesa. Studi religiosi），帕多瓦，2003。


 [6]
 法拉利（L. Ferrari）：《意大利“公教进行会”：从产生之日到教宗保禄六世执政时期》（ L’azione Cattolica in Italia dalle origini al pontificato di Paolo Ⅵ），布雷西亚，1982。


 [7]
 庇护十二世：《广播稿与演讲集》（Discorsi e radiomessaggi
 ），梵蒂冈城国，1961，第ⅩⅢ卷，第294～295页。


 [8]
 《论教会教义宪章》，《梵二大公会议文献全集》（Tutti i documenti del Concilio），米兰-罗马，1971，第17页及以后各页。请特别留意第4章有关论述平信徒的部分。


 [9]
 Cfr.Marco Impagliazzo，Movimenti e nuove comunità
 ，in AAVV.，La nazione cattolica
 ，Milano 2004.


 [10]
 齐佐拉（G. Zizola）：《上帝的麦克风：庇护十二世、隆巴迪神父与意大利天主教徒》，米兰，1990。


 [11]
 有关“熔炉运动”的论述可参考冯蒂（E.M. Fondi）、藏祖济（M. Zanzucchi）《福音孕育的民族：卢嘉勒与“熔炉运动”》（Un popolo nato dal Vangelo
 . Chiara Lubich e i Focolari
 ），Cinisello Balsamo，2003年；卢嘉勒（C. Lubich）、乔尔达尼（I. Giordani）：《“那是战争时期……”运动发起的初期》（“Erano tempi di guerra
 …” Agli albori dell
 ’ideale dell
 ’unit
 à），罗马，2007年；加拉吉尔（J. Callagher）：《卢嘉勒：对话与预言》（Chiara Lubich
 ，dialogo e profezia
 ），Cinisello Balsamo，1999年；藏波尼尼（F. Zambonini）：《卢嘉勒的精神财富》（Chiara Lubich
 ，la sua eredit
 à），米兰，2009年。


 [12]
 加米萨斯卡：《“共融与解放”的产生（1954～1968）》（Comunione e Liberazione
 . Le origini
 （1954～1968）），Cinisello Balsamo，2001年；《“共融与解放”的复兴（1969～1976）》（Comunione e Liberazione
 . La ripresa
 （1969～1976）），Cinisello Balsamo，2003年。


 [13]
 1961年12月25日，教宗若望二十三世颁布召开“梵二”会议的敕令——《人类救恩》（“Humanae salutis”），收入《梵二大公会议文献全集》，第Ⅰ～Ⅸ页。


 [14]
 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在1998年5月31日的五旬节弥撒讲道中指出：“平信徒运动和新兴教会团体是‘梵二’会议以来，由圣神所带来的新的春天，是神意的显现，它们是对天主之爱这一大能的宣告。天主之爱超越了人间任何分裂和樊篱，更新了大地的面容，以便为尔等缔造爱的文明。”


 [15]
 布拉兹克（R. Blazquez）：《新新教徒团体》（Le comunit
 à neocatecumenali
 ），米兰，1989；罗马新新教徒中心（Centro Neocatecumenale di Roma）：《新新教徒的发展及章程》（Il Cammino neocatecumenale
 ，Statuto
 ）罗马，2002。


 [16]
 里卡尔迪：《同杜兰和拉图斯一席谈：圣艾智德团体、罗马与世界》（Sant
 ’Egidio
 ，Roma
 ，il mondo
 ，colloquio con J
 .-D
 . Durand
 ，R
 .Ladous
 ），米兰，1997；乔万里（A. Giovagnoli）编：《1968年——乌托邦与福音：青年学生的批判运动和天主教界》（1968 fra utopia e Vangelo
 . Contestazione e mondo cattolico
 ），罗马，2000。


 [17]
 德·罗卡（R. Morozzo della Rocca）：《莫桑比克：从战争到和平非同寻常的调停经历》（Mozambico
 . Dalla guerra alla pace
 . Storia di una mediazione insolita
 ），米兰，1994。


 [18]
 杜兰（J.D. Durand）：《“阿西西精神”：若望·保禄二世针对圣艾智德团体的演讲和布道集——对和平史的贡献》（Lo
 “Spirito di Assisi
 ”.Discorsi e messaggi di Giovanni Paolo
 Ⅱ alla Comunit
 à di Sant
 'Egidio
 ：un contributo alla storia della pace
 ），米兰，2004。


 [19]
 斯皮克（K. Spink）：《共融的一生：温立光与“方舟”团体》（Una vita di comunione
 . Jean Vanier e l
 'Arca
 ），米兰，2007。


 [20]
 彭西拉（M. Panciera）：《意大利的灵性复兴：教会团体》（Il Rinnovamento nello Spirito in Italia
 ：una realt
 à ecclesiale
 ），罗马，1992。


 [21]
 罗马教廷各圣部负责人、不同平信徒团体的创始人和代表在两天的会议议程当中所提交的大会报告参见宗座平信徒委员会（Pontificium Consilium Pro Laicis）编《天主教平信徒运动》（I movimenti nella Chiesa），梵蒂冈城国，1999。


 [22]
 拉辛格：《教会平信徒运动及其神学地位》（I movimenti ecclesiali e la loro collocazione teologica），收入《天主教平信徒运动》，第23～51页。


 [23]
 《教宗若望·保禄二世演讲词》，收入《天主教平信徒运动》，第219～224页。


 [24]
 里卡尔迪：《仁慈与正义：天主教平信徒运动所面临的挑战》（Carità e giustizia：sfide per i movimenti），《天主教平信徒运动》，第183～190页。


 [25]
 大会文献汇编参见宗座平信徒委员会编《身为基督徒的美妙》（La bellezza di essere cristiani
 ），梵蒂冈城国，2007。


 [26]
 引自帕利亚蒙席的表述（Vincenzo Paglia），收入宗座平信徒委员会编《身为基督徒的美妙》（La bellezza di essere cristiani
 ），第175页。


天国、尘世、教会之间的关系

——论第二届梵蒂冈大公会议后的新神学

任延黎
 
[1]



引言

自19世纪以来，世界发生了很多变化，教会在世界中的地位与中世纪相比，已有很大不同，教会逐渐失去对政治生活的影响。政治运动、经济发展、科学发现以及哲学思想等都影响着天主教的反思，最初的反映便是19世纪下半叶出现的天主教的社会运动以及与天主教会“社会理论”相关的几篇教宗通谕。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这一新进程加快了步伐。许多神学家致力于探讨天主教徒的“社会责任”问题。20世纪60年代初，天主教会当局认识到传统神学对当代世界的不适应性，召开了第二届梵蒂冈大公会议（下文简称“大公会议”，以便分辨“时代的征兆”）
 
[2]

 、“神话基督宗教的理论”使之“适应时代”
 
[3]

 ，从而开始了神学的革新。

大公会议后，天主教内原已存在的思潮与新思想结合在一起，涌现出许多新的神学流派，如政治神学、进步神学、发展神学、希望神学、解放神学以及“为社会主义的基督教徒”等，神学家们纷纷从《圣经》中寻找依据，以各自的方式阐述各种神学问题，因而现在呈现出神学的多元化。不过，所有这些神学都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是行动的神学，都认为有参与世俗事务的必要，但是其中一些神学主张并不为罗马教廷所接受。在长期的争论中，自大公会议开始便占据主导地位的官方神学在生产的阵痛伴随下，逐渐发展完备。

尽管这个新神学的头绪繁多，但笔者认为，这个在天主教思想界占据统治地位的新神学的核心是关于天国、尘世和教会以及它们之间关系的神学，因为它为一系列有关神学、礼仪、组织和传教的改革和革新提供了据以立足的理论基础，它为天主教会所持的与“一切有良好愿望的人对话”
 
[4]

 、展开普世合一运动、订定教会的性质与使命、积极评价尘世的价值以及描述人类的未来等心态度做出了解释。

本文仅限于探讨对下述问题做出回答的神学命题：何谓天国，它在何处？尘世有何结局？何人可达天国？最后，教会的使命何在？以便重现大公会议的训导。当然不可避免地要论及大公会议后的有关神学发展。

第一章 天国

一 天国在此世

大公会议惊人地宣称：“……这神国业已存在于此世，不过尚隐蔽于奥迹内；当基督再度来临时，则将成功为圆满无缺的。”
 
[5]

 大公会议在这里所说的天国并不是一个物质的实体，而是一个内心的、精神的实体
 
[6]

 ，它是一个“永恒而普遍的神国，真理及生命的神国，圣德及圣宠的神国，正义、圣爱及和平的神国。”
 
[7]

 这是第一次用如此明确的语言做出这样的解释，大公会议的这个论断是一个创新。

在长达近2000年的基督宗教史中，人们一直认为天国是与尘世对立的一片领土、一种环境、一个天上的现实，天主在其间统制；而当天主之国到来时，陷于罪孽之中的尘世则归于彻底的毁灭。由这种观念派生出消极等待天主之国的降临、鄙视人类在世上的活动及其劳动和智能的成果的人生态度，而造成这种观念的理论原因之一是，旧约中表述的“雅威王”、“雅威统治”及新约中“天主之国”、“天国”的说法被神学家们作了此种解释。新、旧约的这些用语使得许多神学家和信徒们把天主之国理解为在世界之外并与之对立的一个场所，在《圣经》中为数不多的几处也的确表现为这样一种环境。旧约中达尼尔曾谈到与世上王国对立的天主之国（达7）；新约中无论是洗者圣若翰还是耶稣本人及其门徒经常说到并被人们注意到的只是天主之国“近了”（玛3：2，10：7；谷1：14-15；路10：4，11），而不是其他。在中世纪，关于天国、教会和国家的舆论受圣奥古斯丁在《天主之城》一书中表现出的二元论的影响很深。人们推论，既然代表天国的教会在世上是旅居并与地上之城对立，那么天上之城必然是和地上之城对立的，人们甚至把教会与天上之城认同为一而忽略了二者的区别。总之，在基督宗教的传统中，天主之国是作为一个彼岸世界、一个不属于尘世的王国而被宣扬的，它的到来是突如其来的和轰轰烈烈的。耶稣的话被视为这种观念的依据：“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假使我的国属于这世界，我的臣民早已反抗了，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但是，我的国不是这世界的”（若18：36）。

另一方面，在早期基督徒之间，千禧年之说曾流传了一段时间。此说认为在末日审判之前，基督将回到世上为选民建立一个幸福的王国，在永享幸福之前，选民在此间先享受千年的幸福。这一观念的根源可以在犹太拉比们对有关天国的预言诠释中找寻到。在先知们预言的天国中，以色列民征服了其他民族，享受着世间的幸福，这种思想就是犹太锡利亚主义。在基督宗教的最初几个世纪中，一些基督徒继承了犹太人的这一信仰，在他们中间诞生了基督宗教锡利亚主义。此说认为，在世界末日之前，基督徒将和基督一起统治地上千年，他们这种思想的依据是《若望默示录》中的一段预言（默20：1-15）。在基督宗教历史中，特别是在来世论运动和诸如基督复临派和再洗礼派等新教教派中，天晓得有多少次，先知们宣布了末日到来、尘世毁灭和天主之国光荣降临的日期。当然，他们陷入失望的同时，也使信徒们失望。
 
[8]

 一些信奉锡利亚主义的人甚至试图亲手建立地上的天堂，宗教改革时代的托马斯·闵采尔便是其中之一。他进行了革命，失败了并被砍了头，锡利亚主义也随之没落了。

然而，尽管“末世论”一词在17世纪才诞生，但在神学史中，既对每一个人也对整个世界的“最后的现实”的兴趣，却是从一开始就存在的。经院哲学的“末世论”分为两个部分：个人的末世论和集体的末世论，它们分别论述每一个人的结局和全体人类的结局。由于教宗本笃十二世发布的法规终止了各种不同意见之间的争论，这一话题沉寂了很长时间。后来是基督教的神学家们首先旧话重提，随之先后出现了韦斯（Weiss）和斯维泽（Schweitzer）的因果末世论，巴特（C. Barth）、布鲁纳（Brunner）和巴尔特曼（Bultmann）的超时间末世论，库尔曼（Cullmann）的提前末世论，多德（Dodd）的已实现末世论，耶莱米亚斯（Jeremias）的正在实现的末世论，以及受到布洛赫（Bloch）哲学影响的潘能博格（Pannenberg）的作为预想的末世论和莫尔特曼（Moltmann）的作为希望的末世论。这些末世论的不同学派广泛地探讨了许多问题，如普及天主之国的方法、时间与永恒的关系，历史与天主的超性关系，过去、现在和将来之间的历史——救赎的形势等，在天主教思想界引起许多共鸣。

种种旧的末世论思潮毫无疑问地为大公会议的末世论准备了道路，但大公会议的末世论并不是旧末世论的简单继续。大公会议末世论的特点是：它并不为面面俱到地恢复传统神学的各种教义而操心；它日益变得无所不包，从而取代传统神学的作用；它不把自己与任何特定的哲学捆绑在一起，而是立足于对《圣经》资料的再思考。

二 旧约和新约中的依据

按照天主教神学家们现在的理解，在旧约中，以色列人并没有一种对人、对时间和对现实的二元论观点，他们所具有的是一种统一的观念。以色列人没有一些东方宗教所具有的轮回理论，他们的末世不在时间的彼岸，而是此世现实的继续。那是神的一种新创造，它与现实的创造不同，但并不与之对立。神的这个新创造将是终结事件的大系列的最后事件。这一系列事件指的是天主对世界和历史强有力的干预，具体地说，即在历史中天主的创世行动和救赎行动，它们一起构成天主教的整个计划。如《创世记》前几章所述的那样，天主的创世行动业已完成：“这样，天地和天地间的一切点缀都完成了。到了第七天天主造物的工程已完成，就在第七天休息，停止了所作的一切工程”（创2：1-2）。然而，天主对世界的救赎仍在继续，它在最后的时刻完成并成为新的创造。以色列人的出埃及和进入应许之地被视为天主在救赎史中不断进行干预的典型事件，是天主帮助和保护以色列人逃出埃及，打败埃及军队，渡过红海和征服应许地（出4：15-31，15：1-21；苏21：43-45）。这段历史说明了天主要永远对历史进行有利于其选民的干预的愿望。在说明上述这一切之后，以色列先知们不再只注视着过去，而是把目光转向未来，即从已有的经历转向对一个光辉未来的等待，希望借天主的帮助建立一个新以色列，变成一个强大的民族。在被许多强大的帝国奴役、放逐和压迫的长期历史中，以色列人坚信天主将重新对他们的历史进行干预，给他们派一位默西亚来拯救整个民族和创建一个新以色列（户24：17-19；申18：18，19）。这将是天主的最后一次干预，是将在最后时刻完成的天主的新创造，像旧约中所说过的那样：“上主要在熙雍山上作他们的君王，以至永远”（米4：6-7）。应该说，对雅威解救被放逐者和建立新以色列的一次未来干预的展望，构成了先知们要传达的讯息的核心（依40-55）。

按照天主教神学家们现在的理解，尽管在旧约中使用了“雅威是王”、“雅威统治”、“雅威的国”和“天主的国”等词汇，但以色列人想要说明的并不是天主在另一个地方统治，而是要为他们对天主在地上的君权的信仰找到一个表达方式，以便说明天主的君权需要人们的听命和服从并对他们提供帮助和保护。需要注意的是，给予神明帝王称号是中东古代人民宗教文化的一种典型的表达模式。以色列民族使用这一称呼并不是为了给予雅威一个超世俗的称号，所以，不必过于注意这个词所唤起的社会含义，也不必太强调这个词在当时宗教中的原义。对于以色列人来说，雅威之所以被称为王，是因为他作为宇宙的创建者创造了世界，是因为他作为奴役的解放者通过梅瑟带领以色列人走出埃及，是因为他作为保护者让以色列人征服了应许地，是因为他作为万能的唯一真神将统治新以色列。以色列人坚信“上主为王，万世无疆！”（出15：18）。他们认为他们受惠于他们的天主，要表达出他们的经历：“在雅各伯中不见罪恶，在以色列中不睹灾祸；上主他们的天主与他们同在，欢呼君王之声，常在他们中间。领他们由埃及出来的天主，为他们有如野牛的角”（户23：21-22）。他们的希望永远和天主在一起：“但以后，我要常与你同处，……在天上除你以外，为我还能有谁？……我的肉身和我的心灵，虽已憔悴；……亲近天主对我是多么的美好”（咏73：23-28）。总言之，对于以色列人来说，雅威是显现在世界上的天主，他强有力的干预是天主的王权在救赎史中的表现。以色列人相信天主居住在人民中间（肋26：11-12）。

以色列人的这一信仰在基督宗教时代被强化和具体化了。对基督徒来说，拿匝勒人耶稣就是以色列人等待的默西亚（玛16：15-17，26：64；路2：26），他是三位一体天主中的一位，即圣父之子，是“天主的道”，也就是天主本身，如《若望福音》中所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若1：14）。福音书迈出的这一步对神学后来的发展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首先，因为神子基督耶稣道成肉身的理论和《圣经》中关于天主住在人民中间的论断相呼应。其次，天主在人民中间的显现被具体化为基督耶稣可见的血肉之躯。于是，以色列人关于和天主在一起的信仰对基督徒来说变成了一种现实。显然，基督耶稣作为圣父之子更有权威谈论天主之国，他宣告的天国消息显得更为亲切和易于理解，他不仅用言语，也用行动来显示天主之国的大能，更多地赢得听众的信任。

事实上，如果说对雅威解救流亡者和建设新以色列的未来干预的展望构成旧约时代犹太先知所要传达的讯息的核心，那么宣告天国则是新约中耶稣基督传达的讯息的核心。他强调的最重要的教导是“时期已满，天主的国临近了，你们悔改，信从福音吧！”（谷1：15）但是在探讨他不同于旧约的来世论之前，首先要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即旧约中“雅威的国”这一说法在新约中变成了“天主之国”，尤其是“天国”。现在的研究表明，早在犹太教晚期，拉比们就已出于尊敬的目的而开始避讳雅威的圣名。由于同样的原因，耶稣基督在传达他的好消息时也是这样做的。所以说，新、旧约中的表述尽管不同，但概念却是同一个。耶稣基督和旧约的先知们一样，要强调的是神要他的国降临的意愿，具体指的是天主对人的世界和历史的强有力的干预。因此现在的神学家们认为，如果因表述的这一变化而推论天主之国是与地球对立的一个天上的现实，那将是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

不仅如此，根据第二届梵蒂冈大公会议出现的最新解释，与旧约对照来看，耶稣在他关于天主之国的讯息中做出的真正创新在于他同时谈论已显现的国、正在来临的国以及将要来临的国。因为在他看来，天主之国有着精神性的特点，它应逐渐地来临，它应完成目前的显现、不断地前进和将来的完满的全过程。耶稣的这些观念构成大公会议关于天主之国、世界和教会的神学革新的依据。大公会议的神学是建立在基督中心论的基础之上的。

三 天主之国的三个阶段

为了更好地理解神学创新，分别看待天主之国的三个阶段将是很有意思的。

把旧约的末世论和新约的末世论作一个对比，人们会注意到旧约并未对所谓“最后的事物”进行深刻地思考，它只限于表达以色列人对雅威的未来的干预及其未来荣耀的显现的等待、希望和信心。但是在旧约时代，神的未来干预及其荣耀的显现并未实现，还有待于揭示，所以在旧约中缺乏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末世论。如果可以用末世论这个词，那么旧约的末世讯息说的时间便是在天主面前和与天主一起展开的历史，末世论即等同于天主本身。以色列人不知道未来有在目前显现的可能，他们拒绝把天主的末世客观化和形象化并诅咒这样做的人（申27：15）。而在新约的末世论中，通过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未来和现在结合在一起，即在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里未来成了现在。耶稣道成肉身的意义在于天主亲自充分地承担了人的状态，接受了诞生、成长和死亡，即参加人的生命在其世上历史和冲突中的所有状态和阶段。道成肉身的创新在于它表示出天主在人民中间有一个永久的和最终的住所，从而使天主的荣耀得以表现。正是在天主已揭示的荣耀这个意义上，耶稣谈论已显现的天主之国。他说：“如果我是仗赖天主的手指驱魔，那么，天主的国已来到你们中间了”（路11：20；玛12：28）。他想要说明的是，他正在运用天主的大能驱魔这件事清楚地表明天主的大能，即天主之国的大能已经来到大地上，也就是天主之国本身已降临到大地上。在关于芥子和已种在田里的麦子的两个重要和典型的比喻中，耶稣基督清楚地说明，天主之国善的力量、解放的力量和救赎的力量（由芥子和麦子代表）已来到世界上，正在与恶的力量和死亡的力量（由莠子代表）作斗争（玛13：24-30，31-32）。若望听懂了耶稣的信息，他在说话时用的是动词的过去时态：“我们见了他的光荣”（若1：14）。但早期基督徒对此并未很好理解，仍在等待天主荣耀的揭示。他们继承了以色列人期待天主荣耀显现的思想，即旧约中所说的：“他对我说：‘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在你身上我将显示我的光荣’”（依49：3），而对若望的上述断言却不予理会。新约中的这些信息虽如此丰富，但却一直被古代神学家们所忽略，他们未能从中发掘出一个关于天主之国显现的神学。现在，这些信息被赋予新的解释。大公会议之后，早期基督徒对天主荣耀的错误理解被指了出来，于是诞生了关于天主之国的价值、因素、标准和权能的超前的新理论。据此理论，天国不仅与耶稣的话语相联系，而且更多地和他的行动联系在一起。耶稣不限于用语言宣告天国，而是也用行动显示天国在现世的存在。在他从恶中解放行动中，天国成了现在。在他的救赎活动中，来世的天主之国的新力量采取了历史的形式，即是说，圣父解放的、王权的大能成为肉身了。这是因为“子的功即父的功”（若12：50），在子的功里天主显示他的荣耀（若11：40）。天国的超前是因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特别是因他的死又复活而发生的。总之，在耶稣基督这样一位为他的信徒和新约的作者们所熟悉的人物身上，未来的天国成了现在，雅威的日子成了主的日子，末日的救赎成了现在的救赎，天主的荣耀已揭示，基督徒已获救，永恒已从现在开始……，这一切都已在新约中揭示出来了：“……竟在我们因过犯死了的时候，使我们同基督一起生活———可见你们得救，是由于恩宠……藉着信德”（弗2：5-8），耶稣基督本人正是以超前的天国的权能驱魔、治病和行奇迹。在上述所有这一切意义上，耶稣基督谈论了现世的天国。

在耶稣基督关于天主之国的讲道中，除了已被揭示的天主的荣耀确认的天主之国的现世存在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值得注意，即天主之国的精神性。据耶稣基督认为，天主之国是为穷人、被压迫的人和小人物服务的。他说：“你们贫穷的是有福的，因为天主的国是你们的”（路6：20）。所以对于耶稣来说，天国是一个精神王国，天国就是那些在世界上受虐待、生活在非正义的人们的解放与救赎———天主决定干预，派遣道成肉身的儿子来保护他们。善的力量与恶的力量之间的斗争正在世界上继续，天国正在前进，理所当然地，天主之国的因素正在世界上增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耶稣基督谈到正在到来的天国。在这个正在到来的天国面前，对前人来说曾是有价值的一切已不再是充分的了。天主之国的价值观念和标准已超前来到现在，耶稣基督把它们作为判断的标准和尺度用于现世，要求人生做出改变。他要求人们具有新的行为、新的责任心、新的抉择和新的观念，即服从圣父、爱圣父、爱邻人，包括爱仇敌。耶稣认为，只有人们借着信德做出精神上的改善，天主之国才能到来，因为它是一个内心的现实。因此，耶稣禁止人们在谈到天主之国时说“在这里”或“在那里”（路17：21）。

然而，尽管天主之国已超前存在于现世，但它毕竟是最后的未来的大事，是注定要在世界末日才完满地揭示自己的现实。新世界虽已存在于现世，但旧世界仍在继续，解放和救赎的善的力量要继续与恶的、死亡的力量斗争，直至在最后的未来———即耶稣作的譬喻中收割的时候———取得最终的胜利。天主之国已显现，即新的创造已开始，它只有在最后的未来，在最后的时间完满时，在天主的最后审判时，才完满地到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耶稣谈论了将要到来的天国，但是耶稣并没有探究天主之国的实质，也没有详细说明它的含义，他传达的信息只是集中于天国的临近和它到来的紧迫性上。天国被耶稣宣扬成一个已敲响现世之门的现实。正因为如此，他的“天国的话”是福音，是关于人类未来的好消息。至于说到时间的终结，耶稣基督认为不可能知道天主之国最终到来的时间，因为它是圣父的秘密。他说：“至于那日子或那时刻，除了父以外，谁也不知道，连天上的天使和子都不知道”（谷13：32）。他认为最根本的态度是警醒地等待，他用了相当多的关于警惕的比喻来解释这一态度（玛24：42-44，25：1-13）。最后，耶稣把天主之国的最终到来描绘成是像宴会一样的喜事：“天国好比一个国王，为自己的儿子办婚宴”（玛22：2），尽管还将有天主的最后审判。

对新约的最新研究试图说明，耶稣基督认为未来已超前至现在；现在并未自我封闭，而是对未来开放。在耶稣对天主之国的揭示中，现在与未来、渺小与伟大、历史的超前与末世的完满是互相联系着的两极。所以，对耶稣所传达的信息的任何片面解释都应被排除。连耶稣本人也被看作是以奥秘的方式存在于当前时代的，因此他的显现就不再是一位缺席者到来，而是一位隐蔽者光荣的外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如大公会议所说，天主之国是以奥秘的方式存在于此世的，并将趋向完满。

第二章 世界

一 世界的新概念

按照大公会议的新的末世论，天国在此世意味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正在当前实行，尽管它并未终结和圆满成功；这就意味着天主正统治着世界，尽管天主的王权也还需要进一步显示。那么世界就应该被重新定义，需要有一个关于世界的新理论来与天主之国的理论对应，这是因应传统神学中关于世界的理论已经不能完满地适合于大公会议关于天主之国的新理论。换言之，大公会议关于天主之国的神学革新要求相称和对应的关于世界的神学革新，要以存在于此世但并未完满的天国为背景，重新考察世界。

事实上，大公会议的确在关于世界的理论方面做出了显著和革命性的神学革新，使两个理论和谐一致。

首先，大公会议出现了对于“世界”这一词语和概念的新解释。这一新解释认为，应澄清科学家所用的概念与神学家所用的概念之间的区别。科学家们在他们对宇宙物质性的研究中，使用这一概念来指代物质世界；而神学家们则在传播神启的信息时，运用这个概念指代历史—文化复杂的风云变幻。《圣经》的篇章对宇宙和自然的物质性从来不感兴趣，在旧约的头几部书中，甚至没有用过“世界”一词，用过的只是“天地”（创1：1），有时也用“一切”（咏8：7）。这是那个时代的许多不同文化的典型表达方式。新约的作者们也是在和旧约同样的意义上使用“宇宙”或“世界”这些词语的。也就是说，用它们来指创造的整个秩序，尤其指联结宇宙和人的关系（迦4：3；斐2：15；罗4：13；格前14：10），即人生存的环境以及赋予人的世上生活的种种条件和可能性的总和（格前3：22，4：13）。总之，对于早期基督徒来说，“世界”和“宇宙”等词所指的与其说是自然的现实，不如说更是人的活动领域和人际关系的领域。圣经文字是在人类学概念意义上使用这些词汇的。所以，如果说《圣经》说过：“……这世界的局面正在逝去”（格前7：31），其意思并不是说这个物质世界，即这个自然的现实将终结，而是要说人赖以生存的环境、人在地上生活的条件和人际关系的总和，将随着耶稣基督的到来，特别是随着耶稣基督的死———复活，将得到根本的变化和改善。也就是说，亚当所犯原罪造成的世界与天主的对立将随着耶稣基督赎罪的死而终结。总之一句话，世界将得到精神的而非物质性的改变。第二届梵蒂冈大公会议也是在同样的意义上谈到世界及其变化的，它说：“世界是人类历史的舞台，……目的在使它依照天主的计划，获致改造而臻于完善。”
 
[9]



大公会议认为，既然世界同时是人类历史的舞台和神的创造，那么它就具有历史的———救赎的特点。所以有一种双重的联系，它一方面把世界与天主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把世界与人联系在一起。世界是历史，它参与人际关系。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受到世界调解作用的制约。大公会议认为，现今世界的世俗化根源在于世界是天主创造的这一事实。因此大公会议认为，面对世界应提出的基本问题是：根本否定当代的世俗化进程还是积极地评价这一进程，以便重新理解基督信仰？大公会议以基督宗教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态度对待了这一问题。

二 世界为天主所愿

第一届梵蒂冈大公会议为了抵制世界的世俗化进程中出现的政治、科学、经济和技术方面的迅速变化和进步，曾采取凯旋主义和完满主义的旧态度。尽管第一届梵蒂冈大公会议承认了科学有合法的自主权并强调科学与信仰分属两个不同秩序但又是来源于同一天主，但它并未深入地发掘并从整体上把握这一论题，以便丰富神学，它只满足于把科学与信仰分别看作两个不同的秩序而已。第一届梵蒂冈大公会议的这种态度使得天主教会摈斥任何重新定义世界、人的活动以及人类本身的神学发展，使自己在如此变化的世界面前陷入困境。
 
[10]

 相反地，第二届梵蒂冈大公会议扩展和深化了这一论题，在有关问题的态度方面实现了一些根本的改变。

对于大公会议来说，问题不再仅仅是科学与信仰的关系或国家与教会的关系，而是更根本的天主之国与人的世界的关系、神的创造与神的救赎的关系、人类文明与福音传道的关系。大公会议更为强调的是人的世界与天主之国同源于天主，而其余的一切都要以这个关系为背景来看待。正像神学家舍努（Chenu）所说的，大公会议认为要认真看待“世界存在”这一事实。舍努认为，大公会议的这一新观点是它的“一大创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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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于是，大公会议以新的方式看待世界，与奥古斯丁在《天主之城》的两个城的理论中的冲突对立的语汇相比，大公会议用调和的词句来表述。在奥古斯丁看来，天主之城和人的世界是两个互相对立的因素：天主之国是完满的，因而是教会追求的目标；而世界是不完满的，因而是不令旅居于世界上的教会感兴趣的和被否定的。然而大公会议认为，尽管世界不完满，还有许多恶
 
[12]

 ，但它是天主在基督中创造的，因而是天主所愿的和天主看着很好的创造。《创世记》中的话便是明证：“天主看了他造的一切，认为样样都很好”（创1：31）。因此，世界和天主之国同样是源于天主的。世界是神的创造，它应有自己的来世的完满，那将是天主之国。大公会议认为，人的世界和天主之国不再是相互对立的，它们是有区别的同时又是联系在一起的，将在时间终结时在天主之中结合起来成为一体。人的世界注定要通过“天上之城和地上之城的互相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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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变化。

一些评论家认为，大公会议这一神学革新“摈弃了关于历史和世界的任何二元论的和摩尼教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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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断言了两个城辨证的互相渗透和人类生存的统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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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抛弃了用冲突的词汇表述的两个城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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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大公会议认为，世界是神的创造，神对世界的创造与神对世界的救赎同为天主计划的组成部分。所以，天主是世界的创造者和救赎者，同时也是世界的建设者，因为他生活在自己的具体行动及对人类爱怜的历史之中。然后，天主把统治世上万物的权力交到人类手中，人类参加世界的建设，因而也是世界的建设者。于是，世界被大公会议看作是共同的果实，是天主与人类合作的产物，是神的行动与人的行为交融的成果。世界的存在就这样被视为积极的了。大公会议对世界采取了一种能动的观点，把世界视为不断成长的、进步的、进化的和变化的。
 
[17]

 不仅世界的创造者天主给予世界，世界也给予它的创造者天主。即天主也从他的被创造物中丰富自己，因为他参与历史，参与人的生活，参与他在基督中感受的苦难。总之一句话，天主在历史之中。怀德海（Whitehead）是第一个这样思考的人，后来有许多神学家赞同他的观点。大公会议认为有必要尊重作为世界中心的人，尊重他的自主权，尊重他的自由意志以及他对世界的统治，因为天主按照自己的肖像创造了人并把统治世界万物的权力交给了他。《圣经》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天主说：‘让我们照我们的肖像、按我们的模样造人，叫他管理海中的鱼、天空的飞鸟、牲畜、各种野兽、在地上爬行的各种爬虫’”（创1：26）。
 
[18]

 因此，大公会议认为没有必要在一个如此发展了的人的世界面前感到惊讶，这一切都是由天主早在创世之初就计划好的。世界、地上现实的自主、人的自由、人的自由意志都是天主所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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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现代神学家对《圣经》的研究，在《圣经》中可以找到人类中心说，道成肉身可以解释为天主对世界的接纳。所以，文明开化的世界经验并不排斥一种对天主的新的经验，它更有利于真正揭示信仰。

三 耶稣基督是现世之王

基督中心论在大公会议关于世界的理论中得到了更好的阐述。大公会议说：“教会深信为人受死并复活的基督，藉其圣神赐给人类以光明及神力，以帮助人们彻底响应自己的使命。普天之下，没有赐下别的名字，使我们赖以得救”（宗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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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公会议还说：“同样，教会相信能够在她主和导师（基督）身上，找到整个人类历史的锁钥、中心和终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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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公会议为整个人类历史所找到的这个锁钥可解释如下：首先，根据基督中心论，早在世界和人类被创造前基督就存在。他是“阿耳法和敖默加”“最初的和最末的”“元始和终末”（默22：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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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隐藏于天主之中许多世纪的圣事，然后参与了作为救赎史组成部分的创世，一切都是在基督中被创造的。当时间完满时，即当“旧约”中被许诺、等待和预备的一切完成时，他到来、被钉十字架而死又复活。这样，由于基督的救赎事业，最后时刻的新创造就提前来到了历史中（罗8：19-24）。
 
[23]

 最后，大公会议的基督中心论至关重要的一个观点是，传统神学认为基督到来、死而复活、升天后坐在天主的右边，他的再来将在世界末日实现。这样，他在世上生活的时间中就留下了一段空白。正是在这一点上，大公会议完成了神学革新的重大步骤。大公会议论断道，并非耶稣基督在其死而复活后完全舍弃了世界，只有在时间终结时再回来，而是如保禄所说的，他的死而复活的“光荣身体”是“精神的身体”（格前15：44），可以超越时空的局限，尽管是以奥秘的方式（玛18：20）
 
[24]

 ，可以通过基督复活后派遣来地上的圣神在现世行动（若20：22）。

这个重大的神学革新的意义在于，首先，耶稣基督便作为行动的、活跃的人物永远存在于世上，在人类朝向天国的进程中起着保护者、导师和引路人的作用，也就是说，人类世界永远置于耶稣基督的看顾和关怀之下。这样，耶稣基督与人类世界的关系也就变得更为深刻和紧密了，而前文所述的传统神学中的缺陷则被消除了。

其次，耶稣基督不仅在传统神学中被宣布为天国之王，而且也被称为现世之王：“天主派遣他的儿子，立了他为万有的继承者（希1：2），好使他成为一切人的导师、王和祭司，即成为由天主之子女所组成，新而遍布普世的子民的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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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公会议的这一论断避免了传统神学中对尘世的忽视。

最后，根据这一新观念，不仅受洗的基督徒与耶稣基督结合在一起，而且全体人类也都注定要和耶稣基督结合在一起。这样一来，耶稣基督的救恩便被扩大到全体人类，而传统神学中只保留给基督徒的耶稣基督的救恩所具有的狭隘性则被消除了。于是大公会议说：“那些还没有接受福音的人们，也以各种方式受命做天主之民。”
 
[26]

 但并非所有的神学家都同意这种基督的普世性救恩的观念。例如汉斯·孔在他的《做基督徒》一书中（第772页）就抗议“匿名的基督徒”的观念。

有了如此发达的基督中心论，大公会议便宣布：耶稣基督是世界之王、天主与人之间的唯一中介、完人、最高的榜样、人类历史的目的、所有人的救赎、世界的中心、历史的中心、人类的中心、信仰的中心等，总之是一切的中心
 
[27]

 。尤其是关于耶稣基督在此世存在的论述使得大公会议可向世俗世界解释道，耶稣基督不在彼岸世界，也不在我们的现实之外，而是它的一部分，他从内部给现实世界以生气。于是，现实世界不再被视为完全世俗性的，而是由于耶稣基督的存在于其中而更被圣化了的，所以更注定是要走向天国的。正像大公会议所说的：“一切都是你们的，你们却是基督的，而基督是天主的”（格前3：23；《教会》36节）。由于上述种种功德，这一重大的革新步骤被教宗保禄六世称为“大公会议深化理论的第一个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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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基督中心论还有另外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意义，即在新教中早就存在着基督中心论的许多论调，例如卡尔·巴特（Karl Barth）就持此观点。大公会议采取了基督中心论，就使得注重传统的天主教神学与强调圣经权威的新教神学互相靠近了。这个现已为双方所共同采取的基督中心论，可以有利于普世合一运动，因为它提供了一个会聚点，还因为耶稣基督是共同的信仰对象，所以基督中心论有利于所有教会的和解与对话。许许多多神学家都注意到了大公会议的基督中心论，孔加尔（Congar）等人评论道，如果说大公会议还没有使天主教神学充分地回到《圣经》，那么至少已使它集中在耶稣基督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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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大公会议的基督中心论的意义不在本文论题之内，故不作进一步探讨。

四 世界的双重看法

大公会议从贬低和否定世俗世界及人类活动的旧态度中解脱出来，在天主教历史中第一次以训导的方式宣称
 
[30]

 ，在世界上有“好的、真实的和正确的”因素，教会应予以承认和尊重。大公会议列举了这些价值观念：平等、博爱、和平、互助……大公会议破天荒第一次做出结论道，不仅教会帮助世界，世界也帮助教会。世界上有许多好的东西值得教会学习
 
[31]

 ：“凡在家庭、文化、经济、社会乃至国家及国际方面，促进人类团体生活者”
 
[32]

 ，都值得教会学习。大公会议甚至宣称，“连人们以往和现在对她所有的敌视与迫害，亦能对她多所裨益”
 
[33]

 。以“人拥有天主在其心内铭刻的法律”
 
[34]

 为前提，大公会议承认人的肉体的合法需求、人的基本权利、人在世上的努力、人对世界的统治、人的自由意志及世界的自主。
 
[35]

 大公会议还具体承认了科学的合法性、它的研究自由和它的自主性。教会对于科学的态度经历了一个长期充满不幸事件的历史，人们对有关哥白尼、布鲁诺和伽利略等人的中世纪著名案件以及对多明我会的残酷宗教裁判官们仍记忆犹新。第一届梵蒂冈大公会议曾制订了将信仰与科学分为两个秩序的理论，给予了科学以一定的自由空间，但未能深化有关科学的神学。第二届梵蒂冈大公会议则完成了一个转折，宣称“世俗的现实和信仰现实都来源于同一个神”
 
[36]

 ，意即科学与信仰都来源于同一个真理；因此，“认为科学与信仰互相对立”是错误的。
 
[37]

 天主教会在对待科学以及无论是社会进步还是科技进步的态度上的这个根本变化，以正式宣告的形式公之于世始见于若望二十三世1961年的通谕《慈母与导师》以及1963年的通谕《世上和平》。然后，在大公会议文件《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中，首次以训导的形式，作为对救赎史为背景的人类进步的某种关注之情，进行了神学上的综合与概括。大公会议说：“有信仰的人认为人类所有个人及团体的活动，亦即历来人们设法改善其生活的努力，本身是吻合天主圣意的”。
 
[38]

 大公会议进一步推而广之，宣称“凡由人的智能与美德所产生的一切，信友不独不以为它们违反天主的全能，不独不以为拥有理智的受造物在与造物主竞争，反而深信人类的胜利是天主伟大的标志及其奇妙计划的成果”。
 
[39]

 大公会议做出了一个崭新的评价，它断言：“故此，现世的进步虽然与基督神国的广扬有其分别，但由现世进展可能有益于改变人类社会的观点上看去，则颇有利于天主的神国”
 
[40]

 。教会以这种关于人类进步、人的智能以及人的社会活动的新观念为基础，在大公会议之后加快了继续与科学和解以及解决历史问题的步伐。例如，1966年取消了“禁书目录”，
 
[41]

 1976年决定拓展宗座科学院的研究领域，1979年开始了为伽利略平反的重审进程。于是，教会关于了解和“很好地利用”世俗科学发现的原理，以便用科学来丰富神学，使之可以“同所有科学知识及日新月异的技术并肩前进”
 
[42]

 的决定便这样付诸实施了。

为了从各个方面对人类的活动做出评价，大公会议理所当然地也革新了其他一些观念，如劳动、政治、经济、艺术等。

但是，大公会议对现实世界并不持完全乐观的态度。大公会议并不仅限于赞扬人类的成就和进步，而是列数和强调指出了世上存在的并使世界陷入危机和危险的所有的恶：贫穷、饥饿、愚昧、新式奴役，以及政治、社会、经济、种族和意识形态的冲突、战争、对宗教的淡漠……
 
[43]

 在大公会议看来，所有的恶中最危险和最严重的是无神论。大公会议说：“教会……对这种万恶理论……，不能不以沉痛心情，极其坚决地加以摈弃”
 
[44]

 。大公会议要求在俗的基督徒反对“各种形式的唯物主义”
 
[45]

 。人们很容易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尽管若望二十三世在大公会议开幕时曾宣布不以谴责为目的
 
[46]

 ，但对无神论的这一谴责构成大公会议一个非常强烈的声音。人们也可以注意到这一事实，即在大公会议文件中这一谴责所用的词汇只是“无神论”或“唯物主义”，但保禄六世在大公会议期间发表的《教会》通谕中进行这种谴责时，用了“共产主义”一词。
 
[47]

 可见天主教会是把无神论——唯物主义——共产主义视为最主要的意识形态的敌人。但是，若望二十三世确立的“和所有一切有良好意愿的人对话”以及“把历史运动与错误理论区分开；把犯错误的人与错误区分开”
 
[48]

 的著名原则，当然也适用于无神论者———唯物主义者———共产主义者。

综合所述，可以说大公会议采用了一种两面观来看待世界，并因而对世界做出了一种双重判断：“现代世界好似大有作为，又好似柔弱无能；可能行至大的善，亦可能做最坏的恶。在现代人类面前，摆着走向自由或奴役的途径、进步或堕落的途径……”
 
[49]

 大公会议做出的诊断是：现代世界所患的不平衡是由于“植根于人心的不平衡”；人一方面“感到自身受到多方面的限制”，另一方面“又感到自身有着无穷的愿望，有着走向更高级生活的使命”；人由于“自身的柔弱无能及向恶成性，往往做出本心不愿做的事，又往往不做本心所愿做的事”。
 
[50]

 大公会议认为，问题在于“人检讨其心灵，便发现自己是向恶的”，然而“人亦发现自身没有能力，有效地去克胜罪恶的攻击”。
 
[51]



五 世界的改造

大公会议为世界指出的解决办法是，这个被罪恶畸变的世界将改变，当然由于上文所述的原因并不是自动地改变，而是按照为使世界改善而正在世上起作用的来世的希望做出改变。大公会议并未具体说明世界变化的时间与方式，但表示对世界的改变充满信心：“对大地及人类终穷的时刻，我们一无所知，亦不知万物将如何改变。但为罪恶所玷污的世界面目，行将逝去。”
 
[52]

 大公会议也未具体明确世界的未来与来世的未来之间的关系。施勒比克（Schillebeeckx）对此作了解释：“正是由于基督徒相信绝对的未来——对于人来说未来就是天主本人，所以基督徒无法用任何理性的语言具体说明未来”。
 
[53]

 然而大公会议的基本思想是，在尘世的未来远景与来世的远景之间，存在着一种神秘的联系。
 
[54]

 大公会议认为由天主亲自在地上开始的天主之国“要进一步扩展，直至世界末日由他本人圆满完成，那时基督将显现”
 
[55]

 ，与此同时，“受造之物将脱离败坏的控制，得享天主子女的光荣自由”（参见罗8：21）。
 
[56]



由此可见，按照大公会议的新的末世论，世界不再被判为要从物质上消失，即被完全毁灭，而是正如斯塔尼斯拉斯·利奥奈特（Stanislaus Lyonnet）所说的那样，发生变化和进行改造：“物质世界不是注定要归于消失”，而是正相反，要被施行一种神秘的“改造”
 
[57]

 。大公会议认为，要“建设”
 
[58]

 世界，意即可以有一个更好的、更符合人类尊严的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说，建设世界是与扩展天国密切相关的。大公会议解释其中的原因说，“但期待新天地的希望，不仅不应削弱，而且应增进我们建设此世的心火。因为新的人类大家庭的雏形，是滋长发育在今世的，并已能提供人以新天地的预感”。
 
[59]

 建设世界对于扩展天国十分重要，对此，大公会议说得很清楚：“现世的进步虽然与基督神国的广扬有其分别，但由现世进展可能有益于改善人类社会的观点上看去，则颇有利于天主的神国”。
 
[60]

 事实上，在大公议后发展成熟的新神学中，可以看到已引进了“建设”天国、“天主之国的建设”
 
[61]

 、“合作”建设天国等用语。也就是说，现在认为天国也是需要建设的。这一论断是新神学的一大创新，同时也是它的一大难题，因为这些新的用语与福音书的用语相比显然是矛盾的。福音书中说过“进入”天国、天国“接纳”、天国“到来”，但从未说过天国需要建设。这些新用语也与保禄的格言相矛盾，保禄说的是因信得救（救赎即天国），从未说过可因人工得救。施勒比克对此解释说，尽管不应将尘世的人道化进程混同于人类社会朝向一种更好的安排的进步，但它毕竟是一种类似的关切，因此理所当然地包括在天国的进展之中。
 
[62]

 他认为，“这也是因为在世界的建设中人类正在联合起来，这种以此世建设为基础的联合，事实上正是末日的天国的某种隐含的预示”。
 
[63]

 舍努（Chenu）也作过类似的解释：“在人类目前的成长之中，在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价值观的世界性扩展中，在人权意识的普遍觉醒中，……有着可能为福音准备道路的资源，现在是建设天国的好时机”。
 
[64]



显而易见，“世界将逝去”指的是“为罪恶所玷污的世界面目”行将逝去，即世界上现存的所有罪恶将逝去，而人类生存和人类努力的好成果，如人的尊严、博爱、自由以及社会、政治、文化的所有价值则不会消失。这些成果和价值曾是基督的圣神所宣扬的，但被谬误和罪恶所污染而变得模糊不清，所以需要净化。正是在发扬和净化尘世的这些好成果和好价值观这种意义上，新神学论及在地上建设天国。在最后的天国中，“我们要再度看到这些美妙及成果。但那时的这些美妙及成果，将是毫无玷污而光辉夺目的”
 
[65]

 。

第三章 教会

一 神圣的教会

诚然，大公会议实现了许多重大的神学革新，以便用新的方式解释天主之国和人的世界。但大公会议更为重要的使命乃定义天主教会自身，即界定它的性质、它的存在、它的使命以及它在当代世界的行为方式。事实上，大公会议文件在此话题上用的篇幅更多。大公会议从天主之国及人的世界的观念中很自然地引出它的教会论，大公会议说：“教会在基督内，好像一件圣事，就是说教会是与天主亲密结合，以及全人类彼此团结的记号和工具。”
 
[66]

 所以笔者认为，大公会议的教会论是从两个彼此平行和紧密相连的不同层面同时展示的。一方面，大公会议要说明教会的神圣性，另一方面，亦欲表明它的世俗性。阐述教会的双重性质的这个教会论的目的，在于避免教会性质的片面的因而是错误的理解。大公会议越是要证明教会关心世俗事物的权利，就越感到有必要说明它的神圣性，以免使人把教会混同于世界。与此同时，越要证明教会与天主之国的密切关系，就越感到有必要说明它的世俗性，从而不令人作教会与人的世界毫不相干之想。因此，大公会议的教会论的这两个方面都发挥得淋漓尽致，达到神学史上从未有过的水平。笔者的这一观感可在下述事实中找到证明，即基督中心论与在天主之国的神学中和在人的世界的神学中一样，在大公会议的教会论中也是核心，不仅如此，当大公会议说道：“用一个不平凡的模拟来说，（教会）可与道成肉身的奥迹相比”
 
[67]

 ，此时基督中心论已在教会论中达到其顶峰。

历史上，尽管利奥十三世和庇护十二世都曾表达过近似之意，但“模拟”一词却从未在这一意义上用过。大公会议完成的这一步被视为教会理论的“一大发展”、教会内部革新的“关键”、教会与世界之间关系的“根本性表达”，因为有了这种模拟，人们可以更好地理解教会的“祝圣过的世俗性”。
 
[68]



因为有此模拟，大公会议便可借助人们所熟知的基督的形象，更清楚地说明教会的性质。吉梅内兹·乌莱斯蒂（Jimenez Urresti）把这一意义解释得很明白，他说：“正如基督在实行其人性时反射其神性并以此完成对全体人类的救赎一样，教会的可见性和社会性也反射其包含的奥秘并将之实行于人类”。
 
[69]

 用更简单的话来说，即几乎和基督一样，教会也集神性和人性于一身。

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实值得注意，即在大公会议文件中有末世论的双重体系。1964年11月发表的《教会宪章》的末世论更具有传统的特色，并且有强烈的教会中心论。而一年之后，即1965年12月发表的《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的末世论则有所不同，谈论更多的是世界的希望、未来以及努力。这一差别表明了大公会议的神长们再思考的成果。《教会宪章》的末世论包含有关教会、世界和天主之国之间关系的神学，它倾向于注重天主之国在历史中的显现，但随即把天主之国归结为教会自身。该文件说：“教会，即天主之国，原在奥秘之中，因天主之德能在世间也看到增长。”
 
[70]

 这种把教会等同于天国的教会学的根源在圣奥古斯丁的《天主之城》中的二元论中。奥古斯丁不在意区分天主之城与天主之国，他往往把二者等同。这种把教会等同于天国的倾向被一些神学家视为一种凯旋主义的态度、一种自夸和对世界的自我封闭而予以抨击；这种把教会与世界对立的观念比照大公会议的革新精神，已不再合乎时宜。事实上，大公会议之后，天主教会已不再坚持这种教会学。保禄六世本人在说起“神圣生活与世俗生活的共存标志着世世代代以来罗马的经历”
 
[71]

 时，已经抛弃了用冲突的词汇谈论两座城的思想。

与此相反，大公会议的另一种不把教会等同于天主之国的教会学在大公会议文件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并在大公会议后更趋成熟。这种教会学不做上述混淆，但同样成功地阐述了天主教会的神圣性。杜宾根学派曾提出一种教会学研究的神学方法，以便克服路德所做的对可见的教会与不可见的教会的割裂。
 
[72]

 在他之后，大公会议懂得重新寻找回来教父和早期基督教关于三位一体的灵感，以便按照天主圣三重建教会的神圣形象，也就是说，以天主圣三为背景来看待的教会的奥秘构成大公会议教会学的关键。大公会议的教会学依据的是保禄的《厄弗所书》，保禄在此书信中描述了三位神圣位格分别在救赎中所占的位置。
 
[73]



首先，制订天主计划的创举归功于天主圣父：“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天主和父受赞美！他在天上，在基督内，以各种属神的祝福，祝福了我们，……在基督内已择选了我们，……预定了我们籍着耶稣基督获得义子的名份”（弗1：3-5）。所以，教会属于天主圣父。正因为如此，天主教会被大公会议称为“天主子民”
 
[74]

 。这原本是旧约的思想，以色列人被称作“天主子民”是因为他们与雅威神结盟（申7：6-12，32：8-9）。然后在新约时代，保禄称基督徒为“天主新子民”（格后6：16；罗9：25-26）。圣奥古斯丁有时也将此称呼用于教会。然而这一事实在圣奥古斯丁之后被遗忘了很长时间，甚至使教会的天主圣三性这一有力的思想复活的杜宾根学派也忘记了它。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初几年的德国，教会的这个名字才被部分地发现。
 
[75]

 所以，大公会议所采用的这个教会的名字，既是古老的又是新鲜的，并被视为当前教会学最基本的论题。

其次，耶稣基督在他的救赎事业中占据着中心位置：“我们就是全凭天主丰厚的恩宠，在他的爱子内，藉他爱子的血，获得了救赎，罪过的赦免”（弗1；7）。尽管全部三位一体的天主通过有效的因果报应、道成肉身、对世界的救赎和完成天下的一切荣耀在行事，因而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教会是不可分的天主圣三的共同业绩和杰作，但毕竟只有圣子受圣父派遣、成为肉身、在童贞玛利亚中成人并承担了人性、承受了人生的苦难以及牺牲了生命，因此应把三个神圣位格所共有的因果秩序与个性这个层面清楚地区分开。从后者来说，只有基督堪称具有真正的、直接的和绝对意义上的人性，是教会的精神首领和创建者。“成肉身的道作为一个不可言传的词语，与之相关联的一切都仅仅是个人的：是天主圣三中的承担了人性的第二个位格，是三位之一并受苦受难，是他的教会的负责任的元首，是排除圣父及圣神的唯一位格……”
 
[76]

 所以天主教会被大公会议称为“基督的奥体”，而基督则被视为“默西亚民族的元首”“教会的导师、君王和司祭”。
 
[77]



“基督的奥体”这一称呼与“天主子民”一样，也有其悠久的历史。保禄是第一个说基督徒是基督的奥体的人：“你们便是基督的身体”（格前12：27，参6：15-17，10：17）。他认为在所有领了洗归于基督的人之间，已不再有犹太人与希腊人、奴隶与自由人、男人或女人之分（迦3：26-28）。教会是基督徒与基督的结合体，也是基督徒之间的结合体。每一位受洗的基督徒都与基督结合为一体，像基督是圣父之子一样，每一位基督徒也是天主之子。保禄用“基督的奥体”这一说法指的是与圣子同样的父子关系”
 
[78]

 。教父们继承了保禄的这种神学，用信徒们在圣体圣事中的结合来解释基督的身体奥秘，所根据的便是保禄的话：“我们所祝福的那祝福之杯，岂不是共结合于基督的血吗？我们所擘开的饼，岂不是共结合于基督的身体吗？因为饼只是一个，我们虽多，只是一个身体”（格前10：16-17）。正如拉辛格（J. Ratzinger）所说的那样，保禄的这段话被视为“ 给予他们（指教父们）对基督的奥体的全部深入思考的具体意义以确保的坚实依据”
 
[79]

 。教父们认为，保禄的这一思想与使徒本人关于两个亚当的理论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根据保禄的这个理论，如果从根源上看，我们全体都应与陷入罪恶的旧亚当归入同类，那么我们应全体一起和“第二个亚当”，即耶稣基督组成新人类（罗5：12-25；格前15：44-49）。
 
[80]

 尤其是奥古斯丁，他非常明确地表达了这种信念。
 
[81]



但是随着时光的流逝，“教会即基督的奥体”这一观念逐渐被神学家们所遗忘，或至多被当作一种罗曼蒂克的说法。在第一届梵蒂冈大公会议时代许多主教和神学家们都不愿采用这一说法，认为它“太模糊”“太抽象”“太神秘”，甚至认为它“太危险”。
 
[82]

 只是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教会研究的革新才建立在这一观念上。庇护十二世断言，“不可能找到比这种表述更美、更优越……更神圣的了”
 
[83]

 。第二届梵蒂冈大公会议重申了这一观念。

最后，是圣神完成天主圣三的救赎业绩，但并非单独完成，而是与圣父和圣子一起完成：“在基督内你们一听到了真理的话，即你们得救的福音，便信从了，且在他内受了恩许圣神的印证；这圣神就是我们得嗣业的保证，为使天主所置为嗣业的子民，蒙受完全的救赎，为颂扬他的光荣”（弗1：13-14）。大公会议考虑到了保禄的这番话，十分关注对圣神的神学定义。
 
[84]

 大公会议强调圣神的永恒性，认为圣神自始至终参与了耶稣基督的全部救赎事业。首先，耶稣基督“藉着圣神的德能”
 
[85]

 ，由童贞玛利亚取了肉躯。然后在五旬节日，圣神被遣来“永久圣化教会，使信仰的人，藉着基督，在同一圣神内，得以走近圣父面前”（参见弗2：18）
 
[86]

 。如果说大公会议说过基督以奥秘的方式存在于世界上，尤其在教会中，这恰恰是因为圣神存在于世界上尤其在教会中，并不断地使教会保持着青春活力和圣化。
 
[87]

 对于“耶稣向教会应许的圣神所起的不断参与作用”
 
[88]

 的这一澄清，被视为大公会议革新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成果和有待于进一步深化的理论。
 
[89]

 由于圣神居住在教会内这一事实，教会被大公会议称为“圣神的宫殿”。
 
[90]



在这里，有必要回顾一下大公会议为教会采用的所有称呼：“天主子民”、“默西亚民”、“基督的国”、“基督的奥体”、“基督的净配”、“圣神的宫殿”以及“救赎的圣事”[阿道夫·隆吉塔诺（Adolfo Longhitano）认为在大公会议之后的教会学新发展中，为避免任何形式的使教会三位一体之一位化，已用圣事的范畴代替了道成肉身的范畴]
 
[91]

 。所有这些称呼明确地确立了天主圣三的奥秘在基督宗教所有奥秘之中的首席地位，也就是说，这些称呼使得教会的奥秘被置于天主圣三的奥秘之中。这些观念清楚地表明了大公会议的教会学，它正如米凯尔·菲里波（Michel Philipon）所说的那样，认为“借着圣子和在圣神的吹拂下，教会的全部运动都发端于圣父，并回归于他”。
 
[92]

 所以，教会是神圣的，因为它属于天主圣三，属于天主之国。

二 世俗的教会

道成肉身与教会之间的模拟也可用以说明天主教会的世俗性。大公会议用这一模拟来阐述教会的人性与神性的结合。笔者在前文中已论及此，以便说明教会的神圣性是如何有鉴于天主圣三与教会之间的特殊关系而得到证明的。那么现在这一模拟从某种意义上说，就使得教会的世俗性更易于理解了。因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以人之身躯在世界上行动；他从玛利亚诞生成人、承受了人生的苦难并作为人被钉十字架而死。同样地，教会也在世界上道成肉身、在世界上行动。瓦尔纳赫（V. Warnach）认为作为天主对历史的干预，教会的奥秘在于“在开始时显得是下降到下等的地上环境去”（弗4：9）
 
[93]

 。地上的教会是由一个可见的组织（除了是精神性的组织之外），一个救赎的工具，一个由人组成的，而且是由穷人、弱者、卑贱者甚至罪人组成的团体（玛11：25；路14：21；格前1：25-29；格后13：4），因此大公会议根据圣经把教会看作是女性，像妻子和母亲一样。
 
[94]

 正像瓦尔纳赫解释的那样，这是因为教会在天主面前永远只是受造物，而每个受造物在与天主的关系中都表现为如同受孕的女人。
 
[95]

 因此瓦尔纳赫说：“罪人组成的教会与其说是‘天上的’不如说更是‘地上的’”。
 
[96]



其他神学家也有同样的思考。例如皮洛尼奥（Edoardo Pironio）说道：“教会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教会是作见证和预言的教会、道成肉身的和显现的教会、传教的和服务的教会。在教会与世界的这种基本关系中，在嵚入人类历史的这种教会的使命中，置入了世俗的基本原则的特殊圣召。”
 
[97]

 缪勒（Hubert Muller）则说道：“在成了肉身的道中，为主的是人性，因为他是救赎的活器官……”
 
[98]



第二届梵蒂冈大公会议力求从内部探究教会的奥秘，以便揭示从各方面赋予教会生气的神秘和神圣的生命。米凯尔·菲里波（Michel Philipon）说：“大公会议就这样标志了反改革的护教论时代的结束。”
 
[99]

 就这样，大公会议克服了传统教会学的缺陷。通过神学课本和教理问答世代相传的传统教会学忽略了许多重要的东西，尤其是圣神在基督应许的教会中的初始行动和持续的参与。但是从另一方面说，那种被第一届梵蒂冈大公会议的主教和神学家们所喜爱的传统教会学
 
[100]

 对第二届梵蒂冈大公会议来说仍是有效的
 
[101]

 ，因为它成功地阐明了教会的许多基本因素，如教会的可见的特性、教会的教阶统序……这个传统的教会学是这样为教会下定义的：“有着同样信仰的、参加同样的圣事和崇拜的、服从同样的合法首领即主教们和教宗的信徒们的团体。”
 
[102]

 从教会学的这一传统方面可以更清楚地看到教会的世俗性。然而，大公会议的新的教会学毕竟有着更为深刻的意义，它通过与基督的道成肉身作模拟，就把教会与人类的结合比作了基督与人类的结合，从而更清楚、更形象地说明了教会的人性。正因为如此，教会认为在教义神学领域里“有必要充分发扬耶稣基督的人性的财富。
 
[103]

 如果说大公会议把教会看作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延续
 
[104]

 ，那么当然也可以发扬教会的人性财富。如果说教会是由人组成、存在于世界上、行动在世界上并且是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就不难理解教会的人性。大公会议所作的与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的模拟，有助于以统一的观点来看待教会的双重性质，即既有神性又有人性。

总言之，大公会议把教会与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联系在一起的新教会学，在教会与历史的关系方面实现了一个根本的改变。现在教会感觉到是在历史之中的，是与人类甘苦与共的，而不再是置身于历史之外或之上的了。阿尔贝利格（Giuseppe Alberigo）认为能更好地表述这种重新和谐一致的说法是“教会在人类的陪伴之中”
 
[105]

 。正如保禄六世所说的那样，大公会议以教会与耶稣基督之间关系的这一理论，化解了许多冲突的因素：教会是可见的又是精神的，又是自由的；是有纪律的，又团体的；是教阶统序的已成圣的、同时又是继续不断圣化的；是思辩的同时又是行动的……
 
[106]

 因此，这一理论被大公会议视为世俗世界与教会之间关系的根本性表述。

但是，如果可以说由于大公会议以与耶稣基督的关系来阐述教会学，教会性质的这些冲突性因素已经在理论上被调和了，那么同样由于对大公会议的教会学的正式解释，这些因素在理论上依然是互相冲突的。安东尼奥·阿切尔比（Antonio Acerbi）在他的题为《两种教会学 ——“教会教义宪章”中的法规的教会学与共融的教会学》一书中，想说明在大公会议期间曾经有过将两种互相交织的教会学综合在一起的尝试。
 
[107]

 而保特麦约尔（Hermann J. Pottmeyer）则说，的确存在着两种大公会议的教会学。他认为第一种教会可在《教会教义宪章》的第二章中找到，它说明教会是天主子民，以便强调信徒的共融；第二种教会学可在同一文件的第三章中找到，它说明教会是圣统制，以便强调法纪。
 
[108]

 大公会议后，由于教会成员在实践中有不同的要求，出现了两种理论倾向。第一种倾向把教会理解为全体天主子民的共融，因而要求在教会生活的各种层次上建立共同负责制，不赞成仅仅突出神职人员的特殊责任。第二种倾向则强调圣统制的特殊使命与职责，从而把各种形式的共同管理视为与神职人员争权的竞争，所以不愿重视它们。据保特麦约尔看来，这两种倾向都源于《教会教义宪章》，因此他认为：“大公会议后的教会冲突的根源之一就在于大公会议本身的教会学，或者更确切地说，就在于这一事实，即大公会议不只有一种而是有两种教会学，在它们之间缺乏互相协调”。
 
[109]



我认为，不必对大公会议后的这一冲突大惊小怪，因为这在历史上经常发生，即每当涉及教会的人性与实践活动时，局面立即就变得复杂起来。

三 教会的使命

在大公会议有关天国、尘世以及教会全部神学的基础上，大公会议顺理成章地论断说，基督徒应“忠实满全此世的任务”，但不应妄想“自己可以沉浸于此世业务”
 
[110]

 。这一结论的理由是非常明显的：天主之国业已显现，仍需进一步广扬，直至在最后的时刻完满；世界将获得改造，所有的人都被召唤去构成天主之民，与耶稣基督结合在一起；但是人由于其向恶的天性而无法自救，所以仍生活在罪恶之中；那么由于教会所具备的特殊性质 ——本章已论述过，“在此世就为天国打基础”
 
[111]

 的使命就当然地落在了教会的头上。

正如在本文引言中已谈到的那样，早在20世纪下半叶许多天主教徒就开始尽自己的“社会责任”。只要回顾一下“社会理论”和德国主教冯·凯特勒（von Ketteler）的活动、意大利天主教经济学家托尼奥洛（G. Toniolo）的“社会网领”以及利奥十三世的《新事》通谕就会明白这一点了。20世纪30年代后期，教宗庇护十二世开始十分重视继承和发扬天主教的“社会理论”。在大公会议前夕，若望二十三世在其《慈母与导师》通谕中谈到教会对世俗世界的责任，随后他又在《世上和平》通谕中确立了“在考虑把我们分开的东西之前，首先看到我们共同的东西”的原则以及“开展对话，一方面承认世上的不同现实的独立自主，另一方面让基督徒作好为共同的利益而与其他人合作的准备”的方法。
 
[112]

 但是，“梵二”会议第一次以教会庄严训导的形式确定了基督徒的这种责任。最后，许多神学家不断地确定它的所有细节，以便使之完善。

大公会议认为，教会“出源于永生圣父之爱，为救主基督创建于时间内，并在圣神内团结为一”，“其宗旨是人类来世的得救”，而唯有来世才能圆满完成它
 
[113]

 ，故此，基督徒在此世“没有永久的国土”
 
[114]

 。但是，天主之国是在此世显现，教会也存在于此世，“并由此世的成员——人——所构成”。而人的使命是“在人类历史内，培植并建立一个天主子女的家庭。这家庭直到基督再度降来时，应不断发展”
 
[115]

 。故此，基督徒理所当然地应该“不断改造并净化自身”，“为天主彰显于世界多作贡献”
 
[116]

 。教会应帮助人类社会“变作天主的家庭”
 
[117]

 。教会作为一个有形可见而又是精神的团体，在世界上起的作用犹如“酵母与灵魂”
 
[118]

 。教会有资格做这一切，因为教会承认天主，与基督结合在一起，并始终得到圣神的引导，所以教会享有真理，有得自天主之国的新力量。教会有天主之国的新力量的证据便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们在使病人康复、使死人复活、治愈麻疯患者和驱赶魔鬼时，已经能够部分地使救赎的现实提前（玛10：8）。

教会所具有的奥秘的性质，是与教会的来世性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大公会议突出地强调这一点，它重复了圣保禄的警言：“你们不可与此世同化”（罗12：2）。
 
[119]

 大公会议认为，这是基督徒在从事此世的活动中所应具备的根本态度。保禄六世也提到圣保禄的这一段话：“你们不要与不信的人共负一轭，因为正义与不法之间，哪能有什么相通？或者光明之于黑暗，哪能有什么联系？基督之于贝里雅尔，哪能有什么协和？或者，信者与不信者，哪能有什么股份？天主的殿与偶像，哪能有什么相合”（格后6：14-16）？
 
[120]

 对此态度，瓦尔纳（V. Warnach）解释道：“不沉迷于世界，而是在信仰中积极地超越世界，这依然是20世纪的基督徒们的任务。倘若教会本身迷失于世界之中，教会就不能服务于世界了……”
 
[121]

 亨利·德·吕拜克（Henri De Lubac）尤其注重强调大公会议的这一根本立场，因为他看到了一个危险。他说道：“现在我们正在经历着一场巨大的混乱，开放的立场会因此变成对救赎的遗忘、对基督的十字架的拒绝、自我的迷失，即对我们在此世的责任的背叛”
 
[122]

 。因此，他强调说：“如果说——事实上的确如此——‘梵二’会议嘱咐基督徒们要从事世俗活动，那么它也同样地提醒他们要警惕，永远不要属于世界”
 
[123]

 。

大公会议认为教会在完成自己的使命时，要用基督看待人的同样目光来对待人，
 
[124]

 因为“爱天主爱人是第一条最大的诫命。……爱天主不可能同爱人分离”
 
[125]

 。因此评论家们认为，大公会议抛弃了完满主义和凯旋主义，实现了态度的根本转变。

除了上文所述的大公会议赞美世界上所有的好价值观之外，大公会议还说，教会一面帮助世界，一面由世界接受帮助
 
[126]

 ，所以教会与世界的关系是“互相渗透”
 
[127]

 ，即不仅是信仰的团体有东西要传递给世界，“后者也有东西要告诉教会”
 
[128]

 。施莱毕克斯（Schillebeeckx）也说过，“教会可以也应该从人世界学到很多东西”
 
[129]

 。

在对待人的方面，大公会议认为，由于人是“依照天主肖像”而受造的，所以“人是万有的中心与极峰”。
 
[130]

 人性尊严、人比之物质事物的优越
 
[131]

 以及人的所有合法权利、需求和努力都应受到尊重，因为“人类的胜利是天主伟大的标志及其奇妙计划的成果”
 
[132]

 。所以正如瓦尔纳所说的，天主和人不是对头，而是“合作者”
 
[133]

 。迪拉尔德（J.M.R. Tillard）认为，“事实上人是天主在世上的代表”
 
[134]

 。于是乎，从卢稄到黑格尔、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希望哲学的新马克思主义者们到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学家们，再从尼采到弗洛伊德，思想家们从不同的立场出发，一直谋求在哲学上予以强调人的能力，也得到了大公会议的肯定。人在大公会议的研究中占据着最重要的位置。在大公会议看来，要认识天主就要认识人，认识人就意味着认识天主。
 
[135]



至于天主教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大公会议承认文化多元主义的现实，承认天主教的希腊—罗马面貌的偶然性。大公会议认为，神学根本不能等同于信仰。信仰的内容、人的媒介和神学思考是和一个特定时代中的信仰的实践，它的形成与表现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如果说基督宗教有希腊—罗马风貌的话，那只是因为它是在这种环境中诞生的。大公会议认为，“历来生活于各式环境中的教会，曾利用不同文化，向万民宣讲福音”
 
[136]

 。所以教会应该也能够继续“深入各式文化中与之共融”
 
[137]

 。若望·保禄二世很赞赏这种说法——深入各式文化中与之共融。他认为这虽然是一种新说法，但是它“很好地表达了道成肉身的巨大奥秘的一个组成部分”。
 
[138]



事实上，大公会议的这一基本态度使教会得以革新神学，得以利用科学、哲学、各种形式的文化以及其他宗教的果实丰富神学。桑蒂尼（Alceste Santini）评论道，大公会议“并未做其他的事，它只是重新发现了教会有史之初一直采用的方法。所以就今天来说，在各种形式的文化和环境条件中，对启示的话的宣讲要与之相适应，这应作为传教的法则”
 
[139]

 。

在对待其他宗教方面，大公会议有史以来第一次宣布，在其他宗教中，有些教规和教理是有真理的和神圣的，“它们反射了照耀着所有人的真理之光”
 
[140]

 ，因此，“那些无过犯而不知基督福音……但一心寻求天主的人……可以获得永恒的救赎”
 
[141]

 。大公会议这一论断的根据，可以在圣保禄的话中找到。保禄认为，“谁爱别人，就满全了法律”（罗13：8）。“爱你的近人如你自己”（罗13：9）这条法则可以包含所有的诫命。也就是说，全部法律总括在这条诫命里（迦5：14）。所以在保禄看来，一个外邦人，如果不仅限于有爱心而是行爱心，那么他就是基督徒了，只是不自知而已
 
[142]

 ，因为天主已把这条法律铭刻在他心中。天主教会正是以大公会议的这种新态度，开始与其他宗教对话和开展与其他分离的基督教会的普世合一运动。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尽管有此新态度，著名的信条“教会之外无救赎”仍然是有效的。这一信条的一种旧的表述是这样说的：“罗马圣教会坚信，并宣布和通告，天主教会以外的任何人，无论是异教徒、犹太人、无宗教信仰者或是脱离了教会的团结一致的人，都不可能进入永恒的生命，而是将被罚入魔鬼及其使者保有的永恒之火中，除非他在死前加入（罗马圣教会）”
 
[143]

 。这一教理在奥利金（Origene）之后，尤其是在西普利安（Cipriano）之后成为教会的传统。先是奥古斯丁的学生迪·鲁斯佩（Fulgenzio di Ruspe）宣布过这一教理，后来1442年的佛罗伦萨大公会议重申了它。拉辛格（J. Ratzinger）解释说，这条说明教会是救赎的唯一工具的教理在圣经中有其根据，它是说明信仰是救赎的基本条件以及救赎的唯一道路是基督
 
[144]

 。《圣经》说：“信而受洗的必要得救；但不信的必被判罪”（谷16：16）和“除他（基督）以外，无论凭谁，决无救援，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字，使我们赖以得救的”（宗4：12）。大公会议重复了这句话。
 
[145]

 《圣经》还说：“然后他又对那些在左边的说：可咒骂的，离开我，到那给魔鬼和他的使者预备的永火里去罢！”（玛25：41）。所以，大公会议重复了托马斯·阿奎那在《神学大全》中的话：“事实上那些还没有接受福音的人们，都以不同方式受到加入天主子民的呼唤”
 
[146]

 ，想要说的只是非基督徒们在忠于他们的良知和具有诚意的条件下，是有得救的可能的，因为谁按照天主铭刻在人心中的爱邻人的法律行事，谁就已经不知不觉地属于教会了，也就可进入天主之国。

教会与国家和政治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非常有意思而又十分复杂的问题，它有漫长的历史。彼得和其他使徒们都说过“听天主的命应胜过听人的命”（宗5：29），这句话来自苏格拉底，他审时说过，柏拉图将其记载下来。耶稣本人说过：“凯撒的，就应归还凯撒；天主的，就应归还天主”（玛22：21）。他说此话时，是清楚地区分两种秩序的。由此可见，耶稣及其门徒们尽管可能会有自己的政治见解，但他们是不从事政治的。奥古斯丁与柏拉图一样，也认为有形世界与永恒世界相比是次要的，他在其著作《天主之城》中，明确地提出教会与国家的分离。但是他也表示了这种看法，即只有当国家在所有宗教事务中都服从教会时，国家也可成为天主之城的一部分。这种重教会而轻国家的看法已成为一条原则并得到许多基督徒和神学家的赞成。在奥古斯丁之前的安布罗修（Ambrogio）也早已持这种看法。由于持这种观点，许多基督徒在面对国家的历史性灾难时无动于衷。但是在教宗国建立之后，基督徒对政治的态度变得日益积极起来，并以教宗博尼法斯八世的两把剑的理论而达到其顶峰。这位教宗以国家直接隶属教会的公式来解释国家与教会之间的关系。他断言，无论精神权力还是世俗权力，一切权力属于教宗，教宗可以直接或者通过皇帝行使世俗权力。教宗的权力直接来自天主，而皇帝则通过教宗取得权力。也就是说，世俗权力应服从精神权力。在那个时代，奥古斯丁的二元论没落了。但与此同时，还有一种相反的理论，认为精神权力应服从世俗权力。许多皇帝、国王和公爵们更喜欢后者，于是在中世纪的漫长历史中，皇帝与教宗之间的权力斗争从未止息过，两个权力交替地互相吞并。文艺复兴之后，上述理论也没落了，国家与教会分离的理论占了上风。圣卡持琳娜（Santa Caterina da Siena）认为世俗权力不适合于教宗。有一种意见，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世俗权力的丧失显得对教宗有好处，对致力于关心芸芸众生的灵魂的人来说，治理一个国家是太沉重的负担，他终于从这种操劳中解脱了”
 
[147]

 。

1787年的美国宪法和法国大革命都制定了国家与教会分离的原则，它极大地影响了基督徒们的思想，促使许多宗教和神学的流派、运动和争论的诞生。罗马教廷长期拒绝接受这项原则，在此期间欧洲许多民族国家形成。1870年“罗马问题”产生后，教廷禁止意大利天主教徒从事政治活动和参加选举。

随着批准建立基督徒的政党和允许天主教徒参加政治选举，罗马教廷的态度逐渐变得越来越不那么强硬了。大公会议又重新提起教会与国家关系的话题，终于强烈地改变了天主教生活。大公会议肯定了教会与国家分离的原则，它说道：“教会凭其职责和资格决不能与政府混为一谈，亦不能与任何政治体系纠缠在一起”
 
[148]

 。同时，“在各自的领域内，政府与教会是互不倚属而独立自主的机构。但二者各以其不同名义，为完成人类所有私人及社会的同一圣召而服务”
 
[149]

 。所以，“二者依照时间和空间的局势越形合作，越能有效地为公共福利服务”
 
[150]

 。大公会议认为，基督徒应该从事世俗事务，政治使命绝不是俗人及无神论者的特权，也应是基督徒和教会的责任，所以包括基督徒在内的全体国民都应在日常政治生活中合作并获得良好的结果。
 
[151]



60年代，在拉丁美洲发生了一场天主教徒的特别政治行动，即天主教徒在1968年出现的解放神学的指导下，把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观念和词句引入了神学。许多天主教徒和神职人员支持解放神学并投身到暴力革命中去。一些评论家认为，解放神学以及欧洲的“为社会主义的基督徒”等运动是受了若望二十三世以及大公会议的启发。若望二十三世的通谕《慈母与导师》及《世上和平》采用了诸如“解放”“挣脱”“发展”等词句。大公会议的文件《当代世界中的教会牧职宪章》则说：“正在发展中的各国，一如最近获得独立的各国，不唯在政治上，而且在经济上，要求分享文明的果实……但实际上，他们与各强国之间的距离，尤其多次在经济上，对比较富庶而进步较快的各国的倚属性，却日形增加”。
 
[152]



对于解放神学的最极端的派别，教会的反应是反对的。1979年若望·保禄二世曾不指名地批评它说：“倘若远离了教会信仰的中心准则，它们势必造成混乱……”
 
[153]

 若望·保禄二世认为，那些人是错误的，他们把耶稣解释成是“投身政治的人、与统治和强者做斗争的人，甚至是卷入阶级斗争的人”
 
[154]

 。与此同时，其他神学家在批评这种神学时，总是点其名的。他们不断地解释说，耶稣的解放是宗教性的而非政治性的解放，是从罪恶的精神奴役下的解放。
 
[155]



1984年9月3日，若望·保禄二世的教宗通谕及同年的教廷信理部的正式文件，终于点名批评了解放神学这种与马克思主义联系太紧密的极端派别
 
[156]

 。1986年，教廷又一次发表文件批评解放神学。同时，教廷在几年中不断澄清大公会议关于教会政治责任的观念，而解放神学也在不断地广为流传和变化，被更多的神学家和教会人士接受。

结论

第二届梵蒂冈大公会议完成的神学革新，无论在神学方面和教会结构方面，还是在存在的实践方面，在天国、尘世和教会之间，在教会与国家及政治之间，在信仰与科学及各种形式的文化之间，在天主教与分离的基督教会及其他宗教之间，在创造者与受造物之间，在良知与信仰之间，在启示与文化之间，在神职人员与俗人之间……存在的许多冲突的、对立的、矛盾的和二元论的因素得以从理论上被消除了。于是各种因素在明确地保持其自身的同时，与其他因素处于重新和谐之中。也就是说，每种因素都在统治一切的天主的神圣计划中有着自己的位置。大公会议的这些神学革新为教会的实践活动从理论上准备了道路。

事实上在大公会议之后，或者更确切地说，在大公会议开幕之后，整个天主教会便投入“进入世界”的行动中，并且采取了崭新的行动方式。关于这些新方式，仅其一部分就可开列出一个长长的单子：

〇俗人教徒开始按照大公会议给予的权利，到处行使传教的职能和代行神父的职能
 
[157]

 ，他们开始在非信徒中间像“灵魂在肉体中”
 
[158]

 一样，起着特殊的作用。

〇神父们不再有必须只穿修服的义务，他们可以穿着便服到群众中去，从而在管理教区方面有了更多的沟通渠道。

〇主教们得以开始派代表去教廷各圣部工作。

〇枢机主教团继续不断地国际化，其中来自第三世界的枢机的人数已经过半。

〇教宗改变了存在方式，走出了“罗马的囚徒”的状态。若望二十三世出访阿西西（Assisi），成为第一位走出梵蒂冈的教宗。
 
[159]

 以保禄六世1964年1月访问耶路撒冷为始，教宗们重新以世界为其活动舞台。1965年10月4日保禄六世在联合国的讲话被认为是教宗们长期以来的第一次政治行动。而教宗若望·保禄二世更是频繁地出访。据统计，在他就任教宗的头20个月，他已出访100多次，以至于在电视观众的印象中，他的形象是：“跪在飞机舷梯旁，亲吻被访问国的土地”。
 
[160]



〇礼仪也发生了许多重要的变化。现在在弥撒中使用所有的当代语言，而不再是拉丁文，以便让所有的人理解。祭坛也被置于神父和信徒之间，使得神父和信徒可以更好地交流。

〇现在所有的信徒都可以阅读《圣经》以便直接了解天主的话，而不必再通过神父。在天主教会与其他基督教会的合作下，《圣经》的各种新版本和新译本迅速和大量地问世。

现在，教会谈论和平、裁军、社会正义、人质、难民、失业、劳动、劳动者、爱、家庭、妇女的社会地位、离婚、堕胎、反恐……，总之，没有教会不论及的话题。通过第二届梵蒂冈大公会议的革新，教会成功地回到了社会活动的主流。从这个意义上说，教会的确是现代化了，天主教的确变成了一个现代的宗教。

[来源：圣神修院神哲学院《神学年刊》（16）1995年 第37～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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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二十世纪中国的天主教

近代天主教中文报刊的特点及影响

周萍萍
 
[1]



鸦片战争后，天主教再次进入中国，此次天主教会效仿基督新教的做法，开始创办可读性较强的新闻报纸杂志。自1879年《益闻录》正式发刊至1949年，天主教会已在华出版发行了多种中文报刊。1935年，中国天主教主教会议委员会秘书兼宠光社社长、玛利诺会会士迪茨（Frederick C.Dietz）对当时中国各教区出版的刊物做了一次深入而全面的调查，用英文绘制了一张汇总表。根据该表，当时我国天主教在全国（包括港澳）发行的中西文报刊共有115种
 
[2]

 ，其中以外文为主的报刊有56种，中文报刊有59种。抗日战争中一些刊物的发行受到影响，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一些刊物停止了发行。这些天主教报刊是近代报刊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学界对之的关注略显不够，缺少全面而系统的研究。
 
[3]



一

近代天主教会在华创办报刊的活动，以1912年为界，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自1879年至1912年是天主教会在华创办报刊的第一阶段，可谓初创阶段。这一时期创办的报刊主要有《益闻录》《圣心报》《格致新报》等。

《益闻录》是天主教会在华出版发行最早的中文报刊。光绪四年（1878）十一月二十三日试刊；光绪五年（1879）二月二十四日正式发刊。创办人兼主笔是耶稣会中国神父李问渔。初为半月刊，自光绪五年六月二十八日起改为周刊，后又改为一周出版两次，设有“恭录上谕、教皇谕旨、西报摘录、申新两报摘录”等栏目。

光绪十三年（1887），李问渔神父又创办《圣心报》。该报是教徒善会“祈祷宗会”的机关报，其宗旨是“礼敬耶稣圣心”，月出1期，全国发行，主要刊登有关宗教的文章与通讯。1949年7月，改为活页半月刊，并改名为《祈祷宗会》，同年10月1日又改名为《心声》，1951年6月停刊。

《格致新报》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二月二十一日在上海创刊，天主教徒朱开甲等主编、法国传教士向爱莲等主撰。上海商务印书馆承印，旬刊，设“格致初桄、格致新义、答问”等栏目，一共出了16册，七月即停刊，与《益闻录》合并为每周两期的《格致益闻汇报》。

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一日，由《益闻录》与《格致新报》合并而成的《格致益闻汇报》在上海创刊，法国天主教会主办，设有“算学题、西学问答”等专栏。出至第99期，光绪二十五年（1899）七月四日后更名为《汇报》继续出版。

光绪二十五年七月四日，《格致益闻汇报》从第100期起简称为《汇报》。光绪三十二年（1906）起改为册式，走向杂志化。其后，一度改称《时事科学汇报》，光绪三十四年（1908）一月，分成《时事汇录》与《科学杂志》，发行国内外。宣统三年（1911）一月，两刊合并。同年五月十二日，主笔李问渔去世，六月十八日，《汇报》停刊。次年，教会另出《圣教杂志》以代之。

光绪三十一年（1905），法国传教士古洛东（Gourdon）和雷龙山创办川东（重庆）教区报刊《崇实报》。该报初系半月刊，1906年改为周刊，另有法文副刊，经费主要是川东（重庆）教区资助，向全国发行，由中国神父唐若翰任总编辑，后有王泽溥、李树声等人继任。该报最初限于教内订阅，后扩大范围，教内外均可订阅，设有政论、宗教及教务活动、京师要闻、世界新闻、本省新闻、本埠新闻、西学、来函、重庆银圆牌示等栏目。1949年10月停刊
 
[4]

 。

由上述介绍可以看出，初创阶段的天主教报刊基本由上海天主教会创办发行，其他地区则没有或很少。而上海之所以成为中国天主教报刊的最早发行地，是因为自近代开埠以来，作为中国最重要的通商口岸，上海首当其冲成为中西文化对抗、交流与融合的前沿。当时，天主教内部分人士受国难深重的激发、受基督新教外国传教士在华办报的启发，试图通过报刊这一形式传递时事信息、传播科学知识、宣传思想舆论，进而唤醒民心、开启民智。李问渔神父在《格致益闻汇报》序中称，他们所宣传的西方科技是“在不断的以光明注入这个黑暗的中国”，目的是使中国“风气遍开，人才迭出，国富兵强，民康物阜”
 
[5]

 。因此，“西学”“格致之学”等都成为天主教报刊的必备栏目。一些报刊更直接把“格致”用作报名，如《格致新报》《格致益闻汇报》。

“格致”即“格物致知”，出自《礼记·大学》，是儒家十分重要的哲学概念。至明末清初随着西方科学技术的传入，“格物致知”多指研究自然以获取知识。清末翻译的西方科技书籍中，“格致”是对声光化电等自然科学部门的统称。那时，为挽救颓败的清王朝，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有识之士已开始强调科学知识的作用。洋务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张之洞指出：“今欲强中国，存中学，则不得不讲西学。”
 
[6]

 清末著名实业家、思想家郑观应在著述中说：“今夫保民之道，莫先于强兵；强兵之道，莫先于富国。然富国而不思理财，理财而不求格致，犹之琢玉无刀凿之利器，建屋无栋梁之美材也。”
 
[7]

 他们都提出“通格致、精制造”的主张。

在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浪潮之中，基督新教在上海创办的科普期刊《格致汇编》以及创建的教育事业“格致书院”对天主教人士的启发颇大，天主教会在其所办报刊中也对“格致”特别重视。《格致新报》在创刊缘由中写道：“神洲人士，聪明才力，未必逊欧美。互市以来，约五十余载，财源竭、漏孔繁、罗掘空、利害著……蒙尝议之，是实误于务末而舍本。本何在？在格致。”
 
[8]

 《格致益闻汇报》为体现介绍西学的功能与作用，直接把“使阅者知西学而识时务”写入章程，故“首列上谕、次论说、次西学、次答问、次译学问报、次各国电音要事、次中国近日大事及有关时务之奏章”
 
[9]

 。其宣称抛弃中国“虚妄之学”，注重报道西方自然科学，对物理、化学、地质学、电学、生理学、动植物学等都有介绍。主笔李问渔神父在创刊号序中说：“总期中国文人咸知西学，而他日应试作吏俱有把握，不为迂拘之俦。又以时务不可不识也，故兼登上谕电音、中西要事，与夫奏章之有维新义者。”
 
[10]



当然，向国人介绍西方科学知识只是这些报刊创办的宗旨之一。作为天主教报刊，其核心宗旨是要传扬天主圣教。《益闻录》在试刊告白中称：“缘是本书馆摘录中西各报，每月两次布闻，删其烦、录其要事，关吾圣教者特为记。及使在教诸信人或可以为日进功修之助，亦可以稍补他报所未录。”
 
[11]

 《圣心报》则明确其宗旨是：“该尽量的传播报告耶稣圣心的消息”；目标是“能踏进个个公教家庭，成为公教家庭家家户户的大众读物，而不只是传教士及其助手，或贞女们，或传教先生们的读物。这中文的《圣心报》，我们不只希望它成为中国公教家庭的杂志，还希望他成为公教各学校各机关的杂志，男女学生，公务人员，人人都手执一本”
 
[12]

 。这些报刊的宗旨与目标就决定了其性质是为教会服务，借宣传科学知识以扩大教会在社会上的影响。

二

从1912年到1949年是天主教会在华创办报刊活动的第二阶段，也是迅速发展阶段。

1912年2月12日，清宣统帝宣布退位，在中国延续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告终。自此，天主教报刊不再有通“上下之情”的谕旨恭录之类的内容，除宣传天主教教义、教规之外，更多关心时政与社会现实。因民国时期天主教会发行的中文报刊较多，故拣选一部分影响力较大、发行量较多的作一简单介绍。

《圣教杂志》于1912年1月在徐家汇天文台旧址创刊，先后由潘谷声、孔明道、杨维时、徐宗泽担任主编。1938年8月，停刊。该刊主要登载天主教教理、神哲学、教仪、教史以及全国教务状况等方面的文章，并发表对各种社会问题的观点及评说。

《公教白话报》创刊于1913年1月，由山东兖州府天主堂主办，主要采用白话文形式宣传天主教教义、阐扬天主教教理、传播天主教动态，同时采用小说、鼓词、诗歌等形式发表各种宗教类文学作品。1930年，更名为《天主公教白话报》。1940年，复改为《公教白话报》。1945年8月，停刊。

《益世报》是天主教会在中国印行的中文日报，创刊于1915年10月，创办人是比利时籍神父雷鸣远（Vincent Lebbe）和几位中国信徒。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之后，《益世报》被迫于同年8月休刊。1938年12月8日，天津《益世报》在云南昆明重新复刊，但不到两年便因经济困难而停刊。1940年3月，《益世报》迁至重庆出版。1945年12月，在天津复刊；1949年1月，天津版停刊。《益世报》除天津版外，还设有北京版（1916年2月8日创刊）、西安版（1945年4月23日创刊）、上海版（1946年6月15日创刊）和南京版（1946年11月12日创刊），各版言论相对独立。

在《益世报》之前，雷鸣远神父于1912年2月在天津还创办了一个周刊，名为《广益录》，由天津益世报馆印行，以“研究真理、正人心、厚风俗，而终于爱群强国为宗旨”
 
[13]

 。1915年1月，《广益录》改名为《广益报》；1916年2月，改名为《益世主日报》；1937年7月，停刊。1938年10月，复刊，先后更名为《益世周报》《益世周刊》。1949年4月，停刊。

《公教进行》创刊于1929年2月，由中华公教信友进行会总部出版，月刊；1934年改为半月刊；1935年至1939年间改为旬刊。《公教进行》是中华公教进行会男部全国指导会的机关报，“所注重者，公教进行之事实；所研究者，公教进行之方法。汇聚全国公教进行之事实与方法，分布二报知全国者也”
 
[14]

 。

《我存杂志》于1933年3月在浙江杭州创刊，由杭州天主堂我存杂志社编辑并出版发行。该刊主要传授教义、开导教友、宣传天主教教理与文化，同时刊载一些国内外教务新闻以及历史人物研究、名人传记等。

《光华报》（济南）由济南教区杨恩赉（Cyrillus R. Jarré）主教创办，1933年4月15日发行中文版创刊号，同时以“China Light”为名发行了英文版，周刊。报纸取名“光华”，意为“真光普照中华”。该报于1937年8月29日停刊。

《新北辰》由光启学会于1935年1月在北平创刊，月刊。该刊使命“是以公教的原则，阐发文化的真谛，以蕲中国是早走上正轨”，对当时国内外流行的思想、学说以及出版的书籍、定期刊物等都予以介绍并加以评判。

《武汉光华报》又名《武昌光华日报》，创刊于1936年9月7日，中英文合刊，周刊。《武汉光华报》由天主教两湖教区主办，发行人是武昌教区首任代牧主教美籍方济各会会士艾原道（Sylvester Joseph Espelage）。因济南《光华报》的发行范围主要在华北地区，故两湖教区主教创办《武汉光华报》，以图在华南、华中地区扩大教会影响。1937年1月1日，《武汉光华报》改名为《益华报》。《益华报》是一种“问题报”，关注政治问题、社会问题、教育问题和宗教问题等，1938年停刊。

这一阶段创办发行的天主教报刊与前一阶段相比有一些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报刊的种类及发行地逐渐增多。随着天主教在华传教事业的不断发展，上海不再是天主教报刊的集中地和发行中心。除上海外，华南、华北、华中等地均有天主教报刊的发行。如天津发行的《益世报》和《广益录》、山东发行的《公教白话报》和《光华报》、湖北发行的《武汉光华报》、浙江发行的《我存杂志》、北京发行的《新北辰》等都是当时影响力较大的天主教报刊。

第二，报刊的名称发生了变化。鸦片战争后，天主教伴随着西方殖民势力的洋枪洋炮再次来华。中国民众对“洋教”的本能抵制以及当时社会上“民教冲突”的不断发生，使清末天主教人士在办报时都小心回避了“天主教”“公教”等引人注目的字眼，而采用“格致”等迎合国人心理的名称。至民国初年，鉴于清末发生的一系列教案以及义和团运动，在华天主教开始了中国化运动。同时，中国人在探索富国强兵途径的过程中，也逐渐对基督宗教采取了包容的态度。在此情况下，民国时期创办的一些天主教报刊直接冠以“公教”“圣教”等名。

第三，报刊的宗旨和内容更加多元化。除了一些旨在传教的纯宗教性报刊外，大部分报刊增加了大量非宗教性内容，成为以时事、新闻为主的综合性报刊，更多关注社会现实。以《新北辰》为例，在1935年所发行的12本期刊中，就有曾勉的《罗玛公教和现代社会问题》（1935年第1期）、黎正甫的《乡村教育实施的困难及今后进行的途径》（1935年第3期）、阎树枬的《公教乡村工作的检讨与此后的路向》（1935年第4期）、曾勉的《儿童社会问题及其解决》（1935年第9期）等多篇文章，阐发对社会现实问题的意见和观点。而雷鸣远神父等创办的《益世报》因内容宏富、新闻报道客观真实，社论和时评文章多由名家主笔，成为中国近现代具有广泛影响的全国性重要报纸之一，与《申报》、《大公报》和《民国日报》一起被人们并称为旧中国“四大报”。

三

1870～1949年的70年间，天主教会在华出版发行的中文报刊达几十余种，足见在华天主教会对新闻报刊事业的重视，教会人士希望借报刊让更多的人了解教会、提升天主教在社会上的影响力。1935年9月，第二任教廷驻华宗座代表蔡宁总主教（Archbishop Mario Zanin）在上海全国公进代表大会开幕式上致词：“新闻事业为公教进行的呼吸，如无公教新闻事业，则公教不能活动，正如人无呼吸即死。”他鼓励教会发展新闻事业。出席会议的各位代表也纷纷表示：“如不注重公教新闻事业，难望得到传信圆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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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见天主教会把创办报刊作为其在华“文字传教”的一个重要途径。当然，这些报刊因其所载内容包罗万象、涉及面宽广，对近代中国社会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首先，搭建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自明末利玛窦（Matteo Ricci）等西洋传教士来华，他们就把介绍西洋科技作为其传教的重要手段，以博得中国知识阶层的信任与尊重。鸦片战争后，再度来华的西洋传教士大多能够认识到科学传教的重要性，以报刊为媒介，积极向中国人介绍西方科学知识。教会人士认为传播西学最便捷的途径是报刊，“不可以学校教，可以报章教”。李问渔神父在《格致益闻汇报》序中说：“一纸遥传，无地不逮。入城市、登公堂、进村塾、偏山陬、达草野，以一切西学由浅及深，画图附说登诸报牒，俾人人阅之，审而会之。数年之后，国初知西学者不下二百万人。如是而风气遍开，人才迭出，国富兵强、民康物阜可操券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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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致益闻汇报》专门开设“算学题、西学问答”等栏目，曾列一算学题：“有猎犬一头，见狐于六十步外，急追之。狐行九步，犬惟行六步。然犬之三步抵狐之七步。问犬行几步后能及狐而噬之？请以代数答。”
 
[17]

 这种算学题类似于中国古代《九章算术》中的题目，不同的是要用作为一个数学专有名词、代表一门数学分支的“代数”方法加以解答。而《格致益闻汇报》的前身《益闻录》则是用图文并茂的形式向国人介绍了西方“地舆天文算术诸说”，如“地体浑圆辨难”“地球形势说”“五洲总论”“皇朝地舆形势考”“奥地利考略”等。陈百希神父在其著述《他们影响了世界》中对李问渔神父及其创办的《益闻录》作了如下评价：“当时我国除《申报》外，没有其他的报章杂志，所以李神父创办《益闻录》，不但有功于教会，而且还有助于启发民知，有功于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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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促进天主教会的中国化。康熙末年，罗马教廷不准中国教士、教民“祭祖”“敬孔”，康熙帝遂亦下令禁止天主教在华传播，从而拉开了中国百年禁教的大幕。鸦片战争后，依靠不平等条约再次来华的西方传教士最初对中国传统文化存有蔑视的心态。但是清末多次发生的“民教冲突”使部分西洋传教士开始认识到若想使“中国基督化”，首先必须“基督中国化”。罗马教廷亦决定致力于实现天主教的中国化，1922年派遣刚恒毅（Celso Costantini）为教皇宗座驻华代表来到中国。1924年，在刚恒毅枢机的主持下，第一次全国天主教主教会议在上海召开，决定迅速建立一个中国化的天主教会。

作为天主教会在华喉舌以及耳目的教会报刊，在推动“天主教中国化”的问题上自然不遗余力。特别是这些中文报刊的创办人或主笔多是中国籍神职人员，他们把推动天主教会的中国化列为公教报刊的主题之一，大力提倡利玛窦的“文化适应”传教方式，促进天主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对话和沟通。为此，天主教报刊登载了一系列围绕明清来华传教士尊重中国传统文化及习俗方面的文章，以此来提醒当下的传教士面对中国教务现状时须采取何种传教方式方法。这些文章有牛亦未的《利玛窦的政治思想》（《新北辰》1935年第2期）、英纯良的《耶稣会士在中国之贡献》（《新北辰》1937年第4期）和《刚总主教论中国现状及教务之情形》（《圣教杂志》，1931年第3期）等。这些文章不仅对促进天主教会的中国化颇多贡献，在一定程度上也推动了中国教会史研究，丰富了中国天主教文化研究。

最后，构建抗战时期反法西斯的舆论阵地。日本侵华期间，天主教报刊在“抗战到底”的思想指导之下，旗帜鲜明地表达了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立场。“九·一八”事变后，坚持爱国立场的《益世报》成为反日的舆论先锋，是一份“反日”“排日”“抗日”的报纸。日本人一再用威迫利诱的手段，曾出过50万金钱冀求收买《益世报》，但没有得逞。1937年7月，平津相继沦陷。平津的中文报刊或已停刊他迁、或已为日本人接收，《益世报》是平津仅存唯一的传播国家消息机构，是沦陷区内中国国民唯一的耳目。在敌人勒令其停刊的情况下，总经理生宝堂等一致通过三点决议：“向敌军登记、受敌军指挥，这是投降通敌的行为，这种行为玷辱《益世报》的报格更玷辱中华民国国民的人格；《益世报》既主张抗敌救国，在抗日战争进行期中，《益世报》应抱定为国牺牲决心，不畏艰难，不避危险，继续奋斗；能工作一日即工作一日，能维持一日即维持一日。”经过近一个月艰难困苦的抗争，8月20日，总经理生宝堂被敌人绑架，敌人且有对报馆工作人员一网打尽的阴谋。这种情况下，《益世报》被迫停刊。

十五个月后，在全部产业（机件字模甚至一纸一钉）依旧被敌人封锁在沦陷了的天津、在总经理生宝堂被日寇绑架一直生死不明的情况下，辗转迁移的《益世报》顽强地在昆明复刊了。正如其在复刊词中所言：“敌人可以杀害本报的重要负责人员；敌人可以封锁本报的全部物质资产，然而敌人对本报下列两件东西，依然无从破坏毁灭：（一）深深印在全国国民心中的‘益世报’这面招牌，（二）益世报数十年传统一贯的忠诚爱国精神。这两件东西，敌人永远无法破坏、永远无从毁灭。如今我们就凭藉这两件东西在云南昆明恢复天津益世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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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话在今天读来依旧荡气回肠，更况在遭敌人铁蹄蹂躏、战火纷飞的年代！《益世报》用自己的行动为中国人构建了一道抵御外敌的精神长城！

当然，这些报刊毕竟是天主教机构或传教士所办，在一些内容的处理上难免会发生偏颇。出于维护教会或母国利益的立场，他们的报道有时带有明显的倾向性。如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后，《益闻录》明显偏袒法国。它在报道法军进攻福州马尾岛时，一再为法军掩饰，“初三日法人升红旗示战，华人未应。法人乃燃炮放击。不旋踵，中国扬武兵船已被击坏，华兵大受摧残，几无生还之庆”
 
[20]

 。法将科拔被清军大炮击中而亡后，该报却多次为此事“辟谣”，“法将科拔并未死亡，前日所言乃传闻之误也”
 
[21]

 。不过，该报也对“《马关条约》后发生的戊戌维新运动多有报道”。

同样，有西方教会背景的《益世报》在创刊不久，一度拥护袁世凯复辟帝制。为此，爱国天主教徒英敛之曾写信给《益世报》，对该报的拥袁言论进行责问。信中，他写道：“惟念我亦天主教分子，今见此玷辱圣教道德，败坏圣教名誉之事，倘缄默不言，天良何在？”当然，就总体而言，《益世报》是维护中国人利益的。1916年，天津发生了法国人在老西开擅自扩充法租界的事件，《益世报》完全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严词抨击法国人的卑劣行径，在当时引起极大的社会反响，而该报创办人雷鸣远神父则因为公开替中国人说话，被天津教区的法国主教降职并逐出了教区。

此外，1927年以后，受天主教支持南京国民政府的影响以及对共产主义运动的敌视，天主教报刊与国民政府主流媒体保持一致，不断出现称共产党为“共匪”等字眼以及教皇反对共产主义的文献，如《江西馀江天主堂被共匪蹂躏志略》（《圣教杂志》1930年第10期）、《江西南城总铎狄公被共匪架去》（《圣教杂志》1931年第2期）、《中国共产党消灭之必然性》（《我存杂志》1933年第2、3期）、《公教防共战略》（《新北辰》1937年第6期）等。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兵谏蒋介石，发生“西安事变”。《益华报》站在国民党的立场，在社论中作了如下评述：“现在蒋委员长虽已出险，而陕甘多数将领，仍是执迷不悟，宁受共匪愚弄，称兵反抗中央。……总之救国基础，厥为和平统一，不容赤化，不容分裂。”
 
[22]



1949年前后，这些天主教报刊在大陆逐渐停止发行，完成了其近代使命。今天我们对这些报刊进行考察，无疑要将其置于当时的历史社会环境以及教会背景下进行审视，不能一概而论。只有多角度、多方位的考辨，才能真正认识其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影响与局限性。但不可否认的是，作为中国近现代报刊重要组成部分的教会报刊比较客观地记录了中国近现代的社会历史情况，反映了中国近现代的社会变革进程。它们不只是研究天主教在华传播发展史的重要资料，更可以为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提供大量第一手材料，为中国社会史、科技史以及新闻出版史等专业领域的研究提供重要参考，其价值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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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卡普拉事件”看刚恒毅对梵蒂冈传教政策的贯彻

刘国鹏
 
[1]



从刚恒毅（Celso Costantini）作为宗座代表来到中国的那天起，就意味着他要按照罗马圣座的思路，确保整个传教士集团的纯洁性，即忠诚于传教事业本身，任何将给传教事业带来危害的行为注定要被摒弃，诸如与外国列强外交保护的关系问题（尤以法国保教权最为引人注目）、对中国国内政治的介入和干预、西方传教士的民族主义心态和文化优越感等。

因此，刚恒毅认为：传教士是基督的大使，不能同时也是世间的、本国的大使。政治一旦混入神圣的传教工作之后，往往会变质，从而使得传教活动徒劳无益。天主教传教士的名誉是神圣、纯洁的，对此必须防止机会主义者。
 
[2]



下面所要叙述的“卡普拉事件”就是刚恒毅致力于维护传教士集团纯洁性的一个典型案例，“卡普拉事件”使我们了解到意大利政府对天主教传教事业干预和利用的影子，和刚恒毅作为第一任驻华宗座代表不遗余力地推行罗马宗座“本地化”传教路线所遭遇到的巨大障碍和挑战。显然，作为教宗在中国的直接代表，刚恒毅不仅难以容忍，且对阻止上述有可能危害天主教在华传教事业的行动负有直接责任。下面我们将通过对这一特殊事件的层层剥离和分析，试图理解刚恒毅在此一时期对传教士内部进行整顿时所使用的原则、策略及其效果。

一 “卡普拉事件”的起因

1925年10月，意大利阿奥斯塔（Aosta）教区的意大利籍神父卡普拉
 
[3]

 ，自称以“意大利传教士联合会”（l'Associazione nazionale per i Missionari Italiani）视察员的名义前来中国，为出版有关农业地理方面的书籍收集资料。据其本人所述，他已先后前往印度、澳大利亚、非洲和世界其他地区进行过类似的科学考察。
 
[4]



卡普拉神父虽有其教区主教的准许和推荐，但并无前往传教区的真正凭证，这就为其日后在中国开展相关活动带来了一系列问题。

启程之前，卡普拉神父曾前往罗马传信部请求开具介绍信，并受到办公室负责人柏考拉里蒙席（Mons. Pecorari）的接见。由于当时传信部部长王老松枢机不在罗马，于是后者答应，一旦传信部负责人回到罗马，即可为卡普拉神父寄去推荐信。

11月初，卡普拉神父抵达目的地——陕西西安代牧区。其抵达后的第一件事，乃是被引荐给希贤代牧（Eugenio Massi，V.A.），后者与意大利传教士联合会有过合作，引荐人为时任陕西神学院院长（Rettore del Seminario dello Scensi）的戴夏德蒙席（Mons. P. Tessiatore，O.F.M.）。
 
[5]



同年12月，当意大利驻京公使柴禄第（Vittorio Cerruti）将卡普拉致自己的亲笔信转呈宗座代表刚恒毅时，后者马上嗅出了信件当中强烈的“法西斯主义味道”：

……受意大利传教士联合会之托，切愿我们的传教士与其合作，以便在工作上获得更大之效果，尤以科学方面为甚……倘若阁下从意大利的利益出发，向外界公布此一消息，吾将感激不尽；并向您保证将继续热心工作。也可以把一些有益的宣传品，尤其是画报放到学生图书馆中；也可以把一些意大利刊物寄到各个大学里……

该信署名为“堂·卡普拉，一名意大利传教士”。

当柴禄第公使询问刚恒毅是否认识卡普拉时，刚恒毅予以了坚决的否认，并认为这一事态相当严重，原因是，其一、堂·卡普拉署名为传教士，却无备案。其二、如果是传教士，则明目张胆地宣传法西斯主义，势必为传教区法典所禁绝，也将会给在华传教区带来巨大危险。

出于对整个传教区的负责态度，和防止败坏传教士名誉的事态发生，12月19日，刚恒毅以宗座代表的身份致电驻高陵通远坊的副主教范方济（P. Saccani，Vicario Delegato，O.F.M.）
 
[6]

 ，要求后者出具卡拉普神父的证明材料。同日，刚恒毅向全体在华的意大利籍代牧们发出一份通告。通告中说：卑职刚刚获悉，都灵教区修士、卡普拉神父（Don Capra）在传信部委托于意大利籍传教士之传教区内活动。然本署并无其是否持有必要授权之证明，按照《教会法典》第252条第1项、295条第1项和第1350条第2项，凡来传教区之修士，皆须有此授权。故此，诸位主教务必按照法典第295条第1项规定之条款，要求其出示必要之证件，以免造成不必要的麻烦。本人无意在此提醒诸位主教只应接受来自教廷之命令，也无意提醒诸位传教区眼下正经历风雨飘摇、饱受苛责之敏感时期。自“义和团事件”之后，传教区从未遭受过如此严重之威胁，不是吗？近日来，中国处处皆在组织“非基督教周”，许多谣言皆群起而攻击基督宗教，视之为外国帝国主义者之工具。因此之故，诸位务必保持十分之谨慎，万不可被别有用心者抓住把柄，制造事端，抵制传教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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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恒毅的担心和谨慎不无道理。就当时的政治和社会环境而言，正是“五卅运动”之后，第二波“非基运动”的高潮时期。

正如在第三章第一节叙述的那样，第二阶段的“非基运动”在范围和程度上远较第一次激烈，对传教事业的冲击和破坏也远为严重。第二阶段对基督宗教的核心攻击理由乃在于后者与帝国主义和不平等条约的血缘关系，以及教会教育权问题。

而“卡普拉事件”的发生时间恰为1925至1926年间，当时，各地的学校均爆发了一连串反对基督教的学潮。

刚恒毅在1926年1月7日写给传信部的N.11/26号报告中，就曾提及当时全国各地青年学生组织的“抵制基督教周”运动，并担心卡普拉神父若不注意自己的言行，势必授人以柄，被组织“抵制基督教周运动”的人士加以利用，从而造成一发不可收拾之严重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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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报告中，刚恒毅还附录了开封代牧谭维新（Mons. Tacconi）于12月28日写给自己的一封亲笔信函，信中称：“整个城市都飘满了侮辱圣母、基督宗教和传教士的传单。”
 
[9]

 足以印证当时“非基”运动之深入程度和可怖的规模。

意识到卡普拉神父在中国传教区逗留的合法身份问题已受到在华宗座代表的质疑，西安副主教不得不于1月份向驻华意大利公使请求为卡普拉神父发放护照。意大利公使出于慎重起见，将此事迅即告知刚恒毅。

在1月19日致意大利公使的信函中，刚恒毅就是否向卡普拉神父发放护照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给卡普拉神父申请护照超出了他本人的身份，尽管我们不愿对其有所伤害，但这无疑是一个前所未有的特殊案例。我认为必须根据现行条约中的公共权利条款来加以解决，以免制造一个危险的先例。

传教士的护照只能发给传教士，其传教使命由教会当局予以承认。的确，申请是由法定当局，亦即西安副主教提出来的。但是，西安副主教的做法超出了自己的权限，因为，他只能为自己教区的传教士申请护照，而不能为其他教区的传教士申请，每个传教区均按照这一原则开展各自的活动。

唯一有权为不同传教区认可传教使命的部门乃宗座代表公署，然目前本公署并不知道卡普拉神父负有传教使命。

此外，另一个不能发放护照的原因还在于与中国政府所签订的协议方式，按规定，传教士的护照只可在教区所在的省内自由行动。我认为应当遵行这一方式，因为这更符合传教士在一定范围内所享有的精神裁判权。

因此之故，我个人认为，卡普拉神父不能拥有传教士护照，而只能取得意大利国民在国外旅行的普通护照。
 
[10]



但是，西安副主教和卡普拉神父似乎并不知道意大利公使已将其请求转示宗座代表，因此，在给后者的复函中，依然为卡普拉神父辩护：“卡普拉神父完全符合《教会法典》第295条之规定。”显然，这一复函有意针对宗座代表此前在给西安代牧的电报中，向卡普拉神父提出的质疑：“卡普拉神父应当遵守《教会法典》第295条中针对传教士之相关规定，既然卡普拉神父署名为传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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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刚恒毅的通告和电报，卡普拉神父在1926年1月12日给宗座代表的复信中，质问自己所犯何错，并询问在宗座代表给西安副主教的电报中，为何有上述言论。最后还一再为自己的行为辩白，自称有其主教同意在先，而在西安的活动听从西安副主教和希贤蒙席的安排，并称愿与宗座代表当面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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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卡普拉神父的复信，刚恒毅于1月25日再次复函，要求其出示相关机构出具的传教授权证明，并强调说，卡普拉神父所在教区主教出示的证明仅仅是授予其举行弥撒之许可证（celebret），并非传教证明，而其主教也并无颁发传教证明之权力。倘若该主教有特殊权限，则卡普拉神父可转示宗座代表。

刚恒毅还补充说，传教事务属于罗马天主教会的最高职责，凡欲在传教区工作者，皆须遵守《教会法典》第252条第1项、第295条第1项和第1350条第2项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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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日，刚恒毅再次发电报给西安副主教，要求让“卡普拉神父火速来京，行前以电报确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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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日，卡普拉神父收到刚恒毅于1月25日发出的亲笔信件，并于次日回复说，自己此行并非以传教士的身份，而是抱着开展研究的目的，此前业已按此方式在世界其他地区开展过三四次类似的活动，并坦陈无意从事任何不当行动。他还强调说，自己虽以司铎身份在传教区寄宿，但其花销均按相关规定从退休金中提前支付。

接着，卡普拉神父详述其研究的对象乃中国各省之情况，并称无需很长时间就可以全面掌握这方面情况，其用途乃在于日后编撰相关著作，以传达介绍给意大利国内读者，因为，其同胞对此类情况所知寥寥。并不无自豪地说，自己就是按照这一方式，在中非取得了圆满的研究成果，并得到了当地宗教及传教机构的大力协助，且已出版多本这方面的著作，如《莫桑比克和安哥拉》（Il Mozambico et l’Angola），并愿敬献一两本以求雅正，如蒙不弃将随信分别寄出。

最后，卡普拉神父再次重申自己来中国之身份，非传教士，而是私人研究者，并相信其主教出示之证明已足以说明问题。并称此弥撒行祭证在其他传教区曾无往而不通。但此次，卡普拉神父的语气明显有所缓和，宣称这一暧昧的做法多少有些不恰当，并希望得到刚恒毅“有效的保护和慈父般的关怀”。并承诺说，一旦道路畅通，川资充足便即刻动身，最后不无抱怨地补充说，此次北京之行势必花费300美金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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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一来，卡普拉神父前后两次给宗座代表的复函就显得有些出入，同时，西安副主教的行为也分明有包庇卡普拉神父之嫌。

2月5日，即在2月3日卡普拉神父写给刚恒毅的信尚在途中之时，刚恒毅再次致信西安副主教范方济，声言自己“在京恭候卡普拉神父，同时禁止其在传教区内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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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卡普拉神父自己讲，一般而言，西安到北京的信件需要8天的行程。而当时，由于陕西境内战火仍频，1925年2月和3月的相当一段时间，邮路和交通曾一度中断。
 
[17]

 由于上述原因，2月5日的电报迟至三月初方才到达西安副主教的手中，3月9日，范代牧将该电报转寄卡普拉神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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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2月20日，意大利法西斯党在海外和殖民地创办的《军团》（Legionario
 ）杂志刊载了卡普拉神父的一篇文章，这篇完成于1925年12月7日的文章乃是写给“意大利传教士联合会”负责人的公开信，信中公开鼓吹意法西斯主义，并炫耀其受邀在西安某所国立大学发表了有关“意大利及其进步”的主题演讲。按信中所述，此次演讲的规模颇为宏大，不仅全体学生和大部分教授到场，就连校长本人也发表了对意大利不无恭维的致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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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封公开信中，卡普拉神父不顾其“传教士”身份的落款署名，公然宣称其内心的理想，乃是在海外宣传弘扬意大利及其伟大之处，尤其是在那些遥不可及和人迹罕至的地区。

3月20日前后，范方济副主教收到刚恒毅2月18日写给卡普拉神父的信件。范方济副主教在回复的电文中称，卡普拉神父并无任何传教活动，两天后，即22日，该信和2月5日的电报被一并转交给卡普拉神父，而后者已在前往北京的途中。

在2月18日致卡普拉神父的信中，刚恒毅称：

……余顷收悉阁下2月3日之信函。卑职丝毫不怀疑阁下的良好用意，然本人之职责乃据实论事。由来信可知，阁下并无传教之合法证件，自涉足中国之日起，对宗座代表傲慢无礼，视若无存，擅自以私务在传教区内开展活动，并对卑职蓄意隐瞒，对外以传教士自居，且确有申请传教士护照之举。

以上事实，均严重违反教会法令，尤其是《法典》第252条第1项、第295条第1项和第1350条第2项。因此，卑职作为中国传教区的全权长上，以此书为凭，限其一旦道路畅通，即刻离开卑职管辖之教会司法辖区，其间停止一切活动。阁下应切切意识到眼下时局对吾传教区而言，尤为敏感和危难，卑职肩上之责任堪比泰山。

在此特警告阁下，若蓄意违反该命令，则当受教会法典之制裁（2215～2331条）。阁下贵为司铎，当思何为职责所在，卑职毫不怀疑阁下将以恰切方式履行之。

传教区并非封闭之堡垒，亦非“无主财产”（res nullius），而属于圣教会。人皆可与传教士建立友谊关系，互助交流，然需尊重圣统制。数月前，卑职已为一位优秀的意大利科学家备好传教士所需之介绍信，以备科学研究之不时之需。眼下您前来吾处，却无此推荐信，则不应被视为传教士，卑职深表遗憾。

吾愿在北京与阁下面谈，然久候未至，此通告发出后，阁下再来无益。此外，3月份我极可能离京片刻，特此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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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的混乱局势和陕西东部发生的战争，导致了邮路一再中断，而信件的延误则不免使双方的误会被日渐放大，事情已越来越朝着双方未能预料的方向发展了。

二 “卡普拉事件”的激化

1926年4月2日，卡拉普神父正式向教廷大公会议部（Sacra Congregazione del Concil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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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出上诉。但在该上诉信中，卡普拉神父在提及自己前来中国的目的时，隐瞒了自己是受“意大利传教士联合会”之托，来华协助意大利驻中国公使进行考察这一工作背景。

卡普拉神父在信中历数梵蒂冈驻中国宗座代表、刚恒毅主教对自己的错误处理。同时提出六条理由为自己进行辩护。

第一条，针对刚恒毅信中称其“无合法之传教证件”，卡普拉神父举出自己前述2月3日的信，辩称自己“此行并非以传教士的身份，而是抱着开展研究的目的，并认为，按照《教会法典》第143条和第804条，持有该教区主教开局的证明信已足可证明，而宗座代表似乎无视其主教开具的证明。

第二条，针对刚恒毅信中称其“自涉足中国之日起，对宗座代表傲慢无礼，视若无存”的指责，卡普拉神父辩称不知何以引起宗座代表如此之感慨，并猜想说，可能是令其前往宗座代表处，而自己未能如愿完成所致。并进一步解释自己之所以能前往西安代牧区，乃得力于一年长之传教士的陪同和全力推荐……而前来的理由，则纯粹出于研究之目的。

第三条，针对宗座代表指责其“擅自以私务在传教区内开展活动”，卡普拉神父解释说，自己除做弥撒、诵日课、埋头研究外，并无其他举动，并且补充说，他曾在上海停留过8天，在武汉停留过三天，在西安停留过三天，此后，从1925年11月初至1926年3月20日，一直居住在通远坊。以上各地的传教士均可以证明自己并无参与无关活动。

第四条，至于指责其“擅自以私务在传教区内开展活动，并对卑职蓄意隐瞒”，卡普拉神父辩解说，自己曾致信宗座代表，表明其活动纯系科学研究。至于以私务在传教区内开展活动，卡普拉神父则认为，自己会尝试很多新的试验，并涉及很多广泛的研究领域。

第五条，针对“对外以传教士自居”之说，卡普拉神父称其从无以传教士自居的习惯，只是有那么四五次，在私人信件中，有过这样的言论，并已认错，且从无因此干过不轨之事。此外，他也不认为类似的做法属于身份越权（usurpazione del titolo），尽管其主教在开具的证明信中称其为“传教士”。

第六条，“且确有申请传教士护照之举”一说，卡普拉神父辩解说，西安代牧确曾为其向意大利驻北京公使申请过护照，但申请的日期自己并不知晓。

至于宗座代表在信中语重心长、晓以大义的态度：“阁下应切切意识到眼下时局对吾传教区而言，尤为敏感和危难，卑职肩上之责任堪比泰山”，卡普拉神父则并不以为意，认为全体传教士可为其作证，自己的行动方式，不可能给传教区造成哪怕最微小的影响，更谈不上恶化与传教区有关之政治形势。

而对于宗座代表对自己的处理决定，“卑职作为中国传教区的全权长上，以此书为凭，限其一旦道路畅通，即刻离开卑职管辖之教会司法辖区，其间停止一切活动……在此特警告阁下，若蓄意违反该命令，则当受教会法典之制裁（2215～2331条）”，卡普拉神父则持有明显异议，并自认为，自己的行为不但没有违反法典的第2215条，就是根据2306～2310条，“又哪里谈得上该受惩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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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陈列完事情的来龙去脉和自我辩护后，卡普拉神父得出结论说：如果自己服从宗座代表的裁决，就将引起一系列后果。

其一，会在中国各代牧区内形成恶劣影响，人们会认为卡普拉神父犯有某些严重的过错，同时也会在意大利国内造成恶劣影响，因为，人们将看到卡普拉神父在规定时间之前返回国内，而且没有完成预定的目标，人们会对此刨根问底，认为这是一种惩罚。

其二，造成巨额财产损失，仅其个人车马费就将超过2万里拉，而且一无所获，因为此行的目的已全部落空。

其三，会给科学研究造成损失。作为宗座新林琴学院的通讯院士（Socio Corrispondente della Romana Pontificia Accademia dei Nuovi Lincei），卡普拉神父陈述说，每次进行过类似的学术旅行之后，他都会向宗座新林琴学院递交一份报告，此次也不例外，如果研究能顺利进行，他将会向该院提交一份有关中国的报告，以增进人们对它的了解。

综上所述，卡普拉神父要求按照教会《法典》第2243条，请求大公会议圣部做出如下裁决：其一，取消宗座代表刚恒毅对申诉人做出的带威胁性的惩罚；其二，取消目前为止对申诉人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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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卡普拉神父因不满宗座代表对自己的处理决定，从而请求大公会议圣部做出仲裁的时候，事情就连任何的缓和余地都没有了，一场捍卫个人立场与捍卫教会原则、传教区秩序的斗争便得以公然加剧。

卡普拉神父抵达北京后，并没有按宗座代表的要求前往宗座代表公署拜见刚恒毅总主教，而是改道去了北堂。面对卡普拉神父的强硬姿态，刚恒毅决定加重对其处罚。

4月29日晚8点，卡普拉神父接到了北京代理主教转来的宗座代表对自己的新的处理决定，不仅再次命令其立刻离开中国，而且还吊销了其神权（il precetto ripetuto di abbondonare la Cina e la sospensione a divin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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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一新的严厉处罚，并没有让卡普拉神父立刻服输和服从，而是又一次选择了和宗座代表进行对抗。4月30日，卡普拉神父公然违反新的处罚决定，照旧在北堂参加弥撒。刚恒毅得知此事后，再次将卡普拉神父的所作所为通知北京助理主教。卡普拉神父无奈，于当日起身前往天津，但给人的印象似乎仍有返回北京和陕西的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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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26年5月2日宗座代表给罗马传信部的N 271/26号报告和给全体意大利籍代牧的通告中可以看出，刚恒毅在得知卡普拉神父为了让其收回成命而选择上诉大公会议圣部进行调停后认为，根据《教会法典》的相关条款，卡普拉神父的上诉不但于事无补，而且宗座代表迄今为止做出的决定均为有效。

同时，面对卡普拉神父不肯认错的态度，刚恒毅毫不留情地加重了对后者的处分，并以书面形式通知全体意大利籍代牧，严禁各代牧在自己的传教区内接待卡普拉神父（除非其有生命危险），并亲自打电话叮嘱天津和上海两地代牧，务必切实执行自己针对卡普拉神父的新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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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一来，即便继续留在中国，卡普拉神父也似乎被断绝了同传教区的联系，而无法从事任何活动。

但是，针对宗座代表的“刁难”，卡普拉神父并未表现出心甘情愿的忍耐和服从，而是进行了毫不妥协的反击。

比如，卡普拉神父将给意大利驻中国公使的信公开发表，试图以此特殊关系向宗座代表施压。而在刚恒毅看来，利用秘密交往信件恰恰成了卡普拉神父对传教区施行干预的不容置疑的明证。

然而，这一反击似乎显得适得其反。卡普拉神父寄以厚望的意大利公使非但没有站出来为自己撑腰，而是公开表示支持刚恒毅的决定，这样一来，借助外交途径施行干预的出路似乎也被堵死了。

由于传教区直接隶属罗马传信部管辖，因此，为了回应卡普拉神父向大公会议圣部的上诉，刚恒毅也选择了提请传信部仲裁。现在，问题已不单单是卡普拉神父和宗座代表之间的较量，而是罗马教廷如何处理这一关系到中国传教区声誉的“事件”。

三 “卡普拉事件”的结局

卡普拉神父本以为向教廷大公会议圣部提出上诉会给宗座代表的造成心理压力，没想到，宗座代表不但没有因此收回成命，还加重了对自己的处罚，并给予自己在中国境内“吊销神权”的处分。

随着在中国国内处境的日益艰难，5月1日，卡普拉神父决定直接向宗座代表的上级机构——教廷传信部提出上诉，其理由除了先前向大公会议圣部提出上诉时的理由之外，还希望传信部能向宗座代表施加影响，让后者变为自己的保护者，而非严厉的对抗者。最后，还附上了希贤蒙席的电报，以证明自己在中国除正常工作外，并无作奸犯科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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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日，卡普拉神父再次向教廷大公会议圣部致函，哀诉由于宗座代表新的处罚决定，导致自身健康状况极为不佳，已迫不得已住进了天津的意大利医院。但信中的态度和语气发生了明显的改变，这次不是要求圣部为其主持公道，而是检讨自己4月2日起诉宗座代表的报告，无论是从良心上，还是从法律维权的角度都没有什么价值，这等于是承认自己目前的所作所为近于无理取闹，最后希望圣部大发慈悲劝告宗座代表取消对自己的惩罚，并补充说自己从无意冒犯宗座代表的权威，而只希望安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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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次上诉传来的消极回应无疑让卡普拉神父有些心灰意冷，如此一来，他便不得不从原先的强硬立场后撤。从5月5日自天津写给宗座代表的信函来看，卡普拉神父似乎已打算完全服从前者的决定，并首次打电话给宗座代表，亲口承诺服从处罚，末了还不忘补充说，自己内心从无怠慢教会及宗座代表之主观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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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的信函显示卡普拉神父已完全放弃同宗座代表的任何对抗，除服从后者的决定外，还首次公开表示道歉：“倘若本人的某些做法，尽管怀有善意，给人以心怀传教目的、却刻意隐瞒教会当局的印象，则恳请宽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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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卡普拉神父还在信中透露了此次前来中国的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深层动机和目的。卡普拉神父公开坦陈此次前来中国是受西阿佩拉里参议院协会（L'Associazione del Senatore Schiapparelli）之托，协助意大利驻中国公使，工作内容是研究中国陕西省的种种状况，以备日后编撰成书。其同西阿佩拉里参议院协会的关系属于完全意义上的合作关系，这一合作也得到了其所属阿奥斯塔教区主教的认可。

卡普拉神父似乎并没有忘记为自己上次发表在意大利杂志上的公开信开脱。他说，自己之所以用“missione”一词，并非是指传教之意，而是指“任务，即科学研究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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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卡普拉神父对在信末的署名“一位意大利传教士”（un missionario italiano）的辩驳似乎就显得过于苍白。他说，自己几乎是第一次采用这一署名，但仍表示自己从未做任何有悖于教会法律之事。

最后，卡普拉神父表示自己即刻动身离开中国，并在行前对宗座代表做出“吊销神权”的处罚决定后，自己仍三次参加弥撒圣祭的违法行为表示忏悔。当然，顺便地，卡普拉神父请求宗座代表能够开恩赦免自己的罪过，以便一旦离开中国便可以参与弥撒圣祭。

在5月26日刚恒毅给传信部的N280/26号报告中，我们了解到，5月17日，卡普拉神父正式启程离开中国，途经西伯利亚返回意大利。就这样，“卡普拉事件”以卡普拉神父的最终服从处罚，黯然离开中国而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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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刚恒毅的印象中，卡普拉神父是一名虚夸不实，确切地说是品质不佳的司铎。同时，他敢于多次抗命，似乎也受了西安代牧区某些芳济各传教士的不良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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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为致命的是，卡普拉神父受意大利法西斯政权所支持，前来中国宣传法西斯主义，这也是刚恒毅何以对一位自称是传教士的意大利司铎表现出强烈的不宽容态度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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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卡普拉事件”的启示

可以说，刚恒毅在被任命为驻华宗座代表时，甚至对天主教会在中国的发展和历史一窍不通，但是，通过认真的学习和细致的观察，尤其是对教廷政策的严格执行，刚恒毅自觉而始终如一地将天主教会在传教区的使命和宗座代表的性质及事务限定在如下五个方面。

其一，宗座代表的职务只有纯然的宗教性质，即专注于传教，不得有任何的政治关联和特征。

其二，宗座代表务必尊重中国政府和各外国当局，但须在确保自由的前提下，且不予人以附属于外国政治利益之印象。“我唯宗教之命是从，我仅代表教宗”。

其三，教廷不涉足政治活动。政治有时介入宗教领域，那么，也偶然从事政治活动。

其四，教廷在中国无任何帝国主义企图。外国列强的政治行为并无天主教会的份内之事。教宗热爱中国，并真诚盼望其福祉。中国属于中国人。

其五，各传教团体服务于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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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正是对如上五个原则的坚守，才让刚恒毅对卡普拉神父无政府主义式的轻率举动表现出强烈的担忧、格外的慎重。在一再警告无效的情况下，果断处理，勒令其离开传教区，以免为天主教会的声誉带来严重影响。

其次，各宗座代牧的积极配合和真诚合作，也使得宗座代表的各项命令和政策得以贯彻。而这一配合和服从，在宗座代表努力贯彻教廷的传教政策，即天主教会的本地化时，便显得尤为重要。

最后，正如耶稣会士德礼贤在《中国天主教传教史》中曾经提到的那样：“天主教传教区所以成为一种有力量的组织，全是因为它统一于罗马的缘故。中国各处传教区的首领，都统属于罗马教宗，受专管传播福音事宜的传信部和代表教宗的宗座代表管辖。”

而这样一种统一的力量，恰恰是基督新教所没有的。正如1928年4月，发表在《国际传教杂志》上的一片文章中所揭示的那样，新教没有罗马，便意味着没有一个可以统一协调性的国际性组织；其次，没有“罗马”，新教的本地化在最初的成效往往使得新成立的本地教会像江河中的一叶小舟一样，很难安全航行很远，而天主教会的“地方教会”则不会因此失去向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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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第二次“非基运动”当中，天主教之所以受到的损失远比新教小得多，也是因为整个传教区能够在宗座代表的领导下，统一行动。同时，仰赖这一统一的组织，天主教会得以和中国当局在突然事件面前及时沟通和疏导，从而澄清误会，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和灾难。就此而言，刚恒毅在处理“卡普拉事件”时处处表现出的从大局出发的态度和立场便不难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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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1966年间的中国天主教

竺易安（Elisa Giunipe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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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天主教与中国共产党执政初期

1949年，当毛泽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的时候，中国天主教徒尚不足350万，约占全国人口的0.5%。然而，这样一个少数群体，却通过其在全国的中小学校、大学、神学院、医院和慈善组织建构起一个醒目的存在。1942年，适值第二世界大战正酣和日本对华军事严酷之际，中国与圣座之间废除了以往后者基于不平等条约而享有的特权，并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虽然教廷大使安东尼奥·黎培里蒙席（mons. Antonio Riberi）抵达南京就职要迟至“二战”结束之后的1946年。同年，庇护十二世任命了首位中国籍枢机——青岛主教、圣言会士田耕莘蒙席。随后，田耕莘枢机被任命为北平总教区总主教，三个世纪以来，这一位置一直由外国传教士担任。与此同时，南京总主教区也委托给一位中国籍的高级神职——于斌总主教。不久，教宗在中国正式成立圣统制，天主教会因此完成了从“传教士制度”（以宗座代牧区和宗座监牧区的方式）向“正常教会制度”的转换。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华天主教会在加强地方教会建设方面的缓慢迟滞，以及与持久和广泛的反基督教情绪相关联的同殖民列强的认同付出了代价，由中国共产党所推动的新宗教政策也与此有着直接的联系。在冷战的大背景下，天主教会在中国领导人看来，似乎与蒋介石相勾结并屈从于美帝国主义有关。另外，1949年7月1日圣职部（Sant’Uffizio）发布了一项法令，谴责共产主义和各种形式的天主教徒与共产党人合作。随着对尤其是当时弥漫着强烈反宗教情绪的东欧国家的形势的密切关注，梵蒂冈方面开始持有这样一种观点，即天主教会和共产党政府之间任何形式的共存都不可能实现，因为后者的目标是要预先贯彻实施对于宗教的系统性摧毁。在中国方面看来，天主教会置身于新政权所公开宣称的敌人之中的定位，只能使本已困难的形势更加举步维艰。

然而，从1949年开始，直至50年代初以来，中国面临着一系列的重大挑战：抗美援朝、土地改革、第一个“五年计划”、新政权的巩固，因此，根据“统一战线”的理论，一个过渡期的存在显得尤为必要，在此期间，来自各个宗教的信众也给予新政府以支持。当然，中国政府宗教政策的贯彻是与当时的各种政治运动和群众运动紧密交织在一起的。首先，应该提到改变了农村社会关系的《土地改革法》（1950年6月30日颁布实施）。当时的农村生活着全国大约90%的人口：农村地区的巨大转型由此拉开帷幕，并一直持续到1952年年底。这项改革的目的在于将土地分给那些一无所有者，并对农村资产阶级的财产进行重新分配。通过土地改革，中国共产党人巩固了其在农村地区的权力，然而，对于生活在上述地区的天主教徒而言，改革则意味着禁止有组织的宗教活动、没收教会财产和将教会设施用于世俗目的。

政府的另一项重要举措，是全国性的“镇压反革命”运动（“肃清反革命分子运动”，简称“肃反”）。该运动自1950年中期开始实施，前后持续了一年左右，彻底根除了任何可能的反革命人士。1949年至1954年期间扮演宪法角色的《共同纲领》第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思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讯、人身、居住、迁徙、宗教信仰及示威游行的自由权。但是，第7条又补充说，政府绝不会容忍视为反革命和帝国主义的活动。事实上，当年许多基督徒被逼害，压根儿不是以宗教理由，而是被视为反革命分子。面对天主教会，中国政府阐明了要净化其身上的帝国主义和反革命因素的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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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天主教会被认为是帝国主义和反政府活动的重要机构之一，从而遭受了沉重打击，有许许多多的信徒因此而丧命。

此外，通过基于对朝鲜战场的干预而于1950年发起的“抗美援朝”，人们也能显著地感受到对美国和西方敌对情绪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天主教会被迫放弃任何形式的来自境外的经济援助。在毛泽东政权巩固初期，其他对中国教会生活产生强烈影响的政治运动还包括1952年发起的“三反”和“五反”运动，即针对公共和私营部门所存在的腐败、浪费、官僚主义现象进行根治，并进一步强化了不断斗争、指责和怀疑的沉重气氛。

1951年1月成立的国家宗教事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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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何成湘担任领导，以当时苏联成立的类似机构为样板。其宗旨是确保有关宗教政策的政府指导方针在中国各个地区得以正确贯彻，并对一般性的宗教事务进行管理。

中国共产党在政权成立的最初几个月，就发起了一场推动天主教会改革的爱国运动，以便教会仅由中国人来进行领导和管理。当时选取的名称为：“三自革新运动”，在名称和内容方面，重新提出几十年前在一些中国新教徒当中已确立的原则。中国共产党要求天主教会以及其他基督教会，以“自治、自养、自传”三项原则摆脱任何形势的外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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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1950年11月30日所谓的《广元宣言》发表，被视为“三自革新运动”的肇端。据官方媒体报道，有超过500位天主教教友自发集会，掀起了一场彻底割断教会和帝国主义联系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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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多传教士怀疑这份文件的真实性，一些学者也在日后表达了类似的怀疑。

一场支持和宣传天主教会“三自”革新的运动席卷了全国，而且，为了在全国各地进行广泛传播，中共当局还组织了多次集会和活动。1951年1月，成立了所谓的“天主教三自革新促进会”，即由支持“三自”原则的天主教徒组成的委员会，并在全国各地进行推广。

1951年1月17日，在北京举行的由周恩来总理和中国天主教部分代表参加的见面会上，与会者讨论和澄清“三自”的内涵。外国神职人员被排除在外。周恩来总理发表了长篇演讲，虽然共产党的官方新闻未对演讲内容进行具体报道，但读者仍然可以大体重构其发言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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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言的焦点乃在于强调，教宗和中国天主教徒之间的关系可以照常保持，但应严格限定于纯宗教事务。周恩来提出了这一具有深远意义的区分，在整个50年代，这一区分在宗教、精神和信仰，以及政治、经济层面得以被不断重申。

1952年，罗马方面颁布了宗座牧函《我们切愿声明》（Cupimus imprimi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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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作为对“三自”革新运动的正式回应。经过一段外交层面的摇摆期之后，1952年1月，当罗马和北京之间关系的破裂已成定局，教宗庇护十二世首次对天主教会的“三自革新运动”进行了干预和谴责。目睹一场“国教”的危险迫在眉睫，教宗表现出了强大的意志，这一意志业已在他和前任的任职期间得以具体展示，即创造一个足够成熟的本土神职班，以便把教会交到中国人手中。与此同时，教宗还肯定了每一个基督徒热爱其祖国的义务，并补充说“没有人可以断言教会是在为某一特定的列强服务”，但是，对于普世教会的团结和与教宗的共融为不可置疑的事实进行了重申。

“黎培里事件”

安东尼奥·黎培里于1946年起担任教廷驻华公使，其在蒋介石政府时期的短暂历史至今仍然晦暗莫明，由于缺少相关文献，完整的历史研究尚无法完成。然而，从各修会档案馆所进行的研究来看，可以发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教廷公使相关活动的某些重要特点。

早在1947年1月，面对共产主义思潮的蔓延，在给中国全体主教的首封牧函中，宗座大使黎培里就提出了一个旨在抵制对青少年尤其具有吸引力的唯物主义理论的文化、教育任务。几个月之后，随着毛泽东的军队对国内部分地区的占领，他开始思考到底是让传教士、神职人员、修士和修生们留守在各自的岗位上，还是暂时转移到安全的地区更为适宜。黎培里最终果断宣布天主教徒应该留在委托给他们的当地教会中。

1949年4月21日，人民解放军抵达南京前夕，蒋介石政府弃城前往台湾避难。各外交使团亦离开中国领土尾随前往，其中包括苏联大使，只有圣座、美国、意大利和法国大使选择留在南京。不过，虽然留在中国的外交官得知有关共产党组建新政府的消息，但黎培里却没有收到任何形式的通知。受到新政府的无视，教廷大使选择留在自己的岗位，并试图与成立伊始的北京政府保持接触，并继续分担教会在大陆的命运，即使那时任何一个开展外交活动的可能性都变得微乎其微。根据教会法典，黎培里保有宗座代表的职能，而且很可能是想以身作则地为所有外国传教士做出表率，要求他们留在中国。然而，当黎培里蒙席决定从上海出发前往北京——中途在上海逗留了几日——以便开始初步接触，却被拒绝发放所需签证。然后，他决定派遣一名中国神父前往北京面见周恩来，但后者未获接见。

黎培里很快就确信，不大可能与中国共产党人达致调解，因为他们不打算承认自己所肩负的外交职能，并初步认为毛泽东的政权不可能长久。为此，他留在了中国，并继续呼吁所有传教士继续留在各自的岗位，以解决潜在的风险和反对人民政府的宗教政策。

1951年，一场反对黎培里的猛烈的、大规模的新闻宣传一直持续到同年9月，直至其最终被中华人民共和国驱逐出境。1951年4～9月出版的《人民日报》上，有关“黎培里事件”的文章超过3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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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被指控为间谍和帝国主义者，他的被驱逐出境在官方媒体上被报道为全国天主教徒向政府提出的坚决要求。许多地方举行了有组织的集会，要求将黎培里驱逐出境。

1951年6月26日，教廷公使被置于监视之下，1951年9月5日被驱逐出境。当然，官方媒体报道将之视为反帝国主义的伟大胜利。黎培里大约在香港逗留了一年的时间。迁往台湾的国民政府事实上拒绝给予其签证，因为他在1949年没有选择跟随国民政府，而是留在了南京。直到1952年，黎培里才获准进入台湾，但不是以罗马教廷代表的身份，而是作为一名受派前往台湾为台北总主教郭若石进行祝圣的普通主教。

“爱国爱教”运动

20世纪50年代初，人们目睹了一项系统化的意识形态再教育工程，这一工程通过课程、学习班、会议、集会和座谈会的方式加以实施。1952年，外国传教士持续不断地被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上驱逐出境：截至1954年，几乎所有的传教士都被以人民公敌的名义驱逐出境，并禁止返境。

教友往往被剥夺了地方教会负责人的头衔，并面临日益迫切的压力，以便迫使其加入改革教会的爱国运动。根据现有的资料，至少可以部分重新勾勒昔日中国神父和教友一度采取的立场。尽管许多人对罗马的指示采取绝对忠诚的态度，但另一些人也开始考虑，一个更好的解决办法或许是仅仅从表面上向爱国运动的要求让步。这源于对信仰、忠于教宗和与罗马共融保持完整性的愿望，同时也寻求与新政权的权宜之计（modus vivendi），为了教会的生存，这一立场开始不断得以强化。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外国传教士，尽管反对教会的改革，但也认为中国基督徒中加入改革教会行列的只是少数派，并没有与罗马分离的想法，只是为了使自身免受迫害而已。

然而，总的来说，“三自”改革运动并没有像在基督新教那里一样，获得天主教徒的加盟和支持。中国共产党自身也意识到这一行动的乏善可陈，决定将之搁置不顾：在弱化对“三自”原则强调的同时，中国各地开始宣传“反帝爱国爱教运动”。许多传教士对上述运动提出谴责，警告教友这一新的运动和此前的类似运动相比具有连续性，目的是促成他们对教会的危险的歪曲。新的运动开始大肆强调爱国情怀，这被视为天主教徒的一大义务。与此同时，政府重申教友至少可以在信仰层面保持对教宗的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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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对于宗教和天主教会的立场并没有实质上的改变，但是，此番演变就天主教徒而言，则是一个胜利：中国共产党人不得不发起一场更符合天主教传统的运动，并坚持热爱祖国这一大家公认的由基督徒所共享的价值观。在某种程度上，以和平反对的方式终结了“三自”改革运动，代表着天主教徒的胜利，并使得人民政府明白，天主教教友不会轻易放弃自身与罗马宗座以及与教会的联系。

1954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部宪法正式生效，其中规定了保护宗教信仰自由。同年10月，《致中国人民》（Ad Sinarum Gentem
 ）通谕的颁布意味着对中国天主教爱国运动的第二轮官方谴责，无论这一运动以何种名义呈现、以何种手段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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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谴责较之此前的《我们切愿声明》（Cupimus imprimis
 ）更为严正、明确和详细。通谕是经传教士们就有关爱国运动进行的一场类似的谴责的恰当性和实用性进行激烈辩论之后构思成型的。事实上，通谕与那些被驱逐的主教，曾经在中国工作过和仍在中国工作的神父们的意见毫无一致之处。一些人士担心，这一官方文件的出台有可能恶化某些神父们的处境，他们尽管也参与教会的改革运动，但仍被认为是优秀的神职人员。换句话说，对一场运动的谴责听起来更像是对某些以多种方式参与运动的个体的谴责，而这将会加深教会内业已出现的裂痕，并最终会有助于政府的政策执行。但是，其他传教士，尤其是自1953年年底开始，不无忧虑地谴责为促进天主教会的改革而变化的手法，他们已注意到信徒的迷惘。例如，反帝、爱国爱教运动的推动者们分辩说，他们的运动未受教宗的谴责。还有消息说，加入爱国运动的神父收到了来自政府的可观的财政支持，然而，在那些对此持有异议的人士那里，没有得到任何形式的确认。因此，许多神职人员期待教宗公开声明反对任何试图成立一个国家性教会的计划，以避免让中国的信徒们陷入混乱和遭受经济上的制约，以及对持守的行为具有明确的、毫不含糊的指导方针。

通谕发表后所产生的真实的后果很难被评估，其最终的发布是出于某些传教士坚持的结果。它一方面澄清了罗马的立场，驱散了政治宣传所制造的疑惑，另一方面，它并没有帮助中国天主教徒在与政府谈判时，获得他们想要的哪怕是最小的空间。通谕的产生和源出于此的种种讨论与反思无论如何显示出形势的复杂性，此外，各个地区之间的，尤其是大城市和小城镇或乡村之间的差异，都使得罗马要对此做出评估，到底采取哪种做法更为恰当。换句话说，尽管反对共产主义这一基本取向是明确的，梵蒂冈还是试图在当时中国天主教会具体需求的基础上采取行动。

国务院宗教局对天主教会的政策是持续一贯的，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经由作为中央指导机构的全国天主教友爱国会的成立，试图将反帝、爱国爱教运动扩大到全国范围。类似的政策也适用于其他四个被政府承认的宗教。每一个宗教都成立了全国性的协会，目标是团结该教全体信众，并在人民政府和各信徒团体之间建立联系。

1955年是天主教在华的转折之年。作为许多试图反对人民政府宗教政策的人士的参照物的上海主教龚品梅被捕，同龚品梅一样，许多反对教会改革运动的领导人物也遭到了逮捕。继1955年“整风运动”之后，1955年底、1956年初之间，许多天主教徒受中共当局之邀，同意成为人民代表，并直接参与政治活动。

天主教爱国会成立之前，中国天主教徒生活在一种非常特殊的政治气氛当中。早在1956年5月，毛泽东就发表了反对自由化的演讲，发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号召。然而，到了第二年春天，中途屡经停顿之后，“双百”活动才得以重新发起，以便改善政府与群众之间的关系，帮助共产党进行自我修正。这一决定不能不让人意识到刚刚发生在波兰和匈牙利的事件，并意图防止类似的叛乱。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发表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为重新发动“双百”提供了理论依据，再次鼓励“百花齐放和争鸣”，并邀请持不同政见者畅所欲言，表达各自的观点，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真理，不怕批评”。

天主教代表要求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审慎表达体现在宪法第88条有关“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条款当中，在过去数年，这一条款并没有得以执行。一般来说，“百花齐放”受到了中国信徒略带轻松的欢迎。这场运动最为重要的影响在于人民政府决定释放许多入狱的天主教教徒，其中包括主教、司铎和平信徒。这一措施远非大赦，但使得一些天主教教徒获释出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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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会神职再次被允许穿戴宗教服饰，许多神父可自由探望堂区教友，庆祝瞻礼和履行圣事。

然而，由于特别是知识分子和学生不久针对共产党所发起的铺天盖地的严厉批评，为时不久的“双百运动”便在6月戛然而止：一场强硬的镇压运动——“反右派分子斗争”标志着对学生、知识分子和各类批评人民政府的组织成员的大规模控制的开始。由此，开启了一段更为紧张的政治教育和学习时期。

从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的成立到自选自圣主教

第一次全国性天主教友代表会议于1957年7月15日至8月2日举行，共有来自108个教区的241位代表与会，会上庄严宣告成立“中国天主教友爱国会”。不过，有关资料显示，与会代表中，有些人坦承参加会议并非出自自身意愿，而是被迫前往北京，参加未获同意的或至少未能得到充分同意的爱国会的成立大会。

前来出席会议的国家领导人计有国务院宗教局局长何成湘和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7月2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朱德也出席了会议，并接见了全体与会代表。

大会结束时，通过了一项决议。决议宣称，全体代表中仍然存在少数反动、反共的神职人员，在教会内部顽固地开展损害祖国的阴谋活动、破坏爱国爱教和反帝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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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议也涉及同罗马的关系问题：“大会认为，为了祖国的利益和教会的未来，中国天主教会……必须同梵蒂冈教廷保持纯宗教的关系，在当信当行的教义教规上服从教宗。但必须割断政治上、经济上和梵蒂冈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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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中国天主教友爱国会的全国性大会所形成的最为重要的官方文件明确承认了中国教友服从教宗的可能性，尽管对这一服从做出了限定：“在当信当行的教义教规上”。

中国天主教友爱国会成立不久，1957年年末1958年年初，中国开始出现了第一批“自选自圣”的主教。任命新主教的迫切性是显而易见的：由于外国传教士被驱逐、中国合法主教因入狱或离开大陆所造成的缺位，许多教区多年缺少牧职。1957年12月16日，成都诞生了首个“自选自圣”的主教：李熙亭神父由成都教区的神职和平信徒所组成的选举大会一致推选为主教，以便指导当地教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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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此为例，1958年初，民主选举主教的方式得以迅速推广。被内定为主教的人选均来自支持中国天主教友爱国会的神职人员阵营。

需要注意的是，如在苏州教区，民主选举的消息以电报的方式迅速告知了罗马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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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根据几位神职人员给北京全国天主教友代表大会的建议，选举的结果可以通知罗马。1958年3月18日，参加汉口教区自选主教大会的伯尔纳定小兄弟会会士、董光清神父被选举为所在教区的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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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光清神父在选举前夕曾致函本会在罗马的长上：一方面表达了自己的意见，认为西方传教士不再能理解中国教会的实际情况，请求他们不要对那些像他一样的神职进行严厉的评判，因为后者必须应对新的形势；另一方面，他也阐明，愿意和政府的宗教政策保持合作，但只是从教会和教友利益的立场出发。在汉口和武昌教区，“自选自圣”结束后，分别向罗马发了两封电报，以知会上述消息，时间分别在1958年3月24日和26日。就中国神职人员而言，很可能想在接受和共产党政府的合作，并在忠于教宗的自身意愿和新政权的强大压力之间进行调和。另外，董光清很可能相信，采取这一新的立场乃必由之路，因为，同采取其他立场相比，采取这一立场同“三自爱国”运动的妥协要小得多。向梵蒂冈拍发电报是一个具有特殊性的重要事件。实际上，中国共产党允许新当选的主教和圣座保持官方的、正式的接触，就是以某种方式承认教宗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主教、司铎和信徒的权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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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肯定的是，董光清与其身边的神职人员为了是否向罗马发送电报，彼此争得不可开交。两封电报的内容从未向外公开，甚至在汉口的教区档案馆也找不到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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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在2005年，时隔50年之后，顾裕禄才在其有关中国天主教的专著中披露了该电报的相关内容，并以中文的形式进行了引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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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报是直接发给教宗本人的，其恭敬的措辞既无法补偿其过犯，也无从在类似的境遇中加以使用。数天后，即3月26日，罗马方面给出了答复。电报发给了董光清神父，署名为时教廷传信部部长雅静安枢机（Grégoire-Pierre Agagianian）。雅静安枢机提醒主教选举程序从结果上不合法规，敦促董光清神父不要接受祝圣，并呼吁其注意圣职部（Sant’Uffizio）1951年4月9日颁布的法令，该法令规定：无论遵循何种仪式、隶属何种宗派之主教，祝圣未获圣座任命之神职，或未获圣座明确认可者，连同接受祝圣之人士，即便因严重之畏惧所迫，将依据事实（ipso facto）遭受特别（specialissimo modo）保留于宗座的自课绝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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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口教区的神职班完全能感到不被罗马方面谅解以及“民主选举”的不被承认，但这无疑是所有卷入其中的教职人员所能预料的最为严厉的口气。董光清没有停止向1952年被驱逐出境的罗萨主教（mons. Maurizio Rosà）通报消息和进行汇报，或许他把希望寄托在长期以来对其尊重有加的后者身上，并没有料想到其主教任命的不获批准。无论如何，一旦收到来自罗马方面的明确答复，董光清便置身于一种非此即彼的戏剧性境地：要么在未经教宗授权的情况下接受主教祝圣，尽管完全有可能出现被绝罚和同罗马方面关系破裂的危险，要么服从圣座的安排并将被指责为持有反革命立场，并将因此面临监禁或无从领导教会并为之服务。1958年4月13日早晨，在汉口主教座堂，董光清和相邻的武昌教区的另一方济各会士袁文华一道，接受了主教祝圣。

总的来说，或许可以假设，他们的底线动机与表面上看来相左，而恰恰是要维护和罗马的关系。也就是说，他们的动机很可能建立在如下的基础上：害怕形成一个分裂的国家教会和造成信徒的离散。只有这一强有力的信仰动机可以解释他们的抉择。

在武汉举行主教祝圣的第二天，人们召开了大会，以便向新主教表达敬意，并组织了针对梵蒂冈的抗议集会，谴责其破坏中国天主教会的独立步伐。此外，各种制约和心理施压得到了强化，镇压措施也越来越严厉。这一切都受到了中国自1958年年中开始的普遍的政治动员气氛的推波助澜。事实上，1958年5月毛泽东发起了著名的“大跃进”：为了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全国人民被号召进行自我动员，第一批人民公社开始成立。

继武汉祝圣之后，截至1958年10月，在短短6个月时间内，全国又自选自圣了22位新主教。

距离第一批主教祝圣大约两个月之后，教宗庇护十二世发布了与中国天主教会问题有关的另一封通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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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通谕中，教宗首先回忆了自己同前任教宗一道在中国建立教会圣统制的经历，和1949年革命成功伊始，主教及传教士们在无以复加的迫害下所遭受的磨难。其次，教宗论及中国天主教友爱国会的诞生和活动这一敏感问题。教宗明确指出：“天主教徒在种种压力之下被迫加入这一组织”。至于这一组织的目标，教宗解释说：“在爱国主义的虚假借口下，爱国会试图逐渐引导天主教徒赞同并支持无神论物质主义的种种原则，该主义否定天主和所有的超自然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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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教宗重申每一个基督徒都有热爱祖国和尊重法律的义务。只有当世俗政府迫使信徒采取与自身宗教义务相违背的行动时，对于世俗政府的服从可不必履行。中国天主教教友爱国会所采取的立场受到驳斥，该立场规定中国天主教徒可以保持对教宗的信仰忠诚，但却必须反对教宗在经济和政治方面的指示。对于主教任命问题，教宗也认为缺乏主教是一种借口：在许多教区，暂时而言缺乏一位施行教会司法权的自由教牧，事实上，问题并不在于主教空缺，而是在主教空缺的教区，合法的主教要么被驱逐，要么被暂时监禁。因此，罗马方面严厉地重申了此前已在不同场合所表达的同一立场。教宗庇护十二世的担忧被以明确的方式加以表达：新主教的祝圣将中国天主教会置于完全受共产党意志所全然主宰的人士的控制之下。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教宗在上述通谕中明确承认新主教祝圣的有效性，尽管其合法性受到否认。实际上，所有支持主教祝圣有效性的基本条件都是具备的。正如教宗在通谕中写到的那样，出自非法祝圣的中国主教的司法和行政管理行为均属无效，但是，基于圣秩权（potestas ordinis）的行政和圣事行为却依然有效，因为，对于天主教会来说，按照圣事所达成的圣秩权结果是不可取消的。总言之，新祝圣的主教非法然而有效。

若望二十三世和20世纪60年代初期

教宗庇护十二世于1958年10月9日去世，数月之后，通谕《宗徒之长》（Ad Apostolorum principis
 ）得以颁布。在当选教宗数周之后，教宗若望二十三世谈到了中国教会问题：在1958年12月15日的御前枢机会议（Concistoro）上，教宗回顾了与那些不得不离开中国的西方传教士有关的事件，以及中国本土神职人员所处的严酷环境，第一次将中国的现实宣布为“裂教”。中国的报纸提及教宗若望二十三世的口吻，犹如在谈论一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地方教会的独立自主持敌视政治路线的教宗庇护十二世的忠实继承者。他被描述为持反动的、追随美帝国主义和敌视中国人民的立场
 
[23]

 。

1959年1月12日和1959年5月17日，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在谈到有关中国的情况时，再次提及“裂教”一词。在教宗的声明中，上述表述更多地用来指代一种可能的而非现实的裂教。尽管没有出现裂教，然而，就圣座方面而言，藉非法主教的祝圣而发表的若干有关中国教会“裂教”的官方声明，显示出对于中国教会裂教的强烈担忧，然而，人们从中国教会那里得到的消息却十分不可靠。不过，数月之后，根据收集到的大量消息，大部分传教士终于确信，就《教会法典》第751款的规定而言，中国神职人员并没有裂教的想法，该款有关裂教的定义为：拒绝服从罗马教宗，或拒绝与所属的普世教会共融（subiectionis Summo Pontifici aut communionis Ecclesiae membris eidem subditis detrectat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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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从收集到的当年的官方文件、公开声明和国际天主教媒体资料来看，各传教团体和教会圈对于中国教会的观感是千差万别的，这一感受会导致对后者的相异解读。除了消息的不可靠和对共产主义的观察角度的转换，教宗若望二十三世有关中国情况的态度似乎也反映出传教士就中国情况所给出的差异性解释。换句话说，从1958年底到1960年初，尽管所有的人渐渐相信不能再把中国教会说成是裂教，但是，在对中国教会状况的评估和采取的解决方案方面，却存在着巨大的分歧。

而在中国的官方媒体上，有关中国天主教会和宗教问题的报道总体来看日渐稀少，中国天主教友爱国会自办的刊物开始以异常强硬的口吻反对圣座和教宗隆卡利：在华天主教会的历史被重新解释为先是和西方强权国家结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转而和美帝国主义结盟，以便侵略中国；教宗若望二十三世之于众多非洲国家的崭新的非殖民地化进程的态度受到攻击，被宣判为亲美派，在此意义上，天主教会也被宣布为帝国主义教会和殖民强权的仆从
 
[25]

 。

对于中国天主教会来说，1960年被打上了公诉龚品梅和美国玛利诺会传教士华理柱（James E. Walsh）的印记。华理柱于1958年10月被捕，是唯一一个留在中国的外国主教。被捕入狱5年后，上海主教龚品梅于1960年3月17日被判处无期徒刑。作为天主教会抵抗政府的最具代表性人物，1960年年初对于龚品梅如此严厉的定罪原因，至少在部分程度上，与此前大跃进所造成的中国国内的艰难形势有关。1959年也是西藏暴动和达赖喇嘛流亡印度的一年；在1959～1960年期间，中苏关系破裂，苏联从中国撤回了全部技术专家。除了政治上的普遍危机，还有其他的一些解释，即中国天主教世界内部的平衡问题：对上述两位主教进行公诉的决定至少可以被解释为是对田耕莘枢机移居台湾的一种回应。事实上，恰恰在1959年年底，田耕莘枢机被任命为署理台北教区总主教。最后，这一公诉行为也可以被纳入反美的政治框架中加以理解，由于同时期美苏关系的“解冻”，反美的调子变得日益强硬。事实上，官方媒体和广播电台将华理柱的责任放在头条和显要位置：真正的靶子是美帝国主义，对此，人们不殚以最为激烈的声音进行抵制，而梵蒂冈仅仅被视为美帝国主义者的同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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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自1960年开始，在中国的媒体和有关反帝爱国运动的报道中，有关中国天主教徒和罗马进行对话交流的语调开始发生了变化。诸如“坚决摆脱罗马教廷的控制”一类的表述事实上开始替代50年代所确立的，在经济、政治层面和宗教层面进行区分的更为慎重的表述。

总之，经过上述事件之后，即便在中国天主教友爱国会的某些代表人物那里，口吻也明显开始变得激烈起来。这一趋势在随后于1962年1月6～18日召开的中国天主教友爱国会全国代表大会上得到了印证。此次大会强调，同过去相比，要尽最大的力量坚持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必要性，以及要求中国天主教徒和人民政府进行充分合作，尤其是在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贯彻落实方面。至于同罗马教廷的关系，与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所提出的那种在“政治和经济关系”和“宗教关系”之间做出区分的、相似的解决方案彻底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对于“完全实现中国教会的独立自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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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必要性的肯定。因此，所有这些都证实了相比50年代而言的更为强硬的立场。众所周知，稍后几年，“梵二”大公会议非常巧合地先于“文化大革命”召开。后者于1966年由毛泽东所发起，一切宗教活动由此被取缔，所有的宗教场所被关闭，包括天主教爱国会成员在内的信仰活动也得以禁止。

（刘国鹏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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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笃十六世与中国：2005～2008年

魏扬波（Jean-Paul Wiest）
 
[1]



导言

2005年4月19日，当代最著名的神学家之一、教廷教义部（Congregation for the Doctrine of the Faith）部长、78岁的德国籍枢机主教约瑟夫·阿洛伊斯·拉辛格（Joseph Alois Ratzinger）由枢机团选举为教宗若望·保禄二世（John Paul Ⅱ）的继任者。抑或是巧合，4月19日同时也是中世纪最重要的德籍教宗良九世（St. Leo Ⅸ）的忌辰。

在普世天主教徒当中，一些人欢庆新教宗的当选，另一些人则心怀疑虑。他的名字和声誉——恰当或不恰当地——在过去的20年中日益成为天主教保守派的同义词。那些将其奉为名人的人们希望梵蒂冈制裁持不同政见者、修改不明确的教规并纠正含糊其词的教义。另外，倾向于改革派的天主教徒则谴责这位坚持教会信条强硬路线的实施者，因为后者压制了“梵二”会议（1962～1965年）的真正精神。作为一度被称为“宗教裁判所”（Holy Office of the Inquisition）的负责人，他确曾被冠以诸如“大判官”（Grand Inquisitor）
 
[2]

 、“铁甲枢机”（Der Panzerkardinal）或“上帝的看门狗”（God's Rottweiler）之类不讨人喜欢的绰号。在教会之外，拉辛格同样拥有很多批评者，他被视为梵蒂冈最为激烈地反对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和世俗主义的人士之一。

不过，当选4年多以来，本笃十六世使那些即便是最精明的观察者的期望和恐惧都落空了。他几乎没有表现出过于强硬的姿态，而是以一种更为温和友善的形象示人。时间业已证明这位热爱音乐的、温柔的教宗对于中国来说意味着什么。

请允许我在本文开头予以特别声明，下列对于教宗本笃十六世与中国政府和中国教会直至2008年最近几个月互动关系的分析并非由任何意识形态所引导，也非有意支持任何意识形态，而是本人基于所能收集到的资料所做的、尽可能没有偏见的诠释。

一 教宗名号对中国的重要意义

4月27日，在圣伯铎禄广场首次接见群众时，教宗说明了其之所以选择“本笃”这一名号的原因：首先是为了纪念努西亚的本笃（Benedict of Nursia，480-547年），即本笃会（Benedictine Order）的创始人，欧洲的主保圣人之一。教宗认为：“圣本笃为基督宗教在欧洲大陆的传播发挥了巨大的影响”，而在其出生地巴伐利亚，则尤其受到尊崇。但是，最为重要的是，教宗解释说，这一名号是为了纪念教宗本笃十五世（Benedict ⅩⅤ）：

他是一位忠诚而无畏的和平先知，并为此进行了艰苦卓绝而勇敢的斗争，不仅力图避免战争悲剧，并且竭力限制战争的可怕后果。沿着他的足迹，我将自己的使命寄托在为各民族之间的和解与和谐而效忠之上。我深信，和平之大善首先是天主赐予我们的礼物，一份脆弱而珍贵的礼物，需要我们每个人为之做出贡献，祈祷、保卫和建构，日复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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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场合中，新教宗还指出，本笃十五世的任期只有短短8年，即从1914年至1922年。这说明，他意识到自己年事已高，并且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本笃十五世还因结束了其前任庇护十世（Pius Ⅹ）保守的反现代主义运动而闻名。他强调说，一些人并不担心教义谬误的细枝末节，认为以基督徒为姓、以天主教徒为名足矣。或许，教宗本笃十六世试图藉此向人们传递一个微妙的信号，即他本人也会像本笃十五世一样，意欲作一个调解者而非独裁者。

这些在全世界媒体中引起强烈反响的声明，没有包含任何恐吓中国的内容。不过，拉辛格选择本笃作为其教宗名号的决定具有另一个西方媒体很少提及但关系到中国的重要意义。在我认识的中国学者当中，不只一位对于这位新教宗选择本笃十五世而非本笃十四世作为其效仿的榜样表示欣慰。

像拉辛格一样，教宗本笃十四世（Benedict ⅩⅣ，1740～1758年在位）也是一位伟大的学者，在当选教宗之前，曾就职于宗教裁判所。1742年，他重申了教宗克雷芒十一世（Clement Ⅺ）曾于1715年发布的针对中国礼仪的谴责。其通谕《自上主圣意》（Ex quo singulari
 ）禁止针对礼仪问题展开讨论，并要求所有传教士宣誓反对上述中国礼仪。自康熙皇帝开始，其后的历任统治者都将罗马教宗们的这一决策看作是对其帝国权威的干涉，以及对中国人尊重祖先和孔夫子这一悠久传统的侮辱。他们签发命令禁教并驱逐所有外国传教士。与此同时，在整个18世纪和19世纪上半叶，中国基督徒不断遭到残酷的迫害。

教宗本笃十五世对中国的态度与本笃十四世截然不同。他于1919年11月30日发布的《夫至大》（Maximum illud
 ）牧函是贯穿20世纪的天主教传教学的“大宪章”（Magna Carta），通过提出一种新的“本土”视角而标志着天主教会在传教理解方面的转变。牧函宣称，天主教传教工作应当从殖民主义的强权政治中解脱出来，殖民主义者自视为传教活动的保护者，实际上却为了自身的目的而利用传教活动。教宗本笃十五世在起草该牧函时，首先考虑到的是中国的情况。按照1858年法国强加给清政府的《中法天津条约》，中国的传教活动被置于法国的保护之下。其结果，大多数中国人视天主教为“法国宗教”，从而阻碍了天主教在各社会阶层中广泛传播，中国天主教教徒为其信仰的外国特征而深受其苦。更为糟糕的是，许多外国主教将中国视为一块扩展其本国（及其所在修会）势力的区域，并不认为中国的本地神职人员能够在教会中行使领导职权。教宗牧函支持本地教会领导权的“非殖民主义化”，并告诫传教士：“仅仅为了以从属的地位辅助圣职”的目的而按立本地神职人员的方法是“不完善和错误的”。另外，牧函还补充说：“哪里存在足够数量和训练完备的本地神职人员……（外国）传教士的工作就必须欣然结束，教会便于当地建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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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笃十五世确信，有必要进一步使中国的教会成为中国人的教会，并直接与中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后来担任传信部部长（Cardinal Prefect of Propaganda Fide）的刚恒毅枢机（Celso Costanti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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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1922年被任命为首任驻华宗座代表。罗马圣座原本打算派出一位与各驻华大使地位相当的宗座大使（apostolic nuncio），但是，法国方面因害怕失去其保教权而对此加以阻止。尽管如此，刚恒毅还是于1924年5月15日至6月13日在上海召开了“第一届中国主教会议”（Primum Concilium Sinense），为1926年10月26日首次祝圣6名中国主教创造了条件。而中国和罗马圣座之间建立完全的外交关系则不得不等到1943年2月。

因此，我们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中国的天主教教徒会对此满怀欣喜。新教宗从一开始便已将其职责置于本笃十五世的庇护之下，这种态度无疑取悦了中国政府最高领导层，他们通过外交部发言人对约瑟夫·拉辛格枢机当选为新任教宗表达了一种谨慎但也可谓“衷心的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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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恢复外交关系的实际步骤

（一）2005年：善意的迹象

教宗若望·保禄二世的去世与本笃十六世的当选，经由罗马圣座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传递出的善意姿态，显示出双方在新时期建立友好关系的可能。2005年4月3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公开对教宗病逝表示哀悼，并追忆说，若望·保禄二世曾就历史上西方传教士对中国所犯的错误表示歉意，这对改善中梵关系是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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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独有偶，中国政府认可的中国天主教爱国会（CCPA）副主席兼秘书长刘柏年先生也表示，这一“道歉改变了中国很多非天主教徒人士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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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起初有意派代表参加若望·保禄二世的葬礼，但当得知台湾“总统”陈水扁也将参加此次葬礼时，立即取消了原有计划，并放弃了参加新教宗的就职典礼。中国政府和梵蒂冈均陷入了一个政治困境。由于与台湾保持着外交关系，欢迎中国代表参加葬礼的梵蒂冈无法拒绝台湾“总统”的出席。出于同样的原因，由于陈水扁的出席，中国政府则不得不取消派团参加葬礼，至于为何放弃参加教宗本笃十六世的就职典礼则不得而知。据笔者推测，其部分原因是为了显示中国政府对发生于若望·保禄二世葬礼上之情景的不满。不过，正如上文所提到的那样，外交部发言人对新教宗的当选还是表示了热烈的祝贺，并补充说“我们希望在新教皇领导下，梵方能为中梵关系的正常化创造有利条件”。
 
[9]



本笃十六世非但没有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派代表出席他的就职典礼而感到不快，反而希望将自己洞察到的现象视为北京对圣座新姿态的开端。出于这一原因，他在5月12日向来自174个国家的外交使团发表的讲话中特意加入了一句话。在这一即席加入的语句中，他向所有尚未与圣座建交的国家政府致意，并希望“他们在不久的将来向圣座派驻外交代表”。随后，一位梵蒂冈高级官员皮奥·拉吉枢机（Cardinal Pio Laghi）证实，这句话主要是“针对中国”而加入的，以表达教宗有意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热切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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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天之后，中国政府对此做出了相当热情的回应。中国驻意大利大使董津义在接受罗马日报《信使报》（Il Messagero
 ）的采访时说：“我们理解本笃十六世渴求中梵关系正常化的诚意，希望他能坐言起行。”他欢迎双方“为关系正常化而保持接触、建立对话、建立互信的努力……即使需要时间，这是一条必经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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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后，这条道路并不平坦，但双方似乎都已能够为了实现关系正常化的终极目标而克服分歧。

圣座和中国之间争论的焦点之一——如果说不是争论的唯一焦点——便是任命中国主教的问题。对于中国来说，由教宗来任命中国主教是对其内部事务的政治干涉。而对于圣座来说，教宗任命主教纯粹是宗教事务，为中国教会与普世天主教会保持共融所必不可少。

在2005年剩余的时间里，双方有大量表达善意的迹象，圣座和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SARA）正式共同祝圣三位主教便是明证。他们是：于6月份获得祝圣的上海教区辅理主教邢文之、7月份获得祝圣的西安教区辅理主教党明彦，以及10月获得祝圣的万县教区主教何泽清。这是五年前由教宗若望·保禄二世所推动的积极变化的一种延续——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加速发展，上述迹象似乎令双方感到皆大欢喜。

另一个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对话的迹象是洛杉矶大主教、罗杰·马洪尼枢机（Cardinal Roger Mahony）的中国之行。马洪尼枢机应中国官员之邀，于10月中旬来华进行为期两周的非正式访问。在华期间，中国政府允许他分别在北京的全国性和地方神学院以及上海佘山修院发表演讲。

当教宗本笃十六世邀请4位中国主教参加10月在罗马召开的以“圣体圣事”为主题的世界主教会议（Eucharistic Synod）时，中国方面却拒绝给他们签发出境签证。这4位受邀者分别是：西安的李笃安主教和上海的金鲁贤主教，他们来自政府认可的天主教会；陕西凤翔的李镜锋主教，刚刚从政府未认可的教会（即所谓的地下教会）转到政府认可的教会；黑龙江齐齐哈尔的魏景义主教，他仍属于政府未认可的教会。教宗的邀请无疑意在强调，无论被政府认可与否，中国教会与教宗和普世教会始终保持不可分离的共融关系。教宗及其周边人士当然希望中国政府允许4位主教前往罗马，或许也对中方的拒绝感到失望，但没有人真正对此感到惊讶。中方提出各种理由说明4位主教无法成行，但在笔者看来，问题的关键是，4位主教与教宗见面是中方尚未准备迈出的一大步，特别是其中至少有一位神职人员仍属于未登记教会，因而并不是政府认可的天主教会成员。教宗的邀请意欲了解中方权力机构在此问题上存在多大回旋的余地。中方的拒绝则表明，政府不愿在外界压力之下修正其对中国教会的控制。走向关系正常化的对话不能急于求成，双方均退回各自的立场之上。中方坚持在取得任何进展之前，梵方必须首先断绝与台湾的关系；圣座则重申，恢复中梵关系应是当务之急。就在中方的拒绝公之于众数周之后，安吉洛·索达诺枢机（Cardinal Angel Sodano）即在宗座额我略大学（Gregorian University）临时举行的一场记者招待会上宣称：“假如我们能够与北京建立关系，那么罗马教廷大使，甚或教廷驻台湾的外交代办（chargé d’affaires）——于今晚而非明日——便可动身前往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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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06年：挫折与调整的一年

2006年，由于中国当局对梵蒂冈任命陈日君枢机（Cardinal Zen Zekiun）做出针锋相对的回应，而且继续对陈日君枢机书面或口头贬抑中国缺乏宗教自由表示不满，中梵双方产生了更多冲突。但是，教宗本笃十六世以及中国民政和宗教部门都没有令争执超出可控制的限度。普遍看法是，尽管存在障碍，对话仍须继续。

2006年2月22日，教宗本笃十六世任命香港主教陈日君作为12位新枢机之一，于3月24日在罗马就职。香港、台湾以及中国大陆的天主教会都对此任命表示欢迎，但中国政府却感到震惊，因为他们认为陈主教一向以对政府的尖锐批评而著名。不过，中国政府最初的反应却显得相当谨慎。确实存在一种可能性，即陈主教被任命为枢机会促使他缓和对政府的攻击。但恰恰相反，媒体几乎每天都发表这位新任枢机坦率而尖锐的评论，即针对中国而向教宗提出的建议。争执的高潮体现在陈枢机和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秘书长安东尼·刘柏年先生之间所发生的公开而又激烈的冲突，当时陈枢机在谈及其他事务的同时宣称“中方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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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政府保持了沉默，但许多人猜测，他们的答复会接踵而至。

教宗本笃十六世为何做出这样一个不甚清晰的决策呢？我确信，他并不想通过这一任命激怒中国政府，而是要显示其对中国教会的关注和对中国的敬意。而这最终成为一个引起争议的决定，一些观察家认为这是不明智的，并将其与教宗若望·保禄二世曾经做出的一个举动相提并论，即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之际，前教宗却追封120位中国基督徒和传教士为圣徒。

当中国政府和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做出回应之时，其目的是为了向教宗显示，在中国到底是谁说了算。2005年晚些时候，几位主教候选人的名单送到罗马以待教宗认可，他们之中包括昆明的马英林神父和安徽的刘新红神父，祝圣计划定于2006年2月举行。然而，罗马方面预期中的积极回应比人们希望的来得迟了一些。因此，宗教部门推迟了对两位主教的任命。

只是在陈主教成为枢机并与政府激烈对抗之后，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和国家宗教事务局才决定，无论教宗本笃十六世是否做出回应，都要继续对两位主教的任命。马英林的祝圣庆典于4月30日在昆明举行，由89岁的武汉教区主教董光清担任主礼。教宗不会不明白该仪式的象征意义。董主教曾是由中国天主教爱国会选举的第一位主教，并在未经教宗批准的情况下于1958年8月接受祝圣。80年代中期，他成为第一位被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合法化的“非法”主教。如今，在2006年，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和国家宗教事务局向本笃十六世表明，只要他们想这样做，就能够向年老的董主教和其他9位得到罗马认可的更年轻的主教施压，参加一位未经教宗认可的主教的祝圣仪式。祝圣当天，中国官员的评论和电视台的新闻报道听上去似乎都像要提醒教宗本笃十六世，刚刚发生的一幕与1958年8月的事件何其相似：“马主教被祝圣为昆明教区主教。教宗尚未批准这一任命，但我们希望他会尽快批准。我们需要主教进行福音传播工作，我们确信罗马对此不会反对。”没有比这更具讽刺意味的言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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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天之后，在类似的情形下，安徽教区刘新红主教于5月2日获得任命。几周后，先前未经教宗委任便接受祝圣的第三位主教亦于福建教区正式就职。

教宗本笃十六世完全理解中国官方传递的这一信息，他并没有试图将这几位新主教和积极参与其祝圣仪式的人开除教籍，以促使局势进一步恶化。而教宗发言人瓦勒斯（Joachin Navarro-Valls）暗示，几位新主教的祝圣有可能受到了胁迫，并强调了尊重教会自由的必要性以及无论受到何种外界干扰，教会机构自治的必要性。他补充说：“圣座获悉这些‘不正当的祝圣仪式’甚为不悦……这是另一个障碍；尽管如此，我们的态度是推进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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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中国官方意在警告教宗，而并非将双方关系拉回到20世纪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的情形。媒体报道强调，几位主教的任命严格遵循了“民主程序”，中国依然希望改善与梵蒂冈的关系。外交部甚至发表声明，重申“我们对于改善中梵关系秉持真诚的态度并已做出积极努力。我们希望梵方能够维持改善双方关系的良好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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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交部部长的意思似乎是说，不要为难我们，我们也不会为难你们。

与此同时，有两位主教的祝圣确实同时获得了教宗和中国官方的批准。徐宏根神父于4月20日被任命为苏州教区主教，裴军民神父于5月7日被任命为辽宁教区主教。本笃十六世重申了其“坚持对话”的意图，并于次月派遣两名教廷特使抵达北京。

在2006年剩余的时间里，中国与圣座之间的关系显得相当平静，似乎双方都希望缓和紧张局势。普遍看法是，尽管存在障碍，对话仍须继续。2006年5月，李笃安主教去世，在警方的护卫之下，全城举行了盛大的葬礼。10月，纪念中国首批6位主教在罗马祝圣80周年的庆典在安国、汾阳、海门、浦圻、台州和宣化等教区举行。这一年在一种酸溜溜的气氛中结束。圣座对中方未经教宗任命便于11月30日祝圣徐州教区王仁雷神父为主教表示遗憾。不过，令本笃十六世大为满意的是，李晶神父同时获得教宗任命和中国官方认可，于12月21日被祝圣为银川教区助理主教。

（三）2007年：本笃十六世采取主动

1.牧函的准备

教宗本笃十六世于2007年1月中旬召集了一场为期两天的磋商会议，与会者包括教廷官员和来自香港、台湾和澳门的主教。会议主题为大力改善中国大陆天主教会的境遇，增进与中国政府理解的途径，以消除现有障碍，并朝着建立外交关系的目标持续推进。会议结束之际，教宗宣布，他将撰写一封致中国天主教徒的牧函。

从以陈日君枢机为代表的鹰派发出的媒体声明中我们得知，其罗马之行的目的是说服教宗和其他与会者，圣座须就迫害、监禁信徒以及缺乏宗教自由等问题与中国政府进行对抗。据称，陈枢机还将强烈要求依照教会法典对中国教会非法祝圣主教进行制裁。然而，6月30日发布的牧函显示，陈枢机基本上还是遵从了其他更为温和的与会代表提出的建议。

至于拟定这封牧函背后的故事，以及牧函在传阅和修改中出现的版本变化，我们在此不做细究。据悉，2002年，在前教宗若望·保禄二世的鼓动下，万民福音传播部（Congregation for the Evangelization of the Peoples）曾起草过一份有关中国的文件，惜从未颁布。此次会议上对其进行了讨论并被作为本笃十六世牧函的初稿，会议之中和之后的讨论一定相当激烈。牧函最终于5月27日五旬节当天签署，但直到一个月后，大部分翻译工作方告完成和核准，之后才正式对外公布。

鉴于2006年中梵之间的紧张关系，本笃十六世会试图通过专门渠道探询中国政府对于牧函草案的态度，以避免遭到更多负面回应。梵蒂冈或中国外交部的声明都没有表明这一点。但是，2007年春天双方确实进行了一些对话。梵蒂冈方面4月20日于傅铁山主教去世之前曾派出代表团“秘密”访京，此行的主要目的似乎是就傅主教继任人选问题达成共识，但不排除牧函也在此次访华议程之内。有意思的是，6月19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在一次例行记者招待会上通报，北京方面已获悉牧函即将发布，并希望教宗“采取切实行动为中梵关系正常化创造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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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牧函

本笃十六世致中国天主教徒的牧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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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极有可能表明，在以下几个方面没有回头路可走：第一，中国天主教会内部问题；第二，中国政府和梵蒂冈之间的对话；第三，中国政府与中国天主教会之间的关系。这是继教宗庇护十二世（Pius ⅩⅡ）之后，罗马教宗发布的第一封致中国天主教徒的牧函。

这封牧函被称作“牧函”而非“通谕”，因为它的对象既包括神职人员也包括平信徒，并涉及关于中国天主教会特殊境况的实际问题。就其最为关注的罗马天主教会合一问题，本笃十六世没有用“官方教会”和“地下教会”这样的字眼，而只是以“中国境内的天主教会”来表达。与其前任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一样，本笃十六世向所有中国天主教徒明确地发出宽恕与和解的呼召。“忘记过去，宽恕曾加害我们者，忘掉所受委屈，在爱德中实践和好，这或要求我们屈尊就卑，放弃个人由艰难困苦的磨练中得来的见解，使中国教会的教友和牧者之间共融的联系能展显出来，并使之成长，是必须而又急迫的”（第5、第6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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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教宗对于20年来造成中国教会分裂的几个急待解决的问题给出了清晰的答案。例如，由与教宗共融、并经中国政府认可的神父和主教所主持的圣体圣事和其他圣事均为有效。

关于教会与政府的关系，教宗措辞谨慎地表达了他对于拒绝与政府合作的“地下教会”（underground community）所受苦难的理解，同时也表达了对于“官方教会”（official community）及其决定与政府合作的理解。他提醒读者，教会的使命并不需要改变政府的组织或管理（第4条）。他强调说，现有问题的最终解决在于顺从而非抵触或对抗合法政权。当然，其前提条件是这些权力机构没有过度干预有关信仰、教会教规及教会共融等问题（第7、第8条）。

牧函不仅是针对信徒的教牧书信，对于中国政府而言，它同样是一份与众不同的文件。教宗似乎感到，正如中国教会迫切需要牧养方面的指导方针，向中国政府阐明在政教关系方面什么是可以商议的、什么是不可商议的问题也同样必要。教宗从一开始便引用《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Pastoral Constitution on the Church in the Modern World
 ），强调天主教会“凭其职责和管辖范围决不能与政府混为一谈，亦不与任何政治体系纠缠在一起”（第4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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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此类推，天主教会同样不与中国政府进行竞争或从中谋求特权。他向中国政府保证，自己并非肆意干涉中国内部事务的政治权威。教宗邀请中国政府参与对话，超越“过去的误解与互不理解”，努力建立“一种基于互相尊重和深入理解的关系”，为了中国人民的福祉与世界和平探索交流与合作的新的具体途径（第4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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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宗将主教任命与教会职权问题列为中国与梵蒂冈恢复外交关系的两大争论焦点和障碍。值得注意的是，牧函没有提出就梵蒂冈与台湾的外交关系问题进行对话，中国政府一向将此视为第三大争论焦点。

关于主教任命问题，教宗认可中国政府对候选人的选择反映出这些主教的职责应在于灵性和非宗教两方面。教宗同时强调，入选者必须在被祝圣为主教之前获得他本人的委任。然而，教宗并未针对2006年非法祝圣主教问题与中国政府进行对抗，而是抛出橄榄枝，表示了双方达成一致的决心，即同时满足教宗委任的条件与中国政府的要求（第9条）。

关于教会职权问题，教宗的态度则强硬得多。他严厉地谴责与天主教教义不相容的“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原则”。教宗不点名地抨击了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将该会成员的地位置于主教之上并指导教会团体生活的要求（第7、第8条）。不过，教宗表示，这并不意味着在其他问题上教会要反对中国合法的权力机构。与此相反，教会应“教育信徒成为好公民”（第4条）。因此，政府机构要求宗教团体进行登记以公开其活动是完全合法的，只要“这一要求不违背不可放弃的信仰原则及教会共融的前提”（第8条）。最后，关于中国政府在限制教会方面所表现的种种变化，教宗并未予以否认，而是表示自己将以开放的态度与“中国的主教和政府机构进行建设性的对话”（第11条）。

尽管其发言人很快便提到牧函中缺失的部分，中国政府的回应还是相当温和的：

中国愿意同梵蒂冈继续进行坦诚而建设性的对话，以解决双方分歧。中国在改善中梵关系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即梵蒂冈必须断绝与台湾的所谓外交关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决不干涉中国内政，包括以宗教的名义干涉中国内政。我们希望梵方采取切实行动，不再设置新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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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于7月25日举办的50周年纪念活动并未对教宗及其牧函予以斥责。一位在场的主教后来向天主教亚洲通讯社（Union of Catholic Asian News）透露，“一部分人要求解散中国天主教爱国会”，而另一部分人则表示反对，因为在他们的教区“可以为了教会的利益继续利用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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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7年余下的时间里，圣座与中国政府在祝圣和任命主教的问题上逐步达成一致。5位新主教在获得教宗批准并符合中国现行宗教法规与政策的情况下接受任命与祝圣。他们是：9月9日获祝圣的贵阳教区肖泽江主教；9月21日获祝圣的北京教区李山主教；11月30日获祝圣的宜昌教区吕守旺主教；12月4日获祝圣的广州教区甘俊邱主教以及12月21日获得祝圣的宁夏教区李晶主教。

双方重新互派代表团这一事实应被解释为谈判继续的信号，呼吁“建设性对话”亦并非虚辞。两位枢机主教于2007年晚些时候访华，受到了广泛的瞩目。苏格兰枢机基思·迈克尔·帕特里克·奥布赖恩（Keith Michael Patrick O'Brien）受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之邀于10月访华。三周之前，来自越南胡志明市的范明敏（Jean-Baptiste Pham Minh Man）枢机也受国宗局之邀于9月24～28日访华。

通过越南枢机随后于10月4日向天主教亚洲通讯社所作的访谈我们了解到，他之所以受邀是由于其在相似境遇下的亲身体验。他渴望分享这种体验，以促进中国和圣座之间的友好关系：“通过会见中国政府官员，我感到他们希望越南教会帮助中国与梵蒂冈互相理解彼此的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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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枢机回忆道，中国官员表示，中国政府认为与梵蒂冈建立外交关系困难重重，除非梵蒂冈断绝与台湾的联系。枢机向中国官员保证，圣座愿意这样做，并指出，梵蒂冈在台湾的外交使团只不过是一种行政设置。中国政府还希望听取枢机关于主教任命问题的意见。根据梵蒂冈和越南之间的一项合作协议，越南主教的任命多年来一直进行得顺利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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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见中讨论的其他问题还包括如果中梵友好关系建立起来，梵方可能会向中国派驻一位教廷大使。

有趣的是，正值越南范枢机访华之后，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0月中旬召开，会上决定将“宗教”一词写入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党章》之中。在新党章“总纲”第19段中，包含这样一句话：“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团结信教群众为经济社会发展作贡献。”

中国政府最高领导层讨论宗教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的另一个值得注意的迹象是，中央政治局12月18日进行集体学习，研究关于宗教问题。其间胡锦涛主席的发言提及宗教在建设和谐社会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以及中共对此引起重视的必要性。这样的会议，即意在聚集党内宗教事务官员，研究其监管的敏感工作所触及的新问题，实不多见。这是自10月份党代会结束之后的第二次政治局全体会议，出席者包括最终有可能实行政策改革的党内最高层领导。

结论

我认为，在如下三个方面，2007年代表着一个不可逆转的临界点：天主教会内部的和解、宗教在中国社会的地位以及中国政府与圣座之间迈向建设性对话。教宗本笃十六世是所有这些努力及其取得进展的背后主要推动力量，他本人会继续关注中国问题及其发展动向。

我认为，将决定与任命新主教的责任直接下放给地方教会的某种方法会大大降低教宗干涉中国内政的嫌疑。当然，教宗本笃十六世仍需得到通报，但只要地方教会与普世教会保持合一，他的批准就不会引起什么麻烦。与此同时，中国与梵蒂冈之间的公开交流渠道将允许中央和地方政府过度干涉教会事务、虐待甚至公然迫害信徒一类的问题被提上议事日程。历史证明，当教宗试图专断地影响地方教会，或者教会屈从、依赖于某种形式的世俗政权时，地方教会均无法恰当地履行其服务于大众和社会的天职。这便是在任命中国主教问题上找到适当妥协之途如此重要的原因。目前，中国政府和圣座似乎找到了一种在祝圣之前双方分别认可候选人的做法。如果此种妥协在一段时间之内成为常态，那么恢复外交关系就有可能很自然地成为下一个步骤。

截至2008年，唯有政府部门于5月期间在上海附近的佘山限制前往山顶佘山圣母大殿的朝拜人数，并在沿途路灯柱上安装监控摄像机一事在圣座与中国政府之间引起了不小的摩擦。与此相比，这一年最为突出的是几个标志着双方友好关系的事件。首先，1月30日，汤汉（John Tong）被任命为香港教区辅理主教，即陈日君枢机的接班人。这则消息似乎打消了中国政府的疑虑，后者的回应是一个友好姿态，即邀请汤汉主教而非陈枢机参加奥运会开幕式。其次，4月，比利时枢机高弗烈·丹尼尔斯（Godfried Danneels）成为首位被允许访问中国偏远地区天主教乡村的外籍天主教高级官员。再次，5月7日，或许由于其象征意义和鲜明的姿态而显得更为重要的事件是，中国爱乐乐团和上海歌剧院合唱团在梵蒂冈保禄六世大厅联袂演出，教宗本笃十六世亲临音乐会现场。几首宗教类曲目之一是莫扎特的《安魂曲》。由于教宗对莫扎特作品的热爱，中国指挥特别选择了该曲。次日，《罗马观察家报》（Osservatore Romano
 ）的社论指出：“通过在梵蒂冈演出一部充满宗教启示的伟大的欧洲古典音乐作品，音乐成为不同民族和文化之间进行对话的语言和宝贵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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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和姿态对于凝聚人心比文字更具深远意义。出席音乐会的有中国驻罗马使馆约30人以及中国前国家领导人邓小平的女儿，这的确体现出中国政府对教宗的尊重、赞赏与感谢。同样，教宗向四川地震灾区捐赠10万美元也表达了他对灾民的关切。

（孙艳燕 译 刘国鹏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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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提徐光启—利玛窦，再续中西文化交流之缘

李天纲
 
[1]



一 徐光启—利玛窦的时代意义：

2010年，我们上海复旦大学宗教学系和历史学系的教授、研究生们一起，为徐光启—利玛窦做了两件重要的事情。5月，由我本人和魏明德（Benoit Vemender）教授一起，联合创办了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徐光启—利玛窦文明对话研究中心”（简称“利徐学社”）。这个研究中心以徐光启和利玛窦的名字命名，其意义在于推动中西方之间的文明对话，而不是宗教冲突。我们的工作是具体地翻译出版专著、主办研讨会、开展宗教人类学研究，召请博士后等，借此推动整个宗教学系的建设。

第二件重要的事情，是我本人和本校历史系的教授，我的老师朱维铮教授一起，编辑出版《徐光启全集》。《徐光启全集》在2010年12月31日的最后一刻赶印出来，完成了出版社、学者和读者多年的心愿。全集共10册，其中由我本人重新编辑了王重民先生的《徐光启文集》，增订了梁家勉先生的《徐光启年谱》，还收录了一些徐光启著译的但从未公开印制的著作，如《毛诗六帖》《灵言蠡勺》，成为迄今为止最为完整的一部徐光启全集。

我们之所以用徐光启、利玛窦的名义做研究，是因为看重他们两人在400多年前开始的事业，是中西两大文明跨文化交流的前驱。在今天的世界上，用徐光启、利玛窦的名义作为研究机构的有法国巴黎“利氏学社”、中国台北“利氏学社”、中国澳门“利氏学社”、美国旧金山大学“利玛窦中西文化历史研究所”、意大利马切拉塔“利玛窦研究中心”。现在，上海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的文明对话研究机构，也以“利玛窦”的名义，同时加上“徐光启”，称为“利徐学社”，表明我们沟通中西文化交流的宗旨。在16～17世纪，徐光启—利玛窦的重大意义或许还没有被当时的中国人和欧洲人认识清楚，但在21世纪“全球化”的时代，在所谓“文明冲突”的环境中，两人在不同文化传统中寻找共同信仰，调和儒教和天主教的差异，发现人类在不同教义之间存在着的普遍精神，其意义越发显得更加重要。在“跨文化”中间追求“普世价值”，是“利徐”两人的先见之明。

徐光启（1563～2644），字玄扈，上海人，天主教徒，洗名“保禄”，中国天主教“三柱石”之一。另外两根“柱石”是杭州人李之藻（1565～1630，余杭）、杨廷筠（1562～1627，杭州）。在明代天启、崇祯年间，以徐光启为首，有上海陈于阶、嘉定孙元化、陕西王徵、山西韩霖、四川刘宇亮等天主教徒，组成了一个“西学”集团，治历、造炮，努力拯救明朝。对明代士大夫来说，徐光启在中国和西方互相隔绝的时代，开创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局面，打开了明清士大夫的精神境界，一直是个正面形象。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徐光启是科学家（天文、数学、农学、军事学等）、政治家（爱国抗清）、儒者（经学家、汉学家）。最近20年，经过这一代学者和文史工作者的努力，徐光启的天主教徒身份得到了承认。他的名字嵌刻在“徐家汇”“徐汇区”的地名中，2003年，徐汇区为他建造了一个“徐光启纪念馆”，修复了墓地，墓前十字架也被重新安置。徐光启被称为中国第一代“儒家天主教徒”（confucian christian）。

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字西泰，意大利马切拉塔人，为400多年前来华的意大利籍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对意大利人、欧洲人和西方人来说，利玛窦是“第二个马可·波罗”，他带回了遥远中国的大量信息，中国的文字、经典、思想开始为西方人了解。一个儒教的国度，被耶稣会士和欧洲思想家美化成为想象的“理想国”。对中国人来讲，利玛窦更是一个传奇人物。他身前就获得了极大赞誉，身后也没有任何恶评，大家记得的只是他对中西文化交流的贡献。他去世后经过特别申请，安葬在北京大栅栏墓地。历史有过曲折，在1900年的义和团“暴乱”、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中，利玛窦的墓地受到毁坏。但在中国再一次进入“全球化”运动的时候，利玛窦的作用逐渐重要。2008年，在中国和北京市政府举办的奥运会宣传中，修复后的利玛窦墓地是一个重要亮点，它是中西文化和解的象征。利玛窦是一个确凿无疑没有负面形象的文化交流人物，至今还没有人能够取代。徐光启和利玛窦合作翻译的《几何原本》《泰西水法》等一系列著作，至今惠泽中国。中国人的近代观念从利玛窦开始；同样，欧洲人对中国的重视和爱好，也是从徐光启—利玛窦的关系开始。

近年来，利玛窦再一次在意大利、欧美和西方被发现，成为宗教界、外交界、旅游局的代表形象。利玛窦家乡马切拉塔，向中国派遣大量耶稣会士的那不勒斯、威尼斯，都以利玛窦、马国贤和其他耶稣会士做媒介，做了大量工作。听说，利玛窦封圣的事情也在筹备之中。在上海，20世纪30年代，南京天主教主教区就曾经启动过徐光启立品的程序，后因1940年代的变故而中止，这些文献在我们编辑的《马相伯集》中有所披露，马相伯（1840～1939）本人有《求为徐上海列品诵》（1933）。最近，上海教区又开始启动这项事业，为徐光启“封圣”。如果意大利、上海，以及中国、世界上的天主教徒，拥有“圣徐光启”“圣利玛窦”，对他们来说是个福祉。同样，对于爱好和平，主张跨文化交流的一般民众，世俗学者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信息。圣徐光启—圣利玛窦，可以帮助我们拉近不同文化之间的距离，友好合作，开启全球化时代的新友谊。

然而，对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来说，要不要继续文化交流，克服自己的民族主义情绪，借鉴西方的科学、文化、宗教和意识形态？还有，要不要和西方文化和谐相处，不陷入亨廷顿所谓“文明的冲突”，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课题。在当代中国转型为一个文明昌盛，并且对人类承担更多正义、平等、公正、自由和人权事务的时候，这是个很重要的关节点。当前中国的意识形态，有一种可能性是从马克思主义样式的“国际主义”，转型为民族主义类型的“传统文化”。当代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推动的儒教复兴运动，并不是像徐光启、利玛窦定义的那种开放式的“普世主义”，主张全人类的“心同理同”。他们把儒教狭义地定义为“中国性”（Chineseness）。这样的话，中国未来的文化走向似乎也有可能陷入亨廷顿提出的“文明的冲突”。“儒教”和基督教确实有过冲突，1900年的“义和团”是一个非常负面的例子。那一次，利玛窦是个无辜受害者，他的遗骨被挖出来暴露，虽然后来的西太后不得不出面立碑谢罪，但给中西文化留下了非常负面的影响。近几年，我们在上海几次纪念徐光启，认定他是“中西文化会通的第一人”，就具有这样的意义。我们认为，徐光启的信仰经验可以平衡儒教和基督教的冲突，表面这两种信仰方式完全可以“会通”，并真正地和平相处，走向融合。

二 徐光启天主教徒身份的再确认

中国社会近30年来在宗教政策上的进步，某种程度上可以由徐光启天主教徒身份的确认过程来代表。自清初以来，徐光启一直是个经常被提起的重要人物，但是，他的天主教徒的身份也一直具有争议。有意无意地掩藏徐光启的宗教信仰，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尤其严重，而这种情况开始改变发生在“改革、开放”以后的20世纪80年代。作为一个从业多年的当代历史学者，我见证了重新确认徐光启天主教徒身份的全过程。1983年，我已经在历史系本科毕业，正逢徐光启逝世350周年，徐光启墓地在“文革”后被修复。主持修复工作的是上海市文物工作专家，时任上海市文化局局长方行（1915～2000）先生在主持编辑《徐光启著译集》的同时，果断地将已经夷为平地的徐光启墓加以整修。方行先生是“文革”后恢复徐光启天主教徒身份的早期推动者，也是我们今天应该加以纪念的“有功之臣”。

徐光启的天主教徒身份是随着中国社会进步，分步骤地慢慢承认的。1983年，方行局长请复旦大学校长，著名数学家苏步青（1902～2003）教授题字“徐光启墓”。苏教授对方局长说：我不认识这位古人。方局长说：他是你的同行，做“几何学”研究。于是，苏教授欣然题字，承认了徐光启的“自然科学家”身份。1988年，我已经在历史系研究生毕业，分配在离徐光启墓地300米的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当时的徐光启墓已经升级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方行局长另请复旦大学著名历史学家、时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委员会副委员长的周谷城（1898～1996）教授题写墓碑。于是，社会上承认了徐光启“著名政治家”的身份。方行先生曾任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室的兼职教授，他曾对我们一群学生说：他这一辈子最大的心愿是能够在徐光启墓前竖立一块石碑，上面铭刻上徐光启“中国天主教徒”的身份，这样徐光启就是一个真实完整的先贤人物了。方行先生于2000年染病去世，他的遗愿由上海市徐汇区文化局局长宋浩杰先生帮助实现。2003年，在宋先生的主持下，徐光启墓前的十字架按1903年的样子竖立起来，马相伯写的徐光启赞文，镌刻在十字架的基座上。徐光启天主教徒身份以墓前十字架的形式得到昭示。这一个案例注释了当代中国社会各界对于基督教问题的认识。尽管还有旧意识形态的残余，只要不出现像1900年那样重大的倒退和曲折，中国当代社会的主流思想，对于宗教、对于基督宗教的看法，正一步步向全面和解和更加温和的方向在变化。

把徐光启的一生成就和他的天主教徒的身份联系起来，是一个历史主义的态度。徐光启一生的成就，离开了他和利玛窦、耶稣会和天主教的关系，是完全不能想象的。我们不能想象，没有利玛窦，徐光启能够翻译《几何原本》；同样，我们也不能想象，没有徐光启，利玛窦会对儒家思想有那么深刻的理解。对历史人物的信仰加以承认，可以说是一种“承认的政治”。“政治上承认”和“学术上坚持”，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应。有记者不解地问我们：“承认徐光启是一位天主教徒对社会有何益处？”我们回答说：修复徐光启墓前的十字架，承认他宗教身份的合法性，这很重要。这可以使当代中国人知道：一个中国人，可以在不同宗教（儒教、天主教）中兼具双重身份。同样，一个欧洲人，也可以在东西方不同文化中有多种认同。所谓的“跨文化认同”（cross culture identity），最终是可以实现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前所长陈乐民（1930～2008）先生，是另一位徐光启研究的推动者。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一直在促进对徐光启天主教徒身份的确认工作，他说得好：“我认为这很重要，它体现了对历史的尊重，也是对徐氏本人的尊重。”陈乐民先生曾参与过国务院的外交工作，曾经接待了很多来自意大利的客人，他们都提出拜谒利玛窦墓的要求，都提到利玛窦的中文老师“徐保禄”。这触动了陈先生对徐光启生平意义的思考，并认识到以耶稣会士为中介的明清中意文化交流，对当代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具有重大的借鉴作用。

历史上，现位于北京市委党校大院内的“利玛窦墓”两次遭难。一次在清末，被“义和团”成员拦腰砸断，利玛窦的尸骨散失离乱；另一次是在“文革”中，被红卫兵破坏。“文革”后，就像方行先生在上海修复徐光启墓园一样，陈乐民先生为利玛窦墓的修复做了贡献，终于接待了来自他意大利家乡的客人。20世纪80年代，陈乐民先生和法兰西学院的著名汉学家谢和耐（Jacques Gernet，1921- ）教授探讨，他们都认为利玛窦和徐光启的关系是不同文明对话的最好例证。20世纪90年代，陈乐民先生在北京接待来访的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1927-2008），在讨论“文明冲突”的理论时，他用利玛窦和徐光启的关系做例子，反驳了“亨氏理论”。我本人在2005年以后三次与陈先生见面，都是在上海，都是听他谈徐光启。陈先生每次都是富有激情地推荐徐光启，抱病参加徐汇区文化局主办的“徐光启学术纪念会”，赞扬鼓励在徐光启墓地建造“徐光启纪念馆”，还鞭策我们复旦大学同仁们尽快编辑《徐光启全集》出版。

徐光启皈依天主教，他的天主教徒身份和原来的儒家身份是一致的，他是以“儒家”的“道德观”诠释基督教义，以“儒”释“耶”，补充中国传统文化的不足，所谓“易佛补儒”。同样，耶稣会士也在西方赞美中国文化，翻译介绍中国的经典，18～19世纪的西方文明也得到了儒家学说的滋润。这样的中西政治，是一个善的交融，不是恶的争斗。和一般人理解的不一样，徐光启既是一个合格的天主教徒，又是一个完整的中国人。20世纪说的“多一个基督徒，少一个中国人”，这种说法完全不适合于徐光启，因为他的天主教徒身份和他的儒信徒的身份一点也不冲突。

在深入探讨徐光启身份问题的时候，上海的学者们大胆提出，徐光启深深地卷入中西文化交流之中，他才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第一人”。确实，徐光启比共产主义历史家肯定的所谓“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则徐”更早、更全面、更深入信仰和文化地带，更加了解当时中国以外的欧洲世界。另一个更大的差别：林则徐已经无可避免地站在与西方势力相对抗的地位上，他的“睁眼”是被迫的；徐光启则是充满自信地与西方人士对等地交谈，自愿地学习，热忱地传授，他的信教是主动的。徐光启和林则徐代表了中国近代社会的两种走向、两条思路、两种价值，常常也产生两种不同的结局。徐光启、利玛窦路线的结局是文明的交流，是中文《几何原本》、拉丁文《四书五经》的互相翻译；相反，鸦片战争以后的“文明冲突”，其结果是进一步的“中国礼仪之争”，是不可收拾的“义和团”运动，是万劫不复的“文化大革命”。于是，“政治承认”的问题变成“政治选择”的问题。如果不承认一个善的宗教和信仰，就会有一个恶的宗教和信仰来填充。“政治承认”当然是要选择有益于人群相处的宗教，而不是挑起人群冲突的信仰。经过400年风风雨雨的历练，徐光启、利玛窦无疑已经成为一个人类文明交融的形象，是善的信仰，理应得到承认。

三 徐光启—利玛窦的思想方法

徐光启、利玛窦为了宗教传播而发明的学术传教和文化对话的方法，对当代人类坚持文化交流，反对宗教战争，避免“文明冲突”有非常积极的作用。当代西方重要哲学家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在《天主教现代性》（Catholic Modenity
 ）中推崇徐光启、利玛窦的作风，称为“利玛窦路线”（riccian approach），号召人类用利玛窦的方法来解决冲突，作为他的“多元文化主义”（muti-culturalism）例子。“利玛窦路线”就是主张跨文化交流，主张信仰的共融。这一点，对于今天处于“文明冲突”中的世界，具有警醒的意义。

“利玛窦路线”在历史上已经有过概括。清朝的康熙（1654～1722）皇帝在“中国礼仪之争”中，称之为“利玛窦规矩”。我们把“利玛窦规矩”，还有泰勒说的“利玛窦路线”，合称为“徐光启—利玛窦主义”，即我们复旦大学“利徐学社”的主张。我们认为，“利徐”跨文化交流的永恒价值是：其一，提倡在别的民族文化之内，发现自我文化，实现自我价值，而不是轻视、歧视和敌视与自己不同的文化，此所谓“存异”；其二，在尊重他人文化差异，保存“文化多样性”的同时，又不断地寻找人类生活的共性，以便为一种“全球人”（global man）的出现，实现全人类的“普世价值”（universal values）作出努力，此所谓“求同”。

对徐光启、利玛窦这样的天主教徒来说，“求同”、“存异”的归指，就是天主教的“大公主义”（catholicism），同时也是指儒家的“天下大同”。也就是说，徐光启、利玛窦认为这个世界，最终可以用儒教、天主教的教义来统一世界。徐光启、利玛窦都抵制佛教、道教，徐光启的《辟妄》，利玛窦的《天主实义》都表达了这个倾向。他们两个共同提出了一个“补儒易佛”的想法，即用天主教补充儒家之不足，变易佛教、道教之荒谬。在400年前，“补儒”表现出利、徐两人的进步思想，因为他们主张东、西两教的融合。但是，“易佛”的想法在当时就有它的局限性，在今天则更有其十分的错误，迫切需要修正。在目前人类“跨文化交流”的时代，佛教、道教也应该和儒教、天主教平等对待，相互学习。人类的精神和谐与普世价值应该在全人类文化的基础上实现，而不只是限于一两种宗教，或者某种价值上实现。

查尔斯·泰勒和当今欧洲、美洲坚持“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理想道路的学者们提出：在民族—国家（nation-state）政治形态过去之后，人类的“大同”实践，不能采用“认同之同”（unity-through-identity），而是要采用“社群主义”和“普世主义”相结合的“多元文化主义”，是一种“存异之同”（unity-across-difference）。当代人类的“大同”，同样也不能采取儒家著作《中庸》里面的“帝国”（empire）理想，所谓“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大道公行于天下，……”，是“文化专制主义”，不是“文化普世主义”。“普世主义”虽然强调“大同”，却一定会承认文化差异性。大部分学者理解的“普世主义”，也不是许多中国“民族主义者”理解的西方“霸权”和“专制”，而是在一种基本共识基础之上的，可以协商的“对话”和“交流”。我们一直在中国的思想环境中说明：天主教“梵二会议”以后，西方神学家在“系统神学”“公众神学”中发展宗教对话理论，寻找“最低限度的人类基本伦理”，发展“大公主义”，是20世纪天主教的极大进步。这时候，我们也会顺便地夸耀一下，这种宗教对话的理论，事实上是徐光启、利玛窦最早开创的。早在明清之际，欧洲的耶稣会士和中国的儒家学者就找到了一种“文化多样性”的实践，今天看起来仍然不无启发。

翻译中西经典，是“徐光启—利玛窦路线”的重要实践。在中国，利玛窦和徐光启一起翻译了《几何原本》。这次翻译非常重要，它在中国学者中间激活了一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让中国知识分子更加重视逻辑学的方法。19世纪以来，从黑格尔到德里达，都说中国人没有逻各斯思维方式，只有“实用主义”，居然连中国学者也有这样说的。这个说法有很大偏差。其实中国人有自己的“逻各斯”，在先秦、在汉代、在明清，中国儒家士大夫的思维都是很严密的，靠的就是中国式的“形而上学”。徐光启—利玛窦时代，中国士大夫急切地引进西方式的“逻各斯”，数学、历法学、天文学、自然科学、神哲学，什么都想要知道。他们的目的显然并非要“全盘西化”，或者说用西方知识来取代中国知识。他们的目的，其实是要借西方学问，复活中国古代已有的类似学问，即所谓“汉学”——汉代的学问。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思路，仍然是一种“中西会通”，即中国知识和西方知识的平衡交流、相互激励、共同进步。

徐光启从耶稣会士那里获取的西方知识，远远不止是“科学”，还有“神学”。他还和另一位来自意大利的耶稣会士毕方济（Francesco Sambiaso，1582-1649）一起翻译了《灵言蠡勺》，这是亚里士多德的《论灵魂》（De anima
 ），是中世纪以来罗马天主教神学的基础，为托马斯·阿奎那所重视。徐光启的想法是把古代希腊、罗马人采用的“anima”说法，和中国周、秦、汉代就流传的“魂魄”论做一个比较。这部经典作品被徐光启、毕方济他们翻译成一种融通宋明理学和天主教神学的中文著作，非常神奇。一般学者都以为，中国学者翻译亚里士多德等古希腊作家的作品是20世纪的事情。《亚里士多德全集》，晚至1997年才由苗力田（1917～2000）教授主持翻译完成，并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非常可惜的是，在该全集第三卷收录的《论灵魂》中，没有提到徐光启、毕方济的《灵言蠡勺》译本，中国哲学界已经完全遗忘，在约400年前，亚里士多德的“灵魂”学说已经为中国学者所知晓。可见，当一门知识——宗教知识被意识形态的偏见屏蔽掉以后，后世学者一叶障目，会看不清历史，也难以了解自己工作的状况，当然更不能对未来文化发展的大趋势有所把握。

四 徐光启—利玛窦的精神感召

1933年的时候，上海天主教会和政界、学界联合纪念徐光启逝世300周年，纪念活动的痕迹可在徐汇区的“徐光启纪念馆”的碑刻中依稀看到一点。蒋中正、孙科、宋子文、孔祥熙、张元济、张伯驹、张家树等题词，如今被发掘出来，隽刻在侧壁上。正是在这次纪念活动中，当时的上海教会启动了“封圣”程序，申请为利玛窦、徐光启立品，准备进一步申请，册封为“圣人”。但是，因为中国战乱和欧洲教会内部的分歧，20世纪30年代给徐光启、利玛窦的封圣没有成功。前几年，意大利重新启动“封圣”程序，要把利玛窦单独封为圣人。近几年，徐光启封圣立品的事务也在上海开展。天主教上海教区的主教发出号召，要广大信徒以徐光启的名义祷告，求天主显灵，为封圣申请寻找“圣迹”。

在中国和世界的思想、文化、学术界，徐光启、利玛窦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人物，越来越受到各方面的重视。2000年以后，围绕着利、徐，有很多400周年的纪念活动。比如：2000年利玛窦进京400周年、2003年徐光启入教400周年、2007年《几何原本》翻译出版400周年、2010年利玛窦逝世400周年，在上海、北京、罗马、马切拉塔、那不勒斯，都有纪念活动。意大利政府把利玛窦作为意中文化交流的桥梁，马切拉塔地方政府把利玛窦作为旅游形象代表，徐光启、利玛窦已经是世界谈论中国文化最为熟悉的人物。当前重新研究徐光启、利玛窦，对于促进中西文化对话、消解民族主义、减少宗教摩擦、避免正在西方上演的“文明的冲突”向中国蔓延，具有借鉴和警示作用。

上海是徐光启的家乡，明清之际的上海，因徐光启而成为中国最早接触西方文化的交流基地。19世纪以后，欧风美雨，上海又一次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中心。利徐翻译了《几何原本》（1607）的前6卷，由伟烈亚力（英国人，Alexander Wylie，1815-1887）和李善兰（海宁人，1811～1882）在上海翻译了后9卷，成《续几何原本》（1856）。翻译《几何原本》和其他西方经典著作的历史表明，上海，以及长江三角洲的江南地区，自明清以来一直充当了中西文化交流的中心。上海文化和欧洲文化有着悠久的交流传统，深厚的对话基础。徐光启和利玛窦一起制定的“翻译—会通—超胜”的文化理想，至今还应该是我们奉行的基本原则。现在中国有一股民族主义的思潮，主张中国可以从世界中孤立出来，有的人甚至把中国的一些现实主义做法，称为“中国模式”。“中国崛起”变成了孤立主义，这些重新回到“闭关”道路的做法，肯定是行不通的。中国文化不能走这条路，上海文化更不能走这条路。

因为有徐光启在上海，“文化交流”“宗教对话”成为了上海文化当中的一个重要传统，就是中国人常喜欢讲的“文化特色”，就是国内外学者都能接受的“文化多样性”。这既是上海文化的突出特点，也是上海文化的立身之本。在这方面，上海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宗教学系的利徐学社和上海市徐汇区文化局做了很好的工作，修复徐光启墓，建立徐光启纪念馆，筹备徐光启研究会，出版《历史上的徐家汇》《徐光启全集》，建立土山湾博物馆……。我们愿意做更多的工作，把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导向能够与国际社会更多合作、更好交流的“和谐”状态，而不是那种糟糕、掉入陷阱的“文明冲突”状态。




 [1]
 李天纲，复旦大学宗教学系教授、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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